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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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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一　起源


游牧社会中十进位军事编制的历史传统


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
[1]

 。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
[2]

 。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
[3]

 。这个属国千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
[4]

 。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
[5]

 。这是十分可能的。

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
[6]

 。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
[7]

 。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
[8]

 ，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
[9]

 ，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
[10]

 。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
[11]

 。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
[12]

 。

从匈奴那儿接受十进位编制的乌丸人，当时还刚刚越出部落大人“无世业相继”，诸邑落“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的阶段
[13]

 。十进位编制在乌丸部落社会中的功能，亦应大致与匈奴社会相类似。

如上所述，在社会组织还大部分保留着氏族部落血缘外壳的游牧人中间，十进位军事编制，只是他们为应付“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需要，以原有氏族部落为单位，按“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的原则编组和调度军队时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组织，也是以其社会分划为基础，即按氏族、胞族来编制的。他写道：“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各有区别”
[14]

 。由此可知，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社会里，同样存在过与氏族外壳并存、相对于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地位的军事性质的编制。

汉文史料提到过蒙古克烈部中的百户组织
[15]

 ，但由于记载太过简略，不克详考。关于12世纪末叶以后蒙古部落中的千户百户，史料略微充分一点。忽图拉的儿子阿勒坦，亦称按弹折温。伯希和将“折温”的称号，与雪干部的速客该者温（sükegei je'ün）、亦勒都儿斤部的阿儿孩者温（harqaī jīūn）两人的称号相比拟，认为都是蒙文je'ün的音译，意为左翼
[16]

 。看来此处的“折温”很难与蒙文ja'un（译言百，百户）一词相联系。但是，至少阿勒坦的兄长拙赤手下，当时是有千户的军事编制的。拉施都丁告诉我们，忽图拉汗的长子拙赤，“曾带若干自己的千人队（hazārah）同成吉思汗联合，被编入他的军队”
[17]

 。

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时，拙赤所部在帖木真的阵营中自成一翼。在叙述十三翼之战时，拉施都丁又一次提到，站在帖木真一边的各部聚集起来之后，“遂按万人队、千人队、百人队和十人队来确定他们的人数（shumārah īshān bi-tūmān wa hazārah wa sadah wa dahah mu'yyan gardānīd）”，组编为十三个古列延（圈子）
[18]

 。这些“千人队”、“百人队”等等，似乎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来统计和调配兵力时的一种辅助性制度设置。

上述记载表明，在12世纪末叶的蒙古人中间，附属于氏族部落结构的十进位编制之特殊军事功能，与匈奴、乌丸、柔然时代相比，似乎还很少质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得晚至12世纪末才出现于蒙古社会。不过是史料的缺乏限止着我们更往前去追寻它的踪迹而已。

这种情况，到13世纪初叶，发生了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


癸亥、甲子年间的千户百户建制


癸亥、甲子年（1203、1204年）之际，帖木真在大举进攻乃蛮前夕，对他统领下的蒙古部众进行了一次整编，“数自的行共数着，千那里千做着，千的官人，百的官人，十的官人那里委付了”
[19]

 。与组编千户百户同时，他还“宣布号令”，“订立了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委派扯儿必（cherbi）官人，建立了一千五百余人组成的亲卫军。从这些措置来看，拉施都丁说帖木真在此时登临汗位，并不是无根之谈；虽然建号“成吉思汗”一事，并不发生在帖木真这次称汗之时
[20]

 。然而，当时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很可能被随即发生的克服强敌乃蛮的生死搏斗和辉煌战绩大大地冲淡了，以致东西史料对此大都载之过简，语焉不详。事实上，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次寻常的战前动员或纯军事部署。上述诸项创制，为1206年蒙古国家的正式确立，预先树立起一个基本的构架。

那么，就千户百户制度而言，癸亥甲子间的建置，是否已经蕴含着1206年定制的主要特征，从而相对于游牧社会中在此以前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显示出阶段性的区别呢？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通过零碎和片断的记载来导出我们的推断。

就在乃蛮太阳汗部败亡的那年冬天，过去曾受其控制的篾儿乞部的分支兀洼思蔑儿乞人向帖木真献女求和。《圣武亲征录》称，帖木真“为彼力弱，散置军中”。从《史集》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所谓力弱，是指他们缺少战骑头匹，无力从征出战；所谓散置军中，就是将他们划分为百户（bar sadaha bakhsh kardand），委派长官，分置于蒙古奥鲁中间
[21]

 。对这批一时不用以投入战争的归降部众，亦按千户百户组编，似乎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千户百户制正在取代氏族部落外壳的诸种功能，而向着蒙古草原上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转变。

癸亥甲子间所建千户、百户的首领们，大都在1206年建国时重新获得确认，并且往往以较后那一次任命传诸史文，遂使其建国前的事迹反而淹没不详了。不过，终究还能找到若干迹象，使我们得以探究前后两次千户百户建置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迹象之一，与后来的伐宋统帅伯颜的祖先有关。据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22]

 ，伯颜曾祖父术律哥图，“以其兵从太祖讨定诸部，尝为千夫长”，后来又以子阿剌（即伯颜祖父）“嗣官”。核以《元朝秘史》第202节，建国时所授千户那颜中，只有阿剌黑（Alaq，阿剌为其异译）而无术律哥图。是知巴邻部的这个千户，当成立于癸亥、甲子年间，以术律哥图为那颜；到1206年，则由前者的儿子阿剌黑继任千户长。

另一例子，是蒙古早期的名将速不台。他“初以质子入侍，继为百夫长”
[23]

 ，而在1206年建国时，又出任千户长
[24]

 。可见他由质子出领百户，当是癸亥、甲子年间事。

速不台的兄长忽鲁浑拔都，曾以“哈必赤百户事太祖皇帝”。“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不及禄而卒”
[25]

 。忽鲁浑何时授百户长，无以确考。《元史》编者据黄溍、王恽所撰碑文写成的速不台、雪不台两传，把它置于1202年阔亦坛之战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他们将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理解为继袭忽鲁浑的禄位，则肯定是一种误会。在近来研究中，仍有学者照引本传史文，并把“中原既定”解释为成吉思汗之统一漠北诸部。于是，忽鲁浑之死以及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都被系于1206年或稍前。据此，他们进而怀疑《元朝秘史》关于速不台在1206年受封为千户那颜的记载失实。

其实，“继为”之“继”，在这里不一定有承袭的意思。按黄溍碑文，忽鲁浑子哈丹，哈丹子也速带儿，后者生于1254年。如果忽鲁浑果真死于1205或1206年，那么其子哈丹的出生，至迟不得晚于次年。如是，则也速带儿出生时，他父亲哈丹的年龄必得在四十八岁以上，这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像通常那样理解为窝阔台灭金后的著名的丙申分封，则一切勉强之处，便都怡然冰释了。丙申年受封的“左手九千户”中，有“合丹大息千户”
[26]

 。大息应即太师的异译。者勒篾后人中拥有太师称号的不止一人。所以，这个“合丹大息”很可能就是忽鲁浑之子哈丹。是则忽鲁浑死后，确有人承袭了他的爵禄。不过这个人并不是当时早已威震东西的速不台，而是忽鲁浑自己的儿子哈丹；这件事也不是发生在1206年，而是在此后大约三十年。

再一个例子是不鲁罕罕劄。《元史》卷135《忽林失传》：“曾祖不鲁罕罕劄，事太祖，从平诸国，充八鲁剌思千户，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以功升万户”。按：纳忽崑山之战击败乃蛮后，“札木合一同住来的每札答兰、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泰亦赤兀惕、翁吉剌惕等那里也投入了”
[27]

 。忽林失传文中所谓“与太赤温等战”，应指是役而言。不鲁罕因功升任万户一事，无疑还要在以后。而他初授八鲁剌思千户，无论如何总是在最后平服泰赤兀部的纳忽崑山战役之前。因而此事不可能晚至1206年，亦当为癸亥甲子年间事。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讨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两点基本上可以确认。首先，大漠南北草原游牧社会中的十进位军事编制的传统，同早期蒙古社会的千人队、百人队组织之间，并且通过后者又与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编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其次，癸亥、甲子年间的建置，又是传统的十进位军事编制就它的内涵和它的功能而言发生重大变化的真正转折点。


蒙古千户百户与金制的关系


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女真人确实在蒙古之前，就已成功地把原来附属于氏族部落外壳的“行军”建制即猛安谋克制，发展成为用以取代前者的全新社会组织，女真语猛安（mingqan）与蒙语明安同源，译言千；谋克，《三朝北盟会编》作“毛毛可”，女真语为moumugo，译言“百人长”
[28]

 。

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和活动地域，同蒙古草原诸民族不无差异。但它并不妨碍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可能随着女真人的统治进入漠北，被扩展到大漠南北诸族的人群中间。南宋初年人范仲熊被金军北掳，途中向人探听彼方虚实。“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博啰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黯戛斯家，有大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
[29]

 这里所提到的随粘罕南侵的北方部族军队，应该是被金人全数编入了猛安谋克序列之中的。

金代边地的部族首领，颇多以“忽里”见称者。如克烈部的忽勒巴里忽里、主儿乞部的泰出忽里、汪古部的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等等。帖木真助金攻塔塔儿部有功，被金封为札兀惕忽里。屠寄提出札兀惕即蒙语数词百的复数形式ja'ut的转写，札兀惕忽里译言百夫长
[30]

 。伯希和评论说：“我还是认为屠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相信，其在辞源学上的正确性有相当的把握”
[31]

 。但他在另一处又说：“总而言之，我的看法，ja'ut quri译言百夫长，这是可能的，不过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32]

 。忽里一词，据伯希和的看法，不是女真语，而可能是契丹语词。札兀惕忽里的官号，与猛安谋克制度似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早于金朝封帖木真为“诸百户统领”官号前的十三翼之战里，蒙古已经有千户万户的军事编制了。很难看得出金朝颁赐给帖木真的札兀惕忽里官号，对大蒙古国千户百户制度有什么影响。

漠南汉地的情况与漠北有所不同。蒙古征服早期，汉地出现了许多归属于蒙古帅府的万户、千户、百户。直到窝阔台汗调整汉地军制之前，这主要是蒙古对于降附他们的汉地世侯、金朝官员将领等仍用金朝官号以自誉的现象一律予以承认的结果。可以认为，这是对金朝猛安谋克制度的沿袭。蒙古本部的千户百户进入中原内地以后，专以军户立籍，军需部分自筹。这也可以认为是受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但是，对于猛安谋克制度在蒙古千户百户制起源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或许不应当作太高的估计。


 二　关于千户序列的研究

关于1206年的千户百户，我们拥有较丰富的史料。所以，本小节将以对1206年千户百户组织的研究为基础上溯下推，从而阐明成吉思汗时代千户百户建置的确立和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形成过三个千户百户序列，即癸亥甲子年间的六十五千户、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以及定型于西征前的千户序列。据《史集》事后追忆记点，后者凡一百二十九千户。


1206年的千户数目


在着手分析1206年的千户百户组织时，首先要碰到一个最基本的史实问题，即当时究竟划分了多少千户？

《元史》卷120《术赤台传》称：“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元朝秘史》第202节则在开列了很长一串千户那颜的名单后说，除林木中百姓，“达达百姓的千户的官人每，太祖皇帝的提名来的九十五千的官人每做了”。秘史开列的名单，按正确的读法，共有八十八人。其中阿勒赤驸马、孛秃驸马及阿剌忽思的吉忽里驸马分别辖有翁吉剌三千户、亦乞列思二千户、雍古惕五千户，以组编之千户计之，适足九十五之数。

对秘史开列的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学者们已经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名单中既包括若干1206年时业已去世的人物，还有一些实际上是部名而不是人名，此外也可能有漏载、重复以及其他情况发生。体现在这份名单中的苦心拼凑的特点，殊为明显。但问题偏偏在于，秘史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勉强地进行拼凑呢？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是为了替九十五千户这个既定数目凑足它们的“官人每”。秘史成书，距离成吉思汗立国已有数十年之久。草创之初，史事多失于记载。所以，当时将全体蒙古部众总共编为九十五个千户一事，虽然始终在蒙古人记忆里保持着鲜明的印象，但是在细节上，例如关于当日封授的千户那颜的具体人选等等，或已难于毫无遗漏地凿凿确指。因此，八十八千户那颜名单有失实之处，这件事并不能证明九十五千户之说不能成立。

秘史第202节所载1206年建立的千户，目前可予确认的，虽不足九十五个，但是无论如何已经超过了六十五之数。其中能与《史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专节（见该书“成吉思汗传”后）互相引证的，共四十一人、五十四千户。兹制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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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当中可以确认的，还应包括以下诸人：

古出古儿和迭该。秘史有专节分别叙述他们各自的千户组成。古出古儿授千户事，并见《史集》“部族志”
[33]

 。

巴歹和乞失里黑。二人至少共管一个千户。乞失里黑后人哈剌哈孙传文可以证之
[34]

 。

失鲁孩。学者们很早就一致认为，他就是照兀烈台部将麦里的祖父雪里坚。他“从太祖与王罕战，同饮班真河水，以功授千户”
[35]

 。

不合驸马。巴牙兀惕部人，拉施都丁在《史集》“部族志”中说他为左翼千户长
[36]

 ，但在军队节中，这个名字未见著录。

八剌斡罗纳儿台。即斡罗纳儿氏人巴剌，标明其所出部族，以与札剌亦儿部的巴剌扯儿必相区别。《元统元年进士录》载濮州蒙古军户斡罗台氏买闾，曾祖为八郎千户。八郎者，八剌斡罗纳儿台之异译
[37]

 。

哲别。与者勒篾、忽必来、速不台同为成吉思汗手下攻无不克的“四狗”，不可能不与其他三人同封千户那颜。

者卜客，孔温窟哇之弟。孔温窟哇把自己的儿子木华黎等送到帖木真跟前的同时，也将者卜客送到合撒儿跟前。所以后来者卜客仍被分给了合撒儿，在他手下做千户那颜。

者卜客既为合撒儿的千户那颜，他就不可能属于被同时列入一百二十九千户序列中的木华黎所统札剌亦儿三个千户之内。所以此处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者卜客的情况，与孔温窟哇另一个弟弟赤剌温恺赤之子秃格有所不同。秃格的儿子不吉歹与者勒篾之子也孙帖额共同管理怯薛中的四百名豁儿赤（qorchi）
[38]

 ，是则秃格本人出长一个千户无可怀疑。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属于木华黎管领下的那三个千户之一。为避免重复，故不予计入。

塔海。据《元史》卷129《阿塔海传》：“阿塔海，逊都思人。祖塔海拔都儿，骁勇善战，尝从太祖同饮黑河水，以功为千户”。这个塔海，秘史第120节作塔乞。当时和他一起投奔帖木真的，还有他的哥哥赤勒古勒。《史集》“部族志”写作Dāqī bahadūr，《圣武亲征录》作塔降吉拔都（按、“降”为衍字）。拉施都丁说他是轻吉牙惕部人。伯希和认为当从秘史
[39]

 。

忽难。后来分配给术赤的千户那颜。《史集》俄、汉译本均采取qūtan的读法。然据诸种波斯文本异写，有qūyan、qū?an等写法
[40]

 ，校以秘史，当读为qūnan。秘史说他是格泥格思氏（Geniges），但《史集》说他是轻吉惕部（Kīnkīt）人。村上正二以为轻吉惕系格泥格思一名的讹误
[41]

 。设若果然如此，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不过轻吉惕与另一个部族名轻吉牙惕（qing-qiyāt，伯希和读作qongqiyāt），在波斯文献中虽然分辨得比较清楚，在蒙古语文献中却很难区别。秘史第120节有斡勒忽讷兀氏人轻吉牙歹（Olqunu'ua-un Kinggiyadai），《黄金史》作Kinggedei或Kinggidei
[42]

 。在这里，Kīnkīt～Kinggid似乎又很像是轻吉牙惕的另一种写法。东西史料关于忽难族属的分歧，看来尚难弥合。但是忽难其人和他的千户之属于1206年编制，这一点至少已经不是孤证了。

亦多合歹，或亦多忽歹（Iduqadai～Iduqudai），分配给察台合的千户那颜。拉施都丁叙述成吉思汗军队时，在察合台名下只著录了两名千户那颜的姓名，另外两人缺载。但在《史集》“部族志”里，他明确提到札剌亦儿部的拙赤答儿马剌次子忽秃黑答儿（Qūtūqdar），说他的儿子们“在察合台后裔左右”
[43]

 。亦多忽歹系由突厥语iduq-qut加蒙古语后缀-tai构成。iduq译言“神圣的”，qut译言“神恩”、“幸福”。iduq-qut意谓神意赐予的幸福。在中世纪，它曾被一些突厥语族部落首领用作自己的称号，意为神圣武威君王，以致qut一词又被赋予君主的意思。然而除了作为专称使用，iduq-qut这个词的更一般意义并没有消失
[44]

 。亦多忽歹作为突厥—蒙古语合成词，即意为神圣幸福的人。而神圣、幸福一词，蒙古语作qutuq，加后缀-dar，构成为qutuqdar，意为大福荫里的人。可见亦多忽歹与忽秃黑答儿，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不过采取了突厥—蒙古语合成词和蒙古语词两种不同的形式而已。因此，1206年封授的千户那颜中有亦多忽歹，可以由拉施都丁关于札剌亦儿氏人忽秃黑答儿的记载得到印证。

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人叫统灰歹。村上已经指出，这个统灰歹（Tong Quidai）的名字，不外是出自克烈分部Olon Dongqayid（斡栾董合亦惕）之部人的意思
[45]

 。伯希和赞同贝勒津的看法，认为这个部名可能出自蒙古语tongho，译言树林，董合亦惕部即林木中的克烈人
[46]

 。在帖木真与王罕决战时，董合亦惕部是克烈方面的作战主力之一。不过有一部分离散的董合亦惕部众，很早就归附了帖木真。拉施都丁说，他们后来在本部族的辉都（quīdū）统领下，组成为一个千户
[47]

 。据《元史》卷124《速哥传》，克烈部人速哥，“父怀都，事太祖，尝从饮班术尼河水”。这个怀都，应即克烈董合亦惕分部的辉都
[48]

 ，也就是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中的统灰歹。

在这个名单里，最后还应加上一个秘史第202节未曾著录的名字，即拉施都丁的一百二十九千户表中左翼军札剌亦儿台也速儿千户。这个人，无疑就是《元史》卷95《食货志》“岁赐”条所记“左手九千户”中的也速兀儿千户。丙申年分封时，他与也速不花（兀良哈惕部）等人受同等待遇，应当也是在建国时与也速不花父亲者勒篾同时受封为千户那颜的。

根据以上讨论，1206年千户编制中，我们今天尚能确认的至少有五十五那颜、六十七千户。当然，这不可能恰恰就是当年组编的全部千户。只不过因为史文残缺，无法对之做更多的追究了。但是，现有的研究本身已经可以表明，1206年的序列，显然不止只有六十五千户，所以只能是九十五千户。


关于本田实信的“排除法”


关于95千户的问题，本田实信教授在1950年代初发表过一篇极有分量的论文，至今仍是从事有关研究课题的基本参考文献
[49]

 。本田力图采用排除法，从《史集》的一百二十九千户表的信息中，去追溯1206年的千户序列。据此，斡亦剌四千户、“火朱勒部”三千户、吾也儿及耶律秃花所统各十个千户，总共二十七个千户，明显成立于建国之后，应予排除。此外，本田又排除了其他七个千户，剩下的正好是九十五千户。本田以为，此种一致，应非偶尔。他因而倾向于将使用“排除法”所获得的剩余九十五千户视为完整无缺的1206年序列。

事实上，即使采用排除法，也无须指望可能获得1206年封授千户的全部名单。拉施都丁根据多年后追忆所记述的这个序列的千户总数乃至各千户那颜人选等信息，其本身是否确凿无误，已十分令人怀疑。而在这一百二十九千户当中，究竟有哪些千户应予排除，除较易判定的那一部分之外，还有一些也人言言殊，难以定论。再者，我们还必须将排除结果与秘史八十八千户那颜进行比较，对它们之间的所有异同之处都作出言之有理的解释或取舍；而这一点因为受材料限制，今天也已经无法完全做到。尽管如此，采用排除方法，依然能使我们大体相信，所谓九十五千户，确实反映了1206年千户序列的基本面貌。只是除了上述二十七个千户以外，被本田排除在外的其他千户，似乎还值得重新加以斟酌。

例如由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全部侍臣及隶属于诸斡耳朵的人们所组成的“直属千户”，曾以唐兀部人不劣为千户那颜。本田误以为此人就是怯薛中客卜帖兀勒（kebte'ül，秘史旁译宿卫）千人队长也客捏兀邻，所以将该千户当作怯薛的一部分而排除出九十五千户。但是，如果这个直属千户确实就是客卜帖兀勒千人队，那么它非但不应列入九十五千户，而且也同样不应列入一百二十九千户。因为全部怯薛本来就都未经编入千户百户序列中，可见即使不考虑该千户那颜的人名勘同问题，这个直属千户不是客卜帖兀勒千人队，仍然是很清楚的。不劣的前任，是他的同族人察罕。据《元史》卷120《察罕传》，他是因为在最初的对金战事中立有战功，所以被委任为直属千户的那颜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察罕接任之前，这个直属千户就不存在。

被排除的另一名千户那颜是雪你惕部人帖木迭儿。此人未见于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排除他的理由，是因为拉施都丁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带箭筒卫士（qorchi，豁儿赤）。照本田看法，怯薛万人队的指挥官们建国之初均不兼领在外千户（窝阔台时有所变化）。即使我们接受上述看法，仍无充足理由排除帖木迭儿。因为他在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是怯薛的指挥官，而只是一般怯薛歹。事实上，建国时任怯薛外千户的那颜同时又入值宿卫者，秘史和其他文献皆有例证可寻。巴牙兀惕的汪古儿投附帖木真后长期担任宝儿赤（bawurchi），建国时委为千户那颜，同时仍旧负责“于人多处散茶饭”，“坐位坐时，大酒局的右、左边吃食知料着”
[50]

 。八鲁剌思人不鲁罕，同样是既当千户那颜，又“俾直宿卫”的
[51]

 。

另外几名，如斡歌列、阿儿孩合撒儿、也孙帖额、朵豁勒忽等人，都是成吉思汗怯薛万人队中的指挥官。那么他们是否就未再兼任千户那颜呢？秘史屡屡提及蒙古国初期这些显赫人物，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里，或即此一见解的依据所在。这样的观察殊为细致入微，但似乎还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秘史的千户那颜名单，不实之处颇多，所以需要我们搜求其他材料与之对勘，征取旁证，以决其是非。仅据秘史名单本身立论，未必十分稳妥。再说，尽管我们主要只能通过辨认某人是否1206年封授的千户那颜，来确认该千户是否属于1206年序列，但若要利用它的反命题来作论证，则须格外谨慎。即便证实某人不是建国初封授的千户那颜，仍不能说明后来领属于他的那个千户，在此之前必定就不存在。上面提到察罕和成吉思汗直属千户的情况，即为一例。

所以，一百二十九千户当中不属于1206年序列者，或许并不能包括斡歌列、阿儿孩合撒儿等人的千户，而应是另外的一些千户。

在这里，被《史集》记录为辖有十个千户的豁儿赤万户之构成，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秘史207节记成吉思汗的命令：“豁儿赤三千巴阿邻的上，塔该、阿失黑两个一同，阿答儿斤的、赤那思、脱斡劣思、帖良古惕共做万满着，豁儿赤管着”。豁儿赤所管，虽然“共做万满着”，但其中真正的巴阿邻部众，却只有三个千户。除豁儿赤本人外，其他那两名千户那颜，应当就是秘史120节提到的与他一起投附帖木真的阔阔搠思和兀孙老人（兀孙额不干）。前者已见于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至于兀孙老人，曾有学者认为，这个人名在秘史120节中应与它上面的豁儿赤连读，作“豁儿赤兀孙额不干”。是则兀孙与豁儿赤实即一人。但是王国维指出，成吉思汗立国时对豁儿赤和兀孙老人的赏谕，明明白白分为二条记述，“名位各异，断不能视为一人”。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中有许孙，王国维认为，它就是兀孙的异写，是说可从
[52]

 。

根据秘史207节的描写，豁儿赤实际上是受命带领三千巴阿邻部众，去镇抚阿尔泰山以外的也儿的石河流域的。但是，这些地区，至少是在建置九十五千户之时，还处于乃蛮不亦鲁黑汗控制下。豁儿赤的出守，最早也应在蒙古于1208年清除不黑都儿麻河流域的乃蛮残部以后。所以，分布在术赤属地之南的帖良古惕、脱额列思等部，被置于豁儿赤节制之下、并与巴阿邻三千户“共做万满着”，并不是1206年的事情。又按秘史第209、223节的体例，受命与为首那颜共同管领千户的人，自己往往并不另领千户。辅佐豁儿赤的塔该、阿失黑，当时是否也有自己的千户，无从确考。

上述讨论似可说明，豁儿赤的十个千户内，确切知道应属于1206年序列的，只有三个千户，或者最多也只有五个千户。应当进一步从1206年序列中排除的，似乎更可能是豁儿赤属下的五至七个千户，而不是斡歌列、阿儿孩合撤儿诸千户。

现在可以回到建国时组编千户的数目问题上来了。在拉施都丁著录的一百二十九千户里，减去毫无疑问的那二十七个千户，再减去本田建议的那四、五个千户，或者是我所建议的那五至七个千户，其结果都很接近九十五的数目。排除法同样证实，九十五千户之说，要优于六十五千户之说。


六十五千户序列考述


那么，《元史·术赤台传》之“六十五”，是不是“九十五”的误写呢？

《元史》卷126《安童传》说传主终年四十九岁，校勘者疑九字乃系六字之误
[53]

 。蒙文九十五作“也连塔奔”（yeren tabun），六十五则作只阑塔奔（jirin tabun）
[54]

 ，二者书写时形体略似，似乎也存在蒙文史料传写致误终而流为歧说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要怀疑《元史·术赤台传》中“六十五”为“九十五”的讹误，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是，史文传写和刊刻致误的问题，在缺乏版本方面充分依据的情况下，颇难确切认定。故此，人们对所谓“理校”，往往采取慎而又慎的小心态度。那么，对九十五千户或六十五千户的问题，是否也可能寻找到某种更为稳妥的解释，而不必再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绝对互相排斥的说法呢？本田实信就提出，六十五千户之说未必全无根据。它很可能是指的节制若干下级千户的上级千户；与此同时，九十五千户则指上级千户和下级千户的总数。尽管很难充分地说明，在大部分千户中区别上级千户和下级千户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标准，但此一见解本身，却给人以很深、很有益的启发。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六十五千户，应即癸亥、甲子年间编成的千户数目；而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则是将两年前的六十五千户进一步加以分划扩充的结果。

为此还需要将《元史·术赤台传》的有关史文仔细推敲一下。它说：“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兀鲁兀台之孙曰术赤台，其一也。……赐嫔御亦八哈别吉、引者思百，俾统兀鲁兀四千人，世世无替”。

上面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完全是在说1206年的事情。但是，蒙古国史事，率多出于元人日后追记。它对于建国以前史迹，语多疏略。后出文献把帖木真灭克烈部之后的封赏和1206年的封赏揉为一事来记载，这样的例子确实是存在的。兹举刘敏中关于乞失里黑的事迹为证。

刘敏中说，巴歹等“遇太祖皇帝于龙飞见跃之际，知［王］可汗将袭之，趣告帝为备。果至。我兵纵击，大破之，寻并其众。以攻（按此字当为功之讹）擢千户，锡号答剌罕。时官制惟左右万户，以次千户，非勋戚不与。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帝谓侍臣：‘彼家不识天意，故来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许为自在答剌罕矣。因赐御帐、什器，及宴饮乐节如亲王仪”
[55]

 。帖木真把王罕的“金撒帐，并铺陈、金器皿”赏赐给巴歹和乞失里黑两人，在灭克烈以后；而对他们赐号答剌罕，许其自在快乐，则在1206年
[56]

 。两件事情，在刘敏中碑文中被合并叙述。

术赤台之封授千户那颜，亦应当是灭克烈以后的事。而建国之后对他进一步予以奖赏，才是帖木真把自己的妃子赐给他，并委以节制兀鲁部四千户之重任
[57]

 。《元史》本传把术赤台在癸亥、甲子年间始封千户同“朔方既定”后又一次论功行赏揉合在一起叙述，遂使人误将癸亥甲子间的六十五千户当作了“朔方既定”后的编制。此种解释，似乎是很可以成立的。

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序列，前后经过两次较大的发展变化。先是从六十五千户扩编为九十五千户，后来又形成见于拉施都丁著录的一百二十九千户。由前述可知，从九十五千户扩大到一百二十九千户，主要是将新降附部众纳入千户百户编制的结果。那么，从六十五千户到九十五千户的扩展，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扼要地说，它应是对于原设六十五千户作进一步调整、细分的产物。

拉施都丁在《史集》一书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编组千户时的一条规定。他说，“当时曾作如下规定：御前千户尽管是最主要的一个千户，但［人数］不得超过千人”。“当时作了规定并被当作惯例：各千户都不得超过一千，大千户也不例外”
[58]

 。从这些话里，人们有理由推测，最初的蒙古千户，都是按照来附时的原有领属关系，很粗略地加以划分的。某些游牧首领原来领有的部族较大，他的千户也就较大。以后按上述规定作过一次调整，以求各千户的大小基本上整齐划一。这次调整，不可能晚至一百二十九千户定型之时。因为这时候千户数目的增加，主要地并不是由九十五千户本身变化而引起的（已经确知的例外只是“火朱勒部”三千户）。另一方面，正如本田关于大、小千户的猜测所指示的，从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序列中，确实可以追寻到上述调整所留下的若干迹象。

秘史在开列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以后，又对其中七人的封授情况，专门列节，分别予以描述。在他们中间，汪古儿、察罕豁阿、迭该、古出古儿等那颜所领，部分或者全部是“部落、部落每里漫散有”的同部族百姓，或者由“无户籍的百姓”及“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收聚起来的人口
[59]

 。这几个新千户，均系由癸亥、甲子年间成立的千户中间分拆出来，似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再看晃忽坛人蒙力克之子脱栾扯儿必的千户。成吉思汗对他说：“你百姓共收集，父行只翅做共拽着，百姓共收集了的上头，扯儿必名分与了也者。如今自的得了的，置来的教自的，自己千做着”
[60]

 。脱栾原来作他父亲的一支翅膀，即同在一个千户中。经过灭乃蛮之战，收聚的人口更多了，于是分出来另外建立千户。1206年的千户那颜中，还有蒙力克的另一个儿子速亦客秃。这个千户的情形，应与脱栾千户相类似。所以蒙力克的千户，确立于癸亥甲子年间，到1206年又被分成了三个甚至四个千户。

蒙力克千户的扩展与细分，提供了一个例证，使我们能根据它去推想其他千户的类似情形。你出古惕巴阿邻部人术律哥图的千户，1206年分成三个千户，分别以纳牙阿、阿剌黑（承袭术律哥图的职位）以及另一佚名者为千户那颜，三个千户均受纳牙阿统管。篾年巴阿邻氏的豁儿赤也统管三个千户。他们似乎也应当是从1206年前的同一个篾年巴阿邻千户中分出来的。

翁吉剌诸千户亦可为一证。据拉施都丁书，在特薛禅及其弟答里台家族节制下的翁吉剌人，总共分为九个千户。惟《史集》所传特薛禅家族世系，与汉文记载难以完全勘同。滤去其相异之处以及与目前讨论无关的细节，这九个千户，在特薛禅家族成员中的分配，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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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薛禅家族，原长翁吉剌分支孛思忽儿氏，也就是金代文献中的婆速火部。他们并不是翁吉剌部的长支氏族。其长支，恐怕是帖儿格阿篾勒（Terge Emel）所部，《金史》称他为“广吉剌部长忒里虎”
[61]

 。帖木真在“收抚”帖儿格的部众后不久，杀帖儿格阿篾勒，其部众当即归并特薛禅家族节制。与克烈决战前收服的“弘吉剌别部溺儿斤”，大概亦归特薛禅家领属
[62]

 。所有这些人口，初次封授千户时，很可能是被编组在四个或五个千户中的。至1206年调整时，方才另外分出四个千户，归赤古驸马节制。拉施都丁将阿勒赤、火忽和他们的堂兄弟哈歹（史集称之怯台）等人的五个千户并在一起叙述，而阿勒赤的儿子赤古的四个千户反而被放在另一处来交待，当即暗示着这两组千户在成立先后方面的差异。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亦乞列思千户的问题，按秘史202节，孛秃驸马属下共两千户。本田据《史集》伊斯坦布尔波斯文抄本，谓孛秃领亦乞列思三千户。惟据《史集》俄译本（汉译本同），则有九千户之多。不难判断，错在俄译本。因为细数左翼诸千户，除孛秃所部外，其总数已达59千户。左翼千户共有62个，所以孛秃所领，至多只能有三千户。检核德黑兰波斯文刊本，亦谓“他们总共有三千”
[63]

 。否定了亦乞列思部九千户之说，也就摆脱了在解释它何以会从1206年前的二千户（或三千户）扩增为建国时的九千户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1206年千户数目的增扩，与各千户皆在不久前的纳忽崑山之战中收聚了一大批战败部众有关，同时自然也与癸亥甲子年组编的千户中有一些本身就比较庞大有关系。到了1206年，大约有相当一部分千户，按“不得超过一千”的规定进行过调整。不过这个规定似仍不是绝对的。那些基本上未被拆散的部落所构成的千户，尤其如此。例如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节制下的汪古五千户，即有“万骑”之多。至于吾也儿、耶律秃花管领下的二十个千户，其性质更从一开始就同其他“基本千户”不完全相同，亦应另当别论。

在本小节的最后，还需要附带讨论一下对蒙古国时期军事行政基本单位的正名问题。波斯文献中所使用的词汇，按字面对译，应分别作“千人队”、“百人队”、“十人队”。不过该单位当中理应包括这个数量的成年战士们的妻儿老小。正如弗拉基米尔佐夫定义的，所谓十户、百户、千户，是指“能够提供十名、百名、千名等等战士的阿寅勒集团”
[64]

 。在他以后，有些学者又以为当日计点人马的基本单位是阿寅勒（ayil）。所谓千户，是指一千阿寅勒的游牧军事集团。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汉文文献中虽多千户、百户的习称，但据《元史》卷98《兵志》一，它们在建国之初本指拥有“千夫”、“百夫”的军事行政单位而言。这与波斯文献的叙述和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定义完全一致。

本文在以下部分，将尽可能采用千户、百户等约定俗成的专门名词。这主要是为了照顾行文的一致。它们完全是被当作“千人队”、“百人队”等等的同义词来使用，在内涵上与后者不存在什么歧义。


一百二十九千户序列的形成时间


上面已经提到，《史集》关于一百二十九个千户那颜们的记载，尽管可能存在若干误植或遗漏，但总的说来还是可以相信的。它基本上反映了成吉思汗时代某次较大规模地整顿部众以后所形成的定型建置；现在姑且称它为一百二十九千户序列。那么这次整顿应当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看来，它不会早于1214年，可能不晚于1217年，说得再保险一点，则至迟不晚于1219年。

按《元朝秘史》第242节，当成吉思汗首次在黄金氏族内部分封编民时，他的弟弟哈赤温已经不在世。所以应由哈赤温领受的份子，分给了他的儿子阿勒赤台。至于合撒儿的份子，当时还是由他本人领受的。在一百二十九千户定型的时候，属于哈赤温的千户仍由阿勒赤台领受，而属于合撒儿的千户，也已改由他的儿子也苦、移相哥、脱忽三人所继承。也就是说，这时候诸王合撒儿也已经去世了。

“皇弟哈撒儿”在1213年秋天尚跟随成吉思汗经略中原
[65]

 。文献最后提到合撒儿其人，是在1214年成古思汗调整诸弟及翁吉剌、亦乞列思等“东诸侯”封地的时候
[66]

 。合撒儿去世，当在1214年之后。所以一百二十九千户的定型，不当早于1214年。

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有关博尔忽那颜的。他在1217年受命出征，去镇压秃马惕部叛乱。博尔忽死于秃马惕之役，虽未见于《元史》，但《史集》、《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诸书均有明确记载，颇可信从。而一百二十九千户序列确定时，博尔忽尚为右翼千户那颜之一。是知该序列之形成，或在1217年之前。

从木华黎麾下诸军的研究，也使我们得到差不多同样的结论。

1217年秋天，木华黎被封为太师国王，受命节制诸军，主持漠南汉地的军事经略。他统领下的蒙古军，有“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
[67]

 。学者们对于“十军”，曾经作了许多的讨论。比较新近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或以为是指札剌亦儿部之外，兀鲁（四千骑）、忙兀（千骑）、弘吉剌（三千骑）、亦乞烈思（二千骑）四部共十千骑。这种意见，基于以千骑为一军的设想。可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它缺乏相关史料的必要支撑。另一种看法，将十军与“十功臣”相提并论。因而它被认为是指的翁吉剌的阿勒赤、赤古、册那颜三人，汪古部的阿剌忽思惕吉忽里，亦乞烈思的孛秃，札剌亦儿的孛鲁、带孙二人，兀鲁部的术赤台，忙兀部的忙哥罕札，火朱勒部的和斜温、术思，以上凡七部十一人，所统共为十军（和斜温与术思合统一军）。上述十一人，被合称十功臣或者十投下，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他们与十军似仍不宜混为一谈。因为翁吉剌部的赤古驸马（又作赤渠、赤驹），尽管属于十功臣之一，而且在1215年前也确实参与了在中原的对金作战，但他显然不在木华黎统领的南征大军里。木华黎麾下的翁吉剌部，只是阿勒赤驸马的三千户。

既然如此，所谓“十军”，究竟是指哪些部队呢？我认为，它应当是指札剌亦儿等五部的军队，加上从这五部附属人口当中抽取兵丁组成的五支前锋头哨军，即所谓“五部探马赤军”。从五部当中抽取附属人口组编探马赤军，后来还继续实行过，并且往往以“五部军”径称之，极易与前者相混
[68]

 。文献明确指出，五部探马赤军的建立，是在木华黎攻金时
[69]

 。这支军队，似乎比吾也儿和耶律秃花所部更有理由被编入蒙古本部的千户序列中去。但它却不见于一百二十九千户之中。这一点，似亦有利于该序列确立于1217年以前的看法。

关于这个序列确立的时间下限，我们还不敢必信无疑。因为著名的忙兀部将畏答儿死于建国前，但他的名字竟仍出现在一百二十九千户那颜中。博尔忽是否也会像畏答儿那样，是被拉施都丁误植于这个序列里的呢？五部探马赤军虽然从五投下分出另立编制了，但它们会不会因为仍与作为自己“使主”部的五投下保持着某种隶属关系，因而没有当作“基本千户”来对待？

无论如何，到1219年率军西指前夕的忽里台（quriltai）大会时，一百二十九千户的编制是肯定确立了。关于这次大会，汉文文献几乎没有提及。幸亏拉施都丁还有所叙述。根据他的记载，这次会上对成吉思汗诸子及万户长、千户长和百户长都做了重新任命和分派
[70]

 。

以上讨论告诉我们，一百二十九千户序列的定型，大体上是在1216至1219年之间。现在，让我们转而研究千户百户组织的内部结构问题。


 三　内部结构

尽量利用产生于同族意识的凝聚力，仍是成吉思汗组编千户百户时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过千户百户的划分，毕竟不是氏族部族血缘外壳的翻版，而恰恰是用来取代后者的组织形式。成吉思汗家族依靠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他们对全体蒙古部众的人身领属权。“忽必”和“汤羊”分别成为这种领属权在观念上和经济上的体现。以“莎余儿合勒”形式受封的千户百户那颜，实际上成为替黄金氏族管理其领属民的军事—行政官员。处于这种军事、行政的和社会的组织当中的成员，还有各种分别附属于黄金氏族、那颜和一般部众的私属人口。而封建关系则成为当日千户百户组织里的主要社会关系。


同族意识的利用及其原因


蒙古国组编千户百户的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对主动投附的部落或部落分支，基本上不予拆散，即按其原有的划分改编为若干千户或百户。以整部归附的汪古部和斡亦剌惕部，就分别被纳入四千户的编制（按《元朝秘史》汪古有五千户）。翁吉剌惕部最终被划为九千户，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十三翼之战前就已追随帖木真的把儿坛把阿秃儿长子蒙格秃乞颜，建国时似亦保留了他的敞失兀惕部众，划为一个千户
[71]

 。

二是从各部落中凑集散杂人众，合并另编新千户。由迭该、古出古儿等人所收部众构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千户。第三种情况，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结合。汪古儿率领下的巴牙兀惕部的某个分支，是与它的使主氏族敞失兀惕集团一起投附帖木真的。1206年汪古儿受封为千户。组成这个千户的，除了汪古儿原来所领有的那一支巴牙兀惕人口外，还包括从其他各处收检聚拢来的巴牙兀惕失散人众
[72]

 。蒙力克的儿子脱栾的千户，是从他父亲千户中分出来的。其中应当有一部分从原来千户带来的晃忽坛部众，同时也有他自己新“收抚”的百姓
[73]

 。

在这样编组起来的千户百户当中，一部分氏族部落被打散分置，互相混杂，当然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翁吉剌部的分支额勒只斤氏人秃鲁合札儿和撒儿塔儿把阿秃儿两兄弟，被分在忙兀惕部的哲台千户里。现在同一千户内完全有可能互相通婚了。这个额勒只斤氏家族因而与忙兀族人互称亲家（“忽答”）
[74]

 。篾儿乞分部秃答黑邻氏人忽出儿则出现在主要由克烈部众构成的怀都千户里，而后他又被调出来，成为分给旭烈兀的另一个千户的那颜。在这个以篾儿乞那颜为首长的千户中，又有克烈部人秃古儿（怀都长子）在当百夫长
[75]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还有一些人口数量较大的部落，在被编进千户百户时，并没有完全离散，甚至根本没有离散。更有甚者，一些原来已经被分散的部落或部落分支，这时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又分别被出自该部的某一个功臣重新收聚起来，编为千户。例如察罕豁阿的儿子纳邻脱斡里勒的千户、塔塔儿人忽秃忽惕的千户等等都是如此
[76]

 。这实际上也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至于由以某部族成员为主体的千户来进一步收聚其离散部众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了。例如上引怀都、汪古儿千户的例子，以及由畏答儿后人“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
[77]

 ，等等。总而言之，将原来属于同一部族的成员集中组编在一个或若干个千户之中，这起码是当日编制千户百户制度时所采纳的基本原则之一。毫无疑问，产生于同族意识的精神聚合力，即使在成吉思汗当日所创制的草原社会的全新组织形式中，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草原游牧经济的特点出发进行考察，便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合理解释。

马克思曾经指出，游牧条件下自然形成的氏族部落，乃是游牧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他强调说：“我们可以认为畜牧，或者一般说游牧，乃是人类最初的生存形态，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地点，而是逐水草放牧的……所以，部落社会，那种天然的社会，不是（暂时）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利用土地底结果，而是它的前提”
[78]

 。当氏族贵族把决定氏族公共事务的权力变为手中的统治特权，逐渐使一般氏族成员沦为自己领属民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原来由该氏族或部族所占有的这片牧地。说游牧人完全不重视土地当然是极不正确的。匈奴国家的实际创建者冒顿单于，面对东胡的讹诈，可以放弃被视为“匈奴宝马”的千里马，放弃单于自己的后妃，唯“地者国之本也”，故虽为弃地，亦不可让
[79]

 。我们看不出，冒顿的这种观念，是受汉人的农业文化影响使然。蒙古远古时代，部族之间为了争夺牧场而发生你死我活的残杀，也可由口碑传说知之。

然而，土地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程度，在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中确实大不相同。经典作家极其重视随同对土地的占有而发展起来的定居农业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演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我们以上引述过的同一文献中说：“既然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了，那他们就要受到气候、地理、物质等等各种不同的外部条件以及他们特殊的自然特性（他们的部落特征）底影响，于是这些原始社会便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恩格斯也说：“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
[80]

 。经典作家的意思十分清楚。定居生活的出现，为依据共同居住地来划分人民提供了可能；因而也才有可能利用它来取代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亲属集团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恩格斯正是遵循上述线索，才把希腊国家组织的形成，划分为梭伦前、梭伦时代、克利斯提尼时代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的。恩格斯强调，国家的出现当然并不意味着血族团体的绝迹。但是现在，“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成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81]

 。

恩格斯所说的国家需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只是地区，人民在政治上变成“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游牧经济的条件下，自然极少有可能出现。在如同“未经耕犁的海洋”一般的草原上，游牧人必须一年到头地为他的畜群从自然植物中寻讨生活资料。他们因而也不得不严格地追随着季节的变迁，跨越辽阔的空间，频频往返于冬营地和夏营地。游牧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即以季节为节律的远距离流动性。这既使游牧民极难在政治上“变成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而它的另一个特点，即为适应严峻无情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纪律性和集体动作，则更使游牧社会当中的人—人关系比之人—地关系，处在一种明显的相对稳定的状况中，从而也更易于成为缔造游牧社会组织的基本聚合因素。

所以当氏族部落的外壳为千户百户的编制所替代的时候，成吉思汗仍不得不尽可能地利用由当时尚普遍存在的同族意识所产生的聚合力，去支持他的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以当日漠北草原而言，即使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亦需要由人—人关系，而不是以人—地关系为纽带，才得以聚合。也正是由于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落到了实际社会关系的发展之后，当时社会对人—人关系的普遍意识，还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同族意识。因此，成吉思汗没有其他选择。在这里，观照一下明代以及清初蒙古诸部的状况是很有益处的。经过了千户百户制度的冲击，明代蒙古诸部，即使在形式上也已完全不再是由原生的部族血缘纽带所聚合起来的亲属集团了。它与13世纪初叶以前的蒙古游牧部族，已经有了重大的区别。它所以能聚合不散，虽然仍旧依赖于一般部众对于拥有该部落的黄金家族成员之世代隶属的人—人关系，但此种关系已经不再表现为同血族的意识；同时，普通部众之间的共同血统观念也被长期隶属于同一游牧集团的共同经历与共同历史意识所取代。对相隔两三百年前后的蒙古社会关系的比较告诉我们，尚仍利用同族意识、但毕竟不再以血缘为直接联系纽带的千户百户制度，作为实现这一演化的必经中间环节，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家产分封观念下的领属权与血缘外壳的脱离


如上所述，同族意识的利用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组织不过是在它之前的氏族部落外壳的翻版。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成吉思汗之所以要创造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是为了要利用它来取代氏族部落外壳，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和维系对全蒙古部众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千户百户制度之取代氏族部落外壳，又对蒙古游牧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利用千户百户制度，能够比氏族部落外壳更有效地统治全蒙古呢？因为后者不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里，已经变成由氏族贵族实现对其部众的实际人身领属权的固有社会组织形式，而且其存在本身，又反过来从观念上成为旧氏族贵族合法权力的渊源。为了尽可能干净利落地剥夺旧氏族贵族所世代拥有的这种人身领属权，就必须打破旧氏族部落的外壳。而这一步一经做到，除了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者而外，旧氏族贵族中间的很多人就变成了等级不同的军事—行政官员，负责治理已经整个地沦为成吉思汗的黄金氏族领属民的全体蒙古部众。

古代阿尔泰游牧社会中人身领属权的存在，应是非常基本的事实。舒尔曼曾引用过一段叙述，很典型地描写了阿尔泰游牧民分割家庭财产的普遍方式。它指出，当儿子们长大成婚时，便携带一份家产离开父母的家庭。财产分割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因为它主要由牲畜构成。这个过程最终留下幼子作为他父亲财产（“未分家子”）的唯一承袭人
[82]

 。除幼子所守家产外，他的兄长们各自分得的部分，至今在鄂尔多斯方言中仍叫“奄出”（emchü）或者“奄出忽必”（emchü qubi），译言“父母在世时给予儿子或诸子们的家产（＝牲畜）”
[83]

 。W．巴托尔德指出，在阿尔泰游牧社会中，可以一再地观察到“家产制观念由私法领域转向国家法律范畴”的既定趋势
[84]

 。旧氏族贵族对自己统领的游牧部众也像私有的家庭财产一样，在本家庭成员间进行分配。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因为向帖木真奉献了两个女儿，所以在克烈部灭亡时仍得以继续统领“他行属的每奄出百姓”（imada qariyatan emchü irgen）
[85]

 。“奄出”一词秘史旁译作“梯己”。此种“梯己百姓”，显然不是指处在一般部民层次之下的怯怜口、奴婢等等附属人口，而指分配给札合敢不统率的那部分原属于克烈兀鲁思的人众本身。所以他们在秘史第208节中又被称为札合敢不“自己亲属的每百姓”（ö'erün qariyatan ulus）。把儿坛把阿秃儿次子捏坤太师的孙子札兀合惕，“他的子孙和部落”与察合台兀鲁黑在一起，把儿坛末子答里台斡赤斤之子大纳耶耶，则“连同他的二百名部属”一起被拨到合赤温后王麾下
[86]

 。札兀合惕、大纳耶耶在成吉思汗分民时肯定未预其列，他们的“部落”、“部属”无疑属于当初乞颜部落中的捏坤太师、答里台份下的奄出百姓。由于两人与黄金氏族的血统还不太远
[87]

 ，所以这种领属关系在元代仍得以部分地获得保留。秘史第120、122等节载录了帖木真与札木合分道扬镳以后往投帖木真的那些氏族部落贵族，其中有很多是带着自己的“圈子”（küreyen）一起行动的。这些“圈子”的主体，无疑就是作为各人分下奄出百姓的氏族分支。

对于上述奄出百姓的人身领属权，与对于真正私有财产的绝对所有权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处于这种领属关系之下的领属民，并没有完全丧失人身的自由。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权。其次，它本身不是基于完全私法意义上的领属与被领属关系，而是家产制观念作为私法范畴，其适用性被扩大到法治权领域的结果。后面这一点也使我们有可能将这种人身领属权，与以下将要谈到的本使或使长对于私属人口的权利，在性质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区别。

或许应当强调，“家产制观念由私法领域转向国家法律范畴”的现象，绝不仅仅出现在蒙古早期社会的氏族部落中。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缔造的大蒙古国内部，这种人身领属权甚至更充分地发展起来了。大蒙古国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家产制国家”，成吉思汗并不企图在一般意义上否定对处于他统治下的全体游牧民的人身领属权。他只是要剥夺旧氏族贵族对其部民的这种权力，把它变为黄金氏族一家的特权。而前者的人身领属权，又紧紧地与氏族部落的外壳结合在一起，并且是通过氏族部落的固有形式得以实现的。由氏族部落外壳到千户百户制度的转变，就蒙古国统治者的主观动因而言，取决于对草原游牧部众的人身领属权易手之际的需要。

以上论述证明，千户百户制度对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的冲击，不仅应当从它拆散了一部分氏族部落，将其成员分别编入不同的千户百户这一方面去予以理解。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取代了塞北草原游牧社会组织所一向采取的血缘外壳，为实现家产制观念下的领属权提供了一种新组织形式。蒙古游牧人群社会关系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以下我们就着手研究黄金氏族是如何通过千户百户制度来实现自己对蒙古部众的人身领属权的。


忽必和“因朱”（īnjū）


按千户百户编制起来的游牧民，包括指定给他们使用的牧场乃至畜群，都作为忽必（qubi），在黄金氏族的成员间分配。

村上正二在他的重要论文《蒙古王朝的采邑制度之起源》中说，忽必在最普通的意义上，适用于平等身份者之间的财产（例如作战掳获物）分配观念；在家产制的意义上，它原有只应分与亲族的性质。忽必形式下的对于草原游牧民的人身领属权，亦仅属于大汗的黄金氏族。徐霆在1230年代北使南归后报告草地情况说：“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在这里，“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一句，只能理解为“自鞑主下至伪后……亲族”的意思。也就是说，分土分民，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因人及地的封授，是在黄金氏族成员的范围内进行的。舒尔曼将上述句子译为from the ruler，the pretended queen，crown princes and princesses，and [royal] relatives down。这是完全正确的
[88]

 。有的学者认为：“亲族而下”，即包括千户长、百户长等在内，似乎是对于徐文的误解。

在我们的讨论中，先后出现了两个几乎是完全等意的蒙古语辞，即奄出和忽必。还没有看到元代蒙文文献把诸王份子径称为奄出的实例，尽管17世纪的蒙文编年史籍《黄史》（Shara tuji）在追述成吉思汗时代史事时，说他颁赐了许多“奄出”（ömchi）
[89]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同时期的波斯语文献里，倒出现了与奄出相对应的突厥语借词injū或īnjū。拉施都丁的《史集·成吉思汗传》不止一次说到，从漠北跟随旭烈兀西征的蒙古军马，按照蒙哥的命令，“全部给旭烈兀汗做īnjū”。“现在，从阿母河岸起直到密昔儿［埃及］与苫国［叙利亚］境内全部疆域上的全部军队，由于上述原因，全是旭烈兀汗及其兀鲁黑中汗位继承者的īnjū”
[90]

 。在《史集·旭烈兀传》里，他又重复地写道，按照蒙哥汗的命令，从前与拜住和绰尔马罕一起派到伊朗的探马军，以及在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探马军，所有这些部众，“无论他们驻扎在何处，都归属于旭烈兀；现在全都根据继承法则，成了伊斯兰君主合赞汗的īnjū”。此外，从诸多儿子、兄弟和亲属军队之不在数内之每十人中抽出的二人，亦作为īnjū给予旭烈兀，随同他一起征进并留驻在伊朗
[91]

 。不论蒙哥派旭烈兀西征时的真正动机如何，按拉施都丁的理解，īnjū一词，相对于大汗所属，指分授给黄金氏族各成员私有的份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上引例证中，īnjū所指为游牧人口。与此同时，或者说尤其是后来在中亚，它似乎转而主要用指领地，即“王室私有地产，属于统治家庭成员个人所有的领地；亦指作为属下生活在这样的地域内的民众”
[92]

 。

村上认为，īnjū这个词，应当就是奄出（emchü）一词的变形。根据比村上论文晚出的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成分》第二卷以及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我们现在知道，作为阿尔泰语的借词，īnjū早在8世纪末即以imjuwa的形式出现于塞语文书，或即意为“属于首领家庭的部族”；在10世纪前半叶和阗塞语文书中，我们又见到它以'ijūwa和'imjū的形式出现，译言部落联盟中属于首领个人的部族
[93]

 。imjuwa形式的出现，或许证明村上关于emchü和īnjū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它不是由蒙古语直接进入波斯语，而是以突厥语词的inchü的形态借入的。据克劳逊，inchü译言“家庭或氏族财产，并且特别指首领私有的财产”；它的意思与中期蒙古语里的emchü相近，后者意谓梯已（份子）。12、13世纪的突厥人因而用inchü来对译蒙语相应辞汇emchü。又正因为它或许是经由突厥语中介进入波斯语的，所以它在波斯语文献中遂演变为īnjū的形态。

德福已经否定了inchü与yinchü（突厥语，译言珍珠）之间的辞源学联系。不过大概因为他误从海浬士对《蒙古秘史》中“奄出”一词的不正确的转写enchü，遂将蒙语中两个不同的词emchü与inje混为一谈，并且力图追寻inje与突厥语inchü之间的辞源学联系。在这里，仍然是村上的意见更为合理。他指出，秘史中injes（inje的复数形式）一词虽然很容易与emchü/inchü相混，“然而完全是出于另一语源的用词”。蒙语inje译言从嫁者、嫁妆。或许确如海涅士所说，源于汉语媵臣或媵者。emchü与inje二者都出现于《元朝秘史》中，可见它们在中期蒙古语里应是两个互不相同的词汇。另外，inje似与突厥语的inchü没有关系，亦可由以下的文献证据知之。与亦巴合别吉一同被赐给者台的她的私人随从，在秘史里被称为媵哲思（injes，旁译“从嫁”，《元史·怯台传》写作引者思）。但该词在波斯文献中并未以inchü或其波斯语形态īnjū，而是以另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借词ēw-oghlānān（译言家内儿郎，即私属人口之谓）来对译的
[94]

 。据德福所引，15世纪下半叶波斯文献中有ēnchūyān wa ēw-oghlānān这样的词组，译言“封领内的服役者们与ēw-oghlān们”
[95]

 。这里的ēnchūyān应即突厥语词inchü的对译，足证这个词与可以用ēw-oghlān来对译的inje，其涵意并不完全相同。

按波斯语文献，依照领属权的划分被授予大汗亲属们的人口和份地，构成诸多的īnjū，其余留在大汗手中的则称为dālāī。后面这个概念，或来源于蒙语dalai-yin qaghan，秘史译言“海内的皇帝”；由其本意而被沿用于指称直属大汗支配的人口与土地。旭烈兀所领相对黄金氏族而言全都属于他的īnjū。但就伊利汗家族内部而言，只有其中分授给王室成员们的那些才称为īnjū，留在伊利汗手中的又成了dālāī
[96]

 。全部人口和土地之划分为īnjū和dālāī两部分，正可以看成是“家产制观念由私法领域转向国家法律”的典型表述。彼特鲁舍夫斯基根据阿里札答将īnjū分为王室成员受封地和君主个人所有地产（īnjū-i qass或amlāk-i qass）两类的论述，认为dālāī即指后一类的īnjū，并由此主张īnjū wa dālāī一词意为“全部的īnjū土地，其中也包括国君的īnjū”
[97]

 。作者进而用合赞汗时代分给军队的伊克塔（iqtā‘）来自于被他认为属于君主个人私产的dālāī土地，来解释为什么全部蒙古军队都被算作是君主的īnjū
[98]

 。这种观点，似乎还缺少足够的论证，难以令人信服。


领属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汤羊及其他


黄金氏族对全蒙古游牧民之人身领属权在经济上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所谓“汤羊”。彭大雅相当准确地写道：“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犹汉法之上供也。”当然除汤羊而外，游牧民还有其他许多负担。徐霆指出，在漠北草地，“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上下亦一体”
[99]

 。由于统治权在最高层次上与对于部众的人身领属权合为一体，草原民户为维持游牧国家所负担的义务和属民对领主的贡纳全部被视为“草地差发”。尽管如此，作为贡纳直接缴给黄金氏族的汤羊，仍然在草地差发中占据着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在元代一直称为“尚食羊”，由宣徽院执掌其征收等事宜
[100]

 。似乎不应以一般的牧畜税视之。

征收上供羊的定额，是窝阔台即位后确定的。据秘史，窝阔台下令：“这的百姓处群（sürüg）的一个二岁羊年年里与者”。蒙语sürüg译言家畜的群，此处没有说明究竟以多少头羊为一群计。据《元史·太宗纪》记载，可知实际上是百羊输一，马牛如之
[101]

 。

在这里，我们碰上一个使人颇感困惑的问题。按照秘史所言，上供羊是缴纳给“海内的皇帝”（dalai-yin qaghan）即大汗的。而且从窝阔台将它“宣布于诸王、驸马等知道”看来
[102]

 ，其征收范围，也应包括已经作为奄出忽必分授给诸王驸马等亲属的领属民们。另一方面，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材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诸王、驸马的封民，作为人身役属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又要向他们的封主缴纳一些什么样的贡纳？不时需索无疑是存在的。关键是作为规定的常贡，其一般情形究竟如何？

在这里，只能根据很少几条极其零散的材料做一些推测。

首先，封授给诸王驸马等亲属的领属民，显然要向他们的封主纳贡。前面曾提到过克烈部人怀都。由于他的“基本千户和他的儿子们全部留在那里［合罕处］，留在自己的根源处（huchāūr）。［供职于该千户内的忽出儿］便从诸千人队中征收了赋税（qūbchūr）送到我国［即伊朗］，旭烈兀把忽出儿从怀都的千户中抽调出来；由于他为人机灵，他便派他管辖那几个千户中的一个”
[103]

 。从漠北解送到伊朗去的qūbchūr，不属于西征军队的奥鲁。后者最初位于阿力麻里
[104]

 ，后来只当愈加西移，根本不在漠北。从奥鲁征收的军饷，也从未叫qūbchūr。同时，也没有什么理由像《史集》的俄译者那样，把这种qūbchūr解释为救济贫困的赋敛
[105]

 。这里提到的“诸千人队”，必定是旭烈兀所分得的那部分位于漠北本部的基本游牧部众。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权力把忽出儿从其中的怀都千户抽调出来，并任命他为“那几个千户”中另一个千户的那颜。解送到伊朗去的qūbchūr，就是这部分领属民对于其封主的贡纳。

其次，诸王、驸马等人所得的贡纳中，必定有一部分需要奉献给大汗。明确的证据，就是前引《元史·英宗纪》关于翁吉剌部“岁输尚食羊”的记载。翁吉剌部的上供羊，世祖时为二千头，后增为三千。当时漠北游牧民，交付给一个牧奴的羊就有“二千余头”
[106]

 。翁吉剌部显然不止只有二十万头羊；也就是说，他们交付宣徽院的上供羊，远不足百羊输一的定额。

由上述两点，似乎可以推测说，属于诸王驸马的领属民，他们按百羊输一缴纳的上供羊，可能是由诸王驸马与大汗共同分享的。联系到中原地区的丝料征收，属于大汗的民户，每户交系官丝十一两二钱（中统时增一倍，下同），而五户丝户每户交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两种户计交纳丝料的总数相等，惟分给诸王勋戚的五户丝户所纳，由大汗与封主分享。在这里，由裂土实封到衣食租税的变化，当然是受到汉地传统制度影响的结果。但是，对于来自封民贡纳的经济收益的分配方式，应当仍旧是蒙古旧制的沿用。由丝料收入的分配推想黄金氏族对漠北游牧民上供羊的分享原则，或许不至于大误。


对莎余儿合勒的分析


在dālāī与emchü形式下覆盖全蒙古游牧部众的人身领属权，既然基于家产制观念之上，则对于千户、百户那颜的名位与权力的封赏，就不可能属于同样性质的法权范围。此种封赏，与忽必或emchü相区别，在当时蒙古语中叫做莎余儿合勒（soyurqal）。村上正二最早在《蒙古王朝的采邑制度之起源》一文中，极精辟地分析了忽必与莎余儿合勒之间的重要区别。他指出，诸千户那颜不过意味着作为由兀鲁思主人（ejen）所委任的行政长官而统率着千户集团，“并非自始就含有千户的领主的意思”。

正如同中原汉地的诸王“位下”与功臣“投下”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逐渐靠拢一样，在中亚，与位下相当的īnjū和与投下相当的莎余儿合勒之间，其区别似乎也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但是这种现象，根源于上述蒙古旧制与被征服地区的既存传统这两者的相互叠合，而不是纯粹地由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性质本身所规定的。所以必须将伊朗地区后来的īnjü制度以及莎余儿合勒制度，与它们在漠北草地的形态加以区别对待。

这里不能不提到弗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学领域中的里程碑之作《蒙古社会制度史》。本书的许多论述，在它发表半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可以被看作不易之说。但是，细绎本书关于11至13世纪蒙古封建制开端的论述，未免使人觉得，作者似乎过分热衷于把当日蒙古制度与西欧典型的分封制下的封建制度作机械的、牵强的类比。作者硬将黄金氏族与诸千户百户那颜之间的关系，按照“君主（汗）→诸王（亲王）即份地—兀鲁思的领主→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罕→可卜温（诸王）→那颜”的公式，纳入以牧地的多级占有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封建藩臣结构中去
[107]

 。在这样的结构中，可卜温和那颜对游牧民众的权利，只有等级的、而没有性质的区别。忽必与莎余儿合勒之不同，仅被理解为等级的差别。而那颜对其千户或百户中游牧民的权利，于是也就被等同于可卜温们所拥有的对其属众的人身领属权。而且，在正确地批评那种认为“游牧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土地所有制形式，不知道土地占有”的错误看法的同时，弗拉基米尔佐夫自己又从相反方面颠倒了牧地占有权与对于游牧民的人身领属权的关系。他多次强调赏赐给千户百户那颜的是“作为封地”、“作为世袭封地”的游牧地域
[108]

 。好像与西欧农业条件下的典型封建制一样，对于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的权利，只是对土地权利本身的派生物。

据《元朝秘史》第224节，1206年的千户、百户、乃至十户那颜，都由成吉思汗委任。这里不存在自上而下逐级分封的情形。同时，如前所述，百羊输一具有十分明确的上供性质。换句话说，这是游牧民直接对于黄金氏族的贡纳，由千户、百户、十户那颜负责征收、逐级呈递，也不是自下而上的逐级贡纳。因此，在千户、百户与十户那颜之间，以及在千户与诸王驸马或大汗之间，不存在西欧典型封建制下的那种“服务与忠诚”的盟誓关系。也因此，千户、百户、十户那颜所持有的，并不是处于大汗→可卜温的同一权力结构之不同等级上的对游牧民的人身领属权。实际上，这是为保证此种人身领属权的实现而对游牧民施行组织管辖和指挥的各级行政—军事权力。

弗拉基米尔佐夫提到斡亦剌部和汪古部首领都保有原来领属的部众，自行任命所属千户的那颜。这确是事实。不过应当加以说明，首先，斡亦剌部和汪古部首领，恰恰都是黄金氏族的驸马，所以才能作为份子继续领有他们旧日的部民。在这一层意义上，他们显然不是如同弗拉基米尔佐夫所理解的那样，完全“变成和者别、豁儿赤等人同样的那颜—千户长”。其次，与黄金氏族同属尼伦蒙古的兀鲁、忙兀等千户以及札剌亦儿诸千户的那颜们，对所管部众似乎也保留着一点人身领属权。这只能看作过去的氏族贵族曾拥有过的人身领属权的残余，而不是由于千户百户制度的性质本身所规定的。他们身为千户、百户那颜而保留着昔日的部分特权，丝毫无助于证明一般千户、百户那颜都具有半领主的、甚至领主的地位。相反，它正好显示了他们自己在千户、百户制度下逐步跌落到一般军事—行政官员的基本趋势。

弗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千户百户那颜“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封建领主”的根本依据之一，就是他们都从大汗或诸王驸马那里“获得这样一个统治地域（владение），它拥有数量不等的游牧阿寅勒，一般可以出百名或千名战士，在极少数场合也可以出万名战士，作为采邑（лен）”。照该书作者看来，这一地域，并且是“作为世袭封地”分授给他们的
[109]

 。这样，他就把千户百户那颜的权力，看作与诸王驸马的领属权性质相同，仅仅在等级上有上、下之分。也就是说，他完全混淆了忽必与莎余儿合勒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弗拉基米尔佐夫确实认为，千户百户那颜所领受的就是忽必。所以他写道：“汗—皇帝分封份地（忽必）给其氏族的诸子（可卜温）及其忠实臣下和伴当（那可儿、那颜）”
[110]

 。

那颜受领忽必的见解，看来完全出于对史料的误读。至于他们掌握着“世袭领地”或“采邑”的看法，也没有真正有分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之。弗拉基米尔佐夫所能引以为证的，充其量是来自当日欧洲旅行家游记中的两段文字。这两段文字连同弗拉基米尔佐夫从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后来被不止个别的学者所引述。现将上述两段文字过录如下：“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惊人的权力。除了他指定的地方以外，没有一个人胆敢驻扎在任何别的地方。只有他才能指定首领们应该驻扎在什么地方，而首领们则规定千夫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每一个首领，按照他属下人数的多少，知道自己牧场的疆界，和冬夏春秋的牧场”
[111]

 。

弗拉基米尔佐夫指出，前一段引文中的“首领”，是指蒙古诸王们
[112]

 。这一点后来还经《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一书的作者特别加以指出
[113]

 。由首领（诸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逐级分配牧地的程序，无疑被他们看作与西欧典型的分地分民相类似的等级结构的实现。

分别写下这两段记载的旅行家迦尔毕尼和鲁不鲁克，在叙述牧地的逐级分配时，确实未曾在牧地的赏赐分封，以及在牧地使用中的逐级组织和管理之间作出明白的区分和界定。根据今天的知识，对迦尔毕尼的记载似乎应作如下的解释。即在他的这段颇为含糊的描述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鞑靼皇帝”对于“首领们”的“指定”，乃是作为忽必的分封；至于由千户、百户那颜直到十夫长逐级执掌“规定”的权力，则是一种在不同层次上对游牧民使用牧地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权力。

根据以上对忽必与莎余儿合勒之区别的讨论，大汗在把对千户百户的治理和管辖的权力作为莎余儿合勒赐予诸那颜们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和诸王驸马手中对游牧民的人身领属权一起交付他们。村上写道：“由于千户长地位的世袭，由于他们对千户集团的支配权之强化，适足演成为领主的地位”。支配权的世袭自然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因素。至于它的“强化”，则主要起因于蒙古大汗和黄金氏族权力的没落和衰微。大体说来，这是从元王室被逐离中国内地以后才开始的。大汗和诸王的式微，使掌管着漠北基本千户的那颜们“迅速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经济和封建的割据状态很快地使他们变成了几乎是独立的王公”。元朝崩溃后百余年间在蒙古本部发生的不断残杀，实际上就是一场黄金氏族与那颜——台吉与赛特之间连绵不断的大混战
[114]

 。出自乜克力部的永谢布太师伊巴哩
[115]

 ，以及鄂尔多斯的满都赉阿固勒呼的名言，所谓“我等之上何用管主，我等行事自作主宰可也”
[116]

 ，虽然相当晚出，但仍可以看作赛特们力图取代黄金氏族而跻身真正领主之列的公开宣言。不过，赛特们还来不及称心如意地变成“独立的王公”，其势力便在一百数十年中盛极而衰，终于在16世纪初叶失败在达延汗的手下。达延汗对蒙古本部的重新统一，“表明对迅速降落到官员地位的赛特们的胜利”。现在恢复了元初的状况。“唯独台吉仍然是名实相符的封建领主”。赛特“丧失了实力，变为xaraliq，即成为‘属于黑骨的平民’。而台吉却属于chaqan yasun，即‘白骨’”
[117]

 。黑骨、白骨的区别，完全可以看作是与13世纪的莎余儿合勒与忽必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区别相对应的。

因此，自16世纪上半叶起，黄金氏族、尤其是达延汗的子裔们，重新确立了对蒙古本部游牧民的领属权，并且将它在他们的越来越多的子孙间不断地进行分配。“这种形势，后来长期支配着蒙古部落的形成”
[118]

 。不属于黄金氏族成员却取得对游牧民领属权的，有从14、15世纪起逐渐迁往阿尔泰山南麓及其邻近地区的斡亦剌部蒙古首领，以及明代一直领有兴安岭以东朵颜卫蒙古的兀良哈氏者勒篾的后人。之所以如此，主要似应归因于他们在与蒙古本部相隔离的地区长期养成的势力，竟使黄金氏族对之鞭长莫及。

这些取代了黄金氏族而获得对其部众人身领属权的首领们，也像黄金氏族一样，将此种人身领属权像家产一样地在本家族成员间进行分配。1771年，徙牧伏尔加河流域的额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率领下归投清廷。乾隆“驾幸木兰，次伊绵峪。渥巴锡率所部至。其部头目曰默们图，曰额默根乌巴什，曰拜济瑚，曰伯尔哈什哈，曰策伯克多尔济，曰阿克萨哈勒，曰巴木巴尔，曰奇木腾，曰沙喇扣肯”
[119]

 。这里所枚举的“其部头目”，除沙喇扣肯世系较远，作为噶尔丹余部随东徙族人一起降清外，其余诸人，差不多代表了西徙的族祖和鄂尔勒克后裔的各个支系。兹将和鄂尔勒克后人世系表过录如下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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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除了以实心黑点表示的两支皆有后人、但未见于“头目”名单外，和鄂尔勒克所领的土尔扈特部众，是由他的直系后裔世代相袭，并不断在各支中进行分配的。其中渥巴锡属长支长系，所以又作了该部的汗。

兀良哈氏者勒篾后人统领下的朵颜卫蒙古人也值得提一下。根据和田清的研究，兴安岭东面的这部分兀良哈蒙古，与被达延汗讨灭、并一向被计入左翼三万户之一的乌梁海万户所指非一
[121]

 。者勒篾后人即使在打赉逊库登率部徙幕辽东之后，也仍然保持了对朵颜兀良哈人的领主地位。其宗族繁衍愈众，分支益多，每一支所能分得之领属民的数额自然就越少。降及明末，这个宗族的不少分支已经只能分得数十名领属民了。兹将和田清依据成书于1610年的郭造卿《卢龙塞略》所载之者勒篾宗族各支领民数额制成的一览表转录如下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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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本部，黄金氏族对于属于他们的领民，当然也是这样分配的。所以后来也有一些家支不显的台吉，只能分到数量极少的属民。赛特们不能要求类似的权利，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自忽必烈朝起，关于漠北的份地制度和千户百户制度的材料实在太少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自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实行分封直到明末清初，蒙古诸部的形成演变，本质上是成吉思汗对诸子、诸弟等人分封的重演和它的伸延或展开，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相信，元代的千户、百户那颜们是被排除在授民授疆土的对象之外的。除非有“篡夺”行为，他们所接受的莎余儿合勒，按其本身的性质，似乎不会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变成他们管辖下的蒙古部众的领有者。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早已被弗拉基米尔佐夫十分透彻地领悟到了。上述思想，始终贯穿在其著作第二编的第四与第五两章之中。可惜他竟然没有发现他在这里的表述与他在前面断言那颜对于所管千户、百户和游牧地拥有“领主”的权利之说互相牴牾。在他前后不相一致的这两种论述当中，毫无疑问是后者才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到目前为止，在讨论千户百户组织的内部结构时，我们已经涉及了两个层次三类人。首先是蒙古大汗以及诸王驸马。按照家产制观念，他们是全蒙古游牧部众的主人。作为各人的忽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其所分得的那一部分蒙古部众拥有不完全的人身领属权。其次，为了有效地控制各自的分民，黄金家族又以莎余儿合勒的形式，将千户百户那颜的职位封赏给昔日的旧氏族贵族或有功的勋臣战将。那颜本身既是黄金氏族的领属民，同时又是所在千户百户中一般成员的军事指挥者和行政治理者。最后是千户百户的一般成员。他们既是黄金氏族的领属民，又要受治于所在千户、百户的那颜。

除此以外，在千户百户组织里，还存在着一个十分庞大的私属人口的集合。至是，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个蒙古史研究当中或许是最为困难的问题了。


私属人口中的怯怜口


现在要研究的私属人口，与作为千户百户中编民的黄金氏族的领属民不同。他们与本使之间所确立的，是基于完全私法意义上的役属关系。大汗和黄金氏族其他成员拥有这样的私属人口；那颜以及千户百户的一般成员也可以拥有这种私属人口。黄金氏族、那颜和一般蒙古编户对各自私属人口的权利，在性质上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以上所述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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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哈剌抽，详见下文。

②　关于白身人，详见下文。

③　关于哈兰，详见下文。

由该图右半侧可知，黄金氏族与领属民之间，以及本使与其私属人口之间的役属关系，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补充指出，前面一再提到的黄金氏族对“全蒙古部众”的领属权，主要是就黄金氏族和千户百户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另一方面，如该图左半侧所示，归黄金氏族所有的私属人口和它的本使之间，如同黄金氏族和它的领属民之间一样，不再被另一个层次所分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两种役属关系的权利根据及其性质都不相同，它们仍可能变得很难确切地加以区分。成吉思汗的“御帐前首千户”
[123]

 ，拉施都丁称为hazarah-i khass，译言直属千户或私人千户。khass的这一用法，在穆斯林文献中有典可依。例如，花剌子模沙的私人仆役、私人卫队、宫廷近侍等，就被统称为沙的“khass人员”
[124]

 。拉施都丁明确地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私属人口（ēw oghlān）都算在这个千户的人数之中。这与汉文史料又称御帐前首千户为“四斡耳朵怯怜口千户”亦完全相合
[125]

 。

所谓怯怜口，是蒙语ger-ün kö'üt的音译，译言家中儿郎。元代蒙文碑铭中又有ger-ün köbegüd一语，应是它的同义词
[126]

 。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23《印侯传》：“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
[127]

 。与这个蒙古语词组逐一对应的突厥语辞ēw oghlān，亦同指从嫁者一类的私属人口。德福认为，ēw oghlānān正是ger-ün kö'üt的完全突厥化了的外来语对译辞汇（Lennubersetzung）
[128]

 。

关于汉地的怯怜口，我们知道得稍微多些。它似乎同其他躯口一样，大量来自军前俘获的人口。一个幸免于兵灾的北方汉人叙述蒙古攻占保州以后的情形说：“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甚众。或欲精择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扶锯即匠也。拔人于生，挤人于死，惟所择’。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
[129]

 。

在汉地，怯怜口仅指专属于皇室、诸王和贵族所有的一种特殊的私属人口，专设各种总管府、提举司管理之。而拥有躯口的面则要广得多。躯口的占有，在汉地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躯口必须与本使主居留在同一地区。根据甲午年（1234年）“哈罕皇帝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直、汉儿人等，如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躯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
[130]

 。此项命令，曾经元朝历代皇帝一再重申。元初，蒙古军士把掳掠的私属人口寄留州郡、“随处附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根据上引规定，凡未留居于主人所在地的私属人口，整顿户口时便一概作为大汗的民户承当官差，不再承认为原主的私属人口。对于一般躯口的这项规定，显然不包括诸王贵显的怯怜口在内。于是对分散在各处的怯怜口，便就地设立机构以事辖制，并且以一种特殊的私属人口的户计区别于普通躯口。

作为位下或投下的私属人户，怯怜口的法定地位，要高于躯口。札奇斯钦引《吏学指南》“户计”篇；“怯怜口，谓自家人也”。又同书“良贱孪产”篇：“人口，同居亲属曰人，役使躯贱曰口”。札奇斯钦指出，军驱为“口”，而怯怜口为“人”。可见怯怜口之地位确要高于躯口
[131]

 。我们不知道汉地的怯怜口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它在漠北时的原始形态。缺乏起码的材料可供我们探知漠北怯怜口的一般状况，也不知道它是否很简单地只是漠北私属人口的一种泛称。眼下我们只好绕过怯怜口的问题，着重于研究其他名目的漠北私属人口，他们既为黄金氏族所有，也为一般的千户百户成员所占有。


私属人口：存在于漠北的普遍性


这种私属人口，在漠北或称孛斡勒（bo'ol，蒙语译言奴婢），或者是所谓哈兰（haran，译言人每，详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汉地和江南地区，显然是因为私属人口中属于军前“被俘获驱使之人”数量巨大，所以称为军驱或驱口。后者在元代并且被用来泛指一般奴婢
[132]

 。

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史料，似已能够较为充分地证明，在漠北千户百户一般成员之下，早已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各色私属民。至元八年三月元政府发布的关于整顿户计的圣旨条画宣布：“诸迤北随营诸色户计，壬子年籍后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或诸处寄留人等，不曾附籍、即目于本使处送纳钱物之人，隶属各主”
[133]

 。有必要将这个条文与同一文件的下述另一条规定互相参照，对比研究：“迤北随营诸色人等，于壬子年籍后前来，应当差（按差字似为衍字）军站差役之人，依例开除”。两个条文都是对1252年括户之后进入内地的蒙古人如何承当赋役负担的规定。据后条，壬子年后南下的千户百户成员，分别在内地承担军役或驿站差发，故可依例免去一般民户应当的官差。此外，当时南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蒙古人，他们本身并不当军或承担驿站差发，来到内地后只是替主人“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并且要向主人“送纳钱物”。对这样一批人，元政府并不派以官差，而是承认“本使”对他们的权利，明文规定他们应“隶属各主”。毫无疑问，这两种身份不同的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早已在漠北形成后带到汉地来的。元政府上述规定，只是从法律上重申在进入汉地的蒙古人中间维持漠北既定社会关系的基本立场而已。

漠北存在大量私属人口的事实，也反映在成吉思汗建立怯薛军的有关规定中间。千户、百户、十户那颜以及一般部众的儿子们在被选入怯薛时，应分别携带数量不等的随从人员：

千每的官人每的儿子每教入时，十个伴当（那可惕，nököt）有的、一个弟（迭兀，de'u）他的教随着，教来者；百每的官人每的儿子每教入时，五个伴当有的、一个弟行教随着，教来者；十（原文作千，为十之误）每的官人每的儿子每教入时，白身人的儿子每教入时，三个伴当有的、一个也弟行教随着。……千每的官人每的儿子每行十个伴当每根源，千百处科敛着与着。父自的行与了的份子有呵，他的身子独自的行得了的置了的人口、头匹几多有呵，他的梯己份子行外，咱的限定了的限依着科敛着，那般科敛着整治着与者。百每的官每的儿子每五个伴当，十每的官每的儿子每行、白身的人的儿子每行三个伴当，只也理依着。他的梯己分子行外，只那般科敛着与着
[134]

 。

据上引史文，怯薛的“正员”所携带的随从，分为三部分。一为其“弟”（迭兀）。迭兀这个词，既可指亲兄弟，同时在当日蒙古文献中也往往用来指父家长大家庭内的“门限内的奴婢”（详下）。此处的迭兀，指家庭私属人口的可能性较大。二为由所属千户、百户为入宿的怯薛歹“科敛”的“那可惕”。关于此种那可惕的身份，我们所知也甚为有限，不过仍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们是来源于千户百户内的“科敛”，所以不大像是一般的平民，其地位似应低于一般平民。其次，秘史第228节在记载怯薛成员的待遇时，将随从人员一概称为“阔脱臣”，旁译作“伴当”，总译则作“家人”。第198节该词旁译亦作“家臣”。据秘史汉字音写，这是一个前元音字，读为kötöchin；第228节该词中“阔”字旁注“中”，把它当作后元音字处理。“中”字实为衍误。老一辈日本学者曾经将元代史料中屡见不鲜的阔端赤（kötölchi）与kötöchin相勘同。韩师儒林已指出其误。kötöchi，蒙语译言引导人，侍从
[135]

 。尽管这些侍从由于成为准怯薛成员而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但就其身份而言，他们仍应是其主人的私属。他们基本来自于千户百户中的私属人口。随从的第三部分，是怯薛“正员”的梯己分子（奄出忽必），包括从父母那儿分得的及其“自置人口”。从这样三类人的身份分析，应该可以确凿而有力地证实漠北私属人口存在的普遍性。

拉施都丁在谈到雪你惕部时写道：“从合罕、海都和脱脱各兀鲁思带来的蒙古人的仆夫中，有些人是这个部落的人”
[136]

 。拉施都丁的此段记载弥足珍贵。因为出自雪你惕部的众多私属人口，很可能与派往西方的探马赤军由出自雪你惕部之将领绰尔马罕统领一事具有某种联系。

元末曾威福一时的篾儿乞氏伯颜，原来是蒙哥曾孙郯王彻彻秃的“家奴”，“谓郯王为使长”。他做到太师之后愤而出言道：“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他于是诬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时人遂有“奴婢杀使长”之讥
[137]

 。伯颜宗族，无疑是拖雷家的私属人口。主奴名分一直保留下来了。他的弟弟马札儿台，亦直到相当晚近时，仍为顺帝世仆。所以顺帝之子爱育失黎达腊，由马札儿台的儿子脱脱之妻哺乳。由是“人皆呼脱脱为奶公”。脱脱子加剌张与爱育失黎达腊同岁。某日二人嬉戏宫中，加剌张背负皇太子绕行殿阶，已而皇太子亦欲负加剌张趋行。加剌张跪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幼稚的皇太子因不得遂其愿，竟然“啼哭之声闻于帝”
[13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奴婢与使主之间的界限，比君臣界限更加得到强调。蒙古私属人口对于使长的名分观念，即使长期入居内地、即使昔日的奴婢已成为朝廷重臣，依旧未曾消退。


从私属人口中抽编的军队：探马赤军


前面已经涉及到蒙古私属人户与探马赤军的关系问题。关于探马赤军，我国老一辈的元史学者杨志玖、贾敬颜等人，国外主要是日本学者，已经进行过很多周密精辟的研究。由于探马赤军、尤其是初期探马赤军的构成和性质，对于证实漠北存在着数量极大的私属民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对探马赤军问题持有各种不同看法的学者几乎都同意，它是一种“重役军”，打头阵的先锋军队，是“去边远处……攻取坚城，受辛苦”的军队，由此可见探马赤军士在蒙古社会内部身份地位之低下。尽管到了元朝中后期，很多蒙古人对作为征服者移居汉地江南颇觉惬意，但是在最初阶段，游牧军队并不适应漠南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像萩原淳平指出的那样，窝阔台才会将派驻探马赤镇守各征服地区当作自己完成的一项困难事业而加以夸耀。这反过来又说明，承担此种极其困难的镇守任务的探马赤军，确实属于当初的蒙古人里身份地位都比较低微的人们
[139]

 。

现在能知其族属的早期探马赤部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被成吉思汗武力征服的那些部落。学者们对这些部将已有很多研究。这里只对其中若干人做一点补充性的考辨。

一个是孛罗先锋。很多学者曾认为他就是木华黎的儿子孛鲁。孛鲁自木华黎死后即袭国王位，乃是木华黎家族主支的继承人。《元史·食货志》“岁赐”门既有木华黎国王，又有孛罗先锋，即说明这个孛罗先锋不可能是木华黎的儿子。何况当时分给孛罗的种田户，也少得与孛鲁国王的地位根本不相称。萩原淳平已经提出，木华黎子孛鲁死于1228年；而根据《元史》卷123《阔阔不花传》，孛罗先锋直到1236年还受命分镇真定。因此，其族属虽不可得而知，但他绝不可能是作为木华黎家族继承人的孛鲁国王。探马赤将领中还有一人，在王恽《中堂事纪》中写作孛罗口，有学者认为他就是孛罗先锋。按《元史·食货志》“岁赐”门，受封者中有“孛鲁古妻佟氏”。孛罗口应即这个佟氏之夫孛鲁古。孛鲁古可能死得较早，其妻在丙申年即已作为遗孀领受封户。王恽虽仍列孛罗口之名。但这一份封赏权利，应是由他的亲属领受的。所以他也不会是孛罗先锋其人。

曾被认为与孛鲁国王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大元马政记》提到的“探马赤查剌温火儿赤”。学者们多以为他就是孛鲁国王之子查剌温，又名塔思。这个查剌温火儿赤，实当为《元史·食货志》“岁赐”门提到的塔塔儿氏塔思火儿赤。据《元史》卷131《忙兀台传》，传主之祖“塔思火儿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故嗣后得有所封授。塔思即突厥语tash的音译，意为石头，而查剌温、赤老温均为蒙古语词chila'un的音写，意思同样是石头。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后者来源于前者。德福对此颇持保留态度
[140]

 。无论如何，取名为“石头”的蒙古人，既能按蒙古语称为查剌温，亦可按突厥语称为塔思。木华黎孙塔思“一名查剌温”，道理就在这里。塔塔儿部的塔思火儿赤，当然也可以被用蒙语称为查剌温火儿赤。受封仅一百八十余户的查剌温，不可能是勋臣后人塔思国王，而只能是这位塔塔儿氏的将领。

比较早期的探马赤军将领，还有在西川的珊竹氏也速迭儿，汪古氏按住奴、帖木儿父子，以及札剌亦儿部人忒木台。据《元史》卷98《兵志》一，“（大德）十一年四月，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慰司。初，西川也速迭儿、按住奴、帖木儿等所统探马赤军，自壬子年（1252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慰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子之籍，至是复改属焉”。也速迭儿的这支探马赤军，是在他祖父太答儿时隶属礼店的。以后相继由他父亲纽璘以及他本人袭职统带
[141]

 。其军队之组成，应当以原来的珊竹部众为主。所以到元末，它在答失八都鲁手里仍被称为“本部探马赤军”
[142]

 。至于按竺迩、帖木儿父子所领之探马赤军，情况不大明朗。其军士或即来源于汪古本部。这支探马赤军似有一部分被帖木儿的侄子步鲁合答带到了云南
[143]

 。而札剌亦儿人忒木台，据《元史》卷131《奥鲁赤传》，太宗时曾“领兀鲁、忙兀、亦怯烈、弘吉剌、札剌儿五部军平河南”。据《通制条格》卷3《户令》“良贱为婚”条，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奥鲁赤万户属于“探马赤军户”。是证忒木台、奥鲁赤所世领的，也可能是较晚才从五部中抽调兵力另外组编而成的又一支探马赤军。这支五部探马赤军，与前面提到的木华黎麾下五部探马赤军，应该不是同一批人。

对探马赤军将领们族属的研究，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与千户那颜们的族属在很多场合反映着构成该千户主体的那些成员的族属相仿佛，我们也力图通过其将领族属的线索，去推究探马赤军士的一般状况。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关系到尤其引人注目的五投下探马赤军的两个疑窦：一、探马赤军既然身份较低微，故专用于拼死打头阵或远征时攻坚“受辛苦”，为什么最早组编探马赤军，却偏从蒙古部众中地位较高的五投下开始？二、五投下或为大汗姻族，或者“亲连天家”，与其他千户那颜相比，对所部还多少保留着一点从过去延续而来的人身领属权；而探马赤五部将当中，按札儿和肖乃台是克烈分支秃别干氏人，阔阔不花为塔塔尔人，孛罗则肯定不是札剌亦儿氏的孛鲁国王，可见他们大都、甚至全非五投下之同族。用他们去直接统辖五投下本族的军队，何以服众？

结论只能是，按札儿等人手下的探马赤军士，虽然由五投下征发而来，但并不是札剌亦儿等部本族人，而是被成吉思汗打败后落在战胜者手里沦为私属人口的克烈、塔塔儿等部人众。选派那些在本部族被击溃之前即主动投附成吉思汗并经过大汗考验的亲信骁将，去统率这些由其同族属人口所新编成的军队，专用于最危险、最艰苦的军事行动，这里也兼有充分利用出自同族意识之聚合力的意图。

由此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当木华黎从五投下私属人口中抽发新军，“分探马赤五部”
[144]

 时，大概不是以他们原来所属的投下，而主要是以其本身族属作为划分标准的。然则五部探马赤中，当有两部以克烈残众为主体，另有一部主要是塔塔儿人。

以五投下所属私有人口组成的五部探马赤军，应对我们理解一般探马赤军士的身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纽璘、也速迭儿直到答失八都鲁所世领的探马赤军，主要应由沦为私属人口的珊竹部众组成。这个部落虽然也属于尼伦蒙古，“但由于该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经常起来反对他”
[145]

 ，其成员在战争中被掳掠、从而变成为私属人口者，恐怕不在少数。按竺迩、帖木儿父子以及忒木台所部，亦应当是分别从汪古和五投下的私属人口中征集而来的。不过后两支探马赤军，可能都混杂着属于汪古或五投下的各色族属的私有人口，而不再像原先的五部探马赤军那样保持着相对单纯的族别了。这一变化，在探马赤军编制被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或许越来越成为带倾向性的趋势。

在结束有关探马赤军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应该有相当的把握可以断言，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的蒙古社会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庞大的私属人口的集合。蒙古对外征服固然大幅度地增加了漠北异民族私属人口的数量，但与其使主属于同一族类的游牧人群内部的私属人口之存在，在蒙古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了。此种认识，进而又把漠北私属人口在千户百户组织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到我们面前。


编入千户百户的私属人口：斡脱古孛斡勒


私属人口的来源，有因为贫穷而被卖身的，如伯牙兀氏的马阿里黑用自己的儿子向朵奔蔑儿干换一条鹿腿即是
[146]

 。另有一些私属人口，可能是其使主们作为财产从父辈那儿分得或继承来的。然而，构成私属人口最大部分来源的，包括分家所得或继承的部分在内，还是通过各部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俘获或掳掠的被战败部族成员。当日漠北诸族，不但在直接的军事行动中大量捕掳战败部众，而且也往往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仍将被战败的残部全数作为战利品，在战胜诸方之间进行俵分。成吉思汗与王罕在打败塔塔儿部后，就曾“将塔塔儿共分着共要着”。由于双方是基于作为战胜者的平等权利与地位来“共分”的，所以秘史在此处使用由忽必一词所派生的副动词忽必牙勒都周（qubiyalduju）表述这个意思
[147]

 。

在每一方的成员之间，同样要进行类似的俵分。关于这一点，术外尼只提到蒙古军对“月儿般的少女”的分配
[148]

 。赵珙描述在汉地作战的蒙古军说：“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敷俵有差”
[149]

 。可是彭大雅却只讲：“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
[150]

 。他似乎对俵分一事无多印象。

在蒙古本部以外的征服地区，俵分的旧制或许未始终贯彻；但在漠北，直至成吉思汗建国，此制一向沿袭未改。秘史记载帖木真分配克烈百姓甚详。它说：“那些克烈亦惕百姓屈下着，各各分着（忽必牙周）虏了”；“克烈亦惕百姓掳着，任谁行也不曾缺少了，共散与了。万秃别坚行共散着够了共要了，斡栾董合亦惕整日行不到教虏了也者。血有的剥脱好要的只儿斤勇士行劙开着分着共到的不能了”
[151]

 。

由先前的讨论可证，蒙古千户百户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从癸亥、甲子年间开始的。乃蛮的征服在此之后。那么，在打败乃蛮以后，它的溃众究竟是作为私属人口尽数分配了呢，还是被吸收进业已确立的千户百户组织，作了其中的一般成员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乃蛮与克烈一样是当日漠北人口众多的大部落，“在诸部中最为盛强”
[152]

 。因而对乃蛮、克烈残众的处置方式，是我们研究那时候蒙古社会关系所不容忽略的。史料提到纳忽崑山决战后，帖木真乘大胜之势将阿勒台山前的乃蛮百姓“穷极着收了”
[153]

 。由于将战败溃散的部民“尽绝教共分了”的现象，灭乃蛮后不久仍在发生
[154]

 。乃蛮残部恐怕亦难免于此种命运。大战次日，原先追随太阳罕但尚未直接参战的“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
[155]

 。对于他们则恐怕不会都作私属人口分配了，很可能是被置于接受他们投降的诸那颜管下。拉施都丁说，珊竹氏之“一部分变成了其他蒙古部落的下属”
[156]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成了其成员主体出自其他部落的那些千户中的成员。癸亥甲子间的六十五千户在1206年会扩大为九十五千户，同这次收编诸部，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在战胜一方成员中被大面积分配的私属人口，在13世纪初两次编制千户百户时，究竟是由于仍然承认本使对他们的权利，因而未被作为一般千户百户成员计入军队数目当中呢，还是像他们的本使一样，成了千户百户中的编户齐民？这个问题，因为夹缠着下述两方面的原因，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掳掠乃至分配战俘作为私属人口的现象，成吉思汗之前在蒙古游牧民族中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较早沦为私属人口的游牧民，在若干世代当中，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而与新近掳获或被分配的私属人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有一些较早时期被征服的部落或部落分支，除了交战过程中损失的那一部分人口，其主体并没有被完全打散分配，至多分成了若干部分，分别隶属于胜利一方统治家族的各个支系，作为附庸部落（或附庸部落分支）而受支配。对于这一类附庸部落，以及过去和后来从他们中间散失到各处的部分私属人口，其地位亦应与部落完全离散了的私属人口有所区别。

13世纪之初，确实还存在着整个地沦为附庸部落（或附庸部落分支）的游牧集团。国内外学者中都有人倾向于否认这个事实，但似乎都未提出坚实充足的论据。伯牙兀惕部一支，早自朵奔篾儿干时起就变成了后者的附庸部落，并且是朵奔篾儿干后裔世代相传的榦脱古孛斡勒（详下）。这个附庸部落的成员，当然有很多已经星散成为尼伦家族各支系的私属人口。但是，直到蒙古建国前夕，由汪古儿统辖的它的一个分支，作为巴儿坛把阿托儿长支蒙格秃乞颜家族继承下来的份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圈子”。它随蒙格秃乞颜的敞失兀惕部一起投奔帖木真，又被编在同一翼内参加十三翼之战，始终与它的宗主部落一起行动。最后，他们分别成为大蒙古国的千户。

敞失兀惕部与这支伯牙兀惕部众的关系，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帖木真方面十三翼军马的第五、第六两翼，亦即乞牙惕主儿乞部与其所属的札剌亦儿部，显然也是如此。札剌亦儿部中有若干部众，海都时沦为私属人口，也是成吉思汗家祖祖辈辈的斡脱古孛斡勒。不过他们的部落亦未完全被离散。伯希和曾提到挑起帖木真与札木合之间交恶的札惕氏搠只塔儿马剌说，他虽然属于帖木真的孛斡勒，“可是这些札剌亦儿人还是保持着部族的组织”
[157]

 。搠只塔儿马剌所在，是否构成一个单独的附庸游牧集团，实际上史无明征。不过由乞牙惕氏长支薛扯别乞和泰出两人继承的札剌亦儿人，根据《史集》有关十三翼大战的记载，可以认为还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直到薛扯别乞和泰出的主儿乞部被帖木真并灭，他们所属的札剌亦儿部遂亦改属帖木真，其首领孔温窟洼并将自己的儿子木华黎等分别献给帖木真和合撒儿。以后木华黎带领的三千户札剌亦儿，可能就是以这些部众为主体构成的。

顺便说，按照这样的理解，《圣武亲征录》关于这两翼军队的简略记载，“札剌儿及阿哈部为一翼”，似乎也可以读通了。学者们对这一句话做过许多种猜测。伯希和在法文译文中虽然依汉字作了逐字翻译，但在释读这句话时却颇为踌躇不决。他不大赞成屠寄“大胆地”将阿哈与秘史第120节中出现的阿儿孩合撒儿相勘同。他说，看不出为什么《史集》要将主儿乞和札剌亦儿合记为两翼。也许是他们各为一翼，而《圣武亲征录》漏载主儿乞一翼；也许是《圣武亲征录》的汉文翻译有误，或者此处阿哈仅指札剌亦儿首领而言
[158]

 。《史集》将主儿乞与札剌亦儿合记为两翼，其实是因为这里的札剌亦儿系指主儿乞附庸部落而言。《圣武亲征录》的意思似很清楚。阿哈部即指主儿乞部。突厥—波斯的合成词āqā wa īnī，在拉施都丁书中作为集合名词，意谓“族人”。其中āqā和īnī分别源自突厥语aqa（兄长）和ini（弟弟）。这个辞汇在蒙语中作aqanar de'üner，分别为aqa（兄）、de'ü（弟）的复数形式，意指宗人、兄弟。主儿乞氏是乞颜长支，成吉思汗当然就以阿哈部称之。《圣武亲征录》所记不误。

似乎很难绝对地拒绝把这种附庸部落分支看作其宗主成员私属人口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隶属于黄金氏族成员的私属人口，与它的领属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化的可能或趋势。而附庸部落的占有形式，限制着宗主家族的成员对其中大部分私属人口实现直接的人身役属，因而也就愈益加强了这种既有趋势。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庸部落便逐渐从宗主家族的私属人口向他们的一般领属民的地位靠拢。他们在建立千户百户组织时，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计入军马数目，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札剌亦儿、巴牙兀惕等附庸部落，在当时拥有斡脱古孛斡勒的称号。这个名词，由于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误读而以兀纳罕孛斡勒（una'an bo'ol）的形式广为流传。该词后来由伯希和校读为ūtākū būghūl，认定它就是蒙语ötögü bo'ol的转写
[159]

 。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仅仅是“老奴婢”的意思。然据拉施都丁解释，“斡脱古孛斡勒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有些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确立了［蒙恩的］权利”
[160]

 。他在其他地方提到斡脱古孛斡勒时，大都也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受尊敬的、尊贵的称号。

从《元朝秘史》对ötögü一词的用法来看，拉施都丁的解释颇有根据。成吉思汗登上大汗宝座以后，回想起他的个人护卫跟随他出生入死、昼夜辛劳的忠诚，遂下令：“如今将我这吉祥至诚的宿卫，教呼作老宿卫（ötögüs kebte'ül）的者；斡哥列扯儿必入班的七十个散班，教呼作大散班（yekes turqa'ut）者；阿儿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ötögüs ba'atu'ut）者；也孙帖额等带了箭的，教呼作大带弓箭的（yekes qorchi）者”
[161]

 。在这里，“老”与“大”交替使用，都含有大汗亲领的、地位高的、尊贵的、有功劳的，或诸如此类的意思。这样的解释，与蒙汉合璧的元代碑铭中以汉语“元勋世臣”与ötögü bo'ol相对译的著名例证，也完全相符合
[162]

 。是否只要属于“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即可以斡脱古孛斡勒称之，我们没有把握。弗拉基米尔佐夫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即使采取最保守的态度，仍然能由此获得下述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从追溯过去的宗主与附庸部落关系的历史角度判析，后者的名分地位，无论如何仍然属于孛斡勒的身份。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孛斡勒一词内涵的幅度，是十分有益的。

自然，即使较早阶段上的私属人口，亦并非全部是以保持着附庸部族组织的独立实体存在的。也会有很多离散人口个别地隶属于各个本使家族。他们或者由于下一次战争的失败，与本使一起沦落为别的主人的私属人口，或则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在履行对使主义务方面所积累的功绩，同时也随着新私属人口的不断增加，作为“老的”私属人口而可能拥有自己的私属人口。他们与本使之间好像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二者的界限则逐渐趋于淡化。

关于中古蒙古社会关系的这一特点，日本学者萩原淳平有一段话非常值得参考。他说，若论蒙古军的先锋军，就其社会阶层而言，“原则上是最低层的人们来干的。……先锋并非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决定。军事实力衰落下去的话，也不能改为预备军或绕到后方去，弱了就是全军覆灭。反之，全力以赴则能胜敌，得到了投降的人，就将这投降者作下次战役的先锋军。以前的军队便开始到第二线了。这样，经过多次战争，如果获胜，社会阶层便逐渐一级一级地升高了。……蒙古社会并没有阶级分化，而是由阶层累加逐渐庞大的。相对早期参加成吉思汗政权的部落，社会地位便日益向上了，处于顶点的是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权威也可以说是与此相应逐渐加高的。因此，探马赤军做先锋的时候，应该看作当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政权下的最低阶层的”
[163]

 。萩原从探马赤军的特定主题所生发的这番议论，提示了一个对描述古代蒙古的社会政治体系非常有效的概念。说当时蒙古社会还没有阶级的分化或许稍有失偏颇，但如果说它的阶级分化过程具有特别突出的“阶层累加”的形式和特点，则又十分接近历史的事实。所以，到组编千户百户时，较早先的私属人口，即使未保持附庸部落的组织而是离散于使主所在的各部中间，也很可能同样地成了编户齐民。汪古儿的千户，除了一向由他统带的那些部众以外，还包括从各处收集起来的分散的伯牙兀惕氏人，就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例证。


属于千户百户成员的驱户和门户内奴婢


上面说的，主要是早期私属人口在蒙古建国时的去向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在建国之前的十数年中间，帖木真先后并灭了蒙古高原上许多大部，如篾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同时他也用武力击溃了与之敌对的尼伦蒙古的很多支系。现在要问，对于这个阶段中沦落到私属人口地位的游牧民，在组编千户百户时，又是如何处置的？

蒙古文献多少客观地反映出蒙古千户百户中存在着克烈、乃蛮、塔塔儿、篾儿乞等族属出身的一般军队成员的事实。他们大都是作为成吉思汗对于与他们同族的某些功臣或亲信特许的恩赏（莎余儿合勒）而被收聚起来，并归于他们统领的。克烈部人怀都的千户，由部分董合亦惕和其他克烈分支的部民组成
[164]

 。合赤温后王分得的诸千户，其那颜分别是乃蛮人兀惕撒兀带兀只合失国王、兀良合惕人抄儿寒和佚名的塔塔儿人。“因为这三千人大多数是乃蛮、兀良合惕和塔塔儿人”。拉施都丁还特地指出，兀惕撒兀带是乃蛮分支的名称，兀只合失是人名，国王则是对其人的尊称
[165]

 。出自塔塔儿部的成吉思汗妃子也速伦、也速干姊妹有一个兄弟忽秃忽惕，是成吉思汗左翼的千户那颜
[166]

 。其部众亦应以塔塔儿人为主。在伊朗的蒙古军队中也有很多塔塔儿士兵
[167]

 。另据王恽《乌良哈氏先茔碑》，速不台西征东归后，曾主张“以篾儿乞、乃蛮、怯烈、杭斤、钦察等千户别为一军”
[168]

 。可见篾儿乞部众也有被编入蒙古军的。

绝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蒙古千户百户中那些出自被灭亡部落的军士们，全都是建国时由私属人口转变而来的。除了各种其他情况而外，其中相当多数实际是先于本部族的灭亡就投奔了成吉思汗的人。例如克烈部在同成吉思汗交战中倚为主力军的一个分支秃别干部，它的一支却很早就投奔了成吉思汗。据《史集》，十三翼之战时，帖木真的第三翼内有“克烈一个分支的……部”。贝勒津凭空以只儿斤氏填入缺文，受到伯希和的批评。伯氏采纳《圣武亲征录》相应段落之“秃不哥［列］逸敦”（tübe'ü[t]-ke[re]yid-ün）校读《史集》，认为该处缺漏的克烈分支应称为秃不干氏，亟应从之
[169]

 。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蒙古建国不久之前刚刚作为战胜品被分配掉的那些私属人口，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组编千户百户时，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被计入军队数目。其余大多数，则是构成13世纪初叶蒙古社会内部私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步步推进，在蒙古人口外流的同时，流入蒙古本部的异族私属人口比重急剧增大，这种情况大概才开始改观。否则，我们非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向外扩张前的漠北即已有相当数量的私属人口，而且也难以理解扣除了吾也而和耶律秃花两部各万人，为什么全蒙古总共只能组织起十二万人的兵丁（包括一万怯薛军）。

如上所述，在较早即被征服、并得以保持着自身部落组织的附庸部落与其宗主家族之间，很难充分地发展起本使与其私属人口之间的种直接役属关系。最为典型的私属人口，乃是父家长制下的门户内奴婢。蒙古语作孛莎合因孛斡勒（bosoqa-yin bo'ol），译言“门限内的奴婢”，或额乞阗讷奄出孛斡勒（e'üden-ü emchü bo'ol），译言“门内的梯己奴婢”
[170]

 。这些门户内奴婢，受本使家族的役属，为他们从事各色各样的生产和家内劳动，由本使提供生活资料。本使对其私属人口的人身占有，清楚地表现在缔结这种从属关系时的誓约中：“若离了你的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若离了时，便将他性命断了”
[171]

 。这是札剌亦儿附庸部首领孔温窟洼将自己亲属献给帖木真家族作人质时说的一段话。这种附庸部落从名分地位说，属于孛斡勒范围。所以它的质子在宗主家庭内仍被当作门户内的奴婢来对待。从这一点来说，上引誓约对我们理解本使和门户内奴婢的人身役属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

在最极端的情形下，某些门户内奴婢的地位，似稍接近于经典意义上的奴隶。元朝中叶被辗转贩卖到漠北的一名汉人牧奴，叙述他的亲身经历说：“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袭、羊二千余头，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汝挞’”
[172]

 。地位最低的门户内奴婢，后来多为来自异族的私属人口。而对于同族的私属人口，则这种奴役多少还带着一层父家长制形式下的温情薄纱。本使家族成员称呼同辈的门户内奴婢为弟（迭兀，de'ü）。成吉思汗对背弃他而去投靠王罕的门户内奴婢脱斡怜，在历数他们之间世代隶属的关系后说：“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我唤你做弟的缘故如此”
[173]

 。

除了父家长家庭所容纳的门户内奴婢，13世纪初叶蒙古社会中的私属人口，还有另外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形式。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带着属于自己的牧畜、帐幕和简单生产工具归属于本使，同时并没有失去上述财产。于是，若干个这样的私属人户，便可能与本使家族一起，形成一个阿寅勒，随同本使一起游牧。由以上关于斡脱古孛斡勒的论述可以知道，孛斡勒的概念，本不仅限于住在本使的父家长家庭内、并受其役使的门户内奴婢。其内涵还包括那些住在本使家庭之外、但属于他私人所有的人户。不过在蒙文文献中，更一般的情况是，后面这一部分孛斡勒，往往与作为黄金氏族一般属民的普通蒙古部众同样，被称为哈兰（haran）。

对哈兰一词的解释颇为困难。按秘史中的用法，它在许多场合被汉译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人每”。此外，蒙古学家们一般都同意，这个字在中古蒙古语里，或许带有臣仆、处于属民地位的百姓的含义。札木合被擒获后向成吉思汗指控出卖他的伴当，提到了“下民”（哈喇出，qarachu）、孛斡勒与罕，以及孛斡勒、“家人”（捏坤，nekün，指女奴婢
[174]

 ）与“本主”（不敦额毡，büdün ejen）之间的从属关系。成吉思汗在他的答复中则两次强调“古温”（gü'ün）与自己的罕（tus qan）、哈兰与自己的罕之间的领属关系
[175]

 。在这段文字中，哈兰的概念既与古温相当，意为泛指的“人”，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与哈剌出和孛斡勒的集合相当，泛指各种性质的领属民。正像emchü-inchü可指不同层次上的“梯己份子”一样，哈兰也被用来指称不同层次上的属民。如果门户内奴婢可以被认为是父家长家庭中的准家庭成员，那么，本使的私属人户就构成了哈兰人口中地位最低的一个层次。汉文文献中，“家人”往往不仅是指门户内奴婢，也指这种私属人户而言。

上述私属人口虽然已自立门户，但仍要为本使的家庭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一个服侍帖木真妻子的老妇人豁阿黑臣对前来搜寻其使主的篾儿乞人们说道：“我帖木真的有，大家里羊剃来了，家自的行回着有来”
[176]

 。引文第一句话，伯希和译为“我属于帖木真的”
[177]

 。所谓“大家”，相对于同一阿寅勒之内的诸哈兰人户，指支配该阿寅勒的使主家庭而言
[178]

 。也客扯连弟弟的“哈兰”乞失里黑和巴歹，负责为其主人牧马
[179]

 。他们正是在送马奶到主人家里时，偶尔发现克烈部企图谋害帖木真，并因当夜便向帖木真暗送情报而立了大功的。著名的锁尔罕失剌老人，也是泰赤兀部合丹太师之子脱脱格的“哈兰”。“［他］家的记号，是把鲜马奶子灌到［盛］酸马奶子［皮囊］里。从夜间一直拌搅到天明”
[180]

 。这显然是在为其本使家族提供捣酸奶子的服役。

被称为哈兰的私属人户，对其本使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义务。那就是在本使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者那儿去做家内奴婢。据拉施都丁，锁尔罕失剌作为脱脱格的哈兰而自立门户。他的儿子赤老温，却在本使处充当khawāss
 。《史集》俄译者将khawāss
 译为“个人的军队”（личные войска），汉文转译本作“亲军”
[181]

 。而《亲征录》则简单地写作“脱脱哥家人”。按，khawāss
 是波斯语khāss
 的复数形式。在花刺子模朝，凡属于沙的私人仆役、私人卫军、宫廷近侍等私属人员，统称为“khāss
 人员”
[182]

 。因此，khāss
 （khawāss
 ）最基本的一点，即他是为主人所私有和直属的。锁尔罕失剌与赤老温都是脱脱格的私属人口。赤老温之为khawāss
 而有别于锁尔罕失剌，也就相当于门户内的奴婢与哈兰之间的差别。充当怯薛军的各级那颜及白身人子弟，按规定需携带数量不等的私人侍从。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被从相应千户百户成员的私属人户中抽出来，作了前者的门户内奴婢的。孔温窟洼向成吉思汗输质，从这支札剌亦儿属于乞颜氏世袭孛斡勒的角度，亦可看作私属人户向本使家族提供门户内奴婢一个例证。

根据以上分析，漠北私属人口的两大部分，即门户内奴婢和被称为哈兰的私属人户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从小被收养，或在战争中被掳掠，或者由哈兰身份的父母献给本使的门户内奴婢，一旦娶妻生子，亦可另立门户，自置家产，但仍要以各种形式为本使服役，包括把子女送去，继续作本使的门限里的奴婢。我们于是看到，门户内奴婢怎样转化为哈兰
[183]

 ；而在需要的时候，本使又怎样从哈兰中获得足够数量的门户内奴婢。对那些处于显赫地位的本使的哈兰们说来，向主人提供门户内奴婢，或许不仅不是强迫的负担，甚至还成为一种荣耀和幸运。我们还看到，依照“阶层累加”的特点，由门户内奴婢、私属人户（哈兰）、一般部众的逐级嬗变，使蒙古本族大多数成员的实际社会地位，逐渐地趋于一致。对于进入汉地的蒙古人来说，这种差别在名分上或许被各色户计的划分相对固定了。但是这种划分对于蒙古本部社会关系的发展，影响甚微。


哈剌抽和白身人的身份


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当时文献中还有两个常见的身份术语。即哈剌抽（qarachu）和白身人（düri-yin gü'ün）。它们在千户百户的内部结构中又应居于何种位置呢？

哈剌抽，《元朝秘史》旁译作“下民”。它的意思是平民百姓出身的人、臣仆。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该词尤指非黄金氏族出身的人们。哈沙尼《完者都史》记载诸王钦察与诸王巴剌的异密札剌亦儿歹相訾。钦察说：“你是什么人，居然干预我们宗亲之间的事情”。札剌亦儿歹回答：“你要问我是什么人，我不是你的奴仆。我是八剌的奴仆”。钦察说：“一个哈剌抽有什么资格跟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一起说三道四，竟使你这样的家伙给我如何无礼的答复？！”可见哈剌抽包括替黄金氏族效力的那颜或异密们在内
[184]

 。札剌亦儿歹自称巴剌的“奴仆”，波斯文作bandah，拉施都丁有时也用这个词翻译蒙语的bo'ol。但是，在很多需要确指孛斡勒身份的场合，他往往将bo'ol一词引入波斯文，而以bandah泛指黄金氏族的所有臣民、臣仆
[185]

 。上引史文中的bandah，显然属于后面的那一层意思。弗拉基米尔佐夫把哈剌抽等同于黄金氏族、诸那颜以及“白身人”等所拥有的孛斡勒和斡脱古孛斡勒，德福对这一点提出质疑是很正确的
[186]

 。

关于“白身人”，弗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引用了卡法罗夫将秘史汉文总译翻译成俄文时所采取的词组лыди свобод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евободного这个词，兼有“自由的”、“空闲的”等涵义。弗拉基米尔佐夫按照“自由身份的人”来理解卡法罗夫的原意。因而他将“白身人”解释为处在那颜之下的各种平民中间地位最高的一类；在他看来，哈剌抽也是平民的一种，但地位低于白身人
[187]

 。札奇斯钦称白身人为“家世清白之人”，认为他们属于自由民中的上层
[188]

 。也有学者认为，白身人属于哈剌抽的一种，但属于其中地位较高者。

将“白身”与“清白”，因而又与较高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似有望文生义之嫌。其实，田津波早已指出，“白身人”的意思，只是普通人、普通百姓而已。汉文“白身”所对译的蒙古语词düri，《华夷译语》又作“闲”，即“未尝担任官职”的意思
[189]

 。白身，即所谓düri-in gü'ün，译言不做官的人。王恽在元初上书，主张对怯薛歹加散阶。他在奏章中写道：“切惟自古殿庭之间，内而近侍、外而宿卫，凡有职掌，俱带散阶。理无一概白身领宫掖之事者”
[190]

 。此处白身的意思，就是没有做官的意思。村上正二日译《元朝秘史》已介绍田津波之说，作了正确的解释
[191]

 。因此，所谓白身人，应该是指哈剌抽之中没有做那颜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哈剌抽中间地位较低的人们。


 四　千户百户内部的社会关系


直接生产者及其地位


在分析千户百户中人们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可以如何界定当日蒙古社会的性质呢？

仅仅从逐级地分民分地这一点着眼，即使把千户百户纳入这个等级分封结构，它也至多只是一种统治形式。如像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封建主义最初是一种统治方式，而不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制度。尽管它显然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环境，而且也被后者改变着”
[192]

 。被克莱德称赞为“既有学术性又有简单美（simple elegance）”的梅特兰关于封建主义的定义说：“我们或许可以将‘封建主义’表述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其中所有或者大部分的公共权力和责任，都与土地的享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那里，整个控制体系，财政的、军事的、法律的，都是私有财产法的一部分”
[193]

 。以上的表述，不能完全等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土建侯制度，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奠基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既把大汗、诸王、千户、百户置于逐级授民授疆土的同一系统的等级分封结构中，同时又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奴隶制的领地”。尽管具体结论还可以深入讨论，但这些看法本身已充分地反映出，分封制度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典作家的指示，决定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是直接劳动者的地位（当然这一点又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不是参加剩余劳动分配的那些中间层次之间的关系。

那么，蒙古千户百户组织里的直接生产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蒙古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即游牧经济中主要劳动的承担者，又是什么人呢？

对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有两种看法。或者认为他们是一般部民的私属人口，相当于本文中的孛斡勒和作为私属人户的哈兰。或者认为他们包括一般部民和他们的私属人口在内，前者被弗拉基米尔佐夫称为“普通战士”，他所指的是千户百户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十户长
[194]

 。这样，对于千户百户内部社会关系根本性质的不同观点，也就分别地取决于对蒙古社会的私属人口、或者一般蒙古部众及其私属人口在社会生产中之地位的各种不同估计。

近几年来，中国学者们颇倾向于把千户百户编制下的普通蒙古部众一概视为其领属者的奴隶。要使这种观点能够成立，从理论上说，那就需要把一般千户百户成员与黄金氏族（而不是与各级那颜）间的人身领属关系理解为绝对人身占有。然而这些普通蒙古部众从开始被编入千户百户组织时，即有相当部分各自拥有着数量不等的私属人口。如果他们自身业已成为“他人底或社会底自然生产条件”
[195]

 而被完全占有，他们怎么还能够去占有（哪怕是不完全占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孛斡勒和哈兰（私属人户）呢？于是，我们只好修正经典意义上“奴隶”概念的最基本的规定性，以便将这种不完全的人身占有纳入奴隶制范畴。然而一经上述修正，经典意义上“奴隶”的内涵，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认为千户百户内部的阶级关系是奴隶制关系的另一种观点，把孛斡勒和其他私属人户归为使主的奴隶。根据前文的分析，私属人户与主人之间虽然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一部分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私属人口
[196]

 。如果我们坚持“奴隶”之经典定义的质的规定性，那么这种私属人户，显然更接近于部分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马克思写道，“还有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体现者本身，还是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劳动能力的体现者，他们被占有，因而成为奴隶或农奴”
[197]

 。经典作家的这段话指出，直接劳动者本来是生产的主观条件，但是在某些历史阶段，他们自身被他人或者国家连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来占有，由是形成奴隶制的或者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奴隶制的，在什么情况下它又是农奴制的呢？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当这种占有是一种完全的人身占有时，直接劳动者才成为奴隶。否则，他就应当是封建的农奴，被称作哈兰的私属人户与其本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只能属于后一种封建的隶属关系。

那么孛斡勒的性质又怎么样呢？现代蒙语确实用bo'ol来对译经典著作中的奴隶一词。但历史上的阿尔泰语诸人群对“奴隶”的概念，往往是在其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层次上很宽泛地加以使用的。隋朝使臣虞庆则建言突厥沙钵略可汗向隋廷遣使称臣。“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
[198]

 。这里的“奴”，无疑是突厥文苾伽可汗碑中“本奴隶者自有奴隶，本婢妾者自有婢妾”一语所谓奴隶本义的伸延
[199]

 。与孛斡勒相当的满语单词aha，译言奴仆，奴才
[200]

 ，即指奴户仆役，又用作满族大臣对清朝皇帝的自称，汉族官员欲求为奴才亦不可得
[201]

 。不仅需要对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区别，即使就奴隶一词的内涵本身而言，它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孛斡勒在彼时彼地的具体经济状况去判断他们的阶级地位，而不是相反。

不应该机械地割断孛斡勒和哈兰之间的联系而去孤立地考察孛斡勒。他们虽一度被本使的父家长家庭所占有，但往往在若干年以后即转为与本使分另立户的私属户计。这种在本使家中被当作迭兀（“弟”）对待的孛斡勒，实际是为他本人的家庭或者为他的哈兰身份的父母家庭向本使支付的封建的劳役服务。孛斡勒与哈兰一样，是封建的隶属关系下的游牧生产者。

上面所说的这种生产关系，在蒙古对外征服战争导致大批异族孛斡勒流入蒙古本部的情形下，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没有充分的材料使我们得以比较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能够大致加以推断的，恐怕有以下几点：首先，彭大雅说：“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
[202]

 。据此遽然断定漠北的畜牧业生产当时已完全由外族劳动者所承担，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这种异族孛斡勒已构成蒙古社会生产主要承当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没有问题。这与元朝中叶佟锁住说的“同牧者十数辈，皆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亦能符合
[203]

 。其次，这些异族孛斡勒，在相对而言比较长的时期里，可能会受到比同族孛斡勒更差的待遇，而且也更难于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和低下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是奴隶劳动。但是没有确凿的材料帮助我们判断，这种奴隶劳动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比重，或者它是否已经在畜牧部门的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的地位。第三，只要是在沉重的奴役和不易适应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终于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异族孛斡勒，他们或者他们子孙中的大部分人，经过若干年代，必然地被蒙古族所同化。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将会世代保持着与蒙古孛斡勒不同的身份地位，并且永远处在蒙古社会的最低层。至少在对外扩张受阻而断绝了大量“新鲜”奴隶的情形下，蒙古社会的封建化过程，最终将把这种奴隶制关系扭转到封建依属关系的轨道上来。

所以，即使我们有保留地同意孛斡勒相当于奴隶的阶级地位的说法，这种孛斡勒，主要也只能指异族孛斡勒而言。而在成吉思汗建国初期，这种异族孛斡勒的数量显然还不可能很大。这时候本使与其孛斡勒和私属人户之间的关系，主要地还带有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

最早指出孛斡勒属于封建隶属民的，是弗拉基米尔佐夫。与此同时，他把普通蒙古部众即千户百户的一般成员，当作是与孛斡勒、斡脱古孛斡勒处于同一身份性质、亦即封建隶属民阶级中的一个稍高的阶层。弗拉基米尔佐夫似乎不言而喻地认为，千户百户的一般成员也完全像孛斡勒和其他私属人户一样，是畜牧经济的直接生产者。而这一点恰恰是首先需要加以证明、同时又很难加以证明的。

游牧经济完全不同于集约式的农业劳作，甚至与粗放的农业经济相比，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人手。在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孛斡勒即门户内奴婢的情况下，一般蒙古部众是否还需要大量投入日常畜牧业生产，是值得考虑的。普通蒙古部众中间，当有一部分人没有或者只拥有少量的门户内奴婢，因此他们本身也必需作为直接劳动者从事畜牧和其他辅助性生产劳动。他们与他们所隶属的诸王驸马之间，自然是纯粹的封建生产关系。也会有一部分普通的千户百户成员，由于拥有较多的门户内奴婢和私属人户，因而可以脱离主要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非身份性”的小封建主。如果说他们与他们所属的诸王驸马等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封建的隶属关系，那么这种隶属关系的性质，实际上是受前者对其私属人口（孛斡勒和哈兰）实行的封建剥夺方式所制约、所规定的。

由以上讨论可知，在漠北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的普通蒙古部众，他们的阶级地位，实际上长期处于不断变迁、流动的不稳定状况中。在蒙元时期，他们中间不少人或许从“非身份性”的小封建剥削者甚至封建隶属民变成小奴隶领主，不少人从封建隶属民转变为“非身份性”小封建剥削者，同时也有很多人从剥削阶级的下层跌到封建隶属民的地位。但是，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尤其是在14世纪下半叶元亡之后，漠北普通蒙古部众主要是大量向封建隶属民的地位淀积。与此同时，如同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孛斡勒和哈兰随着时间上的推移，也在逐渐地向一般封建隶属民靠拢。这个过程的细节，目前还远远没有弄清楚。然而到16世纪中后叶，当蒙古社会再次通过比较翔实的历史文献展现在我们眼前时，它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矗立在这个社会中的两个对立的身份集团，一边是主要由黄金氏族（现在叫博尔济锦氏）组成的封建主贵族，另一边则是属于他们的数量庞大的封建附属民。


那颜的地位


千户百户的那颜们，应当比普通蒙古部众拥有更多一些的私属人口。从这个意义上，那颜们可以说属于“非身份性”的中小封建主。在近代蒙古社会里还存在一种剥削方式，大私有者将自己的牧畜以租佃方式按小股强制分配给独立经营小规模或中等规模游牧业的牧民家庭去放牧。俄罗斯学者从这一事实推断，它作为“封建主经济中经常起作用的社会制度和正常生产过程的规律”，自从13世纪以后即已存在于蒙古社会
[204]

 。在蒙古时代的波斯，我们确实知道有一种被称作塔拉兹（tarāz）的契约。据此，羊群所有者在约定的时期内把羊交给签约的另一方牧放；这个时期的畜产品（乳、皮毛、繁衍的牧畜）按一定比例由双方分享。伊利汗国宰相、《史集》作者拉施都丁除了大量的地产以外，还拥有三千匹马、一万头骆驼、五百群羊（每群五百头）、一万头乳牛、二万只母鸡、二万只鹅和鸭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塔拉兹契约由别人借牧的
[205]

 。这种借牧方式，是否由游牧的突厥人带到伊朗，尚待深考。13、14世纪的蒙古那颜们，如果也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部分牧畜强行分配给属下的普通蒙古部众牧放，那么那颜与其管领的部众之间，当然也就存在着不折不扣的封建剥削关系。可惜我们没有掌握在此期间的任何有关这种借牧的史料。

毫无疑问，那颜们也会向其千户或百户内的成员征取某些实物和劳役。不知道对此是否曾有过什么规定，很可能是按习惯法处理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征取，除带有旧领属关系残余的性质以外，并不是基于对普通蒙古部众人身领属的权利（那颜没有这样的权利），它更像是作为替黄金氏族服务的一种报酬而由他们直接从普通部众那儿征收的。《元史》卷156《董文炳传》，记传主于至元初向忽必烈建言：“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而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二人。听其顾役，稍食其力”。至是“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
[206]

 。董文炳的手下主要是汉军。命汉军千户百户私役所部兵士以为俸给，或许就是仿效蒙古军中千户百户那颜们的一贯做法。

那颜们对其统领的部众有所征收的事实，也间或反映在元以后的史料中。据明代魏焕的记载：“虏中走回人口传说：胡运盛时，凡部落皆太师统之。太师即华所谓大将也。有纪律，志不在抢掠。后废太师，以那颜领之。那颜即华所谓小官也。而差遣日繁。惟台吉领者得免差遣。是以诸部落乐为台吉所领。台吉即华言所谓宗室也，凡台吉在孕，即争以为主，而供给其母，生即奉归本营。故今之部落，多领于台吉”
[207]

 。详绎史文，这里所谓“后废太师，以那颜领之”，当指博尔济锦氏的可汗、济农、大台吉等从太师、宰桑等人手中，夺回对普通蒙古部众的领属权，而把他们交给重新落到官吏身份的赛特（那颜）们治理。游牧民除了完成对于可汗、济农等人的封建义务外，还要负担那颜们的行政开支及其各种索要，因此厌于“差遣日繁”。而被逐级分封给王爷各支后裔的百姓，分得越细，则属于各人的百姓人数越小，于是便可由诸多的小台吉们直接统领。少了那颜这个层次，游牧民受到的盘剥就可能减轻一些。“是以诸部落乐为台吉所领”。这条史料说明，那颜的征收所得，确有一部分为其截留，而不是完全上缴给封主的。同时，那颜显然又不是以封主身份去占有这种赋敛的。这里可能有利用职权的非法侵吞，但无疑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他们为领主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似可相信，这种作法，不会是到了15、16世纪方才出现的。

上面所说归那颜支配的“差遣”，大约属于习惯法范畴，并未形成严格的俸禄制度。对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国来说，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俸禄”这样一个概念。秘史上先后两次出现过由大汗颁给“斡克里格·莎余儿合勒”的语句，该词旁译分别作“赏、赐”、“支请、恩赐”
[208]

 。或者认为，此处斡克里格，就是“俸禄”的意思。

蒙古语经常选用两个内涵比较接近的语词，以构成并列复合词组，用这样的修辞法来增强语言的色彩。现代蒙古语里，“羊”也可以用并列复合词组quni qucha来表达。quni译言绵羊，qucha译言种绵羊
[209]

 。类似例子在秘史中也时有所见。比如兀鲁思·亦儿坚（ulusirgen），译言“众百姓”
[210]

 ；合蓝伯·那豁速（qarambai noqosu），旁译“黑鸭名”、“鸭子”，总译惟作“鸭子”
[211]

 。合剌出·孛斡勒也作为复合语词组出现过，因为相对于“图思罕”（tus qan，译言自己的罕，秘史旁译作“正主皇帝”）来说，它们在作为后者的臣仆这一点上也具有共同之处
[212]

 。看来斡克里格·莎余儿合勒这个词组本身，在秘史中仅仅是在一般赏赐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即使个别地拿斡克里格一词来说，似乎也不一定就是俸禄的意思。据清朝官书《五体清文鉴》，俸禄一词，蒙古语作bunglu，分明是对汉语“俸禄”一词的音译
[213]

 。而斡克里格（öklige）在现代蒙语里主要的是惠赠、施予的意思
[214]

 。因此该词在秘史中是否能译言俸禄，尚须再予斟酌。

以上逐一讨论了千户百户内各种人们的不同身份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现在依据前面的论述，再对13世纪以往蒙古社会的性质问题作一简单概括，并就此结束关于千户百户内部结构的讨论。

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前夕，蒙古高原上的实际社会关系早已超出了氏族部落制阶段。但当时已经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还只能曲折地发育在氏族部落组织的外壳约束下。千户百户制度最终地打破了这一外壳。封建关系在广大蒙古部众与其私属人口，在黄金氏族与一部分千户百户成员这两个层次中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蒙古社会由此呈现出早期封建制形态。由于对外征服战争的结果，蒙古社会中奴隶劳动的比重日渐增长。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让我们相信，这种逆转已然导致蒙古社会转变为一个奴隶制社会。至少在14、15世纪及以后，蒙古社会又重新回到封建化的轨道。与博尔济锦氏重新夺回对东蒙古游牧民的领属权同时，大多数普通蒙古部众和他们过去的私属人口，随着历史的变迁在阶级地位方面日益接近，全都变成了受博尔济锦氏封建剥削的农奴式的游牧生产者。至此，约从12世纪开始的蒙古社会的封建化过程，遂告完成。


 五　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对历史上阿尔泰语诸族社会关系和国家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前主要还是文化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这里至少应该指出下述三部与本文课题有关的专门著作，即克莱德的《突厥蒙古游牧民的社会组织》（1972年）、《中亚诸民族》（1963年），以及E．巴肯的《斡孛黑：欧亚内陆的社会结构研究》
[215]

 。

父系的亲缘组织对阿尔泰游牧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受到文化人类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将这些游牧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形式上不加以区别地全都看作父系亲缘组织的伸延，仍然是不恰当的。克莱德说：“蒙古人极快地（可能不是第一次地）从氏族的血缘组织过渡到一个帝国政治组织。他们将父系血缘联系的遗产带进了帝国时期。根据这种血缘的联系，每一个蒙古人，从最低身份的人到最高身份的人，都是汗的家属”
[216]

 。这个至为基本的看法，并不符合成吉思汗时代按千户百户制度组织起来的蒙古社会的实际状况。千户百户并不是以广泛的虚拟的亲属纽带为约束的基本社会组织。它恰恰是用来取代具有这种特征的氏族部落外壳的。随着元末农民起义而来的蒙古国的衰解，千户百户组织消失在漠北草原。虽然如此，经过千户百户制度的冲击，氏族部落组织，即使是它的外壳，也难以在漠北复原了。明代蒙古的部族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形成的。

关于千户百户制度在蒙古统一国家和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学者们已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217]

 。本文的这一部分，将围绕千户百户制度如何促使蒙古游牧社会最终摆脱了氏族部落外壳之羁绊的问题来展开。


13世纪初叶的斡孛黑


大多数研究者都主张，在11、12世纪，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在形式上仍然是氏族，即斡孛黑（oboq）。弗拉基米尔佐夫在最早指出这一点的同时又补充说，蒙古氏族社会这时已经处于其最后或解体阶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状况距离十分遥远
[218]

 。他认为这时候的所谓斡孛黑，是经历了由最初从同族人，亦即从兀鲁黑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树一帜”的家庭、家族，再转变为“大家庭”，最后演变而成的。在这样的“氏族”中间，并没有多少同族人。其成员包括“主人们”及其属部、斡脱古孛斡勒、孛斡勒和那可儿等等。另外，他还带一点含糊地提到，除了以上列举的那些人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没有列入草原贵族行列的各蒙古氏族的成员”
[219]

 。他说，无论如何，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人们，在当日蒙古社会的观念中，其实是一概被当作本斡孛黑的成员来看待的。例如关于主儿乞部，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人数不多的氏族，不如说是领主氏族成员的‘大家庭’，掌握着人数众多的孛斡勒、札剌兀、那可儿们。他们的有人身关系的附庸，即孛斡勒出惕（bo'olchut），在他们的名义下行动，虽然他们和自己的所有者并没有血缘的联系。反正一样，从12世纪蒙古人氏族习惯的观念来说，主儿乞的名字包括了所有的人，他们——也就是主儿乞氏族的兀鲁黑们——都是负有责任的”
[220]

 。

弗拉基米尔佐夫关于斡孛黑的定义，实际上为德福所采纳。德福在区分uruq、oboq、yasun等概念的时候强调，斡孛黑是指神话中某个祖先的全体裔孙，包括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的隶民和奴婢们。因此，他补充说，斡孛黑是自古以来隶属于同一个固定联盟的政治单元、作为一个外婚集团的族人
[221]

 。两位作者都同意，当时蒙古的实际社会关系，还被束缚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这种组织形式就叫作斡孛黑。

拉施都丁的《史集》，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斡孛黑一词的。他写道：所谓斡孛黑，就是出自同一骨头和子孙后裔（az ustukhwān wa naslī）的人们
[222]

 。此处的波斯语辞ustukhwān（骨头），显然是蒙古语牙孙（yasun，译言骨头）的对译词，意指出自共同始祖的父系亲属。牙孙在突厥语里经常用兀鲁黑（uruq）来对译，后者曾出现在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原义种子之谓，引申为子孙
[223]

 。事实上，拉施都丁也确实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关于阿兰豁阿的长子不浑合塔乞，他说：“所有合塔乞斤各部都出自他的兀鲁黑”（az ūrūkh-i ū）
[224]

 。关于额勒只斤，他使用相同的句式写道：“所有的［额勒只斤人］都出自他的骨头”（az ustukhwān-i ū）。仅相隔数页，拉施都丁再次提到额勒只斤时又说：“额勒只斤所有部落都出自那个儿子（按指额勒只斤）的后裔（az nasl-i ān pisar）
[225]

 ”。

在拉施都丁的书里，上面这些血缘团体之间的划分，可以很整齐地对应于不同部落、或部落分支之间的划分。他对于阿兰豁阿后裔各个宗支与被他们掌握着的部落（qaūm，复数作aqwām）之间，基本未加区别。他不下几十次地提到某部落“出自于”某支骨头、nasl或兀鲁黑。关于阿兰豁阿，他又写道：“有许多分支和部落产生自阿兰豁阿的后裔。如果把他们的人数统计一下，将会达到一百万以上”。前一句话，俄译本作“有许多支系与部落是阿兰豁阿后裔”
[226]

 。是知拉施都丁把绝大部分的蒙古部众看作以阿兰豁阿为始祖母的亲属成员的集合。以出于同骨但属于不同分支的斡孛黑为基础产生的诸部落，其基本成员都互为亲属。兀鲁、忙兀的部众全被看作忙兀部贵族者台那颜的“族人”（khwayash，波斯语译言亲戚、亲属）；撒勒只兀惕部众，则被看作成吉思汗的“同族人”（khwayash）
[227]

 。

这个意义上的斡孛黑，也曲折地反映在秘史叙事里。帖木真早年被篾儿乞人袭败。蒙古部击败这支篾儿乞部落后，帖木真的异母兄弟别勒古台四处寻找早先被篾儿乞人俘虏的母亲未果。“为那般，但见篾儿乞人呵，教[image: ]
 头箭射着说道：‘将我母亲来’”。引文内“但见篾儿乞人”一语，旁译作“篾儿乞但骨头的”（merkidai ele yasutu gü'ün-yi）
[228]

 。可见蔑儿乞部内民众全被看作属于同一血族的成员。既然如此，斡孛黑作为牙孙的不同分支（详下），自然就更应该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意义的斡孛黑确实可以说反映了“12世纪蒙古人氏族习惯的观念”，但以秘史为代表的蒙元文献，对斡孛黑的意义却还有另一种颇不相同的界定。

帖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斡勒忽讷兀惕部求亲。父子俩在路上遇到帖木真未来的岳父德薛禅。据秘史，德薛禅称帖木真的父亲为“也速该亲家”
[229]

 。《蒙古源流》在“亲家”之前加上也速该的族属，称为“却特之嫡派博尔济锦氏亲家”
[230]

 。复按施密德蒙文刊本，该词原作乞牙惕·牙速秃·孛儿只斤斡模黑（Qiot yasutu Borjigin omoq）
[231]

 。逐字直译，当即“乞牙惕骨头有的孛儿只斤氏”。在这里，斡孛黑是牙孙的一个分支。拉施都丁告诉我们，合不勒汗的子孙后裔称为乞牙惕。其中的一个分支即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后人，又称为孛儿只斤氏或者乞牙惕—孛儿只斤
[232]

 。足见源流虽然晚出，所记并非无据。正因为斡孛黑是牙孙的分支，所以阿布勒嘎齐又说“omaq意思是骨头、氏族（sūnāk）”
[233]

 。

问题在于，蒙元时代所谓乞牙惕或者孛儿只斤，无疑只能指由合不勒汗或也速该的人数有限的直接后裔所构成的宗族。护雅夫早已指出，秘史所谓斡孛黑，其成员的范围有相当明确的规定，不容外人羼入
[234]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可以说几乎与兀鲁黑（uruq）一词同义。牙孙或斡孛黑成员的明确界限，亦可由秘史关于泰亦赤兀台部的叙述见之。帖木真在阔亦田之战中击败泰赤兀部后，“泰亦赤兀台骨头有的人行，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等泰亦赤兀的子孙的子孙直到，灰飞般尽杀了；国百姓行他的教动着来着”
[235]

 。帖木真把属于泰赤兀牙孙的宗族成员，包括他们子孙的子孙（uruqun uruq-a），全部在肉体上予以消灭。而对不属于这个宗族的泰赤兀部众（ulus irgen），则加以收掳。在这里，泰赤兀部被分解为两大部分，一为泰赤兀牙孙，它可以由若干个泰赤兀斡孛黑组成；一为不属于这一血族集团的其他泰赤兀亦儿坚。后者把前者称为“泰亦赤兀惕·阿合·迭兀”（泰赤兀族哥每弟每）、“泰亦赤兀惕可兀惕”（泰赤兀子孙们）
[236]

 。两者之间界划判然。

以上述观点复按秘史，便不难明瞭，由朵奔篾儿干的弟弟和子孙各支所先后繁衍而成的众多斡孛黑坛
[237]

 ，其成员都只包括这些斡孛黑始祖的直接后人们（阿合·迭兀或可兀惕）。所有这些斡孛黑，又可以上溯到同一对始祖，就是秘史一开头说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狼”）和豁埃马兰勒（“惨白色鹿”）。明初的秘史总译，将苍狼、白鹿理解为“当初元朝的人祖”，亦即全体蒙古部众的共同始祖。但秘史原文，仅说他们是“成吉思合罕的根源（忽札兀儿）”。忽札兀儿分别被札奇斯钦和伯希和译为“先世”或“起源”
[238]

 。也就是说，就秘史作者而言，从苍狼白鹿开始的著名系谱，其实只是黄金氏族以及与之有血统关系的那些宗支的系谱，并不是覆盖了全体蒙古人的系谱。斡孛黑坛，秘史旁译作“姓氏每”。在这里是指各支可以凭依口传世谱来追溯其世代成员的单系传嗣的氏族姓氏。这与下述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胡俗本无姓氏，以部落为号，因以为氏。凡一部为一氏。故胡姓多即其部名”
[239]

 。尤其因为后面这种观念也存在于《史集》以及其他蒙元历史文献中，所以更应谨慎地对二者加以区分。

设若以上分析能够成立，则可以认为，成吉思汗兴起前后，蒙古社会关于什么是斡孛黑的观念已经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斡孛黑最初的意思是指由血族组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存在于其主体成员间的共同血统观念，体现在两种互有联系的方式里。斡孛黑贵族的成员们拥有一个口传的以单系传嗣方式代代承袭和延续的世系谱。但它不止属于该贵族家支所有，并且也是全体斡孛黑成员们之共同血统与共同历史经历的证明。与贵族家支主要成员多被列入那个世谱不一样，普通的氏族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族之间那种普遍而湮远的共同血统，并不能从世谱中获得证实。事实上它也不需要如此证明。这些成员祖辈生活在同一斡孛黑之中，该事实本身就足够说明他们拥有共同血统。

关于斡孛黑的另一种观念看来是由前者中演变出来的。它仅指由原先氏族里的贵族成员们所构成的斡孛黑。也就是说，这种观念的斡孛黑，倾向于排除贵族与原先斡孛黑普通成员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普遍而湮远的共同血统观念，从而形成仅仅由单系传嗣的世系谱来界定的近亲血族集体。反映在此种观念中的斡孛黑，不再能被看作构成蒙古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而仅成为这种基本单元的中核部分，在人数上不占很大比重。

流行于12世纪蒙古社会的有关斡孛黑的这样两种并不相同的观念，并不表明有两种不一样的斡孛黑组织曾并存于当日社会之中。但它们却能很真确地反映出，当年的斡孛黑组织正摇摆于这两种互有区别的观念所体现的两种不同形态之间，并逐渐朝向不再继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而存在的趋势演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内部关系正处于微妙变化之中的原先那个社会组织基本单元，逐渐被改称为阿亦马黑。


13世纪初叶的阿亦马黑


阿亦马黑曾被19世纪前半叶的学者褒格斯泰尔认为具有同骨、同一血缘联系的意思。不过这是他把阿布勒嘎齐关于斡孛黑的叙述误读成对阿亦马黑的注释的结果
[240]

 。弗拉基米尔佐夫认为，“中期（14至17世纪）”蒙古社会的阿亦马黑，“乃是互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从古代氏族（斡孛克）的分裂中产生出来的不同分支的联盟或结合体”
[241]

 。N．鲍培完全赞同弗拉基米尔佐夫的意见，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前者的论述道：“阿亦马黑基本上是从各旧氏族或者所谓斡孛黑的解体当中分离出来的互为亲属的那些家庭的结合体”
[242]

 。

弗拉基米尔佐夫跳过千户百户制阶段，把元明之际以往的阿亦马黑直接同“古代氏族”联系在一起。这无论如何是低估了插在二者之间的蒙古国千户百户制度的历史作用。明清蒙古的阿亦马黑，或许包含着诸多互为亲属的游牧家庭。但这是原先构成某一千户或百户的那些游牧人户，在长期聚居、世代繁衍的基础上形成的次生亲属关系。它相当于农耕定居文化中的地缘亲属关系，而与原始人类中间由“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所缔结起来的氏族血缘观念根本不相同。如果这样来定位明清时期的阿亦马黑，那它就与蒙元时代用它来指称由几个千户、百户或十户组成的大小游牧集团，或用以专指隶属于诸王位下及投下的那些千户百户集团，性质大体类似。

用阿亦马黑泛指游牧集团，可以追溯到秘史关于蒙古建国前的叙述。据《元朝秘史》第156节，帖木真征服察阿安等塔塔儿分部后，将塔塔儿部的也遂姊妹收纳为妻。某日，也遂夫人宴饮时忽然“长声叹息”。帖木真心中疑惑，下令“聚会的人都按部落、部落（阿亦马黑、阿亦马黑）立您”。结果，原先混迹于人众之中、现在却因无所归属而被孤立在外的也遂原配夫婿，就很容易地被发现并捕杀了。按各自所属的游牧集团站立开来的人，显然包括作为其核心斡孛黑的成员们、他们的领属民以及各种私属人口全体。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正如同当日史料反映着有关斡孛黑的两种不同观念，当时对阿亦马黑也不止只有一种理解。前面已经说到过，在《史集》里，作为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各血缘共同体的划分，总是相当整齐地与不同部落或部落分支的划分相对应。以出于同骨但属不同分支的斡孛黑为基础产生的诸部落，其基本成员也都互为亲属。兀鲁、忙兀的部众全被看作忙兀部贵族者台那颜的“族人”（khwayash）。撒勒只兀惕部众也被认为属于成吉思汗的“同族人”（khwayash）。撒勒只兀惕部和成吉思汗所属的孛儿只斤部落之间，一直保持着互不婚娶的外婚习俗
[243]

 。因为既然二者互为亲属，则这两个部落的全体成员之间都被视为具有“血亲”关系，于是必须被纳入同一个外婚制下的禁婚范围。甚至两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部落，一旦结盟“互为兄弟”，亦即遵循“互不聘娶”的外婚法则
[244]

 。札剌亦儿部因为“亲连天家”，遂与元室“世不婚姻”。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木华黎家族，连同他们全部的同部落成员，统统被当作孛儿只斤部内成员一样看待的结果
[245]

 。

与前文对斡孛黑的分析相类似，不应该从反映在文献里的对于阿亦马黑的不同观念得出结论说，当日有两种形态不同的阿亦马黑并存于世。我们不如认为，它们反映的，其实是阿亦马黑的内部关系正在发生某种演变。看来阿亦马黑最根本的属性，乃是对团聚在一起共同游牧的大小群落集团的指称。当蒙古人群处于按血缘纽带来划分其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阶段时，阿亦马黑成为与斡孛黑相重叠的血缘集团。但当斡孛黑趋向于特指一种由单系传嗣的谱系来界定的相对少数的贵族成员、而不再覆盖整个游牧集团的主体部众时，阿亦马黑却仍被保留为对原先范围的那个游牧集团的指称。这时它不但包括了范围已收缩的斡孛黑，而且也把正在逐步丧失普遍而浬远的血缘联系的普通部落成员，以及保留着对自己所从出的根源部落记忆的外族属民都包括在内。

阿亦马黑从凭借血缘纽带来团聚的游牧集团到一个普遍血缘纽带在其中变得极其松散、甚至几乎无足轻重的游牧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演变，在秘史的记载里似仍有迹可寻。

秘史追叙成吉思汗先世故事说，阿兰豁阿死后，幼子孛端察儿被他的四个兄长“不做兄弟相待”，遂只身出走。来年春天，他碰到“有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起来”。不久，孛端察儿五兄弟一起掳掠了这群百姓。“于是拥有着牧畜和食物、人口和仆役而安居”
[246]

 。被抢掠来的这群百姓，无疑是构成后来孛端察儿弟兄各支斡孛黑内领属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秘史除了提到从外部落嫁到这群百姓中的一个妇人是札儿赤兀勒·兀良合部人以外，没有交待这一丛百姓的族属。《蒙古源流》称他们为ughurchagh ulus。从满文转译的汉文本将该词音译为“鄂郭尔察克人众”。不过这并不是一个部族的名称。ughurchagh译言被离弃的、抛弃的，因此施密德将这个词翻译为“被遗弃的无头领的一群人”
[247]

 。所谓“无头领的”，显然是由于施密德看到秘史说他们“无头脑管束”，故而增益进去的意译。

从秘史的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下面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12世纪称为阿亦马黑的游牧集团中，被贵族家支统领下的属民开始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属民始终保持着对自己所从出的那个部落的记忆，不论它当时作为一个实体还存在着，抑或是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归属情感和同族意识之中。另一部分属民则已逐渐丧失有关自己来源的记忆。他们好像很久以来即已从属于该部落的贵族家支，但在根源上似乎又不同于后者。当秘史作者力图尽可能早地把统治和服属的关系推广到作为苍狼白鹿直系后裔的各支贵族斡孛黑和所有其余蒙古部众时，他说不出这一部分属民的来历和他们原先的族属。因此他只好置而不论，或者则如后来的蒙古史编纂家那样称之为“鄂郭尔察克人众”。我们甚至应该反过来说：秘史作者其实并不是在被迫回答一个他无法提供其他答案的问题。他之所以要编述这样一段故事，正是为了通过将一部分普通游牧部众定位为来历不明的“无头领管束”的人民，从而排除他们与其贵族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普遍血统联系的观念。这也再一次证明，按照秘史作者的见解，苍狼白鹿的血统传嗣，并不扩展到普遍蒙古部众的范围。

从今人阅读秘史的角度去看，这些“鄂郭尔察克人众”，与他们所属的贵族斡孛黑，本来应该处于同一个原生形态的血缘氏族之中。他们是这个氏族中的一般成员。甚至在更早的社会阶段，斡孛黑这个词本身，也就是氏族的意思，而“姓氏”则是它后来的转义。

逻辑地说，姓氏的概念，是同单系传嗣的世谱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些庞大的游牧部落，曾将一个出自同一始祖的单系传嗣系谱象征性地覆盖其所有部落成员。这一类世系谱中的虚拟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同意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形成为群体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的，那么即使一个纯而又纯的氏族，也只能是作为其先祖的那一群人，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个体的直系后裔。同时，如果我们同意普那路亚婚姻曾经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一种带相当普遍性的婚姻形态，那么氏族血统观念的功能在这个阶段还只限于一群父母和一群子女之间的辈分区别。所以，单系传嗣的世系本身，远没有与氏族同样古老的历史。姓氏当然也是这样。

由此不难发现，氏族的血缘组织本身，要早于作为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再解释而被创造出来的共同始祖及其单系传嗣的系谱。这曾经是使得19世纪许多社会人类学家为之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名称本身就是共同氏族的证据。……由于血族的联系（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观点看来是反映在神话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出一种结论，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
[248]

 。而当氏族组织中某个父家长大家族凭借单系传嗣的谱系从氏族内部普遍而湮远的亲缘观念中突显出来时，它必定属于该部落氏族的贵族们。部落氏族的分化、新氏族的形成，多与其中贵显家族之分化成互为亲属的若干宗支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场合，氏族的名称，也就是分离出来的那支贵显支系始祖的名字。看来最先形成的姓氏，也往往是氏族中这些贵显世系的姓氏。唐代的黠戛斯，“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余以部落为之号”
[249]

 。这就是说，除部落酋长家族以外，一般部众无姓氏可言。

上述情况，完全适合于早期蒙古社会。或许就始于朵奔篾儿干和孛端察儿的时代，氏族贵族明确无误而且不容随便羼入的血统世次，也就是姓氏观念，逐渐地从他们与其他氏族成员间普遍、但是湮远而淡薄的共同血缘观念中越来越突出起来。于是，冠以某个支系始祖之名的斡孛黑，例如撒勒只兀惕斡孛黑、兀鲁兀惕斡孛黑、忙忽惕斡孛黑等等，先是在作为整个那支游牧人群冠名的同时，也用以兼指氏族贵族的家支，后来则逐渐趋向于专指该宗支世系及其成员。在斡孛黑的转义过程中逐渐被排除出它的覆盖面的那一部分普通氏族成员，转而成为阿亦马黑中间的一部分。

他们只是斡孛黑之外阿亦马黑中的“一部分”，因为后者还包括另一部分的人众。大约也在朵奔篾儿干与孛端察儿时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进入诸蒙古斡孛黑的外人，有些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接纳为本斡孛黑的成员，并因此逐渐地丧失对自己来历的记忆，而是变成为世代保留着对原来族属记忆的外族人生活在这些斡孛黑成员一起。因此他们也构成了阿亦马黑成员的一部分，处于阿亦马黑的外缘。

以上分析，可简单地图示如下
[250]

 ：

[image: ]



千户百户制度的历史地位


现在可以回到千户百户历史地位的问题上去了。迄于成吉思汗兴起时代前后，存在于蒙古社会的斡孛黑与阿亦马黑之中的那种普遍而湮远的共同血统观念，虽然业已渐趋疏弛，但还不能说已然瓦解了。13世纪初叶蒙古游牧民的主体，仍处在日益松散变质的氏族组织的形式下。只是当成吉思汗的政权确立之时，在千户百户组织取代原先的斡孛黑与阿亦马黑后，这一形势才真正发生整体性的演变。不论是原来的氏族显贵或者普通平民，全都以黄金氏族领属民的身份被编入千户百户之中。由于中世纪游牧经济的限制，千户百户组织很难说是一种按照地缘关系，或曰人—地结合的关系来划分人民的制度；它是按游牧群集来划分人民的。一部分游牧群集，由原来属于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人口组成。但是也有一部分游牧群集，仍由原来处在同一氏族组织之下的成员们所构成。虽然如此，实际社会关系长期被纳入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的状况，现在从根本上得到了转变。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构成形式对于实际社会关系具有某种反制约、反作用，那就应当看到，千户百户制度的采纳，是如何有利于极大地促进新划分的游牧群集中那种不同于原生血缘观念制约下的人—人关系，进一步地发展起来。这在千户百户组织里成为一种既定的、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人们的族属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和军事行政的组织，也就逐渐成了两回事。

在元代，一部分千户最初尚被冠以某族属的名称，表示其主体成员之来源。它们之中有一些保留下来成了明代鄂托克或qoriya的名称。但这时候，除了作为对于很久以前历史遗迹的回忆而外，它们大都丧失了原有的族属含义，只是当作一般营名来使用了。1550年代，鄂尔多斯部王公墨尔根济农的九个儿子分析所属部众。四子诺木塔尔尼所分得的“右翼巴苏特、卫新”二部，其部名系承袭自元代的别速特和许兀慎。它们的游牧地在后来的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旗，即乌审旗（按乌审即许兀慎、卫新的别译）。该旗统辖下的十甲喇中，既有称为卫新、巴苏特的，又有冠以大、小克烈，察哈尔，哈尔嘎坦等部名的游牧集团。可见巴苏特、卫新不过是诺木塔尔尼所领有的两个游牧集团而已，其内部不再由过去那种同一族属的成员所构成。

在某些场合，为明清游牧集团所沿用的古代部族名称，甚至在当地人群里出现了通俗词源学性质的新解释。例如根据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内部众的传说，“他们原是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脱离出来、移至今地的蒙古人子孙。他们是在汗的幼子率领下，趁夜间（süni）离开本部的，故以苏尼特（sünit）来称呼本部”
[251]

 。这些苏尼特人似乎已经不知道自己的部名源于蒙元时期的雪你惕部。

元代的千户百户组织未能保留在明清蒙古人中间。然而正是经过千户百户制的冲击，明后期大大小小的蒙古游牧集团，无论是阿儿秃斯（鄂尔多斯）、土蛮（土默特）这样的大部，或者它们之下被称为爱马（阿亦马黑）、鄂托克、豁里牙的分支部落，都已经不再具有如同13世纪初蒙古部落那样以共同血缘观念作为纽带的亲属集团的基本特征
[252]

 。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在鄂托克内部划分游牧人众时，由同一斡孛黑构成的血族，是否还像氏族社会时期那样，各自作为相对独立的游牧集团，参与经济及社会生活其他各方面的活动？

关于明清时代蒙古人中间的斡孛黑，田津波《鄂尔多斯志》一书留下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书里载录了他搜集到的实行盟旗制三百年后尚保留在鄂尔多斯诸部记忆中的一百八十余个斡孛黑（鄂尔多斯方言作omoq）名称。其中有的是诸如克烈、巴尔忽、阿鲁剌惕（arlat）等等古代部族的名称，或者是大都属于元代的差职名称及意味着某种资质、特权和荣誉的称号，如阿黑塔泌（aqtachin）、哈剌泥、（qarachin）、达尔哈特（darqat）、乌尔鲁特（örlü'üd）等，也有的是“大力士”（bökes）、“七呆子”（doloo teneg）等纯属外号的称谓
[253]

 。

斡孛黑一词，被田津波著录在《鄂尔多斯方言辞典》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为氏族（clan）；一为氏族姓氏或家族姓氏（nom de clan，nom de famille）
[254]

 。在关于鄂尔多斯的探察报告里，他把当时人记忆里的斡孛黑，作为具有共同血缘意识的基层游牧共同体来理解。但是，田津波说，当他在鄂尔多斯从事调查时，经常会遇到那些不知道自己所自出之斡孛黑的人，年轻的人们尤其如此。另外，蒙古人除了自己那个斡孛黑的名称以外，往往只知道很少几个其他斡孛黑的名称；鄂尔多斯人通常不知道其近邻们的斡孛黑。田津波认为，蒙古人开始忘记斡孛黑，因为实行盟旗制度以后，“某人是某旗的”代替了过去“某人是某斡孛黑的”这种指认方式
[255]

 。他的意思是说，斡孛黑之所以被忘记，是因为当时早已不再按它（也就是按氏族），而是按旗、甲喇（xara）、苏木（佐领）来划分人民的结果。

那么，田津波根据什么知道，盟旗制度推行之前，蒙古人仍将血缘氏族作为划分人群的基本社会单元呢？他举出的证据，是前后相隔两三百年之久的蒙古文献有关指认人物的方式之间的连续性。他写道：“我们在《元朝秘史》里读到‘塔塔儿的帖木真兀格’、‘翁吉剌歹德薛禅’等等。17世纪初叶《黄金史纲》的著者，正如同稍晚一点的撒冈彻辰一样，也都用相同的方式来指称人物”
[256]

 。

秘史确实经常通过在人名之前标示其部落—氏族的方式来说明该人的血统。被孛端察儿掳来的妻子在回答“你是甚么人氏”的问题时说：“我是扎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真的人氏”。也就是说，她出于兀良合部落的扎儿赤兀惕氏族
[257]

 。秘史第18节讲述朵奔篾儿干用一条鹿腿向一个叫“马阿里黑·伯牙兀歹·古温”的人换回后者的一个儿子做家人。这个人名的意思正是“伯牙吾牙孙、马阿里黑斡孛黑人氏”
[258]

 。在秘史里，凡人名之前用一个部落名称后带-un或-ün后缀来修饰，多用来说明此人血统之所自。在偶尔提及某些服务于非本族集团的人物时，秘史也会把他们当时所在的那个非本族的部落标示在人名之前，但在形式上仍与说明出身血统的标注有所区别。如第129节说到受亦乞列思贵族孛秃差遣到成吉思汗处报告作战情报的两个巴鲁剌思血统的人，便称他们“亦乞列思处来的木勒客·脱塔黑、孛罗勒歹两个”。第177节叙述也速该带领两名身处泰亦赤兀部落的非本族勇士去救援王汗，称这两人为“泰亦赤兀处来的忽难、巴合只两个”。在上述两例中，部名之后的后缀都不用-ün或-un，而使用了夺格后缀-eche-/acha，秘史旁译作“处”。

共同血统观念在13世纪初依然是蒙古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尽管在一些氏族部落内部，联系着贵族和普通游牧家庭、乃至所有普通游牧家庭之间的那种普遍而湮远的血缘，已在遭遇氏族贵族有意无意的淡化甚至否认。出于对当日蒙古社会组织中存在着普遍血缘关系的把握，田津波对秘史文本的解读是很精当的。

明清文献在交待人物的出身背景时，多使用与秘史差不多的修辞方式。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的结构背景已大不相同，与三四百年前类似的指称，其内涵遂亦不宜同日而语。例如，《蒙古源流》把斡赤斤的后裔多郭朗叫做“多伦·土默特之多郭朗”。多伦土默特既非其牙孙（却特）、又非其斡模黑（博尔济锦），而是他所领有的部落名称，即七土默特部（蒙语多伦译言七）。哈萨尔后王锡古苏特巴图尔，《蒙古源流》称他“鄂罗郭特巴图尔锡古苏特”。被冠于人名锡古苏特之前的，同样是他份下的部落兀鲁部之名的复数形式。关于同书中的“图默特之鄂木博洪台吉”所指究竟是谁，尚有不止一种见解，但他无论如何总是黄金氏族中人，土默特也只指由他所领有的部落而已。明代前期著名的和宁王阿噜克台，在《蒙古源流》里称为“阿萨克之阿噜克台太师”。同书又称阿噜克台之弟蒙克拜为“蒙郭勒津之蒙克拜”。弟兄俩人的姓氏（斡孛黑）自然是一样的。惟所在游牧集团不同，因此被冠以不同的指称。在这些例证里，史文在部落名之后所加的后缀，都是与秘史同样的-un/-ün；但是现在，这些语词所指明的，不再是它所修饰的那些人物的出身血统，而是他们各自所在的游牧集团。《宝贝念珠》把意欲娶满都海寡妇的哈撒儿后王兀捏孛罗称为“坏心眼的Ongliqud”
[259]

 。这里的“往流”（又译“罔留”或“翁牛特”），也是指他领有的部落、而不是其出身或血统。

除了用于黄金家族之外，明清蒙古文献中仍很少看见“某斡孛黑之某人”这样明确的用语
[260]

 。但是类似的意思也可能表现在某些称呼里。例如《蒙古源流》称火筛塔不囊为“满官嗔—彻兀人”（Monggholjin-u Chegüd）。乌兰认为，彻兀应该是一个姓氏
[261]

 ，亦即其人之斡孛黑。同书所谓“阿儿秃斯—可兀人帖木儿”（Ordos Köbegüt-ün Temür），其中的“可兀”（Köbegüt）大概也属一个斡孛黑的名称
[262]

 。但是这里的斡孛黑是否还像它在13世纪初叶那样，自成一个游牧的经济单位，抑或已经从很久以前的氏族变成分散在各个游牧单位里的“姓氏”，似乎还值得深究。

在部落及其较高层的分支中，以血缘纽带缔结的社会结构既然已经瓦解了，它就不能不逐渐影响到更基层的组织。成吉思汗的黄金氏族，或许最先以单系传嗣的谱系形式割断与其斡孛黑内一般成员间的普遍血缘联系，形成明白无误而不容随便羼入的姓氏集团。之后乃是与之同祖的其他姓氏，以及千户百户那颜们的姓氏纷纷成立。接着，蒙古姓氏的使用大概就扩大到了普通部众之间。于是，在同一千户百户里，尤其是后来在同一鄂托克里，不同族属的成员，才可能利用自己的族属作为姓氏，来相互区别各自的身份。在同一族属的成员较多的地方，则可能有人以祖先或本人的官号甚至外号等等作为姓氏，以便自我标识。

姓氏使用范围的普遍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此以后，血缘认同的功能，就可能主要地由单系传嗣的严格血统世系来实现了。无论同一部族的人们采取相同的姓氏，或者采取不同的姓氏，这种情况都是如此。一般意义上的同姓，在划分社会的和行政—军事组织时不再起任何规定性的作用，它只剩下了与“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观念相类似的象征性意义。

因此，元代的千户百户制度对于此前流行的斡孛黑组织所造成的重大冲击，很可能被田津波过于忽视了。

如果说姓氏过去是从原生状态下的血亲氏族当中生成和发育起来的，那么当姓氏发展起来以后，氏族的概念现在反而需要从姓氏当中再派生出来。它首先指的是某一始祖单系传嗣的后代的集合。田津波记录的鄂尔多斯诸多斡孛黑中有所谓乌尔鲁特。这个名称的单数形式为örlük，秘史旁译“豪强”。“九个乌尔鲁克”，在明代蒙古史籍如《白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书中间，被普遍地附会为成吉思汗时代十分显赫的九个官号。据施密德收藏的卡尔穆克文书，这是指木华黎、博尔忽、失吉忽秃忽、者勒篾、哲别、锁尔罕失剌等九人
[263]

 。乌尔鲁特斡孛黑，当然只能是明代鄂尔多斯蒙古部落中的某些人物，以传说附会的祖先官号为姓氏，繁衍而成的。

这一类出于单系传嗣血统的同姓氏成员，可能形成一个或若干个互有亲属关系的父家长大家庭。但是它们并不由此而排他地构成独立的军事—行政划分单位或基本社会单元。例如鄂尔多斯蒙古人的近二百个斡孛黑名称中包括有孛儿只吉特氏。田津波解释说，这是“鄂尔多斯台吉的氏族名称，众所周知，该氏族的名称是孛儿只斤，而这个鄂尔多斯语词的形式是它的一个复数”
[264]

 。黄金氏族在这时候已被分为很多宗支以及宗支的分支，各自都分别领有大小不等的游牧集团。孛儿只吉特氏族的界限是严格分明的。在任何一个层次上，他们都不可能独立地构成一级社会组织。后者必然要包括孛儿只吉特氏以及领属于他们的其他姓氏的游牧民，由后者向他们提供各种生产的和生活的服务。至于只有相同的姓氏而没有共同的单系传嗣血统可以追溯的人们，那就只是在对于过去的遥远记忆和外婚习俗的意义上，才保持着某种残余的同族意识。它对游牧民的军事行政划分和基本社会组织构成，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确定的和必然的联系了。

根据上面的叙述，明代鄂尔多斯蒙古中的斡孛黑，它所显示的，主要似乎还是姓氏的功能，即使在盟旗制度推行之前，氏族也已经不再是鄂尔多斯蒙古社会划分游牧民的基本组织单元
[265]

 。

千户百户制度对于促使蒙古社会最终摆脱氏族组织外壳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从蒙古社会组织和哈萨克社会组织的横向比较中，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自16世纪以后，哈萨克人的政治组织，长期地是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外壳下行使其职能的。巴肯的一段话概括了学者们对于哈萨克社会部族组织特点的认识。她说：“虽然游牧营地事实上并不总是父系家庭集合，但哈萨克社会组织的模式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之上的。哈萨克人都相信他们自己全部来自同一个祖先的男系传嗣。19世纪考察家们所收集到的各种部族系谱在细节上出入极大，甚至对始祖的名字也说法不同。但是，在下面的这一点上它们却众口一词。即这位始祖有三个儿子，他们分为三个单独的阿吾勒（ayl），于是确立了哈萨克人的三个主要分支：大帐、中帐和小帐。根据部族世系，这三个儿子的儿子们，又依次分立，成为诸帐下各分支的始祖。而后者的儿子也依次分立成为更小的分支的先祖。这样一直分叉下去，直到阿吾勒。在其中，所有的男子和未出嫁的女人都出自一个共同祖先。于是，哈萨克民族和它的所有分支，全都被认为是一个扩大的家庭集团的各支系”
[266]

 。

哈萨克社会内部的层级分化与阶级对立，亦即aq süök（“白骨头”）连同qara süök（“黑骨头”）中的统治者和qara süök的主体、亦即平民之间的对立，为什么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与氏族部落的血缘外壳并存，而不是冲破和打碎这种外壳结构，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解释
[267]

 。从国家组织形式的角度考察，它同突厥语族游牧国家采取氏族部落组织的传统恐怕不无关系。

阿尔泰语人群游牧国家在匈奴时期，采取的是单于氏族同姓和异姓王分封下的氏族部落联合体形式。后来的突厥语诸族的游牧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组织形式。例如西突厥有十部，分为五弩失毕、五咄陆，分居西、东。岑仲勉以“失毕”一词当突厥文阙特勒碑中shadapyt之官号，可从之
[268]

 。东突厥以失毕为右厢之一种官号，应与西突厥名西方五部为五弩失毕具有某种联系，惟对“弩”字尚无妥贴的解释，它也许是一个东伊朗语词，译言“新”。五咄陆之咄陆，与作为可汗称号的咄陆tutruq（译言强固、坚强
[269]

 ）不应是一个词。它或许是turuq的汉字转写，译言停止（驻扎地），派生于词根tur
[270]

 。五咄陆，意为五部驻扎地。阿史那氏与十部没有血缘关系，可由阿史那贺鲁与五咄陆之一的部落氏族首领胡禄屋阙啜联姻一事知之
[271]

 。是证西突厥国家同样是氏族部落联合体的政权。

对漠北回鹘国家政治结构的考察，亦可以导致相似的结论。回鹘国家有“内九姓”、“外九姓”之两层结构的问题，近几年来受到一部分学者的怀疑。他们或者以“内九姓”中的啒罗勿（俱勃）、葛萨都是早已见于铁勒中间的大部为理由，根本反对“内”、“外”层次的分别。或者把“内九姓”理解为“外九姓”，即包括回纥在内的九个大部的族长姓氏。后一种意见，引用了钢和泰发现的一份和阗语的文书为证。在其中，作为回鹘“内九姓”的药罗葛（yahä：[image: ]
 ）、貊歌息讫（bāsäkāttä）、啒罗勿（kāräbarä）、药勿葛（yabūttäkarä）等，与仆固、同罗、思结、契苾等“外九姓”是被平行列举的部族
[272]

 。

把内九姓分别看作外九姓之内的统治氏族姓氏，至少目前还是一种尚待进一步证实的推想。但是以上两种看法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内九姓”诸族也可能曾是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像仆固、同罗等等一样。回鹘药罗葛氏较早征服了内九姓中其他部族或者是诸部的分支，组成部族组合体，再依靠这个力量慑服同罗、仆固等“外九姓”诸部。这证明回鹘游牧国家在“内”、“外”两个层次上，都是以部族联合体形式存在的。“内”、“外”之分，似乎正好反映了漠北游牧政治结构“累层地叠加”的特点。

在蒙古时代，突厥语诸族游牧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应当低于蒙古语人群在建国前夕的水平。但是，处在突厥文化优势地区的哈萨克人，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不是从氏族部落的联合体走向打破氏族部落的外壳，而是采取以虚拟方式扩大的同一个单系传嗣谱系去包摄它所领有的全体氏族部落。这两个地域相邻近的游牧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证明了古代阿尔泰语游牧国家政权形式的发展路线似乎不是单一的。由此，我们也得以更明确地看到，千户百户制度在蒙古社会摆脱氏族部落外壳的历史进程中所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补记：这是我于1986年末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蒙古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蒙元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一》中的一部分。学位论文里若干比较成熟的见解，曾在后来撰写的相关主题的论文里有所利用和发挥。现在发表在这里的，除第五部分作了较多修改外，基本上是最初提交稿本的原貌。在进行本论文答辩时，我的两名指导教师韩儒林、翁独健教授都已先后去世，故由翁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刘荣煖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代表，出席答辩会。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三位恩师的终身难忘的感谢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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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汗到合罕

——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一

据《元史·太祖纪》，“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圣武亲征录》所记略同。此处所谓“尊号”实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成吉思”用来拟写蒙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或许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但它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
[1]

 。而所谓“皇帝”，则必定是某个蒙古语原词的汉语对译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用来指称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蒙古语原词究竟是什么？

志费尼在13世纪中叶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告诉我们，萨满巫师帖卜腾格理曾在当时传达上天的意志，赐予帖木真以“成吉思汗”之号；拉施都丁的《史集》重复了这个说法
[2]

 。关于这个问题，《元朝秘史》写道：“虎儿年，……于是对成吉思合罕奉与了罕的名号”
[3]

 。这一叙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含糊。帖木真被赋予的正式称号似乎是“罕”，也可以译写作“汗”。然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场合，《秘史》在提及这位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时，又总是称呼他为“成吉思合罕”，而不是“成吉思汗”。白鸟库吉因此曾推断，当日蒙古语对“汗”与“合罕”不甚分别，所以二者经常被混用
[4]

 。但是舒尔曼不太同意此一看法。他指出，在蒙元政治体系之下，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合罕；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帝国之内都允许存在远不止一个的汗
[5]

 。

我们知道，不论“汗”与“合罕”在作为外来词进入突厥语之前是否完全等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构词法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在13世纪前的突厥语中乃是两个在构词法方面已全然没有联系、而实际上又语义相近的普通名词
[6]

 。如果以此种状况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汗”出现在蒙古诸部的政治语汇之中，大概要远早于“合罕”一词之被引入。可是由于今本《元朝秘史》基本上把“合罕”当作专用于出自成吉思汗一族的王者之称，而只用“罕”来称呼几乎所有的其他首领或王
[7]

 ，遂使上述历史真相变得甚难窥破。

二

文献中明确记载的蒙古部最早的汗，似是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既孥笃儿罕（jinodur qan？）
[8]

 。他的儿子海都，《史集》亦称之为“汗”
[9]

 。海都之后，他的孙子敦必乃也拥有“汗”的称号，此可见于《史集》。敦必乃之后的三任蒙古部的汗，先后为葛不律寒（按：“葛不律”，一译“合不勒”，而“寒”即“汗”或“罕”的异译）、咸补海罕（“咸补海”一译“俺巴孩”）和忽都剌罕；其中二者见于《元史》的《宗室世系表》，咸补海罕则见于《太祖纪》。值得注意的是，上列最后三个蒙古部先祖，在《元朝秘史》里都已被赋予“合罕”的尊号
[10]

 。《史集》虽对合不勒仅只称“汗”而已，而对俺巴孩和忽图拉两人，却亦以“合罕”称之。《圣武亲征录》对“可汗”一称的使用最滥，不但忽都剌，而且连他的儿子搠只、俺巴孩的儿子阿丹（又译合答安），以及被《史集》明言从未正式取得过“君主”地位的叶速该（一译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
[11]

 ，都被冠以“可汗”的名号。

然而出现于上述种种场合的“合罕”或“可汗”，很可能都是对原始记录的事后追改所致。若以目前确知的写成于1250年代之前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合罕”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尚未被纳入直到那时候为止的大蒙古国政治语言之中。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取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对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在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或许有人会反对说，《秘史》总是使用‘成吉思合罕’的提法，并且甚至还用它来指称成吉思汗之前那个最初的短暂的蒙古帝国的君主们，诸如‘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等等。但所有这些均须归因于较后来的习俗，那时在蒙古人的习惯用法中，‘合罕’已经取代了‘汗’。它们或者出于1240年时的《秘史》编写者之手，但愈加可能是被时代更晚的文本抄写者所追改。无论如何，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成吉思汗并没有采纳‘合罕’的称号。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所谓‘成吉思汗石’就以chinggis qan-i，亦即‘成吉思汗’一语的属格开头。……直到贵由的时代，情形依然如此。众所周知，在1246年写给印诺森教皇的信中，他用突厥语自称为talui-nung han，而他的蒙文印玺则写作dalai-in qanu（属格形式），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场合，他的尊号都是‘汗’，而不是‘合罕’”
[12]

 。

伯希和关于今本《秘史》中的“成吉思合罕”系对原来文本里“成吉思罕”称呼之改书的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今本《秘史》第255节，留下了全书中唯一的一处“成吉思罕”的用例。这一语词在亦邻真和小泽重男的畏吾体蒙古文《元朝秘史》复原本中，都未经任何说明地被改写作“成吉思合罕”
[13]

 。事实上，它所反映的，很可能恰恰就是原始文本的面貌，而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为抄写者所漏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秘史》所记成吉思汗诸子对其父亲的称呼中。今本《秘史》一般是注意到“罕·父”（qan echige）与“合罕·父”（qaghan echige）这两种不同身份称呼之间的区别的。但是文本中成吉思汗诸子对父亲的叫法，却既有“合罕·父”，又有“罕·父”
[14]

 。后者同样应当是改削未尽所致。另外，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称呼，有一处作“合罕·安答”（qaghan anda），还有两处又作“罕·安答”（qan anda）
[15]

 。后者无疑也属于因抄写者的疏漏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原文。

尽管“合罕”作为“专用于大汗的称号”并不存在于早期蒙古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但在13世纪的上半叶，在漠北草原上那些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最为发达的部落联盟中，它确实早已被用作最高首领的尊号了。这里需要重提《圣武亲征录》所枚举过的那些“可汗”。虽然蒙古部先祖中之被命名为“可汗”者，十有八九出于后来的追溯，但也不应该由此就全盘否定《亲征录》所言及的西辽国王乃至克烈、乃蛮等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之称为“可汗”的真实性。他们中间包括西辽王朝的“契丹主菊儿可汗”，克烈部的“汪罕可汗”（又写作“王可汗”）、其父“忽儿札胡思·盃禄可汗”、其叔父“菊儿可汗”（亦作“菊律可汗”），乃蛮的“亦难赤可汗”、“盃禄可汗”、“太阳可汗”等
[16]

 。如果说在“亲征录”所据的诸种原始的民族语文资料里，这些人物原本就只是这样那样的“汗”，那么汉文迻译者还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特意去为蒙古敌对方面的此等首脑们的地位升格？

还需要强调的是，《亲征录》的相关记载并不只是孤证而已。《秘史》里的“王罕”，在《元史》的列传中多次被称为“王可汗”
[17]

 。至于西辽国主称“可汗”，则更是情理中事，因为“可汗”一词虽不见于女真语，却完全可能作为契丹语旧有词汇而被带入西辽的政治语言。在突厥语中原本与“汗”近乎等义的“可汗”，开始在语义方面显得越来越更其隆重，西辽的影响或许是不可忽略的。耶律楚材有《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诗云：“挂冠神武当归去，自有夔龙辅可汗。”此诗的写作时间当与《过云中和张伯坚韵》相近。后面这篇作品中有一联写道：“射虎将军皆建节，龙飞天子未更元。”是知它们都写于成吉思汗死去不久、拖雷监国之初，正当作者从西夏经云中北返漠北的旅途中。诗中所谓“可汗”，应当来源于他扈跸西征时所游历过的受突厥政治文化支配的西域地区，包括西辽故地在内
[18]

 。

我们知道，蒙古部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不如比他们更突厥化的那些原蒙古语部落（如克烈），以及位于漠北草原中西部的突厥部落（如乃蛮）。蒙古部在乃蛮人的眼里是一帮“歹气息、衣服黑暗”的乌合之众
[19]

 ，根本不能与克烈部相提并论。甚至直到蒙古部取得草原霸权将近半世纪之后，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忘记，与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相比，“蒙古人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人”
[20]

 。超乎“汗”的权威及身份的“合罕”没有从蒙古部的内部结构中产生出来，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

以上讨论想已说明，窝阔台是从哪里采纳了“合罕”这个称号的。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专属于窝阔台个人的尊号而已。《秘史》曾反复说及，窝阔台所登临的“大位”（yeke oron），仍然叫作“罕”，而不是“合罕”。
[21]

 如前所述，继承窝阔台的贵由，依然袭用“汗”作为自己的称号。

然而，就目前所知道的钱币学证据来判断，从成吉思汗尚仍在世时的1220年代开始，在更深地受到突厥文化浸染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开始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统称为“合罕”。1221年发行于巴达黑山西北之瓦哈希河谷的金属制币，已经把此前制币上的铭文“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n-ī dirham）改书为“合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qān-ī dirham）；同样的变化亦可见于1221年冲制于不花剌的钱币上；同年冲制于马鲁的钱币铭文读作“至高的合罕，公正的成吉思汗”（al-khāqān al-'āzam，chingiz khān al-'ādil）；这时候的喀兹尼钱币铭文则写作“公正，至尊，成吉思汗”（al-'ādil，al'āzam，chingiz khān）；而在讹答剌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合罕”一词的正字法形式已开始被写作qā'ān
[22]

 。

自窝阔台时期始，qā'ān在西域钱币铭文中的用法便日益普遍，如al-qā'ān al-'ādil al-'āzam（“公正的至尊的合罕”）之类
[23]

 。据爱尔森的研究，此后出现在西亚钱币上的贵由帝号，有一些简单地写作“公正的合罕（qā'ān）”。而1247年由谷儿只王大卫冲制于桃里寺的钱币铭文则作“天底气力里，贵由合罕（qā'ān）统辖里；奴仆达乌德”。贵由派往西亚的军事统帅拜住写给教皇印诺森四世的信件，亦称此举出于“合罕本人的神圣意旨”
[24]

 。至于蒙哥时代，我们有早至1252年冲制于谷儿只的钱币，其铭文里有“世界之国蒙哥合罕福荫里”等语
[25]

 。

有关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问题，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非常值得重视。这位西亚历史学家显然更重视出自中央兀鲁思方面的正式称谓。因此，尽管“贵由合罕”已是当日西方广泛流行的称呼，但志费尼还是把他叫作“贵由汗”。另一方面，在他的书里，蒙哥的帝号却已与同书所记录的其前辈成吉思汗和贵由汗不同，他被很明确地叫作“可汗”。不过，该书记事虽终止于蒙哥朝晚期，唯志费尼死于1280年代，所以也无法绝对排除他把一个略晚于蒙哥朝才形成于蒙古本部的称号倒溯到蒙哥汗头上的可能性。幸运的是，现有的蒙文资料已可以证明，蒙哥在世时，确已将自己改称为“合罕”。

在晚于上引钱币铭文的蒙古文碑铭，即颁发于1254年初的畏吾字蒙文少林寺圣旨碑中，蒙哥尚仍沿用“汗”的头衔
[26]

 。现在可知的最早称他为“合罕”的蒙文资料，应是著名的蒙文“释迦院碑记”。原碑的第二行可读作：“‘愿蒙哥合罕万万岁’么道巴立托建立［此碑］”
[27]

 。该碑的建树年代为1257年。对这些证据加以排比分析，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命名为“合罕”，最先发生在突厥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帝国西半部分。同时也正是在西域地区，它最先被黄金家族的成员自身所采用
[28]

 。而后在1250年代中叶，也就是1254年到1257年间的某个时候，这个词汇终于被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接纳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合罕”从此成为蒙古大汗的正式名号。而1261年的少林寺圣旨碑表明，忽必烈从即位之初，所使用的便是“合罕”的称号
[29]

 。

德福在四十年前曾经认为，大蒙古国使用“合罕”的称号，是受汉地影响的结果
[30]

 。现在看来，其直接推动力恐怕还是来自西部蒙古帝国。即使在契丹语中“合罕”被赋予至高身份的含义最初可能与汉地皇帝制度的影响有关，即使十二三世纪漠北草原上“合罕”身份的提高果真是西辽政治文化的作用使然，蒙古人却好像还是经由了突厥文化的中介环节再采纳这个概念的。

四

大汗的蒙古语称号由“汗”改为“合罕”之后，它又被倒溯性地用来界定蒙古部过去几个首领的身份。孛端察儿、俺巴孩和忽图拉在《史集》里都是“合罕”。这当然不会是拉施都丁自说自话的发明。因为他在处理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例如，尽管他极口赞扬合不勒汗的声名威望，肯定他是“自己部落和属民的君主和首领”，《史集》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他称为“可汗”。又如，尽管他将忽图拉汗死后选举蒙古部首脑的那次大聚会误记为发生在俺巴孩汗死后，但拉施都丁的有关叙述仍然保持着据实直书的风格。他写道：“在这次聚会上，谁也没有被确定为他们的君主。”同时他又根据他所了解的有关史实推断说，后来这个地位“想必一定授予了”阿答勒汗的儿子塔儿忽台。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补充说，“可以确信的是，他（此指俺巴孩）的侄儿忽图拉合罕死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进行了统治”
[31]

 。这段叙事既保留了蒙古部内的泰赤兀氏和乞颜氏两支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珍贵情节，又在照顾到乞颜氏后人维护也速该正统地位之良苦用心的同时，揭示出也速该未能获得对于全蒙古部落的统治权这一事实。

所以，拉施都丁把孛端察儿、俺巴孩与忽图拉叫做“可汗”，一定是有其依据的。这个依据，无疑来源于《史集》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一种史源《金册》。是知在这部由元朝大汗颁发的具有官方档册性质的史书里，成吉思汗直系中的若干早期的汗（包括肯定属于被后来人追认的“孛端察儿汗”在内），已经被改称为“合罕”了。但是，这样的推断马上会遇到一个乍看起来极难回答的问题。《史集》对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都没有使用“可汗”的称呼。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就必须承认，其所据也应当是《金册》中的记载。否则，拉施都丁如何敢将权威文本中的“合罕”称号擅自降格为“汗”？那么，《金册》对祖先追赠“合罕”称号，为什么会采取舍近求远的奇怪态度呢？

现在就必须说到元代的太庙制度了。至元元年（1264年），元廷依汉制定太庙七室，分别供奉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术赤、察合台、贵由、蒙哥以及他们各自的皇后。次年尊成吉思汗为“太祖”；三年（1266年），增祀也速该，并为其中的元室直系祖先及诸先帝制“尊谥庙号”，遂列为八室供奉
[32]

 。在一个以蒙、汉双语为共同官方语文的时代，为列祖列宗确定汉语名号，当然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肯定他们原有的蒙古语称号，或是另外予以新号。也许是因为汗与合罕的分辨在当时尚不如更后来那般严格鲜明，或者“成吉思汗”之称号所蕴含的崇高权威性使其子孙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易“罕”为“合罕”。总之，诸人被列入太庙时，其蒙古语的称号均未经改易。既经这次极隆重严肃的再确认，上述诸人的蒙古语旧称反而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并且从此固定下来。正因为如此，《金册》才会在追称蒙古部先祖为“合罕”时，不及于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三人。事实上它也是终元一代的定制。在今存蒙汉合璧或蒙文的圣旨及令旨公文碑里，元太祖大多写作“成吉思汗”，其中只有五通称“成吉思合罕”，时代最早的一例写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
[33]

 。这些用例，似可看作当日社会已流行的用词法对公文写作的侵蚀。

肯定元太祖在《金册》中被称为“成吉思汗”，也就是肯定下述事实，即至少直到编写《金册》时为止，《元朝秘史》对元太祖的称呼也只能是“成吉思罕”。对先祖尊号的等级，一般总是只能提升、而难以降低的。《元朝秘史》既是宫廷秘藏的珍贵史册，又是编撰《金册》时的第一等史源。如果那时的“秘史”文本已经称元太祖作“成吉思合罕”，《金册》怎么可能把他的地位再从“合罕”降等为“汗”？所以，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其抄录并在抄录过程中对某些语词加以修改，必定是在《金册》修撰完成之后。《金册》的编定年代于是也就变成判断今本《元朝秘史》形成时代之上限的关键
[34]

 。

五

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未见于汉文文献记载。但它极有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的元朝诸先帝《实录》的蒙文译本或其节译本。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
[35]

 。又据《元史·王利用传》，传主在至元年间“与耶律铸同修‘实录’”，时在他“奉旨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之后。元廷差官对儒户实行大规模的甄别考试，完成于至元十三年三月
[36]

 。足证“本纪”所谓“监修国史”，实指撰修“实录”而言。元制不置“日历”、“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
[37]

 。元为前四汗补修实录，始见于此时。十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撰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译，俟奏读然后撰定。’从之”
[38]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也？犹当询诸知者’”。二十七年六月，“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同年十一月，又有撒里蛮与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的记载
[39]

 。这里说到的“祖宗实录”等语，无疑是指国史院所修汉文“实录”的“畏吾字繙译”而言。史文没有具体提及《太祖实录》，但既然撤里蛮在奏议中明言拟翻译的是“太祖累朝实录”，它恐怕是有畏吾字蒙文译本的。或许它就被包括在至元二十五年二月由撒里蛮进读的“祖宗实录”之中。不过因为世祖听读后没有对它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所以后来对此少有言及。前四汗的“实录”，并没有类似“日历”、“起居注”那般完整的原始记录作为依据，因此它的篇幅远不像后来的“实录”那么大。把它们全篇译为蒙古文，还不算是一项太大的工程。

元世祖“实录”的修撰，在他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动工了；次年（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
[40]

 。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
[41]

 。是知当日对蒙文本的《太宗实录》又做过一次修改；《宪宗实录》的蒙文本大概也完成于此时；而《世祖实录》的篇幅太过庞大，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文翻译出来，其所指当即以下就要说到的蒙文节译本而已。

修订前四汗“实录”最终告一段落，要晚至元成宗后期。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
[42]

 。史文没有明确交代这究竟是在说“实录”的汉文本抑或其蒙文译本。不过此中意思，仍能从稍后的一条相关记载里揣摩出来。大德八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
[43]

 。撒里蛮是蒙译诸朝实录的自始至终的主持者。由他进呈的“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必为蒙古文译本无疑。由此可以明白以下两点：其一，翰林国史院于大德七年十月与次年二月所进呈给皇帝的，显然属于按同一编写方案与体例先后写定的事关两个不同时段的实录。因此，前一次所进“五朝实录”，也应像后一次那样包括汉文原本及其蒙古文的翻译本。其二，实录的蒙古文译本，应该都如同《世祖实录》的蒙文节译本那样，是用泥金粉汁来书写的。

综上所述，拉施都丁在伊利汗国看到的宫廷密档《金册》，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
[44]

 。它的编写始于1287年，而最后完成于1303年。由是推知，称元太祖为“成吉思合罕”的“秘史”文本，其形成必晚于1303年。这个文本远不止改“成吉思罕”为“成吉思合罕”而已。蒙古部的祖先，包括在《金册》中已被升格为“合罕”的俺巴孩、忽图拉，以及尚未被《金册》改称为“合罕”的合不勒、也速该等人，在《秘史》的这个文本中都被赫然赋予“合罕”的地位。克烈、乃蛮等部的首领本来已有“合罕”之称，现在却统统都被降格为“罕”。亦邻真曾举“汪罕被写得简直是个草原哈姆雷特”为证来说明，“《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
[45]

 。从对“汗”与“合罕”称号的对位移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胜利者的偏袒，是如何被“层累”地积淀在历史书写之中的。

六

对《秘史》写作年代的讨论，已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纳伯希和把《秘史》的原始文本与其“时代更晚的”抄写文本加以区别考察的见解，则有关它的原始文本的写成年代问题似乎就会变得简单多了。第247节中出现的“宣德府”，第248节中的“东昌”，肯定都是要到忽必烈时代才存在的地名。过去曾有学者据此推断这部史诗写于1260年代或者更晚。但是倘若考虑到今本《秘史》的抄写是在1303年之后，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么说来，《秘史》的原始文本，又形成于什么时候呢？

今本最后一节（即第282节）那段著名的“尾跋”写道：“大聚会聚着，鼠儿年七月行，克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七孤山行失勒斤、扯克两峰间营帐下着有时分写着毕了。”亦邻真指出，要说时间（鼠儿年）、地点（曲雕阿兰，按即“阔迭额·阿剌勒”的异译）、事件（召开忽里台大会）“三个条件具备的，只有1228年戊子。第269节明确写着鼠儿年在曲雕阿兰开了忽里台，奉窝阔台为帝。所以，《秘史》第282节的鼠儿年应该是1228年”。不过，这一节原本应该排在第268节，即有关成吉思汗记事的最末一段之后。但后来又有人续写了有关窝阔台的记事，附加在成吉思汗记事的后面。“明翰林译员音写《秘史》之后，把原来附在最初部分后面的‘鼠儿年撰写完了’一段文字，顺手置于全书的末尾”
[46]

 。也就是说，《秘史》的第1节至第268节，再加上现在成为全书尾跋的第282节，写成于1228年推举窝阔台为汗的忽里台大会上
[47]

 。那么，它后面的关于窝阔台的记事，又著成于何时呢？

前文已提及过，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秘史》的后续部分里仍然叫作“罕”，而未曾改变为“合罕”。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最明显地反映出相关文本写作的时间性：即《秘史》后续部分的写作时间，乃是在“合罕”作为一个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普通名词进入中古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体系之前。这也就是说，它的完成应早于1260年代，从而最可能是在推选蒙哥为汗的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期间。

把全部窝阔台记事的写作定于1251年，也会遇到某些难以解释的疑问。第274节最后叙述蒙古征高丽的史事说：“又在先女真、高丽处，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征进了。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那珂通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揭出，《秘史》提到的这两个蒙古将领，在《高丽史》中分别写作“车罗大”和“余愁大”；据此，则这次军事行动实系发生在1254年到1258年之间。那珂通世认为，这是一段羼入《秘史》文本中的后人增补的文字
[48]

 。

事实上，这还不是唯一存在问题的地方。紧接着这一节之下，《秘史》又叙述了拔都和贵由及察合台后王不里在结束“长子西征”的宴会上交恶的故事。贵由在争吵中辱骂拔都是“有髯的妇人”，声称“我脚后跟推倒踏他”。不里则骂道：“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他们的亲信也帮腔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拔都是蒙哥当选大汗最关键和最有力的支持者。1250年代游历欧亚大陆的西方旅行家说，拔都在蒙古帝国东半部的威望及其所受到的尊敬，要超过蒙哥汗在帝国西半部的声望
[49]

 。在蒙哥汗即位的大聚会上书写并朗读这样的诗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秘史》第274节至第277节，也应当是后来补入的文字。只有在术赤系后王因支持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以及为争夺高加索以南的牧地而与拖雷系后王由结盟转为互相敌对之后，这些文字的创作才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那当然只能是在忽必烈的时代了。

七

现在把本文的结论简述如下。

一、终元太祖之世，他的称号始终是“成吉思汗”，而从未有过“合罕”之称。

二、蒙古政治体系采纳“合罕”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乃始于蒙哥时期。

三、随着“合罕”之称号流行日广，在忽必烈朝及此后，元太祖有时也被叫作“成吉思合罕”。但他正式的官方尊号仍然是“成吉思汗”。

四、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就是用金字书写的元“实录”的蒙译本和蒙文节译本。它编写于1287年至1303年之间。

五、《秘史》的原始文本分别写作于1228年和1251年。不过，其续写部分中有四个段落是元世祖时期增补进去的。

六、今本《秘史》，是在14世纪抄写并被部分地加以改写而成的文本。



［原载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1)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再论“成吉思汗／合罕”之称号》，海希西（W．Heissig）与萨迦斯特（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威斯巴顿：哈拉索威兹出版社，1989年。此文的复印件，蒙乌兰教授在百忙中寄赠，谨此致谢。按：亦邻真曾在提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断言，有关“成吉思”一词的义训，“还是拉施都丁《史集》的解释最为可信”。他并举萨满教的古祷文及《华夷译语》所录“呈·巴图”（译言“坚·固”）一词印证之。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2。又按，草成此文后获悉，罗文已由陈得芝老师译为汉语，以《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为题发表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


(2)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0；《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73。


(3)
  《元朝秘史》第202节。按，“罕的名号”，蒙文作qan nere。


(4)
  舒尔曼（H．P．Schurman）：《13世纪蒙古的赋役体制》，《哈佛亚洲研究集刊》卷19（1956年）。参见该文注19所引白鸟之说。


(5)
  舒尔曼前揭文，注19。


(6)
  克劳逊（G．Clauson）：《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1972年，页611、630；罗依果前揭文，尤其是注52。又按：罗依果写道：“自从迦特梅尔于1836年发表有关‘合罕’与‘汗’的长篇注释以来，仅列举涉及这个话题的相关文献的目录，就需要占用好几页的篇幅”。他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伯希和未刊手稿从构词法角度对qaγyan与qan这两个“原蒙古语”语词间相互关系的分析（qaγan＞qa'an＞qān＞qan）。罗氏又指出，ā＞a的语音变化在蒙古语中远不如在突厥语中那般普遍。因此，毋宁认为中期蒙古语中的qan，是qān在突厥语中先已演变为qan，继而返游于蒙古语的结果。但是据《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年），qaγan与qan的最早见于使用，似乎同在拓跋鲜卑的力微时代，而二者所指，在地位上或许已有高低之分。由此看来，关于这两个词汇的历史语言学解释，仍然稍有未惬之处。


(7)
  小泽重男日译《元朝秘史》（上），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页48。


(8)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按：此人之名在《元朝秘史》里被记为合赤曲鲁克（qachi külüg）。又据拉施都丁，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是蔑年吐屯；而据《元史·宗室世系表》，蔑年吐屯应是既孥笃儿罕之父，亦即成吉思汗的八世祖。参见《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8。


(9)
  《史集》第1卷第2分册专设《海都汗纪》，用来叙述他的事迹。《元史·太祖纪》追述海都时代说，其时，蒙古部“形势寖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据此则海都称汗或为当日事实，而他又把“汗”的名号追溯到自己父亲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0)
  《秘史》的叙述在有意突出三人的统治身份时，往往叫他们“合罕”。但当他们在一般性的叙事中被提及时，又多写作“罕”。关于这一点，且详下文。


(1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57。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在大多数场合称也速该为“罕”，只有一次叫他“合罕”，见第150节。


(12)
  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卷1，巴黎，1959年，页302。按：伯希和谓窝阔台在后来的文献里被称为“合罕—罕”，恐怕是由汉译圣旨碑中的“合罕皇帝”一语倒推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汉文“合罕皇帝”当即蒙语qaghan的对译语词。元代蒙文中也许并不存在qaghan qan这样一个语词。又按：突厥语词talui-nung han和蒙古语词dalai-in qan都译言“海内汗”。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年，页25。


(13)
  亦邻真（Yikminghatai Irinjin）：《畏吾字复原本〈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250。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页310：因手头缺书，不克检阅小泽复原本，此项知识承蒙乌兰赐告。


(14)
  例如这两种称呼就同时出现在《秘史》第255节里。


(15)
  见《秘史》第200、201节。


(16)
  札木合在该书里也被称作“菊儿可汗”。如果其记载属实，那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蒙古部采纳“可汗”名号的一次最初的、但为时短暂的尝试。


(17)
  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卷120，《术赤台传》；卷130，《不忽木传》；卷136，《哈剌哈孙传》；卷150，《耶律阿海传》；卷196，《拜住传》等。按：诸传记显非皆以《亲征录》为其史源。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追叙哈剌哈孙先人史事，即把王罕称为“可汗”。文见《元文类》卷25，又见《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卷4。


(18)
  两诗俱见《湛然居士集》卷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把它们的写作时间系于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见《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二《耶律文正公年谱》。当然，对于此处的“可汗”之语，也可能像“夔龙”一样，只是耶律氏在辞赋创作时袭用的一个传统语汇而已。《全唐诗》卷86收张说《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云：“至德临天下，劳情遍九围。……怍非夔龙佐，徒歌鸿雁飞。”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高昌》：“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柳河东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16）。又按：在讹迹干一座建立于1152年的喀剌汗朝王陵的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正的、至高无上的合罕”（al-khaqān al-'adilal-ā'zam）一语。柯尔巴斯（J．Kolbas）以为，此时距离喀剌汗朝的灭亡仅只十一年，王室最高权威的式微遂使“王室一个地方分支的统治者得以将虚而不实的至高尊号据为已有”。但是，出现在这里的“合罕”，也可能仍然如同它早先在突厥语中的情况一样，乃是一个基本上与“罕”等义的称号。见柯尔巴斯：《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0年》，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页42。


(19)
  《元朝秘史》第189节。


(20)
  此说见于1250年代访问漠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但它传达的，显然是当日尚流行于蒙古社会的一种深刻记忆。见《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0。


(21)
  例如，《秘史》第269节描写鼠儿年（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说，诸王宗戚“成吉思合罕的［提］名了的只圣旨依着，窝阔歹合罕行罕立了”。第270节又说：“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了着……”


(22)
  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38、42、51、63。值得注意的是，柯氏书中已被本文引述过和未加引述的所有那些铭文都使用“成吉思汗”的称呼，而尚未看见“成吉思合罕”的例证。前者在当时早已成为一个太过响亮的尊称，因此即使在西部蒙古帝国，当人们以十分熟悉的“合罕”名号来改易东部蒙古语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汗”时，“成吉思汗”这个传统的称号却依然被沿用下来。


(23)
  柯尔巴斯前揭书，页94—95，及此后各页。


(24)
  爱尔森（T．T．Allsen）：《伊朗蒙古政权合法性形式的转变》，希曼（G．Seaman）与马科斯（D．Marks）：《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南加州大学，1991年。按：“达乌德”即该钱币冲制者大卫（David Narin）一名的异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见的拜住这封书信，其文本不是蒙古语的，它出于西亚译人之手。所以此处的“合罕”仍可视为流行于西部蒙古世界的称号。


(25)
  帕科莫夫（E．A．Pakhomov）：《格鲁吉亚的金属钱币》，第比利斯：梅茨涅伯出版社，1970年，页133。转引自爱尔森（T．Allsen）：《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1，注16。又按：谷儿只发行的钱币上，也有的在两面分别冲压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长生天气力里，世界皇帝蒙哥汗”等字样。这似乎应当是蒙哥汗正式改称“合罕”之前留下的。中央兀鲁思的官方称呼在此时远达西亚，或许可以表明，与贵由相比，蒙哥在西部蒙古世界的政治权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增长。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142。


(26)
  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204（本文最初连载于《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


(27)
  参见陈得芝：《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28)
  例如旭烈兀在1254/1255年以及1255/1256年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至高无上之合罕，蒙哥合罕；旭烈兀汗”（Mūnkkā Qā'ān/Hūlāgū Khān）之语。在这里，“合罕”和“汗”两称号之间的等级差异，已确凿无疑。见米哈伊尔·魏厄斯《伊朗出土的蒙古伊尔汗国钱币铭文》，《加拿大蒙古学评论》第4期1分册，1978年，页46。转引自爱尔森前揭书，页21，注18。


(29)
  道布、照那斯图前揭文，页216。


(30)
  德福（G．Dö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卷4，威斯巴顿：弗朗兹·斯坦讷出版社，1966年，页144。


(3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42、页57—58。按：这段故事显然发生在忽图拉汗，而不是《史集》所称的俺巴孩汗死后。当时候争夺汗位的两个人，应即塔尔忽台与也速该。


(32)
  《元史》卷4，《祭祀志》三。按，此后庙室之数目迭有变更，至元末又变为八室。元顺帝逃出大都后，可能曾在草原上分设八帐，用于供奉原先被安置在八室内的先帝神主。这应当就是所谓“八白室”（naiman chaghan ger）制度的真正来源。离开中原过久的蒙古人后来忘记了它起源于汉地的太庙之制，才会把它与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度联系在一起。


(33)
  这些碑铭分别为：1282年《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阿难答令旨碑》，1289年《泾州华严海水泉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1303年《平阳路河中府河东县延祚寺八思巴字蒙文小薛令旨碑》、1314年《真定路元氏县开化寺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以及1314年《大重阳万寿宫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参见松川节：《新发表的蒙古文命令文碑三件》，载松田孝一：《由对碑刻等史料之综合分析着手的蒙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研究》，平成十二至十三年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2年。按：除所谓“命令文碑”以外，其他类型的蒙汉合璧碑铭也有写作“成吉思合罕”的，1362年的忻都碑即为一例。见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


(34)
  现存《元朝秘史》的汉字音写本，是明初的官方翻译机构为教授蒙古语而制作的。据小泽重男的研究，这个音写教本先后有“‘巴·别·伯’字本”（约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华夷译语·语汇》的编撰同时）、“准‘巴’字本”（约成于《华夷译语·来文》编写［1389年］后不久），以及现行的“‘罢’字本”（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等三种文本。见小泽重男：《元朝秘史》，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页223—226。本文所指“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或“今本《元朝秘史》”，系指汉字音写本所据的蒙文原本而言。现有研究已经能够很确定地断言，它并不是用八思巴字，而只能是用畏吾字体来书写的。


(35)
  《元史》卷9，《世祖纪》六。


(36)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37)
  徐一夔：《上王待制书》，《始丰稿》卷6。按：四库馆臣为《元史》所写的书目提要已引此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38)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39)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卷16，《世祖纪》十三。


(40)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19，《成宗纪》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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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元王朝的皇权


 一　引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由北方民族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政权。国外学术界往往把它们称为中国史上的“异族王朝”或者“征服王朝”。前一个名称很容易使人们将体现着多民族王朝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的历史事件与来自今日中国境外的入侵互相混淆；后者则难以概括这些王朝又可以分为“征服型”和“渗透型”两种范式的显著历史特征（说详下）。事实上，汉语的历史文献常常把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族统治者称为“北人”或者“北族”。因此，把它们称为“北族王朝”，或许是更贴近史料也更为平实的一个称谓。

就十六国到清朝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而言，公元第1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此之前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进据中原以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农业社会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地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乃至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以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位于或者连接着内陆亚洲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这段经历，被魏特夫称作向汉地社会逐渐“渗透”的历程
[1]

 。与此相比较，自10世纪的辽王朝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辽、金、元、清等政权，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完成了对于被它们纳入版图的那一部分汉地社会的征服
[2]

 。与此同时，在它们的版图之内，始终包括被视为北族“祖宗根本之地”的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根据地，作为其种族及文化认同的一种最重要的资源
[3]

 。把10世纪之后北族王朝疆域结构的这一特点，看作仅仅是由于中央王朝首都北移而导致的北部边界线向内陆亚洲的进一步推进
[4]

 ，似乎有一点低估了这一变化所隐含的历史意义。据此，自十六国中的北族王朝至北魏及其继承王朝，迄于10世纪上半叶即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可以看作同属于“渗透型”的北族政权；而辽、金、元、清则属于“征服型”王朝。

在征服型北族王朝中，蒙元政权又具有与其他三者相比都显然不同的历史特征。考察这一历史特征是如何影响了蒙元王朝的皇权形态，无疑会促进我们对10世纪以后北族王朝皇帝制度一般特点的深入分析。

前四汗时期的“大蒙古国”，曾经是横跨欧亚大陆辽阔地域的帝国式政权。1260年代初叶先后发生在中国的汗位继承战争，以及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山南麓领土而爆发的战争，导致了大蒙古国的分裂。但是，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移到漠南汉地的大汗仍然是中亚各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大汗所在的兀鲁思与中亚各兀鲁思，仍在名义上构成一个以大汗为首、由成吉思汗各支后裔所组成的“黄金家族”统治下的政治共同体。相对于“大汗”（qaghan，元代汉语又译作“合汗”）的名号，中亚各兀鲁思的统治者长期沿用低一等的“汗”（qan）的名号
[5]

 。旭烈兀后王把自己的政权称为“伊利汗朝”（Ilkhāniyyah）。Il-khan的意思，即从属于大汗的汗。前半期伊利汗朝的钱币上，总是冲制着“上位的大汗与伊利汗”的字样。伊利汗的名号不再具有“从属于大汗”的意义，始于合赞汗在位期间（1295—1304年）。这时距离自从“前四汗”政权向元王朝过渡的完成已经近四十年了
[6]

 。金帐汗国的术赤后王采纳“合汗”的称号，更要晚至1340年代
[7]

 。

因此，至少是在14世纪之前，也就是在蒙元王朝奠定它的几乎所有重要典章制度的那个时期，控制着漠北“祖宗故地”的大汗政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蒙古政治共同体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尽管它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权威所在。元代的汉人，把中亚的各兀鲁思看作元朝的“宗藩之国”
[8]

 。不过蒙元王朝与西北各兀鲁思的关系，与秦汉以往汉式王朝体系中宗藩关系的性质仍有很大差异。古代蒙古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经常用亲属关系的概念来比拟和表述。由一方主动降附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比拟成父子关系。所以尚处于势单力薄境地中的成吉思汗称克烈部的脱斡邻勒王汗为“罕·额赤格·米讷”，译言“我的汗父”
[9]

 。主动投降蒙古的畏兀儿部首领亦都护获得了成吉思汗“第五子”的名义。元朝与被它所降服的属国间的上下关系，被当时人认为“义虽君臣，恩若父子”，也有此种意思在其中
[10]

 。这一层关系也许可以说与秦汉以后汉式王朝与其“藩属”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接近。但是蒙元王朝与其他兀鲁思之间则互为“兄弟之国”，大汗与诸兀鲁思汗之间，互为“诸王哥哥兄弟每”
[11]

 。因为在出于成吉思汗诸子这层意义上，宗族各支间所构成的自然是“哥哥兄弟”的关系。

大蒙古国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当然深刻地反映在蒙元王朝的皇帝制度中。最近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列有专节叙述元代皇帝制度，指出它是“蒙古统治机构与中原王朝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年号、国号、帝号、印玺、诏旨、朝仪、都城，及巡幸、岁赐、怯薛、忽里台等内容”
[12]

 。本文拟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对元代皇权加以讨论：元代皇权正统性的资源问题；怯薛在元代皇权体系里的作用问题；元代皇权在专制君主制从宋代迄于明清演变过程中的地位问题。


 二　双重身份：皇帝与大汗

有元一代，一直存在着分别以蒙制和汉制两种形式标志的用来表明本朝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双重符号体系，包括蒙汉并行的国号、庙号、纪年形式、两种官方语言、两种即位仪式和祭祀仪式等等。

前四汗时期，蒙古的国号为Yeke Mongqol Ulus，译言“大蒙古兀鲁思”，或径译作“大蒙古国”。当时北部中国的汉人普遍称蒙古政权为“大朝”。但它并不是上述蒙古语国号的专用汉语对译词，而是汉语中早已流行的一种尊称，本意为圣朝、本朝。唐人、金人都曾用它称呼自己的政权
[13]

 。明初人也用“大朝”指称未正式建立国号时的朱氏政权
[14]

 。如果说这时候的蒙古政权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汉语国号，那么它只能是“大蒙古国”一名。

如上所述，在13世纪下半叶，所谓“大蒙古国”内部早已形成了好几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诸王兀鲁思。因此，虽然只有大汗所在的兀鲁思才有权力继承“大蒙古国”的国号，但它其实是由大汗兀鲁思和其他诸王兀鲁思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国号。蒙古人曾经把成吉思汗诸子所领有的相对独立的兀鲁思以外的蒙古草地（理论上似乎还应排除成吉思汗诸弟所领东道兀鲁思）叫作“中央兀鲁思”。汗庭南移到华北以后，“中央兀鲁思”的称呼似乎未见继续使用，取代它的乃是“蒙古兀鲁思”的指称
[15]

 。在当日蒙古人的观念中，大汗兀鲁思所辖地区也许被称为“大兀鲁思”。不过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16]

 。

在统治中心南移以后，大汗再也没有能力直接支配大蒙古国的全境。除继承原有的国号以外，适应政治地理的变化，为大汗兀鲁思的存在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也不再是多余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忽必烈于即位11年后，决定采用“大元”的汉语国号。当时发表的建国号诏书指出，这是为了“绍百王而纪统”
[17]

 ，就是要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统系中争一个正统地位。但是，对传统中原政治资源的利用，并不意味着蒙古政权就此放弃了源于蒙古政治传统的合法性象征。从这时候直到元末，汉、蒙两种国号一直并行于中土。元末的蒙古语碑铭提到本朝国号，仍作“大蒙古国”，或作“大元大蒙古国”（Tayi Ön Yeke Mongqol Ulus），或则曰“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Tayi Ön ke-meke Yeke Mongqol Ulus）
[18]

 。

到接近元代后期的时候，汉人中关于两种国号的观念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在1329年编定的《经世大典》里，忽必烈前期对汉式国号的采纳被解释为“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
[19]

 。作为一部全面纂辑政府档案文书的官修政书，我们不能不承认《经世大典》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质。元后期官修政书所采纳的上述说法，自然不能认为是对忽必烈当初建“大元”国号的合乎事实的解释。不过它仍然反映出，元代后期随着中亚各兀鲁思与大汗兀鲁思关系的日益疏离，随着作为“祖宗故地”的蒙古高原对漠南内地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影响日益削弱
[20]

 ，蒙古旧制在保障元政权正统地位方面的意义已经明显削弱了。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蒙语国号直到元末仍一直沿用不废。

这样，以“大元”国号的建立和《经世大典》的修成作为两个界标，关于蒙元王朝国号使用的状况，实际上可以划为三个时期来加以描述：前四汗时期使用的是蒙语国号；元代前期和中期蒙语国号与汉语国号并用；元代晚期仍然是两种国号并行，但汉语国号的地位与作用获得明显的提升。



与双重国号并行相适应，蒙元王朝也有两种纪年方式一起行用。蒙古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汗庭南徙后，汉语的政府文献采用汉式的皇帝年号加干支纪年，但蒙语文献乃至一部分译自蒙文的汉语政府文书仍长期以十二生肖纪年。在记录大汗圣旨的公牍体文书末尾，经常用十二生肖纪年加汉地农历月日、再加所在地的格式化语言，来表述命令发布的时间和地点。如“猴儿年二月十八日，漷州有时分写来”；“鼠年二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21]

 。

给予去世皇帝的汉语庙号，在《元史》里也多与“国语尊称”相提并论。如忽必烈及其继承者铁穆耳的汉语庙号和蒙古语尊号分别是“世祖”—“薛禅合罕”（Sechen Qaghan，sechen译言贤明）、“成宗”—“完者都合罕”（Üljetü Qaghan，ülje-tü译言有福的）。这两种称号之间不存在蒙、汉语的对译关系，可见它们分别属于两种相互独立的名号系统。据袁桷说，武宗、仁宗二帝的“庙讳”，是依道教领袖张留孙提议的汉名再倒译为蒙古语的。袁桷说的“庙讳”其实并不是指这里正在讨论的“国语尊称”。他是在说，两人出生时被给予的蒙古语名字乃是张留孙所择汉语“嘉名”的蒙古对译语词
[22]

 。现在看来，元朝皇帝的蒙古语尊称，其实不是死后的追谥，而是他们生前就已在使用的名号
[23]

 。

也是元代，最先将官方语言的多元化制度大规模推行到中国全境。蒙元王朝在有关国内事务的官方文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包括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文、蒙文、藏文，畏兀儿字蒙文，藏文，畏兀儿文，波斯文（用于例如官颁回回历书）。在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佛教碑铭中，八思巴字也曾被用来拼写西夏文、梵文等。这中间最重要的两种官方语文，自然是蒙文和汉文。汗庭中有关军国重务的讨论，在很长的时期中主要使用蒙古语。所以深谙蒙古语的史天泽位为宰相，要对不大懂蒙语的汉人大臣们说：“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
[24]

 。皇帝在庙议过程中作出的决定，由在场的书记官用蒙文当场记录在案。由于蒙文笔录的重要性，按蒙古制度，这件事由大汗身边轮番入值的当值怯薛长亲自掌管。克烈部人答失蛮“自幼事世祖。初与今太师淇阳王月赤察儿同掌奏记，后独掌第一宿卫奏记”。所谓“奏记”，意即蒙文笔录之事。月赤察儿至元十七年（1280年）掌领大汗的第一怯薛，至元二十一年调任第四怯薛长。答失蛮当在这时实际负责第一怯薛
[25]

 。可见具体承担蒙文笔录的书记官要对当值的怯薛长直接负责。

元代很大一部分敕令，就来源于怯薛用蒙文记录的庙议奏对。所以元人说：“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26]

 。可见蒙元时期“圣旨”一词的特殊含义，是从蒙语廷议制度中派生出来的。记录大汗听断政事的蒙文敕书，以及在基本保留蒙语文本原有词序的情况下对它机械地逐字“硬译”而成的汉语文本，都称为“圣旨”。兹举一条文字较短的圣旨为例：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中书省特奉圣旨。“蛮子田地（指南宋旧土——引者按，下同）里似巴儿斯烈纳（译言“虎纹”）的皮子一般石虎儿皮子出有”么道。“如今你提调各处行了文字，寻着呵，铺马里与将来者”么道，圣旨了也
[27]

 。

在上引记录公文中，只有“么道，圣旨了也”（蒙语应作keyen jarligh bol-ba，译言“作了如上圣谕”）之前的一句话，才真正是大汗的圣谕（jarligh，元代译作“圣旨”）。在更多的同类文书里，大汗圣谕甚至还要简短。在大臣们的意见之后，往往只有“那般着”（意即“就照你们说的那般办”）几个字。“圣旨”的本意应该仅指大汗本人的指令而言，但实际上它指的是包含大汗指令在内的更完整的文书。当日的人们都极其熟悉这种奇特的公文语体。有一个县学官甚至将圣旨中习见的用语嵌入春联以为嬉言：“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着”。结果他被人告发，丢了官职
[28]

 。圣旨而外，由汉人大臣直接用汉文代皇帝起草的文书，称为“诏书”。汉文诏书也要被翻译成蒙文，以便两种文本同时发表
[29]

 。



大汗—皇帝即位时，实际上也要履行两种仪式。据《元史·礼乐志》“皇帝即位受朝仪”条，自即位人进入“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亦即大明殿后
[30]

 ，全部即位仪式分前后四个程序进行。首先，“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并由“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其次，参议中书省事四人从大明殿的左边门（即日精门）托着装有即位诏书的竹盘行至皇帝御座前，跪奏诏文；掌御印的典瑞使加盖御印于诏书，将它复置于竹盘中；前述四人从正门（即大明门）将竹盘持出大殿，放在大殿之前预先设置的宣诏案上。复次，穿着公服的文武百僚都列队迎候在大明殿外，面对宣诏案上的即位诏书行跪拜礼，听读诏文（先用蒙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再行大礼，山呼万岁。最后，百官由典引官引领，分左右从日精、月华门入大明殿，拜舞祝颂，进酒献表，并由新皇帝赐宴。

《元史·礼乐志》将皇帝即位仪式与“元正”、“天寿节”、郊庙等许多朝仪一起归为中原范式的制度，声称只有“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但从上面概述的即位典礼程序来看，它的第一部分仪式即由蒙古旧制中最核心的成分所构成。把这一套程序看作蒙汉杂糅的仪制当然也不可以说有什么错误。不过，如果把它放在蒙元王朝采用的二元符号体系的整个背景中加以理解，我们毋宁将上述即位典礼看作两套仪式的并联。事实上，如果把蒙古式即位仪式看成是在它之前已开始的“忽里勒台”选君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两套仪式的说法似乎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很可惜，在履行大汗即位的蒙古仪式时，除诸王、宗亲，也许再加上驸马们以外，汉族大臣们无由在场。所以除了“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外，我们不能从汉文史料中获悉更多的有关细节。不过，通过前四汗时期亲历大汗即位典礼的西方旅行家记录，以及接近蒙古上层的穆斯林作家的著述，可知它应当还包括舆氊、献盏、誓约等情节
[31]

 。唯前四汗时期大汗即位之时，尚须到宫帐外拜天。这一道仪式，在大明殿内即位的元朝皇帝或许没有再履行。

关于元朝的祭祀礼仪，《元史·祭祀志》和《经世大典·礼典》所列种种祭祀项目的次序大体相同。池内功认为，该次序仅只反映了汉人对这些祭祀项目重视程度的轻重，它并不反映蒙古人的观点。池内功因此按忽必烈一朝采纳汉式祭祀项目的先后，来考察蒙元政权汉式祭祀体系的再构成。根据他的结论，元朝最早确认的汉式祭祀，是向五岳四渎等自然神祇及圣帝、名王、忠臣等地方保护神的献祭。这可以看作蒙古人从土地神崇拜和多神信仰的角度去理解汉地世界的结果。元朝其次采纳的是设太庙八室安放列祖神主、每年十月例行享祭的汉制。但是太庙享祭的具体方式却完全是蒙古式的。而且忽必烈并没有亲祀祖宗，足证汉人倍加重视的太庙亲享，在蒙古人看来，远不及蒙古人在自身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祖先祭祀活动来得重要。被汉人视为第一重要的郊祀，则在忽必烈一朝从未实行。因为蒙古人有自己传统的“洒马奶子”的拜天仪制
[32]

 。

两套符号体系的并存，再清楚不过地象征着元朝君主、或者按当日蒙古人的叫法称为“国的主人”（ulus-un ejen）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基础
[33]

 。在大汗与西北各兀鲁思的关系方面，我们看到，大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保持着西北藩王间纠纷的最高调停人和“哥每弟每”中最高权威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长期保留着对各兀鲁思后王人选的法定确认权。但他对继位为兀鲁思汗的嗣君颁行册封，乃至向伊利汗赐印、向伊利汗朝权臣颁赐官号等作法，显然又受到汉式宗藩体系的制度形式之影响
[34]

 。

在大汗兀鲁思内部，君主权力的实现形式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就制度性的安排而言，元朝的君权结构表现为一个由两种制度成分镶嵌而成的复合体。另一方面，不仅大汗和皇帝的不同角色总是由同一个人承担，高层权力圈内的蒙古权贵也有很多人身兼汉式中枢机构的要职。因此，大汗与其蒙古那颜、专制君主与其汉式官僚这样两套角色关系，又必然会由于最高统治集团成员角色的部分重叠而相互渗透。本文的以下两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分别讨论。


 三　皇权与怯薛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相继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此后，以大汗—皇帝为核心的蒙元最高权力集团决策、施政的机构组织及其运作程序，表面看来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了汉式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形式之中。就制度史角度而言，专制君权受蒙古旧制的影响，最显著的方面就反映在怯薛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片山共夫着重从怯薛成员（尤其是“天子身边最侧近的怯薛歹”）在保持与天子的主从领属关系同时又兼任高级官僚的“任使”制、怯薛的官署化、对怯薛歹的初任官职及其仕途升迁的优遇等方面，考察了“怯薛官僚制”在“元朝皇帝的支配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功能
[35]

 。李治安则就参与御前决策、抑制相权、介入宫廷政变与皇位转移等三方面，揭示出怯薛制对官僚制所产生的牵制作用
[36]

 。本文拟对上述研究作若干补充。

怯薛在番值期间“密近天光”，自然拥有很多“随时献纳”、“乘间进说”的机会。这些是他们参决机务的重要形式和合法途径，而不同于“少数近臣或‘近侍’僭越或篡夺政府机构应有的权力”的行为
[37]

 。这一点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问题是，在大汗—皇帝与省、院、台高级官员议决国务时，在御前侍奉大汗的怯薛人员有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利？李治安猜测说，某些带“大夫”、“院使”职衔的怯薛人员以内廷宿卫的身份出现在陪奏场合，并且总是和省、院、台大臣一起被写进圣旨或政府公文里。“这似乎说明，参加陪奏的怯薛和朝廷宰相同样具有参议机务的合法权力”
[38]

 。元代圣旨公文经常用明确的方式分别载录以上两类不同角色的人物。圣旨开首部分最常见的叙述方式如下
[39]

 ：

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脱脱怯薛第三日，嘉禧殿里有时分。速古儿赤朵烈帖木儿、云都赤朵儿只、殿中燕赤不花、给事中塔海帖木儿等有来。省、院、台众人商量了，普化平章、朵儿只中丞、哈麻同知、蛮子参议、燕帖木儿员外郎、直省舍人完者帖木圮、蒙古必阇赤拜家奴等奏：……

在有些场合，陪奏人员也记录在公文结尾处
[40]

 ：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儿斡鲁朵里有时分。本院官，剌臣平章、斡罗思同知、昔宝赤同佥、火你赤院判等奏：……钦此。奏时分，火儿赤阿失，速古儿赤也先帖木儿、塔儿忽歹、沙沙、宽只秃，昔宝赤只儿哈忽、这吉儿等有来。

很可惜的是，在从元代遗留下来的这一类圣旨公文中，我们找不到当值怯薛参与国是议论的直接例证。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间接地证明上述猜测。

关于这个问题，《元史·世祖纪》里有三条记录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至元八年二月癸卯，“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言：‘比因饥馑，盗贼滋多，宜加显戮’。诏令群臣议。安童以为：‘强窃盗贼，一皆处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旧待命’”。九年三月乙丑，“谕旨中书省，日本使人速议遣还。安童言：‘良弼请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惧。臣等以为，金州戍兵，彼国所知。若复移戍，恐非所宜。但开谕来使：此戍乃为躭罗暂设，尔等不须疑畏也’。帝称善”。又，二十二年二月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然与江浙行中书省并在杭州，地甚远僻。徙之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中为便’。从之”
[41]

 。

安童自中统初即被召入长第三宿卫。《元史·兵志》谓木华黎后人所领第三怯薛的轮值日支为寅、卯、辰三日。片山共夫在研究四番卫的轮值日支时曾认为：《元史·兵志》所记，与至元二十五至二十八年间的某个日期以后直到元末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惟在该日期之前，四怯薛入卫的日支要比后来提前一日。但是他的结论后来遭到洪金富的质疑。后者在对元怯薛轮值史料进行细致排比考释的基础上提出，“兵志”记录的日支顺序其实是准确的。“可以断言，三十条有问题的史料，十之八九出在日期或日支记载错误”
[42]

 。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不必对以上两种见解之谁是谁非作出抉择。因为无论安童所领第三怯薛的轮值日支是丑、寅、卯日，还是寅、卯、辰三日，在上举三例之中，他都至少有两天（丑、卯日或卯、辰日）是以当值怯薛长、而不是以中书省丞相的身份，在殿廷陪奏时参与最高决策的
[43]

 。这几条史料对解明怯薛与君主官僚制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因为它为我们回答一个迄今为止始终是相当飘忽的问题，即御前当值的怯薛长究竟是否具有在廷议时参决国政的法定权利，提供了虽然间接、但又无疑是十分确凿的肯定答复。

那么，除当值怯薛长以外的其他陪奏怯薛，是否有权置喙朝议呢？

我们知道，在陪奏的近侍怯薛中，有些人属于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之列。如忽必烈晚年时期的“月赤彻儿宣徽赤”，至正前期的“也先帖木儿大夫”，至正九年脱脱复相后重新得势的“速古儿赤哈麻”，元仁宗时期的“速古儿赤也先帖木儿院使、唆南院使”，泰定帝时期的“秃鲁院使”，等等
[44]

 。既然他们作为最高级官员在权力核心圈内拥有毋庸置辩的发言权，既然当值怯薛长有权参加朝议，那就很难设想，当这些人以陪奉怯薛现身时，他们的发言权就会因此而被剥夺。所以，尽管他们的具体言辞未见于圣旨公文的简略记载，但他们完全可能与当值怯薛长一样是参与朝议的。

陪奏怯薛中的另一些人，地位就要低一些了。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他们在庙堂上发言。尚未成年的阿沙不花以世祖宿卫目睹朝廷接待吐蕃使臣。数日后世祖以当时奏对细节问近侍左右，“诸大臣莫能对。阿沙不花从旁代对甚详悉”。世祖遂以“卿等任天下之重，如何反不如一童子耶”斥责诸人
[45]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史台奏事毕，忽必烈问：“忙古歹说监察的勾当，是谁说来？”怯里马赤阿散问答：“忙古歹教我说来”。接着他转达了忙古歹关于监察御史视事过宽的奏议
[46]

 。不过，这些人加入廷议，似乎都由很特殊的情形引起。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概没有这种权利。



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和政治结构的复杂化，元代怯薛的内部组织与蒙古初期相比变化颇大
[47]

 。《元史·兵制》“宿卫”条按怯薛正式成员所承当的职责把他们分为“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即“近侍怯薛”）和“宿卫之士”两大部分。虽然他们都是三日一更，史文却在很短一段文字里不避重复，分别交待他们“分番更值，亦如四怯薛（按此指四怯薛长）之制”；“亦以三日分番入卫”。后者最多时超过一万人，主要用于环卫禁庭、警跸大内，“犹天子之禁军”。他们与最高统治圈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前者则直接进入帐殿之内，包括手执重兵器或弓箭在殿中担任大汗贴身警卫的人员在内
[48]

 。他们是真正的“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与最高统治圈内人物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对处理军机政务耳濡目染。由怯薛而出职做官的人，大多数应出自这一部分“近侍当怯薛人员”
[49]

 。其地位显然比“宿卫之士”要高得多。

执役殿庭之间的近侍怯薛究竟有多少人，现在颇难确知。《元史·兵志》枚举“怯薛执事之名”近二十种。其中属于四怯薛的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至少有二十四员。“侍上带刀”的云都赤大约也有二三十名。诸色名目的近侍怯薛总数，约当数百人至千余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官怯薛歹”，包括因怯薛机构官署化而获得官职者，以及由怯薛出职为官，“昼出治事、夜入番直”的双重身份者。还有很多是暂时还没有官职的“白身人”。不过随着“齿长劳久”，他们大都也有机会得兼一官半职
[50]

 。

上述近侍怯薛并不是都能获得随大汗听政、并在圣旨公文中被记录在案的殊荣的。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元代史料中还没有发现给予他们的专门称谓，我们暂以陪奏怯薛指称之。就今日所能看到的圣旨公文而言，列名陪奏的近侍怯薛一般不超过十人，最多一例则记录了近二十人
[51]

 。怯薛在当值的三天内又分为昼、夜两组轮值
[52]

 。不过大汗晚间大约不会听政。这样推算起来，四怯薛中的陪奏怯薛总数或在六七十人之间。怯薛组织的上层即由他们构成。其中真正进入权力核心的，大体有十余人，就是上文讨论过的那些有权在大汗—皇帝主持下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国务会议、或如杉山正明所称“御前会议”上参与决策讨论的核心怯薛成员
[53]

 。这样看来，元时期的怯薛组织内部应当存在着下述金字塔式的身份等级结构：禁军——近侍怯薛——陪奏怯薛——参与御前会议决策的核心怯薛成员。

应该指出，处于金宇塔顶尖的核心怯薛成员，绝大多数都身兼汉式官僚机构即中书省、枢密院或御史台的要职。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削弱他们以当值怯薛身份参与机务之制度性安排的意义。首先，怯薛组织核心成员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自始至终地兼任汉式的高级官僚职务的。安童入长一宿卫，事在中统初；他作丞相则在至元二年，中间相隔四五年之久。虽然现在留下的文献中有关安童以怯薛长身份参预廷议的情节发生在他出任中书丞相后，但他既然是以当值怯薛长的角色如是行事，我们便没有理由认为他在做丞相以前就不能这样作。月赤察儿十六岁领“四怯薛太官”，三十四岁“长一怯薛”，翌年才出职任宣徽使。假若这个“四怯薛太官”与《元史·兵志》所言“四怯薛之长，天子或又命大臣以总之，然不常设也”同指一事，那么月亦察儿当时的身份比四名怯薛长更高。也就是说，他在近二十一年内一直位居核心怯薛成员之列而没有汉式官职
[54]

 。至于陪奏怯薛，其中除怯薛长以外其他核心成员的身份，由于史料语焉不详，我们更只有根据他们身兼省、院、台重任的迹象，通过反推有所知悉。所以自然不能排除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因为未兼汉式官僚要职，因而无法被我们指认的可能性。

其次，即使是在角色重叠的情形下，参加廷议的这部分人，事实上可以按照当值或不当值的日支分别承当其中的一种角色。这样，除了可能在场的具体办事部门的负责官员以外，参加御前会议的法定成员，实际上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是汉式官僚机构即省、院、台的高级官员，另一部分则是当值怯薛长和其他核心怯薛成员。元朝的最高决策集团就就由这两部分人构成。其中有不少人兼有两种身份；但也有一些人仅以省院、台、高级官僚或核心怯薛成员这样一种身份进入该权力核心。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最高权力结构的内部关系而言，元政权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由半身份性的蒙古贵族集团（加上若干色目人和少数汉人上层）控制下的汉式国家机器，或许更加值得指出的，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元朝皇帝以他所兼具的大汗角色，得以动员汉式体制以外的权力资源，来支持他对汉式官僚中枢的调节与控制。怯薛制度的这种关键性功能，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怯薛可以在侍奉大汗起居的各种非正式场合乘间进言，对大汗的决策施加影响；作为官僚后备队，他们成为元朝中、高级官员的一种最重要、最可靠的来源；通过大多来自蒙古、色目贵胄子弟的近侍怯薛，大汗得以维持着与半身份化的官僚贵族集团之间浓厚的个人联系；核心怯薛成员拥有参与廷议的法定权力，在最高权力圈内形成一种对汉式中枢机构运作程序及其官僚行为的制约力量。这里的前三个方面早已受到学者们较多的关注；最后一方面则是本文所力图阐明的主要话题之一。

再者，蒙古制度成分在被作为特殊的制度性安排用以制衡汉式中枢体系的过程中，它本身也会由于它的某种特殊功能被有意识地加以强化而发生演变。《元朝秘史》和《元史·兵志》对怯薛制度的描述给人留下颇为不同的印象，应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上面这两点，事实上体现了大蒙古国的汗权制度在被征服社会“地方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般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将元朝和伊利汗朝的有关史实加以对比考察，会把我们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检阅《元史·宰相年表》，很容易发现有元一代位至右、左丞相及平章政事者中间，属于蒙古人群出身的占压倒多数。而在伊利汗朝，担任波斯—突厥官僚制的首席大臣瓦即儿（wazīr，或者nā'ib）的人，则绝大多数是波斯社会的当地人
[55]

 。那么，伊利汗是如何可能驾驭主要是由波斯人所控制的当地传统下的官僚中枢体制的呢？

著名的英国波斯学家兰普顿在分析蒙古时代伊朗的瓦即儿制度时指出：蒙古西征时代一度中断的瓦即儿的权力，从旭烈兀在位时开始恢复；在接近伊利汗朝晚期时，瓦即儿似乎至少是在理论上获得了这个职位从前所拥有的大部分功能。她引用伊利汗后期及其继承王朝札剌伊儿政权的公文汇编集《书记规范》（Dastūr al-katīb）里载录的瓦即儿任命书，说明瓦即儿拥有在行政领域内、尤其是在财政方面的充分权力，有权任命包税人和各地方、各省区的民政长官，受命监督各个等级的宗教职业者，委任宗教官员。另一方面，与过去时代相比，瓦即儿再也不能保持一支私人的军队，不能再控制管理军籍军饷的底万（dīwān al-'ard）；过去隶属于瓦即儿的负责维持收入平衡的专业部门（dīwān al-inshā'wā'l-tughrā），现在丧失了它的重要性，或者甚至不复存在。瓦即儿与其原先的下属，即负责国家岁入的官员（mustaufī al-mamāik）之间的关系似亦有所变化。有时后者直接被任命为伊利汗的全权代表，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瓦即儿的代表
[56]

 。

从兰普顿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她倾向于认为，伊朗的瓦即儿制度虽在蒙古入侵的前期曾“暂时中断”，但嗣后就逐渐被重新确立。兰普顿所关注的，乃是蒙古统治时期伊朗本地政府制度的变迁与延续性问题。至于蒙古旧制成分在其中的消长变化，原不在她当时写作的聚焦范围之内。所以她没有提到《书记规范》一书里直接与前述问题相关的另外几通极其重要的文书。幸而它们已由本田实信翻译介绍，使我们能逾越波斯文本的语言障碍，比较方便地利用它们。

按《书记规范》一书，自伊利汗不赛因在位期间（1316—1335年）开始着手编纂，成书于札剌伊儿王朝近一百年中间最强盛的乌歪思一世在位时（1356—1374年）。本书的地位应当与蒙元时代的《元典章》相仿佛。全书分为序章、第一部（“书简”）和第二部。第二部由“财务命令书”、“职务任命书”和结语构成。“职务任命书”部分又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蒙古诸异密的委任书，计十二节，含三十六通委任文书。第二章是对瓦即儿及大财务部诸官员的委任书，计二十五节三十六通。第三章是对伊斯兰教圣职的委任书，共二十节二十三通。本田实信认为，上述三分法不像仅仅是为便于公文集的编纂才产生的，“恐怕可以认为是当日国家构造的反映”
[57]

 。

在对各种蒙古异密的任命书中间，有一个职务显然十分特别，叫作“兀鲁思异密”（amīr-i ulūs），译言“国家的异密”。从本田译出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状来看，这个职位具有君主权威代理者的地位，乃是伊利汗之下国家军事和民政事务的最高负责者。他每周有两天要与瓦即儿们、哈的们（伊斯兰宗教法官）和其他重要大臣一起会审诉讼，根据伊斯兰教的圣法、正义和蒙古札撒来处断案件
[58]

 。毫无疑问，在伊利汗朝，高居于伊朗本土官僚制的首脑瓦即儿之上的，就是此种由蒙古人担任的兀鲁思异密，由他协助伊利汗，或者代表伊利汗去控制日益变得伊朗化的官僚行政机器。

蒙古时代的穆斯林史料表明，西半部蒙古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几乎是固定地采用突厥语借词“异密”（今译埃米尔）来对译蒙古语词“那颜”（noyan，译言“官人”）。因此不难推知，波斯语文献中的amīr-iulūs，实际上是对蒙语中ulus-un noyan的移译
[59]

 。问题是在漠北时期的蒙古制度中，却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身份称谓或者官号。事实上，即使是在伊利汗国，兀鲁思异密的称号见于使用，按现在所知也要在完者都汗（1304—1316年在位）的时代
[60]

 。那么，兀鲁思异密或者兀鲁思那颜会不会是由渊源于蒙古旧制中的某种制度成分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呢？

本田译介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书里，受命的蒙古人都具有“大异密”的身份地位。这一称号曾反复出现在拉施都丁的《史集》里。前四汗时期被拉施都丁指为“大异密”的人物，包括成吉思汗的“四俊”、“四狗”中人，担任中军万户长的纳牙阿，作大札鲁忽赤即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不只儿，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妃子之胞弟忽秃忽惕，以及他本人的继父蒙力克之子速秃、脱栾扯儿必、速客秃，还有翁吉剌部的合台，雪你惕部的也可也速儿，速勒都思部的札兰等人
[61]

 。这份名单并不完备；其中有些人的事迹已湮没无闻，以致我们今天很难确知为什么他们在当年会如此显赫。但它仍足以说明，大异密是位于一般千户长之上，由大汗最亲信、最倚重的心腹骨干所构成的权力核心的圈内人。它绝不是一种随意的指称，而是使用于很有限的少数人的身份标志。大异密的身份，很可能会随大汗的更迭而转移或重新予以确认。

“大异密”一词波斯文作amīr-i buzurg。它无疑就是蒙古语yeke noyan的对译语词。yeke noyan在元代蒙古语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专称，波斯语文献在这种场合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专用名词作直接转写处理，或用突厥—蒙古语的合成词汇ulugh nūyān来翻译它
[62]

 。yeke noyan的第二个含义即指高于千户长的大汗心腹们，波斯语文献把这个意义上的yeke noyan意译为“大异密”。这与元代汉语文献对yeke noyan两种含义所采纳的不同处理方式简直不约而同。汉语史料将拖雷的这个名称音译为“也可那颜”；同时yeke noyan的第二义则被意译为“大官人”，例如对失吉忽秃忽等中原“大断事官”就有这样的称呼
[63]

 。

在《史集》的第二卷里，拉施都丁也多次提到入元以后的大异密们。他所枚举的人物，或则居于省、院、台要职，或则就是四怯薛中的核心成员
[64]

 。这种蒙古旧制的成分在汉地似乎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乃至留存至今的汉文史料对它只字不提。恰恰因为在伊利汗朝，大异密制曾具有十分关键的功能，所以反而是拉施都丁，对东方的“大异密”颇有关注。根据《史集》记载，旭烈兀身边的大异密有阔阔额里怯、失克秃儿父子，还有兀鲁黑秃、阿儿浑、孙札黑、孙台、撒马合儿等人
[65]

 。1970年，赫尔曼（Von Herrmann）从发现于伊朗阿塞拜疆省区阿达比勒（Ardabīl）的大约五百多件波斯文古代档案里，意外地找到数十件蒙文、突厥文的谕旨文告或其残片。其中有两件蒙文谕旨提到两个地位极其重要的蒙古官员Elege和Shigtur。德福认为，他们就是《史集》述及的阔阔额里怯和失克秃儿父子
[66]

 。不过文书没有提到两人的大异密身份或者失克秃儿的瓦即儿之职
[67]

 。阿鲁浑汗时代的大异密有失克秃儿、脱合察儿、撒马合儿、弘出黑巴勒等人
[68]

 。

看来至少是在伊利汗前半期，伊朗蒙古王朝的最高权力集团，乃是由伊利汗与他的十名上下的蒙古大异密所组成的。这些大异密有时会身兼瓦即儿之职，但大多数似乎没有兼任此职。他们是一个凌驾于瓦即儿制度这种波斯—突厥式的中枢体制之上的权力集团。稍后出现的兀鲁思异密，大概就应当是从出自这群大异密中间的一名或几名首脑角色转变而来的。

伊利汗朝的大异密制与它的怯薛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由于史料不足，尚难深究。尽管在选择哪一种蒙古旧制成分方面有所不同，从伊利汗以大异密制和兀鲁思异密制去驾驭波斯—突厥式的瓦即儿制度，与元王朝用怯薛制去制衡汉式中枢机构的制度性安排之间，不是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统治在各被征服社会地方化过程中的某种共同取向吗？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1980年代中叶，安迪科特-魏思特已在她的研究中注意到大汗与专制君主的角色差异问题。她认为，大汗依草原制度约束诸王勋戚的权威不足，实际上干扰了元代专制君权的充分实施
[69]

 。在另一篇论文里，魏思特以元王朝的皇帝庙号制度和宦官制度为例，在分析蒙古统治者怎样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采纳汉制的同时，又指出元朝宫廷礼仪的流行基调是非正式性和“权威共享性”（collgiality）。她接着说：“以这样的非正式性或者宽松性去对待皇帝所应承担的传统汉制的礼仪责任，表明了蒙元皇权的异化，或者是为使草原统治者们能与包围他们的农耕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相隔绝而故意建立的一道障碍”
[70]

 。

魏思特的看法颇有切中事理的地方。基于家产制国家观念的分封制度，始终使大汗权威受到来自元朝宗室成员的很大牵制；导致元朝行政效率低下和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蒙古统治方式（尤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随意性，确实也很突出地表现在大汗与其蒙古那颜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为了把握处于大汗和汉式皇帝这两种角色张力之间的元朝君权的整体状况，我们还需要考察其他一些有关层面。

关于元代的君臣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即元人将大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的关系，看作与使长和奴婢相类似的关系。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御史台蒙古官员们在给新即位的成宗皇帝的上奏中称自己为“歹奴婢每”
[71]

 。

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

至正四年（1364年），御史台首席大夫伯撒里改任太保，原御史台第二大夫也先帖木儿递补为首席大夫。他上奏谦让云
[72]

 ：

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怜见着，自从台里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间，“自己不能的意思奏”么道想着有来。如今上位将奴婢这般可怜见台里教为头委付呵，大勾当里有窒碍的一般。可怜见呵，伯撒里大夫从前出气力得好名儿的人有。教他依旧为头，也先帖木儿做第二，与上位出气力。

元末权臣脱脱第一次辞相位后赴甘州侍亲，父亲马札儿台死后他回到京师。召对之际，他对顺帝说：“郎主使奴婢侍亲，今日幸亲终服阙，故来尔”。上引史文对召对细节的记载或与事实有出入。但“郎主”、“奴婢”等称谓，显然反映着当时朝廷上的流行用语
[73]

 。

值得注意的是，对皇帝自称奴婢的人，并不限于蒙古族出身的官僚。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行秘书监事、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剌丁为签署公文书时的位序安排问题对忽必烈说
[74]

 ：

皇帝委付奴婢与焦大夫一处秘书监勾当有来。圣旨：“画字底再奏者”么道。奴婢为住下勾当上与伴当每商量了，依着钦授到宣命画字来。兼自焦大夫比奴婢先出气力多年，合在上头。

南宋降将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的廷奏中也自谓奴婢
[75]

 ：

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

以上引述的，似为现存汉文史料中所见廷臣以奴婢自谓的全部例证。虽然例证的数量并不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反映了当时在蒙古、色目、南人，包括北方汉人官僚中十分通行的情况。这些例证大多来自“硬译”体圣旨公文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

在元代蒙古文里，“奴婢”一词作bo'ol，汉字音译为“孛斡勒”。它的本义，是指贵族和平民们的私属人口，主要来源于军前掳掠或在战胜一方全体成员中被俵分的战败一方的百姓。本使对孛斡勒的役属权可以世代传袭，并且总是在本家庭的成员间分配、继承。孛斡勒有两种基本存在的形式。一种是纳入本使家庭内的“门限内的奴婢”（“孛莎合因·孛斡勒”，bosoqa-yin bo'ol），或日“门内的梯己奴婢”（“额乞阗讷·奄出·孛斡勒”，e'üden-ü emchü bo'ol），即家内奴婢
[76]

 。另一种则自立门户，拥有自己的家庭、个体经济甚至属于自己的孛斡勒。但他们仍需为本使家庭提供各种劳役或实物的服务，并在本使需要时把子女送到本使家庭中，继续充当后者的家内奴婢。

这种主奴（额真—孛斡勒）名分及其相应关系入元以后仍世代延续。元末曾威福一时的篾尔乞氏伯颜，原来是蒙哥汗的曾孙郯王彻彻秃的“家奴”，“谓郯王为使长”。他做到太师之后愤而出言道：“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于是诬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时人遂有“奴婢杀使长”之讥。伯颜宗族应即拖雷家的私属人口，主奴名分一直保留下来了。而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更似乎直到相当晚近时仍以世仆身份为顺帝家提供服务。顺帝的儿子爱育失黎达腊即由马札儿台的儿子脱脱之妻哺乳，由是“人皆呼脱脱为奶公”。脱脱子加剌张与爱育失黎达腊同岁。某日二人嬉戏宫内，加剌张背负皇太子绕行殿阶。已而皇太子亦欲负加剌张趋行。加剌张跪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结果惹得幼稚的皇太子因未遂其愿而放声大哭
[77]

 。

伯颜、马札儿台兄弟与元皇室的主—奴关系，无疑是从将近一百年前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中延续下来的，尽管这种关系的实际性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类似伯颜、马札儿台的情形肯定不是个别的。它说明，很普遍地存在于13世纪初叶被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草原社会内部的那种主奴关系，给元代社会关系的某些领域，包括君臣领域关系在内，带来一种主奴观念泛化的趋向
[78]

 。



在13世纪之前的蒙古人中间，早已发展出十分成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不过这种关系仍被包容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内部，以氏族贵族（那颜）与氏族平民（“哈剌出”，qarachu，元代汉译作“下民”）之间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为基本形态。氏族的血统谱系完全以那颜家族为核心编织而成，它同时也是那颜核心家族的谱系。氏族平民成员并没有被具体记载在这个谱系之中。他们与核心家族成员间只存在着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那颜对哈剌出的领属权，以后者在共同血统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对前者的归属感为合法性渊源。这种状况，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确立起自己对全蒙古部众的统治之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正像巴托尔德指出过的，在突厥—蒙古游牧社会中，家产制观念总是“由私法领域转向国家法律范畴”
[79]

 。在成吉思汗帝国里，对全体游牧平民的领属权，只属于黄金家族的成员，只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并世代承袭。从前的那颜处于这个分封体制之外，他们自己也变成了黄金家族的哈剌出，不过同时又作为黄金家族的“官人”，替他们管理被收编在千户百户组织里的一般游牧人。

现在我们看到，与过去时代的那颜不同，自成吉思汗建立他的帝国起，黄金家族与蒙古游牧平民之间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不再以共同血统观念作为缔结的纽带。于是，社会关系中原先根据血缘观念来界定的地位，逐渐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由主—奴观念来定义。像过去一样，那颜和哈剌出仍然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孛斡勒。但是现在，那颜、哈剌出本身的名分地位却又都向着孛斡勒跌落。主奴观念的泛化趋向就是这样被增强的。

哈剌出名分地位向孛斡勒的跌落，很清楚地反映在元代蒙古语使用的“哈剌出·孛斡勒”（“下民·奴婢”）这个并列复合词组的构成中。按《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宿敌札木合被他的五个“伴当”（“那可惕”，nököt，即“那可儿”nököt的复数）缚送到成吉思汗处。札木合在成吉思汗面前谴责“伴当”对自己的背叛行为。在同义反复的言说修辞中间，他把“合剌出·孛斡勒”与“罕”（按即“汗”的异译）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孛斡勒·揑坤”（“奴婢·家人”）与“不敦·额真”（büdün ejen，译言“本主”）之间的关系性质相似
[80]

 。在蒙古语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法，就是把两个内涵比较接近的语词放在一起，构成并列复合词组，用以增强语言的色彩
[81]

 。从“合剌出·孛斡勒”这个词组，可知两个名词的内涵虽有区别，但亦必有相近之处。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身份地位较低的孛斡勒在向哈剌出靠拢，还是正相反呢？我们看到，《元朝秘史》是将“合剌出·孛斡勒”与“孛斡勒·揑坤”相比拟的。“揑坤”在《元朝秘史》里被旁译作“家人”，实际是女奴婢（nekün）的意思
[82]

 。足证，哈剌出和孛斡勒确实是在二者内涵中与“奴婢”相近的意义上，显示其一致性的。

关于那颜身份向哈剌出的跌落，我们也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哈沙尼《完者都史》记载了1270年前后发生在诸王钦察与诸王巴剌的异密札剌亦儿歹之间的一次争吵。钦察说：“你是什么人？居然干预我们宗亲之间的事情？”札剌亦儿歹回答：“你要问我是什么人，我不是你的奴仆，我是八剌的奴仆”。钦察说：“一个哈剌出，有什么资格像这样对成吉思汗的子孙答话和提问？”
[83]

 根据这段对话，异密或那颜无疑被归入哈剌出的行列；而且哈剌出和奴婢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观念区别。

在主奴关系泛化的趋势下，用奴婢来指称大汗—皇帝的官员，它的含义与孛斡勒的本义肯定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古代蒙古粗犷质朴而少文饰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也绝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谦词。由此可见大汗与那颜之间尊卑名分的差别之明显，尽管这种差别最初可能并不像汉式君臣关系那样，由严格的礼仪形式所规定。就这个意义而言，魏思特用“非正式性”来描写元代宫廷礼仪的特征，是很有见地的。主奴关系向汉式君臣关系的渗透，结果便以很曲折的方式促进了专制君主与其官僚们之间尊卑名分差异的扩大。

按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君主对官僚士大夫和宦官的人格尊重与否，区别颇为显著。唐朝一般不对士大夫施以杖刑。秘书监姜皎以三品朝官被朝堂决杖，配流而死，不仅被当朝人反复引为“往事不可复追”的教训
[84]

 ，而且直到宋代仍然被认为是“唐家待士不用廉耻”
[85]

 、“唐时风俗尚不美也”的一项证据
[86]

 。按士大夫的看法，大臣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就是不可以“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
[87]

 。但是对宦官就不一样了。唐宣宗公然在宫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有人向他劝谏，宣宗理直气壮地回答：“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88]

 。足见对宦官所以杖之无妨，因为他们是天子“家臣”；“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
[89]

 。因此唐朝君臣有时率以“家奴”指称宦官
[90]

 。士大夫所以不能接受笞辱，因为将对待奴仆的办法施用于士大夫，就是“以皂隶待之”。宋朝士人自己感觉，他们受到的优礼要超过唐朝。“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
[91]

 ；“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
[92]

 。可是到了元代，大臣竟可以由皇帝下令在朝堂上受批颊
[93]

 。朝臣受杖之事在现存史料中虽然不多见，但看来人们对此亦颇已习以为常，再也没有什么异议了。桑哥失势以后，忽必烈怒“御史台臣不善瘴恶”，台臣们竟自承“夺职、追禄、杖三者唯命”
[94]

 。成宗初，江南行台御史及浙西廉访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平章反告御史违制调阅军防机密档案。省台大臣主张宽宥平章而处死御史。经尚文廷前力辩，“平章、御史各杖遣之”。消息传出，居然“众呼万岁”
[95]

 。吴晗认为，明朝的“廷杖”是从元朝学来的。在蒙古人统治下，“朝官一有过错，一顿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侥幸活着照样作官”
[96]

 。把朝杖当作惩戒廷臣的一种方法，已被元人普遍接受；吴晗的这一猜想，大概是对的。

朝杖的流行或不始于元，而始于金
[97]

 。惟金人的统治仅限于北部中国，它还没有中止唐宋体制的存在。只是到元代，北族因素对传统皇权制度的影响才扩大到全国。臣下面对大汗—皇帝自视为奴婢，再也没有勇气像唐人那样反对朝杖。可见有元一朝君臣之间名分地位的尊卑，与唐宋相比，其悬殊确实是明显增大了。


 五　蒙元皇权与中国专制君权的演变

在主奴观念被内化于元代君臣关系的同时，唐宋以来专制君主与以宰相为核心的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的观念，却在元代历史性地淡化了。

半个世纪以前，吴晗就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所载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以锐利的眼光把宋代君主政治的特征概括为“共治”两字
[98]

 。所谓“共治”，确实是宋代君臣们耳熟能详的言说。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定三公辅弼御笔手诏》称：“所与共天下之政者，惟二三执政之臣”。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十月己丑《令冯极等举可充川峡知州通判诏》云：“汉宣有言，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
[99]

 崇宁五年（1106年）六月三日诏曰：“诸路监司，所与共治而寄制举耳目之任，顾不重哉！”
[100]

 可见君主对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倚靠。

上引诏文中相当程式化的措辞，出典是《汉书》卷84《循吏传·序》所载录的汉宣帝一句话：“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从唐朝开始，即以“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的形式被人广为引用
[101]

 。语辞的改动并不大，意思也可以说没有走样；但“共治”的观念则在改动后的语辞中被凸现出来。按后人追述汉代政事，提及“共治”一语之事例凡二。除上面已引述的一例外，另一事例亦见于《资治通鉴》。武帝元狩三年（前118），汲黯谏汉武帝滥杀大臣谓：“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
[102]

 据《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1推测，《资治通鉴》引录的这段话，或出于《汉武故事》的唐宋文本。总之，“共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观念获得强调，迄今所知，似在唐代。而当两宋之日，它更成为官僚政治中不容置疑的共识。

与“共治”观念联系十分密切的另一种看法，是以法度为天下公器而非天子所独有。唐初的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就公然对太宗宣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
[103]

 。陆贽也主张，“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
[104]

 。宋人许翰则曰：“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
[105]

 。这种看法在两汉时亦已有之。张释之就对汉文帝发过“法者天下公共也”的议论
[106]

 。从法理逻辑说来，“共治”观念应当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唐宋时期这种“共治”天下的观念，虽然在两汉时并非绝无端俛可寻，总的说来却应当是在士族势力“平行于或超越于皇权”的东晋门阀政治的惯性或持续影响之基础上形成的
[107]

 。支撑着这种观念的制度性安排或政治惯例，主要有给事中及中书舍人的封驳制度、朝廷“体貌大臣”的优容措置，以及臣下论执上谕的惯行体例。

按照唐宋定制，三省分工为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行。帝王号令凡“不经三省施行者，自昔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
[108]

 。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作为宰相往往共议国是，而到宋代他们更经常在御前共奏，同奉圣旨。因此门下省内真正承担封驳职责的，实为给事中：“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封驳而已”
[109]

 。中书省送审的诏令如有不宜，给事中可以扣下呈缴。据《汉唐职官制度研究》所进行的经典性分析，门下省从汉魏之际作为协助君主处理尚书省章奏的专门机构出现，一直到西晋后期，它的主要功能是封驳尚书省的章奏。门下对君主诏令实行封驳，最早的例证见于东晋和刘宋。因此这部著作的作者认为，诏令必经门下，是在典型的门阀政治时期即东晋朝成为正式制度的
[110]

 。自那以后迄于两宋，给事中的职掌遂成为对君权的一种制约。

给事中封驳，事行于制命草成之后。到了宋代，受命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如果以为王命未当，竟可以拒绝为皇帝撰拟诏敕。宋人费衮说
[111]

 ：

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元佑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

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和给事中的封驳权，都是在诏敕经由门下审核、正式发出之前行使的。为弥补诏敕颁降之后可能发现的误差，唐宋两朝又都曾授权官僚可以“执奏”。唐太宗时，“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112]

 。政府希望有司“执奏”的诏令，包括由门下颁发的，也包括那些未经门下而直接下达执行部门的诏敕，就是所谓“斜封”、“内降”。“盖为非时内降，亦有所不得而出者。正赖臣僚执持覆奏，以拒止之也”
[113]

 。这一类督责臣下执论的诏文，措辞有时还相当强烈。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三日诏曰：“凡诏敕有不经三省者，官司勿行。违者并以违制论”
[114]

 。当然，品级较低的官员想据法执奏或不奉诏，实际上还得凭藉个人的人格力量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敢冒这种风险人毕竟不很多。

作为官僚群的首脑，宰相“师长百僚”
[115]

 。宰相所受到的待遇如何，是专制君权下官僚地位高低的一种指征。宋人对这一点的意识最为敏感。在他们看来，“《周官》‘坐而论道谓之王公’者，非人臣也”
[116]

 。西汉一朝，除哀帝时孔光外，“为丞相者有就国，有免归，有自杀，有伏诛，而无复为他官者”
[117]

 。因此尽管宋人批评“汉世待士大夫少恩”，但当日对丞相的尊崇仍使他们颇生感慨。自东汉而后，始有自丞相而易职为他官者，“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118]

 。唐宋对受贬责的宰相固无复礼貌，不过在位宰相仍保留着他们的特权。宋人说：“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才居位即礼绝百僚。”
[119]

 司马光这样解释“礼绝百僚”
[120]

 ：

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坐稍久则吏从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

可见此种惯例至于宋朝仍一直被人们遵循。不仅如此，按“祖宗故事”，宋朝“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
[121]

 。“共治”天下的观念在此种体貌大臣的风气中流行，也是其势所使然。

前朝“共治”天下的那些程序或惯例，在元代有很多被中止或削弱了。元与金同，有给事中而无封驳司；两朝给事中职掌则不完全一致。金给事中隶于“掌朝会燕享、凡殿庭礼仪，及监知御膳”的宣徽院。金后期虽有审官院，“掌驳除授失当事”，但它的审驳对象主要似是“拟奏未受时”的奏章，而不是奏断之后颁下的诏敕
[122]

 。元初有人建议朝廷仿金制设审官院；元中叶又有人请以翰林国史院兼封驳之事，都没有结果
[123]

 。元给事中“掌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问之事，悉纪录之”，所以后来定制给事中兼起居注
[124]

 。从元中后叶的硬译体圣旨公文看，担任给事中与监掌殿廷纪律的殿中丞之职的人，多为官僚化的怯薛近侍，所以他们经常出现在陪奏怯薛行列里。之所以如此，或因最高权力圈内的议论多用蒙古语，故须以本族人执掌记录之事。总之，给事中拥有封驳诏敕的权力已成为往事。

元朝的翰林、集贤学士也经常奉命草诏。但我们只听说翰苑词臣因奉命拟进的诏告得罪了后来继位的皇帝而险遭清算，却没有再见到类似宋朝那样缴还词头的记载。

宰相和诸有司执奏或论执的权力，其形式在元代似无大变化。唯较多见于使用的已是“覆奏”或“回奏”等词
[125]

 。从字面上看，覆奏与执奏似无大区别。但至少是从唐代使用这两个词的具体场合看，执奏多指奉敕令者不同意敕令裁定，因而暂不执行。覆奏的本意则似乎是把君主原已作出的决断再向他本人呈报一遍，由他重行斟酌是否妥当。《宋史·刑法志》提到唐朝对死刑判决有“三覆奏”、“五覆奏”的作法，表明宋人似乎尚能意识到覆奏与执奏二者间的差别。又《元史·选举志》谓：“亦有传敕中书，送部（按指吏部）覆奏，或致缴奏旨，斯则历代以来封驳之良法也”。根据这段话的意思，覆奏的一种结果是皇帝收回原敕，造成“缴奏”的事实，遂形成类似前代驳正诏敕的效果。但覆奏本身，似不应看作就是封驳。

元代的覆奏体例，可能有与前代执奏相同的校正君主裁决失误的功能，同时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元近侍怯薛以口传圣旨和以文记至省两种形式自内降旨，是导致朝政紊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自内传旨，有很多根本就是妄传，也有一部分是趁君主疏忽时蒙混奏准的。元廷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
[126]

 ，正是意在防止这一类乘间奏请的王命扰乱国事。它形式上针对诏敕，真正的用意并不在制衡君权。

前代“体貌大臣”的成例，在元朝也由于种种具体原因而不克实行。与宋朝任相采取使职差遣制不同，元中书省宰执之品位本身就很高。因此由宰相去位，再要“进官一等”，就职官制度的结构本身而言已很少可能。据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统计，有元一代宰相去位后情况比较明朗的，共259人次。其中大体属于平调的有77人次，实际上带贬黜色彩的外调（任行省、行台、宣慰司等地方官）占50人次，因受弹劾、犯罪而罢黜（包括被杀、被流放）的占56人次。另一种情况是，从怯薛近侍中出任宰相的人选，去职之后仍领宿卫事如旧。所以对他们亦不需再有其他“优恩”。“史籍中很多出身于怯薛，罢相后又去向不明的蒙古、色目宰相，……大概都属于此种性质”
[127]

 。

元代宰相的权力，与前代相比有加重的趋势
[128]

 。有趣的是，相权的扩张，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对专制君权构成真正的冲突与威胁
[129]

 。家臣专权而进退唯君命是从。元廷调节君臣关系的这一部分资源明显地来源于蒙古旧制。另一方面，除了燕铁木儿这样特殊形势造就的权臣，尽管宰相相对于其他百官的权势加强了，我们却难得再听见“礼绝百僚”的说法
[130]

 。也许这与当时官场礼仪的“非正式性”有一定关系。不过它又恰恰可以说明，相对于主奴之间判然有别的区分，同样地被压缩到“奴婢”行列里的宰相与百官之间的名分地位，总的说来在元代似趋向于互相接近。只是到元代末期，随蒙古体制影响的削弱，而汉制中约束相权的资源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才出现过一两个危及君权的“权相”。由“上把君欺，下把民虐”而终至于暗谋“行废主之事”的伯颜，恰恰是一个“奴婢杀使长”的角色
[131]

 。这看来是历史的巧合。但是此种巧合又极具象征性地揭示出，一旦从草原时期延续下来的身份关系松弛失效，元代皇权约束臣下的机制就可能发生障碍。

以上描述的这些变化，无形地、可是却深刻地影响到元代士人心态的变化，在他们中间形成与两宋士大夫差异很大的精神气质。他们当然不可能完全忘记“共治”这个字眼，只要他们还在翻阅前人留下来的各种著述。如苏天爵在《建白时政五事》里就写过：“天下之大，万机之繁，朝夕都俞，共图为治者，二三大臣而已”。欧阳玄在为皇帝起草的诏文中写道：“朕与丞相，共理天下”。他袭用“共理”这个唐代词汇，或许正说明元人对两宋流行的“共治”理念已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了，尽管此后人们也还偶尔会提及它。元明之际的陶安说：“窃观近数十年，朝廷拔文学之士共治天下，不过征求隐逸也，作养胄监也，开设科举也”
[132]

 。无论如何，士大夫和官僚贵族往日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身份意识，已经随着制度保障的消退，以及受主奴观念的销蚀而虚化。连士人们自己恐怕也已把它当作政论文里说说而已的一句套语，不再严肃地对待它了。



元朝皇权的特殊性，对中国皇帝制度在包含元代在内的那个更长时段中的演变过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元以前的宋代皇权的基本状况有一个估价。但是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差异却非常大。一种意见认为，宋代是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获得极大加强的时期，制度化的权力分割使君权比过去得到进一步的伸张。这种看法在目前的历史教科书里占支配地位。另一种意见以王瑞来讨论宋代相权和皇权的两篇论文为代表
[133]

 。他认为，应当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区分开来加以考察；同时，在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不但应当重视制度框架的法定形式，而且也要注意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及其效果。按照王瑞来的看法，宋朝官僚政治体现了“从皇帝独裁到群臣专政”，或曰“皇权象征化和作为集体领导的相权的强化”之趋势。他又说：两宋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化的开端”；从宋代官僚政治的局面，“我们看到了古老的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上，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征候”。持第三种看法的是虞云国。在他的许多篇有关两宋监察制度的专题论文里，虞云国认为：宋代官僚政治中出现了君主、台谏和宰执“三权制衡”的局面；但在这种分权制衡结构中，最高主宰者和唯一调控者仍然是专制君主，所以这种制衡结构并不能改变宋政权“君主独尊”的性格
[134]

 。

支持着上面这些不同看法的大量证据，表明宋朝的专制君主官僚政体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趋势，即专制君权的增强，和以宰执、台谏为主角的官僚集团在制衡君主权力方面力度的增强。实际上，这两种趋势并不仅是在宋朝才出现的。以下就让我们把考察的时限再上推到隋唐之际，看看从那时起直到宋末的七百多年间这两种趋势的大致演变线索。

东晋以后，随着皇权逐步摆脱贵族政治的残余影响，专制君主对其臣僚们的权威，一直处于缓慢增强的过程中。有关朝堂礼仪显示出君臣之间尊卑反差的变大。据《隋书·礼仪志》引晋咸康元年所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衣冠带剑”。江左陈朝的朝服，凡诸王、有爵位贵族、高级官僚皆“腰剑”。在北方，“周武帝时，百官燕会，并带刀升座”。隋初因之。直到开皇十二年（592年），“始制凡朝会应登殿坐者，剑履俱脱。其不坐者，敕召奏事及须升殿，亦就席解剑，乃登”
[135]

 。到唐朝，百官入宫殿门，须经监搜御史搜身。太和元年（827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表示对宰臣的优遇
[136]

 。大臣的尊严虽已不如从前，但这时他们在御前议政时，仍然可以坐在皇帝面前。有些受恩宠的人甚至得与皇帝同榻而坐。这一项权利在宋初也被赵匡胤取消。

关于宋初宰执在御前被撤座的故事，宋人自己就有不同的说法。朱弁说
[137]

 ：

国初，宰执大臣有前朝与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即位，无所易置；左右驱使，皆委靡听顺，无一人敢偃蹇者。始听政，有司承旧例设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

叶梦得说这是臣下自请的结果
[138]

 ：

本朝范鲁公（质）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

另一种说法则以为是宋太祖的秘密安排
[139]

 ：

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也有人说，这是大臣觐见天子时由议政改为当面候旨的结果
[140]

 ：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旧相，且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贻］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以上说法虽小有不同，总而言之，从宋代起，殿前赐坐，就变作对极少数人的一种特殊恩宠了。从脱剑履上殿到御前撤座，在礼仪安排的背后，我们确实看到天子至尊地位的逐步加强。

从职官制度的角度而言，中枢官僚从唐初的三省制到唐后期、五代、北宋的使职差遣制
[141]

 ，也反映了皇帝驾驭宰执的势能在提高。前面引述过的洪迈的话，在慨叹唐人一至相位便十面威风的同时，也道出了事情的另一面，即用文人或资浅望轻的人员以他官居宰相职，可以更易于进退。他说：“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而不得相者。……如人主所欲用，不过侍郎、给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
[142]

 。宋朝又把分割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当作一条心照不宜的“家法”，就是深得神宗信任的王安石也无法改变它
[143]

 。宋朝中叶以后的许多权相在位时势焰熏天；但如果皇帝真要下决心罢免他们，却又显得十分容易。不少人甚至好几次入相，又好几次被罢免。吕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但他一旦失宠，即被轻而易举地逐出朝廷。据说解职诏令公布之日，“夷简旁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
[144]

 。蔡京四度入相，屡罢屡起。“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宋帝最后一次强迫他辞职，还“命词臣代为作三表请去，乃降制从之”
[145]

 。这是体现君主专制和“体貌大臣”如何相为表里的生动例证。宰相的易制，与他们不得控制军权有很大的关系。南宋末年，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固定制度，这恐怕是宋末皇权下衰、权臣迭相专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146]

 。

至于官僚组织是如何与专制君权形成制维关系的，本文在讨论“共治”观念时已多有涉及。在这里需要再着重加以强调的，还有以下三点。首先，由从贵族政治时代延续下来的政治文化遗产和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统治制度成分相整合，宋代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形式已相当成熟。按照虞云国的表述，在它的中枢权力结构中，出现了由君主、宰执和台谏组成的分权制衡系统。御史台和谏官的纠举对象，都拓展到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的范围。政令未正式发出时，“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发至尚书省奉行过程中，又有“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
[147]

 。宰执自身也可以通过执奏形式向皇帝决策提出质疑。

其次，也像前面已指出过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的成熟虽然在宋，它的绝大部分制度成分，在宋以前早已存在了。唐朝的御史台和谏议大夫各司其职，宋代不过将台、谏的原有功能合二而一，使之互相伸延到对方的领域，并且在有关制度方面进一步细密化而已。中书舍人、草诏学士缴还词头，被有些宋人看作当朝的新体例。可是根据司马光说，唐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文中也说，“按唐制、中书舍人则署敕”
[148]

 。对拟议中的政令“各执所见”，与缴还词头所差似亦不远矣。

第三，更重要的是，虽然宋代的分权制衡结构在专制皇权与官僚机器之间造成了某种张力（有时候这种张力甚至还很大），但这绝不意味着专制皇权因此就会“全面衰微”，或者它就会变得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分权制衡的机制并不否定专制君主对军国大事的最终裁定权。作为这种最终裁定权的体现，中枢机构处置公事，凡无成例可援者必须奏断。徐度说
[149]

 ：

赵韩王（普）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为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太宗大怒曰：“……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

奏裁制一方面使皇帝避免被纠缠在常规性公务中，另一方面使他能够在了解、选择和采纳中枢机构对“近上公事”所拟处理办法的同时，牢牢控制决策终端而不致大权旁落。唐太宗曾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他以为，“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所以，皇帝应当“择天下贤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
[150]

 。宋人总结本朝体制，谓“权在人主”，而“政由中书”
[151]

 。可见“君本”论的观念和体制，从唐到宋，一脉相承。

皇帝的最终裁定权，又充分体现在他对于宰相委用权的独断。“人君所论，只一宰相”
[152]

 ，“帝王之职，在任一相”
[153]

 。这是宋元议论中极常见的言说。如果说官员任免始终是君主控制朝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154]

 ，那么任命宰相更成为被他绝对垄断的权力。君主左右的“佞幸”，即嫔妃、内臣、戚里、幸臣之类，可能对君主任用大臣的决策施以影响，但这是法定程序以外对君主权威的隐性盗用，而“人主不知为左右浸润，只道我自能进退大臣”
[155]

 。所以邵博说
[156]

 ：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举笏相贺。

唐宣宗夜半召令狐绚在含春亭问对，“尽蜡烛一炬，方许归学士院”，俄而即命为宰相
[157]

 。“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
[158]

 。命相出于君主睿旨，唐宋殆少有例外。

皇权凌驾于官僚组织之上，也体现为君主所拥有的法外用刑的权利。所谓“生死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就是承认君主得法外用刑或违法宽赦，惟一旦付之有司，则只能据法惩治。唐御史中丞狄兼謩回答文宗询问一桩已结法案时说：“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
[159]

 。这条原则在两宋仍然有效。《宋史·刑法志》谓：“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志文引崇宁五年（1106年）诏曰：“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生杀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
[160]

 。可见法律条文对专制君主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

另一条被用来论证宋代相权提升的理由，似乎出于对当时敕令转发程序的误解。按中书省既然是发令机构，皇帝的诏敕便也要经由中书省下发。它们公布时，宰相要在敕尾署名，当时称为“签书”、“署诏敕”、“署敕”、“署字”、“押敕”、“签敕”等等
[161]

 。论者或以为这是宰相在敕文上“副署”。皇帝的命令必须由宰相“副署”才能下行，这不是表明宰相的权力差不多可以与皇权相比肩吗？

按宋代敕令内容，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臣下进呈的处置有关事宜的建议，二是皇帝的裁决或批示。裁决可能是口头的，由进呈宰相负责“署字以志之”。《涑水纪闻》云
[162]

 ：

真宗晚年不豫，寇准得罪。丁渭、李迪同为相，以其事进呈。上命除准小处知州。渭遂署其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渭曰：“与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由是二人斗阋，更相论奏。

同书记王钦若事亦云
[163]

 ：

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匿之。既退，以意称圣旨行之。尝与马知节俱奏事上前。冀公将退，知节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

上引两例表明，敕文中的君主裁断可由宰相事后代书。有时候，皇帝也会在进呈的奏札上留下简短的批语。如
[164]

 ：

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二十日敕：臣僚奏，欲令吏部将二广申到选人，京朝官、大小使臣用考任关升。如已经本路运司公参，照四川已得指挥一体施行。奉圣旨：依奏。

从散见在《宋会要辑稿》、《庆元条法事类》、《永乐大典·吏部条法》等史料中的宋代敕令来看，记录御笔批语的格式相当固定。其中多数作“奉圣旨：依”。也有的作“奉圣旨：依总制司所申”；“奉圣旨：依户部勘当到事理施行”；“奉圣旨：依户部措置到事理施行”。或者作“有旨：依”、“诏：可”、“诏：依”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记录君主裁断的文字，都以“奉圣旨”、“有旨”、“诏”等语词开头；而据现存史料，似以“奉圣旨”开头的数量最多。那么究竟是何人在“奉圣旨”呢？当然不是君主本人，只能是那些“面取进止”的宰相。由此可知，就内容而言，敕文中臣下对处分有关事宜的建议，一经君主批准，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命令。但是就体裁而言，敕令乃是“奉圣旨”者转达君主意志的一种纪录性公文。所以，宰相署敕，不应看作是他们以“副署”资格与皇帝一起发布诏令，而只是把他们在“面取进止”时已奉到的君主命令，以纪录性公文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或天下传达而已。

诏制的性质与敕有些不一样。诏制应当是完全以天子身份发表的词章文字。宋代文书中出现敕中有诏的例证，似可证明这种区别确实是存在的
[165]

 。宋代宰相如何署诏，尚无实例可以征引。从元代诏令行文看，宰相署名的情况似乎是存在的，因为很多诏令须经由中书省发布。《行蒙古字诏》的文书以“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钦奉诏书”起首。类似的格式还有“钦奉皇帝圣旨”、“钦奉圣旨”。《元典章》所辑存的这一类文件，有的又写作“钦奉诏旨节文”、“钦奉诏书节该”等。这是因为辑录者删节了诏令中所附的蠲赋、省刑、便民一类安抚天下的具体条画，因此加入“节文”、“节该”等字
[166]

 。在上面列举的诸种行文里，宰相署名都表明他们是“钦奉诏书”的中枢机构负责人，而不是意味着他们本身具有以仅次于皇帝的地位与皇帝一起诏告天下的权力。这样的行文程序大概是相当长时期的通行惯例。宋代即便如此，亦不应视为有宋一朝的独特之处。



现在我们看到，唐宋几百年间，君臣之际尊卑名分的差异，持续呈现一种缓慢但又是确凿无疑的增强趋势。元王朝在采纳汉制过程中，基本上接受了体现在中原皇帝制度中的这部分政治遗产。而泛化的主奴观念渗透到元代君臣关系之间，甚至还在进一步强化上述趋势。所以，尽管元朝相权比前代有所扩大，到后期还出现过个别权相，被当时人认为比梁冀、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
[167]

 ，大汗—皇帝相对于其“奴婢”—官僚的至上权威，大体上是稳定的。最终取代元王朝的朱元璋对元末的朝纲混乱深引为戒。在他看来，元末大乱的症结，似乎并不是皇帝所拥有的权威不够强大，而是他本身荒怠失检，于是导致大权旁落、奸相柄政。所谓“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所谓“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
[168]

 ，都是这个意思。对元君批评的侧重点，乃在于他放弃皇帝的职责而“委用权臣”
[169]

 。如果元朝末年的形势让人产生元代君权衰弱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其实并不准确。

另一方面，两宋时期曾经相当有力的臣下制衡君主权威的制度性安排和惯行体例，在元代却被中止或受到很大削弱。在元末宰臣的专权自恣行为中，人们看不出过去那些体现权力制衡的法定程序，有的只是对权力的窃取与滥用。“共治”观念的淡薄和支撑着“共治”观念的分权制衡程序之弱化二者，肯定存在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所以，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制衡君权的程序效力同样在增强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张力，由于元政权的建立而破坏了。渗透到元代君臣关系之间的主奴观念虽然没有在明代君臣关系中留下直接的痕迹
[170]

 ，但是，过去时代长期形成的“共治”观念之淡化和约束君权的传统程序之削弱，贯穿了元朝对整个中国近一百年的统治。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后果，就是为朱元璋在明初大幅度地强化专制主义君权，扫清了唐、宋两朝的君主们所无法克服的来自中原传统的制度化障碍。




［原载《学术集林》卷15（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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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

——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一

1259年秋，大蒙古国合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线，因伤染病而死。翌年春夏，蒙哥的两个皇弟，正在汉地率军作战的忽必烈和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先后宣布即大汗宝位。双方间延续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

中统年间这场汗位之争，远远超出了应由谁来继任大汗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忽必烈动员和倚靠中原汉地的军事、政治资源，最终夺得大汗地位和“大蒙古国”国号这笔政治遗产
[1]

 ，有力地推动了大汗统治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因而从两个方面给予大蒙古国的政治发展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此种政治地理的变动，使大汗对远在漠西的术赤和旭烈兀等后王的四个兀鲁思更加鞭长莫及，因而更增强了它们相对独立的倾向，并最终使它们各自从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演变为分别处于“黄金氏族”各支后裔统治之下的互相独立的国家。从旭烈兀到伯都，波斯蒙古诸汗相对于蒙元王朝的大汗一直自称伊利汗（il-khan，译言地方的汗、臣属的汗），但到合赞汗（1295年即位）时终于也采取了合汗（qa'an，即大汗）的称号。在钦察汗国，汗的称号被大汗所取代发生于1342年札尼别即位时
[2]

 。另一方面，大汗兀鲁思的“内地”而今从漠北草原转移到中原汉地
[3]

 ，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大蒙古国制度体系更积极地接纳汉制影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元初行政中枢的体制演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漠北时期，大蒙古国执掌民政的最高官员是也可札鲁忽赤（yeke jarghuchi），译言“大断事官”。大蒙古国的行政中枢即由一名或数名大断事官及所属必阇赤（bichikchi，译言文书官、书记官）所组成。从窝阔台汗开始，燕京、别失八里等地即有由大汗派遣的最高行政官长驻，负责总揽当地民政；中原汉人以金代的行台尚书省制相比附，称之为“行尚书省”。掌管汉地行政财赋的“行尚书省”首长，就是大断事官。大断事官制在忽必烈即位最初仍一度被沿用。此后不久，元廷很快就以燕京大断事官的必阇赤班子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汉式的中枢分支机构，使它担负起对华北全部的实际控制地域实施行政指导的职责。这个新官衙被称为“燕京行中书省”。中统二年，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建构和任职其中的人员为基础，元廷对建国伊始就已经宣布成立、但几乎只在名义上才存在的“中书省”进行充实、调整，从而真正使它能担负起政府的行政中枢的功能。

根据以上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一、《元史》有关中统元年先立中书省、而后才建燕京行中书省的说法虽然不能算错，若从它们发挥实际功能的角度来看，其实中书省的真正建立，倒是以燕京行中书省作为其组织基础的。二、元初行政中枢从大断事官机构演变为中书省，并不是为大断事官制改换或者重新创制一个新的汉语译名的问题，而恰恰反映了元代中央官制的主干部分从蒙古旧制向中原王朝传统体制演变的实质。三、唐宋时期的三省制在金代后期演变为一省即尚书省制，元朝虽然效仿金代以一省总政务，却名之以中书省而不称尚书省，也正因为后者在当时早已被比照为蒙古旧制中统领国家行政的大断事官机构了。

本文拟就蒙元王朝行政中枢由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的演变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讨论。

二

《元史·百官制》概括蒙古初期的中央官制说：“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蒙语札鲁忽（jarghu）译言法庭、听讼。但大蒙古国时代札鲁忽赤（即断事官，又译作“断公事官”
[4]

 ）一职不止是司法官，而是“总裁庶政”，全面负责户籍、赋敛、狱讼和监察的中央执政长官。建国之初任断事官的是失吉忽秃忽和别里古台两人。前者被封为“古儿迭额列因札儿忽［赤］”（gürde'ere-yin jargh［chi］，译作“普上的断事［官］”）
[5]

 。这个称号在忽秃忽之后未见有他人使用。别里古台的蒙语官号史书不载，或许就是也可札鲁忽赤，即大断事官。当时在断事官之前冠以“大”或“普上的”之类辞语，似为表明系由大汗委任，而区别于代表各支宗王的一般断事官。后来，大断事官亦转指高于一般断事官的上级断事官。唯汉文史料对二者区别并不严格。如《元史》称忙哥撒儿为蒙哥朝的“断事官”，波斯语文献则作“大断事官”（yārghūchi-yi buzurg），“诸札鲁忽赤中大的和最有力的异密”（amīr-ī buzurg wamihayan yārghūchiyān）
[6]

 。《元史·别里古台传》的撰者当即依上级断事官的含义理解传主的官号，所以说他“长札鲁火赤”。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除了忽秃忽，汗庭大断事官还有额勒只吉歹。《元朝秘史》第278节记窝阔台的诏令说：“众官人每额勒只吉歹为长着，额勒只吉歹的言语依着行”。学者们都同意，此人与《黑鞑事略》中的按只[image: ]
 ，即1247年被贵由指派领军西征的野里知吉带是同一个人
[7]

 。作为窝阔台系的亲信，他在乃马真称制（1242—1245年）时期及贵由初年很有可能连任大断事官之职。此外，大约是在1234年忽秃忽调任中原汉地后，大必阇赤镇海也擢任窝阔台汗庭的断事官。窝阔台末年，汗庭大断事官还有昔里钤部和也速折儿两人
[8]

 。作为执掌天下庶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断事官、尤其是大断事官在元代汉人眼里，相当于中原官制中的宰执，因此称他们为“国相”或“丞相”
[9]

 。

漠北时期的“丞相”与“中书右丞相”、“中书左丞相”一类官员区别甚大，后者是自从窝阔台“改侍从官名”后给予汗庭大必阇赤们的汉式官号。但是因为“丞相”与中书右、左丞相等在汉语语境里的意思相近，尤其因为大必阇赤乃是协赞大札鲁忽赤处理政务的主要助手，而蒙古旧制中又缺少专制君主官僚制下严格的等级观念，所以这两类官职从元代前期即已开始混淆了
[10]

 。在有关漠北诸汗时期由大必阇赤升任或兼任大断事官的若干人物如镇海、孛鲁合等人的史事记载里，这一类混淆更为常见。

《元史·镇海传》谓：“定宗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这段话很容易被误读作，镇海在贵由朝被恢复了他在窝阔台前期担任过的大必阇赤（“中书右丞相”）的官职。但是，从《世界征服者传》记载窝阔台朝史事时，曾提到“镇海、？儿纳勒和众札鲁忽异密中的其他一些人”（jīnqāī wa ？ārnāl wa jam'ī dīgar az umarā-ī yārghū）
[11]

 ，可知镇海当时业已位至相当于丞相的大断事官。伊利汗朝称丞相为wazīr，有时也叫nā'ib。所以《史集》又先后称镇海是窝阔台汗的wazīr-i buzurg（译言大wazīr）和贵由的na'ib
[12]

 。若以上引穆斯林史籍为参证，则又可知汉文的《镇海神道碑》谓碑主曾为“札鲁花赤”实非无根之说
[13]

 。所以镇海在贵由朝所担任的“中书右丞相”，实当为大断事官。孛鲁合的情形颇与镇海相似。他在蒙哥即位时拜“中书右丞相”，亦即出任大必阇赤，而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密赞谋议”。1253年至1254年间，忙哥撒儿病酒而卒之后，史称孛鲁合“领中书省，终宪庙世，权宠不移”
[14]

 。此处所谓“领中书省”，似已用指由孛鲁合继任的大断事官职务而言。恰在此时游历漠北的欧洲教士鲁布鲁克，明确地称孛鲁合是“大文书官和法官”，证明他实以大必阇赤身份兼任断事官
[15]

 。《至元辨伪录》卷3称呼此时的孛鲁合为“丞相钵剌海”。此处的“丞相”，应指大断事官而言。

到现在为止，我们业已述及漠北时期尚可考见的大多数汗庭大断事官，兹复列简表如下：

[image: ]


①　《雪楼集》卷25，《爱鲁先世述》：“定宗即位，又命公（按指昔里钤部）与合答为也可札鲁火赤。丁未年，又命与牙老瓦赤为也可札鲁火赤，治事于燕京”。

②　《元史》卷3，《宪宗纪》。

三

除了设置于漠北“龙庭”即“在内的兀鲁思”（qol-un ulus）的大断事官机构以外，征服各农耕城郭国家之后，大汗又先后在中原汉地、畏兀儿与河中，以及阿母河以西这三大区域之内分别建立总领当地政务的首脑机构。汉文史料称这些首脑机构为“行尚书省”。自此，汗庭断事官的直接辖理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漠北本部，而三个“行尚书省”则在本辖区内被赋予几乎与中央大断事官相对等的权限，并且直接对大汗负责
[16]

 。在中原汉地，这个首脑机构实质上就是蒙古制度中的大断事官衙署的分支机构。它最早开始于1234年窝阔台以汗庭大札鲁忽赤失吉忽秃忽改任中州断事官之时。这件事标志着大汗政权对新征服地区统治的进一步秩序化。

在华北各地拥有封邑的诸王和勋贵，也都向中州断事官派遣代表各自封主的断事官，以便在处理本位下或投下封邑内的有关事宜时，与大汗的断事官“会决庶务”。所以姚燧追溯漠北四汗时代的史事时写道：“诸侯王与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断事官自司，听直于朝”
[17]

 。《元史》提到真定有“本路断事官”，又有“平阳道断事官”，蒙古忙兀部有“本部断事官”等，就是代表了封邑分别在真定路、平阳道、泰安州的拖雷、拔都、畏答儿等诸王位下或投下而“听直于朝”的断事官们
[18]

 。邢州是著名答剌罕启昔礼后人的封国。月赤察儿从祖脱兀脱和赵瑨尝“以断事官镇邢”，似即代表启昔礼家族莅事彼地
[19]

 。此类断事官有时还以一身而兼任该投下封邑的达鲁花赤。贵由、蒙哥时，昔里钤部即在担任贵由封地大名路达鲁花赤的同时，“遇至燕，则行也可札鲁火赤事”
[20]

 。布鲁海牙在窝阔台朝以真定路达鲁花赤兼授燕京断事官
[21]

 ，显然也是代表拖雷后妃唆鲁禾帖尼位下莅任是职的。

中州断事官之设的意义非同寻常。1210年，成吉思汗率主力北归后，封木华黎为“国王”，委以全权负责对中原汉地的军事经略
[22]

 ；复以札八儿相公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总领中州行政
[23]

 。但都达鲁花赤之职其后即不显于世。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从河中带回牙剌瓦赤，“委付（他每）与（俺每的）众达鲁花赤一同，教管汉地的百姓每”
[24]

 。牙剌瓦赤的职掌，主要应是管理汉地的户计赋调。窝阔台即位后以耶律楚材和牙剌瓦赤分掌汉民和西域户口赋税，当即沿袭乃父生前业已形成的制度格局。拉施都丁说，牙剌瓦赤在窝阔台时曾任sāhib-i dīwān，该词在此处当作财务大臣解释
[25]

 ；耶律楚材这一职掌的汉式官称没有保留下来，它很可能叫作“行尚书六部事”
[26]

 。而对蒙古人来说，这两人的身份和官号无疑都是大必阇赤。

因此，直到中州断事官的建置，在漠北草地和其他被征服地区，大蒙古国的政治统治体系才真正开始进入被有意识地整合为一体的新阶段。作为大汗行政中枢的分支，大断事官行署成为辖区内诸多“也可达鲁花赤”、“都达鲁花赤”，以及1236年起遍置于“州县守令上”的一般达鲁花赤们的最高行政上司
[27]

 。到贵由、蒙哥时代，除汗庭大断事官外，以大断事官行署于燕京，并在别失八里和阿母河迤西地区亦各设“行尚书省”主理当地行政的政治统治格局遂臻于定型
[28]

 。

与汗庭大断事官一样，燕京行省大断事官也被当时汉人称为丞相。据萧[image: ]
 《石天麟神道碑》，窝阔台时，“诏名王帅师征西域，王以裨佐为请，命公（按指石天麟）辅行，由是分隶为断事官，兼教诸王子。宪宗即位，熟公才德，复选为诸路断事官。时省部未立，犹相职也”
[29]

 。刘敏任燕京断事官前后历三朝，以至在汉人中获得“大丞相”的尊号
[30]

 。孟速思在蒙哥时与不只儿同署燕京大断事官，也被时人称为“丞相蒙速速”
[31]

 。

按金制，决定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及其官员，称为尚书省和尚书省宰执。现存文献中尚未发现称汗庭大断事官机构为尚书省的直接例证。但是分别统领三大行政区的官署在汉文史料中完全比照金行台尚书省之制而被称为“行尚书省”或者“行台”。史料追述前事时，亦有径指以“尚书省”的。《元史·宪宗纪》把它们分别定名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牙剌瓦赤主管汉民公事，文献亦以“行台于燕”志之
[32]

 。这一类例证不胜枚举。

在行尚书省建立以后，具体负责辖区内财政赋调等事的大必阇赤即被赋予“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式官号。《元史·宪宗纪》所记辅佐阿母河行省首长阿鲁浑的法合鲁丁、匿只马丁，在穆斯林史料中称为大必阇赤；而燕京行省里处于相同地位的赛典赤在汉文史料中作“行六部事”。马月合乃曾“赞卜只儿断事官事”，掌中州民籍赋调及军中馈饷，故《中堂事记》称他“前行部尚书”
[33]

 。赵璧在蒙哥初“总六部于燕”，也就是行六部尚书事于燕。上述诸人的身份，无疑都是大必阇赤
[34]

 。

行尚书省这个名称的使用，在前四汗时期的中原汉地，时而会有些混乱。蒙古前期，根据“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的原则
[35]

 汉地有很多乘乱而起、据地自雄的军阀，在投附蒙古后，被授予统治当地军民的权力。这些所谓“世侯”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度，把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为行尚书省、行台或者是行省。以金代的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代东平行省而自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地盘称为燕京行尚书省。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济南行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上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前田直典在他关于元朝行省制度形成过程的出色研究中，称它们为“路的行省”。事实上，蒙元时期的行尚书省，最初仅指“路的行省”。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世侯们虽然把自己的地盘和统治机构称为行省，但却从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官号。窝阔台中叶以后，随着中州断事官的建立和对中原汉地统治机构的全面调整，世侯们以路的长官的身份使用行省官号的情况逐渐减少，行尚书省才日趋固定地成为大断事官行署的正式名称。

从窝阔台到蒙哥时期，燕京行省的大断事官和断事官，可考见的约有20余人，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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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蒙哥死后，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都曾很快建立起大断事官样式的行政中枢。阿里不哥在召集大会正式登位以前，即以留守漠北的宗王身份“行皇帝事”，“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
[36]

 。拉施都丁记述脱里赤当日频频往返于漠北与燕京之间的活动甚详。《元史》和《史集》还极其一致地提到，岭北集团的主要谋臣有不鲁花（即孛鲁合）、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据拉施都丁，他们中间地位最高的是“大根脚”（ustukhwān-i buzurg）出身的秀满
[37]

 ，阿里不哥任命的汗庭大断事官必在这几个人中间。可惜其具体人选无从考知。至于忽必烈初年的中枢机构，则因草创当日及后来记录的疏略不详，以致其真相长期以来未克完全解明。

据《元史·世祖纪》，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当天，就下诏“以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四月朔日，“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七月中，复立行中书省于燕京，“以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行中书省事，燕京路宣慰使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参知政事”。王恽《中堂事记》载录的四名主要行省官员则是丞相祃祃，平章政事王文统、赵壁，参知政事张易
[38]

 。

按蒙古制度，新汗即位后，前朝原委官员都要缴回所受符命，由新汗重加委任或别授他人。中统初，原燕京行尚书省的不只儿、月令乃等官员都已离任
[39]

 。自蒙哥征蜀以往，漠南“府库已竭”，而忽必烈又亟须依靠汉地人力物力与漠北一争高低。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要在即位当天就派宣慰使到燕京主持整个汉境政务，尤其是“经画供馈”之事
[40]

 。当时似未任命燕京断事官，而宣慰使在金代官制中，是比行尚书省事更带有“临事而设、事罢则已”的临时差遣性质的朝廷大员。但据《中堂事记》间接透露，他们实际上是以蒙古必阇赤身份“宣慰燕南诸道”的。王恽写道，祃祃“初与赵相（按指赵璧）行六部于燕”
[41]

 。我们已经知道，“行六部”乃是燕京行省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因此这个新建机构尽管由于大断事官的缺任而很不健全，实际上仍可看作是行尚书省旧体制的延续
[42]

 。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赋予燕京断事官的必阇赤们以新的汉语官号，表明忽必烈在仓促之间权宜沿用漠北中枢制度的同时，亦已产生了某种更张旧制的意图。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又宣布建立一个以“中书省”为名称的新机构。但是对这个新机构的政治定位及其功能，在之后将近一年中，实际上一直有些暧昧不清。在中央一级行政层次上，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来重建行政中枢，似需等到中统元年七月间“燕京行中书省”的成立，才算获得真正的落实。这时祃祃和赵璧都结束了“行六部于燕”的职务，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由旧制向新的官制系统过渡的迹像。

据《中堂事记》，燕京行中书省设丞相、平章、参政主领省事，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监印、掌记、检法、详定、书填勘合令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及缎匹等物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直接隶属于行中书省。为适应扩充机构的需要，经汉地十道宣抚司举荐，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京听任。

如果说蒙古大断事官行署曾被汉人比照为金代的行台尚书省制，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具有相类似的行政功能，那么此种类似的行政功能，实际上是通过了差别很大的不同制度形式去实现的。而燕京行中书省的建制表明，在制度形式及其所实现的行政功能两方面，它都与金行尚书省毫无二致。把行尚书省改为行中书省的原因，应当是前者在当时已成为蒙古也可札鲁忽赤行署的固定的汉语对译。沿用这个名称有失忽必烈“祖述变通”、“宜新弘远之规”的用心
[43]

 。这时候的中书省，既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不过是蒙古“国制”的汉语译名不同，也与过去作为按行各地的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草原旧制来说，它纯属外来的制度成分。正因为如此，这个机构及其诸多官号在蒙古语中甚至连现成的对译词汇也找不到。它们嗣后多以汉语音译的形式进入当时的第一官方语言即蒙古语，例如qing jung shu shing或径作shing（“行中书省”）、ching-sang（“丞相”）、bingjang jingshi（“平章政事”）、yiuching（“右丞”），sooching（“左丞”）、samjing（“参政”）等等
[44]

 。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首先完成了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就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中书省大小官员奉诏“阖省北上”，赴开平觐见忽必烈。汉地十道宣抚使也都偕与随行。是年夏秋两季，忽必烈与他的高级行政官员们在开平的重要活动，相当详实地反映在王恽采摘当时的日志片断而编成的《中堂事记》里。概括起来，这些活动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考核中原民赋虚实，议定钱谷大计；二是讨论制定若干施政条画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其三就是在燕京行中书省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机构，充实和调整人选，树立起以中书省和左、右两部为主要机构的全新的行政中枢。它拥有左、右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的员数在建置之初时有增减。除了直属中书宰执（“都堂”）的幕府机构左右司以外，在都堂之下又增设了左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和右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两个并列的下级行政机构，由它们分别执行例行性政务。在完成对中书省的组织之后十天，又拟定将都堂宰执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其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燕京。中统二年八月，燕京行省官员由开平南返。中、行两省在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以燕京为大都之前似已合并，其具体过程今难确考。

由上所述，可知中统二年五月真正完成建制的中书省及左右部，既从制度形式方面截然有别于过去的大断事官制，又与窝阔台以来例用汉语笼统地称为“中书省”的汗庭大必阇赤具有显然不同的行政功能，因此标志着汗庭行政中枢在采纳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体系方面的又一关键步骤。

关于中统年间中书省的建置过程，因有前引《元史·世祖纪》的记载，一般很容易忽略了以下这个事实，即它只是在几乎全盘接纳燕京行中书省的人员编制之后，方才得以健全的。所以对这一点还需要再做若干申述。

五

中统二年五月以前，元朝的中书省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总内外百司之政”。很多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据王恽《中堂事记》，他在开平期间曾起草过一封给南宋政府的外交公文，其题署为“大蒙古国行中书省移宋三省”。这份送交宋朝行政中枢机关的牒文由行中书省署名，只能是因为当时的中书省尚无能力正式运转，所以只能由行中书省代行总理国政的权力。这时候的中书省，很可能连六部官员也没有任命。《元史·世祖纪》谓中统二年夏季出使大理的刘芳和出使高丽的高逸民都是“礼部郎中”。但据《中堂事记》，两人的职衔都系“借职”。因此这一类例子亦不能确凿证明六部机构的存在。《中堂事记》里的有关记载并非孤证。中统元年四月中，郝经在出使南宋前向忽必烈上《便宜新政》。针对“今之执政各各奏事，莫相统一，皆令陛下亲决”，他建议忽必烈尽快“置省部以一纪纲”
[45]

 。这份奏章，是在《元史·世祖纪》明言“立中书省”的四月朔日之后半个多月才写成的。如《元史》所记确凿，郝经为什么还会有“置省部”的建言？

当然，元代文献中多处出现有关中统初年的中书省的记载。但它们与本文的以上推断并不是绝对相悖、不可并存的。关于这一点，请再从两个方面略予阐释。

首先，见于文献载录的中统初年的中书省，其所指实际上多是当时的燕京行中书省。赵璧的例子最为明显。他于中统元年四月出任燕京路宣慰使，七月就用为行省平章政事，翌年五月始任中书省平章。但他的神道碑及《元史》本传都说他中统元年即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在《中堂事记》里被登录为燕京行省掾属而被《元史》本传记为中书省掾的，则有魏初、刘宣、王利用、张炤，袁裕、杨湜等人
[46]

 。中统元年的燕京行省左右司郎中贾居贞，行省掾属周正和冯渭、冯崧父子，在元人文集中亦都被记录为中书省郎官或曹吏
[47]

 。最有意思的还是《中堂事记》的作者王恽。一方面，他本人于中统元年入掾燕京行中书省的经历，被撰史者记为“擢为中书省详定官”；另一方面，在关于他自己的同事刘郁的碑传里，王恽又把传主当时所担任的行省左右司都事写作“中省”左右司都事
[48]

 。

在把指燕京行省为中书省的诸多史料加以辨证以后，还需要深入讨论有关中统元年中书省的为数不多的其余几条记载。

《元史·太宗纪》记窝阔台三年八月史事云：“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众所周知，耶律楚材等人在当时的真正身份是大必阇赤，中书令、中书左右丞相云云，只是针对这个蒙古职官的略带随意的汉语对译名词。大必阇赤虽然是大汗行政中枢即断事官机构中的重要成员和大断事官施政时的主要助手，但他们同时又与大断事官自身一样，仍兼有大汗“侍从”的身份。所以不能把这时候的“中书省”理解为就是断事官的一个下属机构。毋宁说，中书省乃是给予大汗身边地位低于大断事官的诸必阇赤群体的一个汉语泛称，而不是对一个固定机构的专名。他们中间为首的大必阇赤，拥有中书丞相一类官号；其他必阇赤，则可更一般地统称为“中书省官”。这个名词虽然仅见于后来颁发的政府公文书（详下），但它显然早已流行于中原汉地。此外，本文前已述及，以大汗派遣的大必阇赤身份按行各地，承宣帝命，有时亦名之以“行中书省事”
[49]

 。关于在前四汗时期大断事官制的框架范围内“立中书省”的确切含义，大概就是如此。

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那么我们甚至还能从现存史料里，发现更多的中统之初一度存在的大断事官旧制的遗迹。

虽说中统元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因为大断事官的缺任显得很不健全，但在汗庭所在的开平，忽必烈确实任命过大断事官。对这件事，元代个别文献里尚留有若干蛛丝马迹，可供今日辨析。据姚燧《姚枢神道碑》，传主于中统元年秋季忽必烈领兵北征后，奉察必皇后懿旨入觐。“时木土各儿为丞相，惟专从卫宫阃诸事”。同一碑文的另一处还提到，木土各儿是“太师琪阳王之兄”，亦即成吉思汗时著名的四杰之一、许兀慎部博尔忽的曾孙，也就是太傅月赤察儿的胞兄
[50]

 。由于“丞相”的官号在此之前一直被用来称呼蒙古大断事官，这个被称为“丞相”的木土各儿，其真正身份极可能就是当时的大断事官。另一名大断事官或许是土别燕部的缐真。黄溍写道，马月合乃兄弟于中统元年曾由“丞相缐真、内侍蒙速速引见世祖皇帝于白马甸”
[51]

 。翌年秋，缐真领右军扈从忽必烈出征漠北，碑传中亦称他为“丞相”
[52]

 。缐真在中统四年六月曾取代不花为中书右丞相，至翌年去职
[53]

 。他被冠以“丞相”称号或源于此，但他在中统初年以大断事官身份而被称为“丞相”，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至于蒙古旧制意义上的“中书省”之存在，则有中统元年五月关于站赤的一份公文书为证。其中提到一个“中书省官忽都不花”。前田直典认为，这个忽都不花与《中堂事记》载录的“内省官忽鲁不花”是同一个人
[54]

 。不论他把忽都不花与忽鲁不花认作同名异译的推想是否正确，这时候的“中书省官”有“内省官”之含义当无问题。内省官亦作“内庭官”。《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五月七日事曰：“是夜内庭官忽鲁不花饮诸相于中省。既夕，继之以火，二鼓方散”。“内庭官”、“内省官”、“中省”等用语，都确切地点出了中书省官供职内朝，“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的必阇赤的真正身份。耶律铸在中统二年就任中书左丞相之前，业已被《中堂事记》著录为“耶律中书”。如果按照他后来的官职称之则当做“耶律丞相”。“耶律中书”的称号表明，他在中统元年的身份与忽都不花等人一样，也是“中书省官”。

这样看来，中统之初虽还保留着旧式的大断事官制，但与过去相比，其基本性格毕竟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大断事官的事权似乎受到了限制，大概只能听断蒙古公事。这从木土各儿虽为丞相，“惟专从卫宫阃诸事”可以略见端倪。另一方面，原来由身兼大汗“侍从”和大断事官助手的必阇赤集体组成的中书省，则在保留着旧制残余成分的同时也有所变更。王文统、张文谦在被纳入这个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形式之间的中书省时，其所受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等官号，乃是过去不曾被使用过的。从理论上讲，他们的职责，已是全权处理中原汉地事务，并直接对大汗负责。因此他们虽然拥有旧制度形式下中书省长官的职名，实际上却趋向于从过去的大断事官—中书省这样一个旧式制度系统中游离出来。不过这个蜕变伊始的中书省，显然还承担不起指导与实施全国政务的功能。在郝经看来，这时候的汗庭虽有“执政”，但无“省部”，所指不正是此种过渡阶段的情形吗？燕京行中书省建立次月，廉希宪拜中书省右丞，行省事于秦蜀
[55]

 。他所担任的中书右丞，性质上亦应类似于王文统和张文谦的职务。

以上研究表明，忽必烈即位初年的中枢行政体制，虽然由于当时汉人的文饰，被蒙上了一层“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的中原制度色彩
[56]

 ，但其基本的制度形式仍处于由旧式的蒙古大断事官制向新的汉式制度体系的过渡之中。这里所谓“都省”（中书省）也好、“总司”（燕京宣慰使）也好，都还不能完全按照其定制之后的性格去理解。中枢行政机构采纳中原制度的根本变化，最先通过燕京行中书省的建立而获得实现。而真正具有中原制度形式的总领一国政务的中书省及六部，则是在燕京行省已有规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就是元初中枢体制演变的基本线索。

六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君临中原汉地乃至全国疆域的不多几个王朝之一。不同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问题，在北族王朝时代往往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从这个视角去观察问题，在元初中枢行政的体制演变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提出来再说一说。

一个特点是，随着汗庭南移，蒙古人统治的主要对象演变为有着广袤的农耕城廓区域和稠密人口的汉语人群，草原旧制必然要面对为提高统治效率而逐渐地方化的问题。若以不同的行政层次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地方化过程首先是从较低的行政层次发展起来，并不断向较高行政层次扩展的。如果就同一行政层次而言，那么正如本课题研究已揭示的，地方化过程很可能首先是从更具体地指导或承办地方政务的那些部门及机构开始的。在忽必烈的行政中枢体系里，燕京断事官行署改用中原制度先于汗庭大断事官机构，显然与前者更直接地负有总领中州政事的责任有关系。在燕京断事官行署的组织系统中，较先呈现地方化趋势的则是具体从事考校簿书、检覆刑名的职能部门。自贵由汗在位前后起，燕京行台幕府参佐的职名，已有“行六部侍郎”、“左右司员外郎”、“郎中”、“都事”等等
[57]

 。中统之初汗庭大断事官机构中新设置的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同样反映了这一点。与这些职名相应的中原官制成分，最先当是以比较零散无序的形式逐渐被吸纳到蒙古旧制的结构形式中去的。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建立为标志的整个中枢行政的体制转换。

元初中枢行政体制演变过程所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新确立的制度体系中，中原官制成分并没有完全排斥或者简单取代相应的蒙古旧制成分。行政中枢的新结构形式虽然总的说来已基本内地化，但它仍旧保留着原有的蒙古官制的主要成分，不过分别对其功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大断事官制下的蒙古职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断事官，另一类是必阇赤。燕京行省的大必阇赤转化为行中书省长官后，未再另设断事官职位；行省长官原先具有的大必阇赤身份也很快淡化了。但是在中书省的建制中，则始终设有断事官一职，员额多达三十余名。“其人则皆御位下及中宫、东宫、诸王各投下怯薛丹等人为之”
[58]

 。他们的职责，当是代表黄金家族各支的意见和利益，参决有关蒙古公事。而断事官听断词讼刑名的功能，又另设大宗正府来承当，其断事官员数由十名渐增至四十余名。大宗正府除处断蒙古、色目词讼外，有时亦兼理汉人刑名。他们似乎仍然在循用蒙古旧制执法。所以当时汉人批评说：“宗正处断大辟，但凭言语口宣，无吏牍可复视。人命至重，亏托枉滥。”
[59]

 后世误将断事官看作专司刑名的职官，以至宋濂在追溯明初中书省设断事官一职缘起时写道：“中书总天下之务，而必设断事之官，所以修明其法禁，以防人为非，实寓刑期于无刑之意也。”
[60]

 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元代中书省与大断事官机构之间的制度渊源。在中书省内，左、右两司共设蒙古必阇赤二十二员。只是他们的地位，与大断事官制时期的必阇赤相比，同样也大为下降了。

北族制度成分与中原制度成分的并存，在元代宿卫、赋役、刑法、朝仪、祭祀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中间也表现得至为突出。若论二者结合的具体形式，它与辽、金两代相比，也具有相当独到的特点。因此，如何从这一角度更深入地探索北族王朝制度文化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确实还存在许多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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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吉思汗国家的蒙古语名称yeke mongqol ulus，作为大汗统领下的“大兀鲁思”（yeke ulus，ulūs-i buzurg）的国号，最终为忽必烈所继承。中统、至元之初，它在汉语中仍按先例被移译为“大蒙古国”或者“大朝”。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诏建汉语国号“大元”。但直到元朝后期，在蒙文文献中，与“大元”相对应的蒙古语国号还是写作dai-ön kemekü yeke mongqol ulus（译言“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ön yeke mongqol ulus（译言“大元大蒙古国”），或者径作yeke mongqol ulus（译言“大蒙古国”）。可见此名一直行用不废。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汉学研究》卷3；贾敬颜：《称“大朝”》，载于《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1990年；F．W．柯立甫：《蒙汉合璧〈忻都公碑〉释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2（1949年）。ulūs-i buzurg一词，见《史集》，卡里弥波斯文刊本（德黑兰，1959年），页629。


(2)
  见B．斯普勒：《蒙古人在伊朗》，柏林，1955年，页2、70—71；B．斯普勒《金帐汗国：蒙古人在俄罗思》，威斯巴顿，1965年，页260—262。札尼别在斯氏书中写作瞻别（Ğambek）。


(3)
  “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而忽必烈朝以后，华北始有“中州内地”之称。见袁桷《华尹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苏天爵《送蔡白序》，《滋溪文稿》卷5。


(4)
  《畿辅通志》卷139，《金石志》二，“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条。


(5)
  《元朝秘史》第203节。


(6)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哈兹维尼波斯文刊本（吉布纪念丛书卷16·3，莱顿，1937年），页48；J．A．波义耳英译本（曼彻斯特，1958年）页581作the chief yarghu-chi，何高济汉译本（呼和浩特，1980年）页686返译为“大札鲁忽赤”。拉施都丁：《史集》，卡里弥波斯文刊本，页51；余大钧等据俄文本转译的《史集》第1卷第1分册的译文，则作“大异密和断事官之长”，见页155。


(7)
  额勒只吉歹（eljigidei）一名中间音节的喉音弱化（-jigi->-*ji'i->-ji-），遂可读作按只[image: ]
 （eljidei）。见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成吉思汗传》卷3，东京，1975年，页360—361；并参阅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莱顿，1945年，页29—30，关于诸王合赤温之子按只吉歹之名的正字法讨论。


(8)
  程钜夫：《爱鲁先世述》，《雪楼集》卷25。按，也速折儿即也速迭儿异译。


(9)
  《元史》卷117，《别里古台传》；姚燧：《达实密（答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13。


(10)
  如《黑鞑事略》即把大断事官额勒只吉歹与当时的大必阇赤耶律楚材（“中书令”）、镇海和粘合重山（“中书左丞相”）三人一起列入“其相”条中。


(11)
  哈兹维尼波斯文刊本，页233；据英文本转译的汉译本页592作“镇海、台纳尔及札儿忽的其他一些首脑”。


(12)
  《蒙古人在伊朗》，页282；《史集》卡里弥刊本，页564、574，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纽约，1971年，页176、188分别译作“chief vizier”和“minister”。


(13)
  见许有壬：《圭塘小稿》卷10。惟此碑记事之不依年月先后为序，为元代碑传所罕见。因此颇难据是碑确定碑主担任断事官的时代。


(14)
  《元史》卷134，《也先不花传》；姚燧：《达实密神道碑》，《牧庵集》卷13。


(15)
  C．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页184；T．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的宿卫和行政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6卷2期（1986年）。


(16)
  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17)
  《元史》卷87，《百官志》，“三大宗正府”；姚燧：《博罗罕神道碑》，《牧庵集》卷14。


(18)
  《元史》卷134，《小云石脱忽怜传》；卷146，《杨惟中传》；卷121，《博罗欢传》。


(19)
  《元史》卷159，《赵良弼传》；姚燧：《赵夫人杨君新阡碣》，《牧庵集》卷27。


(20)
  程钜夫前揭碑铭。参阅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3辑。按、蒙哥汗即位之初，曾对昔里钤部“有颛面西土之寄，以年高辞，不拜”，因而复授大名路都达鲁花赤。见王恽：《昔里钤部神道碑》，《秋涧集》卷51。


(21)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22)
  木华黎的“国王”称号，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文献都有记载，可见是大汗给予他的正式封号。但他的“都行省”官号则仅见于汉文文献，或当出于中原汉人的意会。见前田直典上揭论文。


(23)
  《元史》卷124，《札八儿火者传》。


(24)
  《元朝秘史》第263节；参阅F．W．柯立甫：《蒙古秘史》英译本，伦敦，1982年，页204。英译者补入的“他每”，意思当指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但据本节上文，马思忽惕被委任管辖的，实为河中及畏兀儿地区诸城池。


(25)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177。sāhib-i dīwān在伊利汗时期亦时常用指由财政大臣地位入相的人，见《蒙古人在伊朗》，页282。因此，在牙剌瓦赤于窝阔台末年接替忽秃忽任中州大断事官后，这个称号对他仍然是适用的。


(26)
  当时汉人时常把这个官号用于主管汉地财赋的官员。见《元史》卷147，《史天倪传》；卷153，《王檝传》。而从1234年以后，“行尚书六部事”成为燕京行省大必阇赤的正式汉语官号，详下文。


(27)
  “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年），州县守令上皆置监”。见《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24。


(28)
  与中原汉地的情形不同，位于西域的那两个“行尚书省”，似乎并不是由汗庭札鲁忽赤派生出去的分署机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需要靠进一步的研究来推进。又、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此后陕西可能脱离了中州断事官管领的范围。所以1257年蒙哥从忽必烈手中收回关中时，遂立陕西行尚书省于彼。参见前田直典上揭论文；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


(29)
  《勤斋集》卷3。引文中“名王”或指拔都。是则所谓“诸路断事官”，当即拔都封户所在的平阳诸路断事官。


(30)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21；元好问：《大丞相刘氏（刘敏）先茔神道碑》，《遗山集》卷28。


(31)
  《元史》卷124，《孟速思传》；卷167，《张惠传》。


(32)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15。称窝阔台时代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为“尚书省”的例子，见元好问《刘汝翼墓碑》，《遗山集》卷22；王恽：《韩仁神道碣》，《秋涧集》卷60。


(33)
  《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页509、页513。《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卷134，《月合乃传》。王恽：《秋涧集》卷81，《中堂事记》中。


(34)
  张之瀚，《赵璧神道碑》，《西岩集》卷19。按王逢《梧溪集》卷4，《题马季静怀静轩序》谓月合乃“以白衣官断事”，误。


(35)
  语见姚燧：《高泽坟道碑》，《牧庵集》卷25。


(36)
  《元史》卷157，《郝经传》。


(37)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63；引文内“大根脚”一词，波斯文原文直译作“大骨头”，见卡里弥刊本页629。


(38)
  《秋涧集》卷80，《中堂事记》上。


(39)
  中统初，孟速思恐不只儿有二心，会在忽必烈身边肇事，遂奏徙之中都；月合乃诸人则在新朝“争相为用”。可见他们都已卸去原职。见《元史》卷124，《孟速思传》；《秋涧集》卷82，《中堂事记》下。


(40)
  《元史》卷159，《赵璧传》。


(41)
  《元史》卷156，《董文炳传》；《秋涧集》卷80，《中堂事记》上。此处引文在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中讹为：“初与越用行六部于燕”。兹据“四库全书”本改正。以下凡在正文中已说明出自《中堂事记》的引文，一般不再出注。


(42)
  前四汗时期以中央大必阇赤身分按行各地、承宣王命者，亦曾称“行中书省”。如杨惟中、粘合重山、胡天禄（“胡秀才”）等。祃祃、赵璧等不使用“行中书省”的官号而称“行六部”，更可证他们最初确实是被纳入大断事官制的必阇赤。


(43)
  《元史》卷4，《世祖纪》一，“即位诏”。


(44)
  蒙古语中的这些汉语外借词（也包括jungshu shing，即“中书省”），现在只能在难得保留至今的很少几通元代后期蒙古语碑刻中发现，而且也并不用指元初燕京行省。但这对于此处的论证似无影响。参阅F．W．柯立甫：《蒙汉合璧〈忻都公碑〉释读》。《元朝秘史》第132节载有chingsang（“丞相”）一词，但此处所录为金朝官名，与蒙古官制无涉。元代丞相官号的蒙古语名称chingsang亦见于《蒙古源流》汉文本卷4，见I．J．施密德刊行并译注：《东蒙古人及其汗室史》（按、此即蒙德文合璧本《蒙古源流》），彼得堡，1829年，页123等处；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巴黎，1959年，卷1，页365。


(45)
  郝经：《便宜新政》，《陵川集》卷32。


(46)
  《元史》卷164，《魏初传》；卷168，《刘宣传》；卷170《王利用传》、《张炤传》、《袁裕传》、《杨堤传》。按，“张炤”在《中堂事记》中讹为“张焕”。


(47)
  姚燧：《牧庵集》卷19，《贾居贞神道碑》；卷20，《冯崧神道碑》、《冯渭神道碑》。程钜夫：《跋姚雪斋赠周定甫诗后》，《雪楼集》卷25。“周正”在《中堂事记》中讹为“周止”，其字“定甫”，《中堂事记》作“定夫”。


(48)
  《元史》卷167，《王恽传》；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秋涧集》卷58。又据《元史》卷167《张础传》，以及卷168《陈思济传》，传主曾分别在初建省部时“权左右司事”或“俾掌敷奏”。唯此二人未见于《中堂事记》所列燕京行台职事官吏名录。其中详情尚待进一步考察。


(49)
  《元史》卷106，《杨惟中传》、《粘合重山传》。


(50)
  见《元文类》卷60所载碑文。按同碑亦载于《牧庵集》卷15，其中木土各儿的名字被四库馆臣改为“图们格尔”，则其所据原本或将此名写作“土木各儿”。而据拉施都丁书，博尔忽有子名术土忽儿。对这个人名尚须进行更深入的正字法研究。


(51)
  黄溍：《马氏世谱》，《黄金华集》卷43。


(52)
  《元史》卷155，《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171。


(53)
  《元史》卷130，《完泽传》。


(54)
  《经世大典·站赤》，中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见《永乐大典》卷19414。参见前田上揭论文。


(55)
  《元史》卷4，《世祖纪》一。


(56)
  同上。


(57)
  元好问：《刘汝翼墓碑》，《遗山集》卷22；王恽：《韩仁神道碣》，《秋涧集》卷60。


(58)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59)
  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32。


(60)
  宋濂：《诰命起结文·中书断事官》，《宋文宪公集》卷1。


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元代科举史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自193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搜检史料，对之进行考订和研究。关于元朝科举考试的各种具体规章制度或细节，虽然还有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剩下的问题不多了。本文拟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把元代科举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下，去考察它的兴废、成败，以及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


 一　元朝设科取士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及其失败

窝阔台九年丁酉（1237年），因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请，诏令术忽[image: ]
 、刘中等历诸路遍试儒生。以论、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中试者复其赋役，并除本贯议事官，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考试在次年（即戊戌年）举行，因而以戊戌选试见诸史文
[1]

 。

按照元人以及明初《元史》修纂者们的观点，元朝科举制度，即滥觞于戊戌选试。这一传统见解，虽然从未经过严格的检讨，然长期为研究元朝科举史的学者们所首肯
[2]

 。1959年，安部健夫的遗作《元朝的知识人与科举》发表。他认为，由戊戌中选儒生可以获得豁免差发的特权，使人想起蒙古人对待宗教士的态度；而他们没有被要求替大汗告祷祝天，又好像表明他们的身份还是世俗人。中试儒人除授议事官参署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所以不清楚它究竟是一次性的考试，抑或原应继续下去，因受到阻力而中止。仅就这次考试本身而言，则很难说它显示了世俗的科举性质
[3]

 。林元珠在《元史选举志译注》中也提到戊戌选试。她一方面认为，“就其相同之处而言，这次考试的结果，在促进布衣学士入仕为官的意义上，确实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国家考试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她也引述安部的见解，并认为不应当太强调中国科举制度的传统对戊戌选试所发生的影响。她写道，这只是一次应运而生的权宜之计，连考试的设计者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要通过它恢复科举制度
[4]

 。

安部和林元珠的研究，都偏重于从戊戌选试的结果去分析它的性质，而对它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赋予它的某些特殊性似稍有忽略。如果戊戌选试的意义仅仅在于使四千多名儒生获得豁免差发的优遇，那么类似的考试后来还进行过许多次，为什么大多数元人惟独把戊戌选试与设科取士相联系呢？其次，考试儒生和考试僧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丁酉诏令的原文，保留在《庙学典礼》中。在规定考试程式的同时，诏令宣布：“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条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
[5]

 。大约一百年后，许有壬在追述戊戌选试时写道：“……遍试儒人，中者与牧守议，停蠲其役；且将辟举场，以精入仕”
[6]

 。两段话互相印证，证明丁酉诏文确是可以信赖的史料。

从丁酉诏文，我们看出耶律楚材最初设计戊戌选试时，至少包括含着三层意图。

首先，“停蠲其役”，可以将中原大批儒生从杂泛差役、不时需索的沉重经济负担乃至奴隶境遇中解脱出来。

其次，戊戌选试之后，原拟再辟举场，“以精入仕”，这说明戊戌选试本是取得参加“入仕”考试资格的预试，属于整个考试系列中的初试。再试取士之议，后来没有下文。《元史·选举志》称，“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即应指此而言
[7]

 。

最后，对于戊戌选试的中程者，除复其赋役外，得除议事官之职。这就更使它本身亦带有传统的科举考试的性质。当然，地方性的议事官还不是由朝廷辟授的正选官员，而只是宾幕僚属。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当时官制紊乱，许多军、民官本来就没有经过朝廷辟署；即使在开科以后，以科举出身任宾幕之职的仍大有人在
[8]

 。所以，如果认为议事官非朝廷辟署，就可以完全否定戊戌选试本身所带有的科试性质，是不妥当的。

由于监临各地的蒙古长官严重缺乏传统汉文化的素养和治理农耕定居地区的经验，惟以征敛、要索是务，蒙古统治下的华北地区秩序紊乱，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耶律楚材企图大规模起用戊戌中试的儒生，通过参赞咨议的方式干预当地政局，改变“疲俗不禁新疾苦，滥官难治旧疮痍”
[9]

 的局面，这在当时确属用心良苦的救弊之策。但是耶律楚材的初衷却未能实现。这一点虽然已经由安部和萧启庆指出，不过，他们对此都未加详论
[10]

 。因此在这里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发。

参加戊戌考试的儒生们入选之后是否都署于郡县、与牧守议呢？最直接的证据是他们的经历本身。搜寻史料，我们一共找到二十余名戊戌中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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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1980年），打印本。

在上表二十四人中，杨奂、刘祁、郭时中入选后被辟为别道考试官。这是超乎丁酉诏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当然不能代表广大士人的际遇。此外，只有徐之纲、寇靖二人留下了被署名郡县、与牧守议的明确记录。

如果戊戌中选者都能以详议地位厕身政界，就应当有不少人由此渐致通显，在史籍上留下这样那样的记载。但事实正好相反。即使这四千多儒生中尚能为今日所知的极少数人，也都是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才见诸史文，与戊戌选试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有关戊戌选试的大多数记载，也只谈到对中选儒生给复其家，而根本没有提及除官署事的问题。把前面已引述过的刘因的记载与丁酉诏令相比较，我们发现他虽然提到“补郡县详议”，但是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择疏通者”的限定条件。这似乎是为了弥补丁酉诏令的条文与戊戌选试的实际结果之间所产生的严重的不一致。因此可以断言，中选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当地公事的条文，实际上没有实行。后来对儒生进行的多次考试，干脆取消了这条具文，所以一般也就不再被当时人们认为是设科取士的科举考试了。

戊戌年考试，除儒生以外，也考了僧道。主司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
[11]

 。后来人常常把诏试儒生看作选汰三教的组成部分。但如果仔细追溯一下汰僧道的由来，就能发现它与选试儒生不完全是一回事。

蒙古统治者效法金朝，下令试经僧道，最早似乎是在1235年。其主要原因是以度牒受戒为名托庇释道的人口太多，影响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可是当时由于海云禅师的反对，事情延宕了
[12]

 。根据杨奂的明确记载，朝廷再度下诏汰选道释，是在戊戌夏四月
[13]

 。这时离窝阔台颁布遍试儒生的丁酉诏令已有半年，足见两件事本来是分别决定的。再从考试的初衷来看，对僧道主要是为了“汰”，对儒生则主要为了选拔使用，二者亦不应同日而语。但因为它们事实上又是同时实施的，所以后来人就把“汰三教”完全认作同一件史事了
[14]

 。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把戊戌选试看作元代历史上最早的开科取士，只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因为丁酉诏令中若干带有恢复科举制度的初步因素的条文，后来都落空了。不仅如此，戊戌选试从形式上转变成为选汰三教的一部分。然而它毕竟与后来那种单纯为了籍定豁免差发的儒户而举行的考试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认为，它是元代最早一次恢复科举制度的流产的尝试。

对儒户豁免差发的优遇，以后虽然时有干扰，但毕竟成为一种制度，终元之世而无改
[15]

 。可是，耶律楚材企图把戊戌选试作为科举取士制度的起点，从而改革大蒙古国的官僚构成和吏治，却无可讳言地失败了。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找到深刻的根源。

成吉思汗曾宣布札撒说：“每一个纯正公平、博学智睿的人，都应受到尊崇”
[16]

 。以蒙古人当日的文化水准去衡量，形形色色知天命、通鬼神的宗教士当然都是最使他们敬畏的博学公正之士。最早在蒙古人中间流行的原始宗教不足以排斥远比它精致发达的伊斯兰教、佛教、聂斯脱里教、道教等；对于它们之间不断为争宠而发生的互相斗争，蒙古人也不主张过分地偏护任何一方。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只要求它们为自己告天祝寿、求长生天的福荫。根据14至15世纪的玛姆鲁克史家玛克利兹的记载，成吉思汗在札撒中明确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能厚此薄彼”。“对阿里别和阿布塔莱孛的后裔，无例外地免征赋税，对托钵僧、可兰经诵读者、司法律者、医生、学者、献身于祈祷和修行的人们以及为死者洁净身躯的人们，亦同样如此”
[17]

 。对中原僧道给予豁免差发的优惠，也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
[18]

 。

随着蒙古势力日益深入中原，他们与儒学的接触亦逐渐增加。有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们很容易将儒学作为一门宗教来认识。

首先，儒学从本质上来说虽然没有偶像的崇拜，但它祭天地、祖宗，祀孔子、先圣，其释奠礼仪以及部分儒生所擅长的卜筮星历之术，都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其次，魏晋以往，儒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佛教和道教哲学的影响。宋金时代，一些儒学派别（如蜀学）甚至公开亮出了“会通三教”的旗帜。融会三教的思潮在金末北方社会中尤其流行。耶律楚材就一再宣称：“三圣元来共一庵”
[19]

 ，“三教根源本自同”
[20]

 ；因此，“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
[21]

 。在他看来，“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
[22]

 。蒙古人正是通过耶律楚材等人为代表的北方士人阶层认识儒学的。从他们自身对宗教的感性经验出发，自然特别容易接受“三教”的观念。既然如此，儒士为什么不能像僧道一样地享受豁免差发的优遇呢？

可是，如果要以戊戌选试为起点推行科举制度，那就超出了蒙古统治者所愿意采取的基本立场。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虽以“蓍龟之任”受到尊崇，但在政治上并不得意
[23]

 。蒙古入主中原以后，他最早主持中原课税，岁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因此受到窝阔台的信用。在此前后，他利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提出了包括戊戌选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如果认为窝阔台也理解了这些改革，如果认为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信用包含了比依靠他来征取汉地财富更多的意义，那就恐怕脱离事实了。窝阔台后期，耶律楚材实际上已被调离主持中原税赋的职务。他屡次反对扑买课税，更引起当局的不满。当涉猎发丁、奥都剌合蛮等人获准以岁额激增的白银扑买一国课税时，耶律楚材终于失去了蒙古人的欢心。随着他的失势，一部分改革无疾而终。萌芽于戊戌选试的科举取士制度所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命运。

如果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去观察问题，我们发现，戊戌选试作为元代科举制的最初尝试而遭致失败，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它在大蒙古国的统治结构中找不到自己赖以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窝阔台时期，大蒙古国在华北、西域广大的定居农耕区域基本完成军事占领，开始在那里确定自己的统治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大部分出于当地的统治阶层——华北的大小世侯、中亚的各城邦贵族——仍被保留下来，以纳贡、纳质、领军从征为条件，在蒙古统治者派遣的达鲁花赤监临下，继续行使对其领地的统治。以漠北草原为中心的大蒙古国对汉文化地区以及伊斯兰文化地区的统治，并没有变成这些社会内部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只是“从外面”施临于其上的军事统治。对大汗直接负责的各地达鲁花赤与其监临下的世侯、城邦贵族们，则起了某种“绞链”的作用，把大蒙古国实体的两个层次——征服者的草原社会与被征服者的定居社会衔接在一起。保障这两个层次的衔接不致脱散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威慑；二是被征服地区的存在对于蒙古统治者的经济意义——这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即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摄取财富和劳动人手
[24]

 。为此目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除军事机构以外，定居区内直属于大汗或诸王的唯一比较完善的机构就是财赋征收机构。

很明显，在这样一种“从外面”进行统治的结构模式中，蒙古大汗既不需要强制性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需要在行政、司法、监察等各个方面组织层次繁复的垂直系统，以便对全国进行集权统治。汉式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之所以产生科举制度的那些需要，对大蒙古国的结构体系来说全然不存在，蒙古统治者对这样的需要几乎毫无理解，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如果华北地区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有机单元，接受“从外面”施临的统治，那么，在这个地区内推行科举制度仍然会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当时，在战乱中形成的割据状况已维持了很久，世侯们各自以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归降蒙古，并且在大蒙古国整个结构模式的制约下，继续享有实际上的割据权益。所以即使在中央集权制曾有过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的华北地区，在窝阔台时代，企图统一地考试取士、设官分职，仍极难实现。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做结论说，科举制度对于大蒙古国的结构模式，完全是一种异己元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综上所述，戊戌选试作为一次失败的科举尝试，它的部分成果，只是在蒙古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庇护之下，才得以保留。汉文化就在这样曲折的形式下逐渐扩展着它的影响。


 二　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

从耶律楚材恢复科举制度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到元仁宗正式设科取士，其间相隔有七十多年。即使从忽必烈开国算起，到仁宗复科，仍有半世纪之久。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这是最长一次停废期。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这是从大蒙古国演变为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元王朝的转捩点。终忽必烈一生，在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旧制、行用汉法的过程中，元廷曾围绕科举的行废问题开展过多次争议。

至元初，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
[25]

 。

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王恽等请行科举法。诏令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其程式如何，正史中没有记载，只说“因有司阻难而止”
[26]

 。

至元七、八年间，礼部又拟定以经义、词赋两科取人
[27]

 ；议案送达尚书省，省拟罢诗赋，止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须品官保举方许入试等规定
[28]

 。可惜没有直接的材料提到这一议案的下落。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至元八年徒单公履曾奏请实行贡举。当时忽必烈召许衡、姚枢等廷辩。结果，徒单被董文忠斥为“俗儒守亡国余习”。事遂止
[29]

 。不知道这场争论究竟发生在礼部和尚书省议定有关科举的上述原则规定之前，还是在它之后。

至元十年，诏议行科举。次年十一月，省臣将“翰林老臣等所拟程式”呈闻太子真金。真金允准设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令“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30]

 。参加集议的，有窦默、姚枢，以及刚刚奉召进京的杨恭懿。这次议定的格式，“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
[31]

 。元志说世祖之朝，“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恐怕就是指此而言。十二年，徒单公履大约以为新制已定，再次上奏，敦促元廷开取士之科。但忽必烈只是命儒臣“杂议”，结果仍不了了之
[32]

 。

至元二十一年，和礼霍孙继阿合马死后当政的第三年，又一次建言设科，诏中书省议。但不久后他就被从中书省罢免，事复中止
[33]

 。

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得悉每次廷议的细节，但从屡议不果的事实，仍可想见当时斗争之曲折。

有元一代重要的典章制度，几乎都在忽必烈时代立定规模。科举却成了十分醒目的例外：“计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遍。独此未及行耳”
[34]

 。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未遑举行”
[35]

 、“议者不一而罢”
[36]

 之类的表面解释，那就必须从元初政治、经济状况的诸特点中去寻找它的原因。

（一）元朝自开国之始，官员来源就比较充足，因此对设科取士的需要，不像其他朝代那么紧迫。从成吉思汗最初侵入华北，中经窝阔台灭金，至忽必烈立国中原，前后经过了半世纪。在这个时期中，无论是担任方面之寄的蒙古军政长官或者汉人世侯，都通过“承制宣署”及自行辟署两途除授了大量军政官员。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暨诸侄省部宣抚、宣慰司委任之人，随路州府向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
[37]

 ，都成了既定官员人选。从这个角度来说，另辟取仕途径的客观需要，在当时并不很迫切。

假如与其他朝代开国之初的情况相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女真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灭辽，既而又以一年多的时间逼宋南迁，占领华北大部。金在灭辽之前即已开科取士，显然是为急于遴选官员以统治新征服的大片领土
[38]

 。明初文职官员总数五千四百人
[39]

 ，仅为历代正常情况下文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弱。所以，“既治天下，三年一宾兴，……犹以为未足，复敕有司，自壬子至甲寅（1372—1374年）三年连贡，岁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复旧制”
[40]

 。

元初却不是这样。至元七、八年间，已经出现“到部听除职官，缘员多缺少，填积停滞”的现象
[41]

 。直至灭南宋后，官员需要量一度激增。中原士大夫多不乐仕南方
[42]

 。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宪司诸大衙门出自皇帝亲选外，其余郡县官属，虽有超升二等之优遇，仍多空缺
[43]

 。这本来是设科取士的极好时机。可惜元廷采取的却是另外两种对策。一是对南宋故官验资换授，予以登用
[44]

 。其二，当时正值阿合马、桑哥相继当权，他们趁这个机会大肆卖官鬻爵，不问犷痴黯愞，一视货财轻重，皆署江南官，名曰“海放”
[45]

 。甚至有持空名告身到处兜售者
[46]

 。程钜夫说：“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狼籍之辈”
[47]

 。其中当有不少属于“海放”之选。平宋仅数年，官员又开始冗滥
[48]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议科举，“论者必曰，今以员多阙少，见行壅滞。若复此举，是愈壅而滞之也”
[49]

 。这个很现实的困难，是科举长期停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科举制在长期推行过程中，其自身流弊日甚一日。元灭金宋，无异乎振聋发聩。科举的声望几乎降到最低点，因此难以取得蒙古统治者对它的信任。

自唐宋以降，考试取士的标准，或则记诵注疏，或则词赋文学。“举业移素习”
[50]

 。结果，儒生专心于场屋程文，“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
[51]

 。胡祇遹批评当时的经学说：“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也，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万言。愈博而愈不知其要。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何功之有？”
[52]

 元代有名的学者如许有壬、吴澄，也都指责宋代“时文弊极，世因一以为无用之学”
[53]

 。“一旦弃举子业，登吏部选，有民有社，临事懵然者众矣”
[54]

 。连某些从前颇热衷于功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科举制度、这样的“学问”，实在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赵文在南末灭亡、代革举废后悻倖写道：“四海一，科举毕。庸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丸，而使之浮游尘埃之外耶？”
[55]



不仅如此，国破家亡，痛定思痛，科举程文的消极方面，甚至被人们不自觉地夸大了。忽必烈曾就“金以儒亡”之说问臣下
[56]

 ，说明这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见解。宋朝向来标榜“以儒立国”
[57]

 。“不由科举程文奋身，必不得行其志”
[58]

 。但是，一旦国难临头，北兵渡江，“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
[59]

 。陆文圭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胜感慨：“浮诞补缀之词章，清高虚旷之议论，垢玩姑且之政事，百五六十年而后亡，独非幸耶”
[60]

 ！谢疊山更直率地说：“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
[61]

 。

忽必烈很早就对儒生“日为诗赋空文”深怀不满。不难理解，社会——包括相当多知识分子自己——对科场流弊和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的严厉批评，是如何地投合他的主观成见而乐于为他所接受，从而又如何地影响到他对科举的态度。徒单公履以“科举类教、道学类禅”为喻，向忽必烈建言行贡举，被董文忠斥为“守亡国余习”的“俗儒”。在这一类辩论中，上面指出的这种舆论以及忽必烈本人拒绝科举的倾向表现得相当明显
[62]

 。

以许衡为代表的元初理学家，在加强忽必烈上述倾向方面，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他们反对汉代注疏之学，—尊朱子之说，以为“曩所授受皆非”
[63]

 。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布并不广。“金之亡，一时儒先，犹秉旧闻于感慨穷困之际，不改其度，出语若一。故中统、至元间皆昔时之余绪”
[64]

 。在这样的时候开科取士，只能助长道学家们所忌恶的宋金遗风。因此，许衡等人着重强调举办学校、作新人材，而对科举制度十分冷淡。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尽管元人总是喜欢把许衡说成元代科举的倡导者，可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向来十分暧昧。忽必烈曾问许衡：“科举何如？”他回答：“我不会。”他在当日北方儒生中已有相当声望。这样的回答，与忽必烈本意一拍即合。怪不得忽必烈听了当即宣布：“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65]

 ！

（三）忽必烈在理财问题上与朝中诸儒的观点分歧，亦促成了他对儒臣和科举制度的疏远乃至排斥。

元王朝建立以后，对北方诸王、南宋以及海外诸国的战争连年不休，再加上宫室廪禄、宗藩岁赐，这些都需要巨额经费才能支持。面对国用不足的困难，忽必烈在依靠儒臣定纪纲、立制度的同时，越来越明确了以理财为中心的施政方针。然而除了被许衡等人斥为“学术不正”的王文统，朝中诸儒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什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李瑄之乱平定后，忽必烈盛怒之下处死了受到牵连的王文统，他必须另觅理财人选。这就使当时仅相当于从五品官的开平同知阿合马时来运转。一定是忽必烈在经常驻跸开平时发现了阿合马的才干，这时他任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运转使，而“专以财赋之任”
[66]

 。至元三年，忽必烈立制国用使司，仍用已“超拜”为中书平章政事的阿合马为使。制国用使司很快就在实际上与省部、院、台并列为最重要的国务机构
[67]

 ，不久又升为尚书省，并夺中书政柄，以六部及天下行省归隶之。两年多之后，虽将尚书省并入中书，但这时的中书省已基本上为阿合马一手操纵。至元二十四年，元廷又复置尚书省，用桑哥“理财助国”
[68]

 ，历时五年。至元间，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当政，总共长达二十多年。

元代儒生对理财集团执政时期的批评，真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用一句话概括言之，就叫作“新政未孚，聚敛刻薄之说得行”
[69]

 。这种观点，几乎为后世史家所全盘接受。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赵翼对元世祖“嗜利”的批评了
[70]

 。但是，正如近年来有些学者所正确地指出的，对于元初理财政策不加分析，一概予以否定，是有失于片面的
[71]

 。

元朝国家收入，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主持财政时，各项税收总额，岁不过一百万锭（税粮不在内）；桑哥时期，税课常数增至三百万锭
[72]

 。加上天下税粮一千二百万石，国家年收入（丝线颜色未计入）折合为谷粟计三千八百万石
[73]

 。与北宋初相比较，当时政府谷、钱、绢三项收入折合为粮，计三千五百万石（指元石）
[74]

 。明初是著名的轻徭薄赋时期，但田赋所入一项，即达米二千九百万石
[75]

 。这个比较告诉我们，从国家收入的角度来衡量，元前期征取虽成倍增加，但桑哥确定的税课常额，尚在当时社会所堪以承受的程度之内。正因为如此，桑哥被杀后，这个税课常额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下来。

毫无疑义，以上分析绝不意味着全盘肯定理财之臣的所为。阿合马、桑哥本人都是大贪污犯，其所用者也大都是以苛敛百姓为能事的行家里手，自上而下的勒索中饱骇人听闻。明初对贪官的惩治到达严酷的程度，元初却放令官吏“吃人肚皮”。被他们侵吞的这一部分财富，现在已无法估计了。与贪赃联系的必然是枉法。富豪与官府相勾结，通过各种形式诡避赋役，负担愈来愈集中在无权无势的当役税户身上，大量人户破产逃亡，他们的差税又在其余“现住户”内“分洒”，引起更多人户的破产逃亡
[76]

 。恶性循环逐渐加剧。甚至早在阿合马时代，北方某些地区已经出现“税人白骨”的现象
[77]

 。除正常赋税额之外，元廷又大肆追征历年逋欠粮钱，虽然美其名曰“裁抑权势所侵”、“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不可能不祸及贫困的人民。元初的力役更为历代开国之初所罕见。造船、制军器衣甲，调发无虚日。尤其是在南宋地区，“江南扰动，过于向来”
[78]

 。理财政策的这些方面，确实给元初整个社会带来了可怕的暴政。这是至元后期南方一系列小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廷的儒臣有鉴于此，从民为邦本、藏富于民的传统观点出发，拼命强调“仁慈爱养”之政
[79]

 。他们的政见，说来说去，无非是两条，一曰“节用”，二曰“爱人”，疾呼“一日无是道则国非其国矣！”
[80]

 “节用爱人”之说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历代统治者的过度行为起着某种程度的约束作用；就元初情况而言，用它来抵制和纠正理财派的贪残苛暴，自然具有合理的一面。但过分强调节用，竟使他们完全无视在当时形势下开辟财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反，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越是以“理财”固宠，儒臣们就越是“讳言财利事”
[81]

 。这样，他们实际上就从反对阿合马等人的过度收括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国用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并且迫使急于兴利的这个蒙古君王进一步倒向理财派一边，同时也加深了他对儒家学说和儒臣的隔阂。面对两派在国策上的分歧，忽必烈总是斥责儒臣“不识事机”
[82]

 。阿合马死后，太子真金曾兴高采烈地对何玮、徐琰等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
[83]

 。但不出几年，卢世荣、桑哥又相继擅断朝政。至元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历观宰辅，久无儒者”
[84]

 。实际上不止宰辅如此，整个官场，“上自台阁，下至郡县，以趣办金谷为才，以勾稽朱墨为智，以不报期会为大故，以谨守绳墨为无能”
[85]

 。一遇“以仁义为说者，则群笑目讥”
[86]

 ，“群非迭毁，极力挤排”
[87]

 。

忽必烈对儒臣的这种明显疏远，牵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愁肠。赵子昂吟诗道：“儒术久无用，……廊庙不乏才”
[88]

 。还有一些人经常怀着无限感慨，回忆起忽必烈在开国之初依靠他们立制度、定纪纲时的那段美好而短促的岁月。王恽就说：“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
[89]

 。王结也用几乎同样的口气说到忽必烈对儒臣态度的转变：“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材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材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
[90]

 王结所谓的“势”是什么？用孔齐的话来说，就是“不用真儒以治天下”的既定局势
[91]

 。科举制度本来是为遴选“真儒”、经世致用而设立的。既然大势所趋，不用“真儒”，蒙古统治者对于恢复科举制度，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四）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进一步阻遏了科举制的推行。

科举制度虽然议而不行，却不可能停止官僚阶层更新与膨胀的客观进程。这部分地是因为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作用；部分地由于官僚机器的日益繁复；同时也由于定期提升在职官员不仅是更高一级职位上阙员的需要，而且也是国家对官僚的恩宠手段之一。元初官员升迁很快。许多人“不十年而至三品、二品”。以致某些时候、某些地区竟有“牧民急阙”的情况
[92]

 。于是，从掾史中提拔官员，由许多个别的权宜措置而逐渐制度化。

吏的势力至少从北宋起就逐渐抬头。这种趋势在南宋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在不断增加
[93]

 。尤其是金南渡之后，吏权大盛
[94]

 。金衰元兴，其势有增无减。“郡县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之具文书上，又详指说焉”
[95]

 。“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识一字者。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
[96]

 。其结果，“事之然不然、可不可，长吏不得独决于上，必于吏目折衷焉”
[97]

 。不仅如此，有些吏员甚至擅断行政公事。“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伐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事定，军将有定秩，而为政者吏始专之”
[98]

 。省部吏员的事权就更重
[99]

 。

如果说鄙视胥吏的传统观念从前毕竟阻断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仕途，那么蒙古人并没有这样的观念。在北方，“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
[100]

 。既然胥吏供职年深必须示以恩宠，而实际上又存在着补注部分阙员的客观需要，由吏入流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于是，一些吏员“以勾当年深，县升之州，州升之府，府升之部，部升之台院都省，出职为品官、当要职，外任则承流宣化，内则参决大政，纲领郡县”
[101]

 。到后来，自诸曹掾出职，可为总管判官
[102]

 ，至少亦不失一近县
[103]

 。其中一部分进迁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府州司县官”。另有一部分人，由各地贡举直接进入省部。“布衣为一品府掾者，悉历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转而掾中书，出身即得官六品”
[104]

 。

当然，这样的取士法有不少问题。“府州司县人吏幼年废学，辄就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薰染成性。及至年长，即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法，遭罹刑宪”
[105]

 。对此，元政府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一是规定令史必须涉猎经史，参通义理，以“正心修己”
[106]

 。二是将岁贡儒生掺补省部令史的做法制度化
[107]

 。最后，虽然蒙古统治者倾向于从“理财派”中遴选具体操纵国家行政机器的各级官员，但在监察和词苑方面仍专用儒臣。这就是所谓“风纪之司，用吏驭法，必求诸儒”
[108]

 ；“国有大政，进儒臣议之，此家法也”
[109]

 。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必要的时候也依靠他们整顿吏治，以求社会关系的适当平衡。平江南后，程钜夫受命南下搜罗遗逸。在他上名举荐的二十多人中，除少数人如叶李、赵孟頫曾任职省部，汪斌以医术拜太医，个别人如方逢辰、孙潼发奉诏不起外，大半掌诸道宪，余皆任文学之职
[110]

 。王龙泽以宋甲戌（1274年）状元名重一时，亦被征为监察御史
[111]

 。直到元贞、大德间，布衣儒生被荐，“犹得登翰监、司儒台、典郡教”
[112]

 ，正反映了忽必烈后期使用儒生的成法。

我们看到，正是在科举一议再议、延宕不行的同时，由吏入仕制度化的过程却逐渐完成了。除了高级官僚阶层由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贵族（大都出身宿卫）以及汉人上层构成外，中、下级官僚大半自吏出身。中级官僚子弟即使用荫入职，也仍然必须从吏做起
[113]

 。这种特殊的用人制度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就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倾向于坚持自己，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障碍。至元以降，“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
[114]

 。很明显，正因为它实际上已为另一种用人制度所代替和排挤，所以才会成为“不急之务”。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和由吏入仕的制度化，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即使在复科以后，后者仍然成为阻遏科举制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下文还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上面讲到的任何一条原因，都不足以单独地解释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问题，因为总是可以提出相反的说法来抵消单一的解释。例如，对于科举流弊，王安石变法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改革考试内容而保留科举制度本身，为什么惟独在元朝它却会导致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又如，以“义理”治国和以“功利”治国历来是儒家学说内部的两派之争，无论哪一派占据上风，本来都不至于危及社会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传统价值观念。为什么惟独在元朝，“当国者急于功利”却会成为“儒者之言弗获进用”的基本原因
[115]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最高权力集团文化差异的角度去探寻它们的答案。由于从草原南下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传统的汉文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漠北游牧社会的意识形态被部分地移植到汉地，并且也导致了汉地传统价值观念本身的某些变化。因此，每当恢复科举制度的机会产生或出现之时，蒙古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所作出的，总是不利于科举的选择。可以说，上面所分析的造成科举长期停废的各项具体原因，无一不反映了统治者的文化差异这一特殊因素，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因素的发酵，才使种种未必不能化解的原因得以有机地纠集聚合为一体，因而又从各个方面排除了当时推行科举制度的各种可能性。

忽必烈之后，元王朝又经历了自北方草原入继大统的成宗、武宗时代。至元故老日渐沦逝，由吏入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另一方面，随着代易俗化，久居内地的蒙古、色目贵族上层的汉文化素养毕竟有了某些提高。这时候，统治者中如果有人决心推行科举制度而又握有一定的权力，他所面临的阻力，也许就会比元初小一些。而这样的人物果真出现了。

后来的传统文人附会史事，曾绘声绘色地写道，至元乙酉（1285年）三月乙亥，忽必烈正在上都，“太史奏文昌星明，文运将兴”。就在此前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张起岩相继出生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即位后决意开科的元仁宗，而另一个则是延祐首科左榜第一人
[116]

 。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延祐初科


开科取士之事，“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题说”
[117]

 。但是直到仁宗时方才真正下诏实行。这与元仁宗的个人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与成宗、武宗先后抚军北方不同，仁宗即位前一直居住在汉地。他是忽必烈之后第一个在潜邸时代就长年有一批儒臣朝夕侍奉的皇帝。儒臣中最著名的是秋谷先生李孟。仁宗出居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四年间，“孟常单骑以从，……诚节如一，左右化宣，皆有儒雅风”
[118]

 。长期的灌输薰冶，使仁宗以儒治国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朗。他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左右：“文丞相如何？”“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恧屏气，相视惕然。……临御之日，语廷臣曰：‘儒者握纲常如拳’。盖为信公而发。”
[119]

 这个崇儒的蒙古皇帝，还在“龙潜”之日就深恨“胥吏科敛，重为民困”。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
[120]



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
[121]

 。李孟很早就对他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
[122]

 。柏铁木儿也说：“今以季劳用人，何以得才？古有科举之法。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今宜以时述祖训以开贤路”
[123]

 。如果说李孟还仅仅将科举作为唐宋旧制推荐给仁宗的话，那么柏铁木儿等人则在提醒仁宗，从“祖训”角度看来，它还是“祖宗以来百余年之旷典”呢
[124]

 。这无疑为仁宗设科取士提供了一条更充分的理由。

于是水到渠成。“上以为然。即命中书议行之”
[125]

 。这是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间的事。次月即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
[126]

 。预议科举制度者，包括陈颢、程钜夫、元明善、许师敬、贯云石海涯诸人。

皇庆二年科举诏颁，在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

“元氏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以诗酒玩世者众”。其中一部分甘为前朝遗民，终老于山林，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少数。更多的人，“迨元贞、大德后，稍出居儒黌，以淑后进”
[127]

 。不论宋元之际这一代人对元政权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下一代毕竟成了大元顺民。一部分曾想作遗民的人即使觉得自己不宜出仕去作元官，但对其后人，仍谆谆以“黄册子会有行世时，儿曹毋忽也”相叮嘱
[128]

 。至于北方儒生，更是早就慨叹着“圣学久不作，美士几空老”
[129]

 ，盼望学而优则仕的时机了。

然而，由于科场久废，“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有些人不愿或者不能如此，那就只好“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image: ]
 然而已”
[130]

 。对士人来说，另一条出路是作学官
[131]

 。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请他赠言作序。及问其所之何职，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
[132]

 。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而受一命之宠，是非常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教授的，十不三四，且已年近致仕；能至郡教授者，又不过其中十之二三，得县主簿者，又其中十之一二
[133]

 。所以做学官的人，在当时多有“皓首不调”之叹
[134]

 。有人做诗发牢骚说：“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135]

 。“教授，冷官也”，至少自宋代以来已经是流行的说法。但宋仅以三举不第之人任教谕之类的学职，“乃止之人所谓不才无用，怜其老而恩之者。进士不居是官也，显官不历是途也”
[136]

 。而元代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
[137]

 。儒生政治待遇之差，由此可见。

正因为如此，仁宗科举诏下，虽亦有“不屑于科目，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
[138]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139]

 。“如种待获，适惟其时”
[140]

 。由此“士气复振”
[141]

 。“天下士君子忻然曰，庶几可以展吾志矣”
[142]

 。刘将孙在诗中写道：“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
[143]

 ？苦尽甘来的欢娱溢于言表。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因此，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
[144]

 。有的人科举未兴时对子女说：“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科举既兴，又对他们说：“我家自秘丞公以进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学焉，以袭世科，以绳祖武”。胡炳文评论说：“前后受授之言若不同，彼一时此一时，皆不失随时之义者”
[145]

 。甚至不少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油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在科举诏颁之年已七十五岁，“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然终不自得”
[146]

 。陈大有系宋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省檄起其为乡试官，他执意不就，以七十四岁高龄就试有司不合
[147]

 。陆文圭以南宋遗老登延祐首科乡选后，贺札谢启往返不绝。至有“忽逢芝紫之诏颁，不觉槐黄之心动”等语
[148]

 。白头青云的憧憬，跃然纸上。延祐二年（1315年）京师会试才结束，立即有坊间刊刻《会试程文》在各地出售牟利
[149]

 。

延祐首科，就是在这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曰：“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龙［一作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150]

 。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当时有人主张严格考试，期得真才。张养浩说：“场屋且废百年。一旦[image: ]
 恶之，得士必不广，恐沮后来”。朝议韪之，不第者亦皆赐秩有差
[151]

 。放榜后，新进士衔刺谒见座主。张养浩拒不纳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其辞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覆”。令门人谕之
[152]

 ，传为一时佳话。

首科取士五十六人，其中右榜十六人
[153]

 。当时人评论说：初科之时，士“无宿备”，“未有陈腐之习”
[154]

 ，故以得人之盛见称。


科试程式略述


关于元朝科举考试的各项具体规定，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155]

 。因此除略有补充的若干地方以外，在这里只需要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就可以了。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之名始于金。金代地方考试最初分两级，即乡试和府试。明昌元年罢乡试，以后仅剩府试*。元代地方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举行
[156]

 。乡试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在举人的资格限制上比列朝都松
[157]

 。从本贯推举，事实上很难绝对贯彻。有些人假馆他乡，就在当地与荐
[158]

 。西北之士学于江南者，皆由江南贡
[159]

 。凡在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亦许就试
[160]

 。袁桷甚至说，由江南求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
[161]

 。元末，士人因战乱引起很大流动，朝廷还特设“流寓例”以待诸生
[162]

 。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
[163]

 。第二场策一道。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包括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至正改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命题答卷，基本上都以程朱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中选合格者三百人赴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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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定寓试解额，依原额减半；此年并在福建初设乡试，定额七人
[164]

 。

“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元朝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一百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参加殿试，重新厘定等次
[165]

 。

“殿试”肇起于唐而定制于宋。唐天子曾在讲武殿命题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宋制，礼部中式者须就崇仁殿锁试。考策问一道，毕日唱名，是谓殿试。最初略有黜陟。自嘉佑初始不复黜陟*。元代殿试在会试之次月（即三月）举行，地点在翰林院。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南人试策一道。题目由儒臣拟草稿四首进呈，“御笔点用其二，规制如此”
[166]

 。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汉、南人作左榜。这可以追溯到至元十一、二年时制定的蒙古、汉人进士两科格式，实际上是金南北选、女直进士科之旧制的变通
[167]

 。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的殿试曾稍异其制，左、右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大概只有右榜第一人才算真正的状元，所以当时人说：“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
[168]

 。三月初七殿试，十三日赴阙听候唱名
[169]

 。唱名处在西宫，密迩上林，可闻林苑莺啼。故许有孚有“却忆当年阊阖晓，恩袍光照上林春”之句
[170]

 。

凡参加殿试的儒生，不再被黜落。《元史·选举志》只说对他们“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没有说还须黜汰。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对“下第于春官”的考生有各种优惠处置
[171]

 。如果殿试亦有黜落者，当然应该更见优待。但是却无例可援。至正二十年（1360年），预会试者共八十八人，廷议从中取三十五人。及殿试后赐第出身等仍为三十五人，可见殿试实无黜落
[172]

 。殿试中第的人数大都不满百人，这应是会试举人不足三百人之额的结果
[173]

 。杨树藩据此断言殿试复有沙汰，恐误
[174]

 。


伯颜废科


延祐以后，设科取士的状况并不像人们最初料想的那么顺利。许有壬谈到这一点时说，科举得行而不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之者。庚申（1320年，英宗即位之年）之春，则剥复之机系焉。癸亥（1323年，泰定帝即位之年）冬，惴惴几坠”
[175]

 。对此局面，苏天爵也愤愤不平地问道：“或者必欲废之，何哉”
[176]

 ？到元统三年（1335年）末，苦心经营已达七科的科举终于复遭废止。这次废止期为时五年，其间空缺两科。

元统二年三月下诏，科举、国学积分、儒人免役等依累朝旧制
[177]

 。这也许正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就科举行废问题刚刚开展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不过科举的支持者还算勉强守住了阵地。元统三年八月的乡试照旧举行
[178]

 。十月，形势发生变化。监察御史吕思诚、斡玉伦徒等十九人劾奏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章再上，留中不下。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十九人中除陈允文因未署名仍留台外，余十八人皆投印辞职。《元史》说，彻里帖木儿因视台谏如仇敌，以其封章成于儒者之手，尤恨之，力主废贡举。时罢科举诏已经写成，惟尚未用玺。许有壬向伯颜力争无效。十一月初，废科诏下
[179]

 。

从表面看来，废科之举是彻里帖木儿一手造成的
[180]

 。实际上，他至多不过是发难者而已。真正的后台是权臣伯颜。许有壬在廷辩时直言不讳地说：“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
[181]

 废科仅三个月，彻里帖木儿即因违忤伯颜被罢职流放
[182]

 。刘岳申“闻罪人既已黜伏”，立即致书许有壬，厉声斥责他“参预大政之时不能保有其举之莫敢废，今明公为御史大夫之贰，又岂可谓有其废之莫敢举哉”
[183]

 ？刘岳申未免太天真了。爪牙虽去，元凶犹在。后至元二年（1336年）六月，礼部侍郎忽里台请复科举，果然仍被朝廷拒绝
[184]

 。直到伯颜倒台，元廷方于至元六年底下诏复科
[185]

 。

那么，伯颜为什么锐意废科呢？

他与许有壬廷辩时，提出过以下几点理由：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举子中堪于任用者实寡；科举有妨选法
[186]

 。他的说法，无疑反映了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反对设科取士的舆论。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伯颜时候，这种舆论会在元朝的决策机构内部又一次占据上风？

元末一部著名的野史告诉我们，伯颜反对蒙古贵族读“汉人书”，并且认为汉人“好生欺负人”。他的马伕许久不见，及问之，方知他“往应举未回”。他为此愤然不平：“不料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遂罢……科举”
[187]

 。

然而，把罢科举的原因单纯地归诸决策者个人的好恶，总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伯颜此举，更可能是他在为垄断朝政而进行的派别斗争中，由于铁腕政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远远超出了科举行废的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188]

 。

1328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死，他的儿子阿剌吉八在上都被权臣倒剌沙拥立为新帝。以燕铁木儿、伯颜等武宗旧臣为首的海山派所拥戴的文宗和明宗亦相继称帝，并掌握了政治中心大都。两都之间爆发的天历之战，发展为行省间的一场大内战，并以皇位复归海山系告终。与文宗朝相始终，燕铁木儿一直把持着国柄，“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
[189]

 。同时，伯颜的势力和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仅次于燕铁木儿的重臣。1332年及次年，文宗和燕铁木儿相继死去。伯颜擅国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如果说，燕铁木儿是在拥戴文宗的天历之战以及谋杀明宗的宫廷斗争中奠立了自己擅权的基础，那么伯颜呢？他在文宗放逐妥懽贴睦尔，并推翻叔侄相继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时，却完全站在文宗一边。文宗死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也没有爆发像1328年那样的危机。因此伯颜并没有燕铁木儿奠立文宗朝的那种勋绩可以依恃
[190]

 。对他来说，只有靠诛灭政敌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唐其势集团被他清除后，通向擅断朝政道路上的下一个障碍，就是以御史台为基地，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动向，并企图对他的独断专行加以掣肘的儒臣集团了。许有壬说“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不就分明是在对他进行挑战吗？至元二年，诏“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中书平章政事孛罗、阿吉剌聚议于内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知政事纳麟、许有壬等聚议于中书”
[191]

 。伯颜不仅以内、外廷分别议政的方式排斥许有壬等人，而且还在外廷布置了自己的党羽
[192]

 ，限制许有壬的言行。朝廷空气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科举成了伯颜进行派别斗争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废止科举，对于竭力企图保护它免遭破坏的儒臣无疑将是沉重的政治打击，更何况借此还可以讨好反对科举制度的种种社会势力呢！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元代科举入仕的儒生人数虽然极少，可是毕竟成为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所在。这本来是有利于元政权的社会心理因素。废止科举，一方面并不能给敌视科举制度的人们（例如胥吏）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却因此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不满。伯颜被罢黜后，朝廷宣布他有“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之罪
[193]

 ，同时标榜“更化”政策以宽慰民心
[194]

 。我们知道，伯颜推行的诸种政策中反响最大的，正是废止科举这一项。虽然他后来还企图进一步排汉，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此可知，废科之举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已对元政权造成一定的压力。

废止科举后不久，各地相继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等
[195]

 。这些起义与伯颜的废科排儒政策未必有什么联系，但它们在客观上却与反对伯颜废科排儒的舆论相呼应。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伯颜的狭隘族裔意识，促使他加剧民族压迫，借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企图用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来阻塞他们由吏入仕的前途，甚至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196]

 。

伯颜废科之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窝阔台时代戊戌科试的失败；他请杀五姓汉人，也叫人想起当时别迭等人处置中原的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197]

 。然而，窝阔台时代的蒙古贵族，基本上是站在草原文化的立场上排斥和反对汉文化。而对于伯颜，我们却找不到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他不过是企图借此打击政敌、进一步垄断个人及其集团对该王朝的控制权罢了。伯颜乞灵于旧文化的残余影响，与其说为了全面复兴旧文化，毋宁说是把它当成某种策略手段去实现他的个人目的。当然，正因为他企图用政治上的倒退来保障自己专权，所以，如达尔德斯已经指出的，其方法和效果，甚至比起燕铁木儿来亦远为逊色。结果也十分耐人寻味。元朝最初的科举尝试中止于耶律楚材的失宠，而伯颜的倒台却立即导致了被他所废止的科举制度的复兴。

至元六年初，伯颜的侄子脱脱在顺帝支持下，趁伯颜在柳林飞放，卸其军权，将他斥出京师。同年底，即以复行科举诏告天下。至正元年，全国重新开设乡试。从这时候起直到元末，共开九科。加上延祐至元统七科，有元一代，共设科试十六次。


十六科述评


兹将元代十六科中选人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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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有壬《至正集》卷71《题杨廷镇所藏首科策题》云，延祐至元统“七科五百三十七人”。志、纪所载，除泰定年间两科外，其他五科人数相同，凡367人，是则泰定两科共取录170人。两科人数，纪、志分别著录为：

1324年：［纪］84　［志］86

1327年：［纪］85　［志］86

其中只有一种组合（84，86）符合170之数，故取之。

元代科举的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而言，与唐宋相比都很不足道。

唐朝文职官员总数为14774人
[198]

 。官员任职年限，按唐人自己推算，“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
[199]

 。今以三十五年为率。也就是说，平均每三十五年中入官人数为14774人。那么其中通过科举登第入仕的人数有多少呢？据《文献通考》卷29著录的《登科记总目》，从贞观二十六年（652年）至唐亡（907年），共计开科238次
[200]

 ，取进士及诸科8030人，平均每次33.7人。按这个比率推算，每35年开科32.7次，取进士1002.0人。进士之外还有明经。明经取录数字未载入上引登科记总目中。且以每科140人为率
[201]

 ，35年取4，578人。两项相加，35年中共取士5580人。这些人早晚得出职为宦。据此，我们就推算出科举在唐代仕途中所占的比重，是为37.8％。

北宋职官总数，治平（1064—1067年）间为24000员。取1031年至1065年间一代为率，取士总额为7217人。科举占仕途总额的30.1％。南迁以后，官员总数激增。治熙二年（1191年）33016人，庆元二年（1196年）42000人，嘉泰元年（1201年）37800人。十年平均数为37605人。取1200年至1235年一代为率，取士总数为5917人，仍占仕途总额的15.7％
[202]

 。由于我们无法从宋代职官总数中扣除武职官员的人数，所以，两宋科举取士在仕途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上面推算的数字
[203]

 。南宋偏于东南一隅，一代取士人数仍高达六千左右，相当于元时取士比率的七至八倍。

元朝的文职品官，按《元史·百官志》以及《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一·职品”统计，共计19000员左右。自延祐二年至元亡共54年，以35年为一代，合1.5代，则入仕总人数当为28000人。其中由科举入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1400.5人，占仕途总额的5.0％。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六七分之一。再以杭州为例，徐一夔曾比较宋、元、明三代该地的贡士数额说：“杭为方州时，贡士之数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贡士之额仅二十八人。是时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贡一人。今（按，指明朝）领郡九，杭亦隶焉。其额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贡有至六、七人者矣。犹虑未足以尽其材也，复比年一贡焉。”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204]



由不同来源入仕的官员数量之比，当然是影响一个时代官僚构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唐朝的官员，虽然每三人中只有一人出身科举，但由科举入仕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205]

 ，在整个官僚构成中占有极优越的地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206]

 。初唐以后，凡入相文官几乎都出身进士。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将出閤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
[207]

 。宋朝三百年天下，更加尚儒右文。“凡居台辅，必用硕儒”
[208]

 。士人奋身白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十年可至辅相”
[209]

 。由于“进士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210]

 ，所以被宋人“目为将相科”
[211]

 。孝宗时用王秬为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臣无科第”辞不敢就
[212]

 。南宋末赵葵入相，因为不是科举出身，居然被人以“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奏罢
[213]

 。

元朝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取士数量既然不抵前代十之二，“则今之上于春官者（指经过乡试上贡的举人），皆昔之登于天府者（指得科第者）也”
[214]

 。可惜朝廷仍未对他们加以重用。从延祐科兴到元统年间，只有许有壬一人以科第践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入相的年数相加，总共亦不过二十七年，占同时期内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员数中占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
[215]

 。他们散处于郡县，人数少而地位低，“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压以非理之势。虽欲自竭，有所不能；虽能，有所不容”
[216]

 。

如上所述，元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其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因此延祐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但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入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正因为这样，元末人评论当时的用人体制，与元初相比，也几乎没有差异。朱德润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盖近侍多世勋子孙，吏业多省台旧典。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
[217]

 。徐一夔也说，“当国者类皆西北右族，所用不过门第、胥吏、技艺杂流三等而已。自予所见，科目之行历五、六年，吾邑仅得一人。……皓首穷经，不免有不遇时之叹”
[218]

 。这些话同姚燧关于元初用人格局的议论是何等雷同啊
[219]

 ！

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尤其是南士。关于这一点，研究元朝科举的大多数文章都已谈到了。所以本文只举两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不再赘言。一是王伯恂在至正八年会试中“以下第受屈，名动京师”之事。当时，考官阅王伯恂的试卷，惊且喜曰：此天下奇才，宜置第一。同列中有人说他是南人，不宜擢居第一，欲屈置第二，且虚第二名以待。考官坚持说：“吾侪较艺，以才文第其高下，岂分南北耶？欲屈置第二，宁弃不取耳”。争论累日，终无定见，揭晓期迫，主文乃取他卷足之。王伯恂竟不取。揭晓之日，考官自相讼责，士子交相愧叹
[220]

 。另一个例子，是被杨维桢赞许为“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之一的鲁钝生。他“十岁能为古歌诗，长明春秋经学。状貌奇古，人以为伟兀氏。鲁钝生笑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长耳！’不幸生江南，为孤隽落魄湖海间，任纵自废”
[221]

 。这样的歧视，逼得许多南士“往往诡籍于北而讳弃父母之邦”。甚至汉、南人中有冒蒙古、色目氏者
[222]

 。

那么，是一些什么原因，致使元朝科举在既兴之后，非但不能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反而还时常受到罢废的威胁呢？

上面刚刚说到科举制度中的种群不平等因素，乃是阻碍科举规模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十六科的实际取录总数，只有原定额员的71.0％。其中仅元统元年取士足额。我们知道，光江浙一省的南人，每科赴试者即多达三千人
[223]

 。江西每岁就试者亦数千人
[224]

 。就是在北方真定，每科应考，也有六百余人
[225]

 。取录不足额，无疑不会是因为汉、南人中缺乏足够的合格人选，而只能是因为蒙古、色目考生难以满选。而且正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汉、南人的选额相对于众多的考生实在是太少了，却仍然必须保持一定的空缺。蒙古统治者不愿意在这种明显的场合显示出本民族的文化教养过分逊色于屈辱的被征服民族。既然要在取录中维持四等人入选名额相对均衡的原则，那么，蒙古人当日的文化水准就必然要大大限制元朝设科举士的人数，使它根本不存在继续增加的可能。

再则，元初阻挠科举制推行的种种因素在科举恢复以后还继续在施展其消极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既是结果，同时又是原因。废科五十多年所造成的若干后果，科举制度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过分狭隘，也反过来从许多方面限止了它本身的正常发展。

由吏入仕的途径既已畅通，再要关闭它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仁宗曾经企图这样做，所以在设科取士同时，下诏吏员降等，规定“吏人转官止从七品，在选者降等注授”
[226]

 。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诏甫下，孛术鲁翀便以“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议”为谏，结果限秩许放宽到五品
[227]

 。至治三年泰定帝即位，又许仕至四品
[228]

 。胥吏集团的政治势力，经过数十年的膨胀，已不是一纸诏文能压抑得了的。相反，继续推行专注于征敛的政策，只会使适应这种需要的既定用人体制愈益巩固
[229]

 。椽吏对中、下层官职的占有，排除了科举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所谓“科举取士，实妨选法”
[230]

 ，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许有壬列举反对科举的各色人物中，包括“自执役几转……不下二十年始出官”者、“素以士名，耻不出此”者，以及“限秩而用事者”
[231]

 。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吗？

直至元末依然盛行的轻儒舆论，也是科举制度的潜在抑制因素。虽然历代都有人讥贬死守章句的“腐儒”，但元代不同此例，以儒为非的观点是针对儒士全体而言的
[232]

 。事实上这也并不奇怪。“吏之取效，捷于儒之致用”
[233]

 。“诗书之效迟，固不若法律之功近也”
[234]

 。儒生政治上长期没有出路，当然要引起其社会地位的大幅度跌落。同时，因轻儒风气而深得其益的胥吏集团，在支持这种舆论方面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价值观念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科举制度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科举从最初起就被限制在过分狭隘的规模里，先天地缺乏自我扩展的能力，所以虽历近十科，仍然不能在朝廷和社会上形成拥有足够能量的一翼，为自己的地位而抗争。这一点当时人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慨叹“任小者不可以谋大，任轻者不可以谋重”。他们惋惜“得人未众，作养之士未成；新荑稚蘖，不足以胜夫深根固蒂”
[235]

 。

最后，我们同样不应当排除民族及文化差异的特殊历史背景对科举的不利影响。这种背景影响渗透在上面提到的每一点中，而伯颜废科事件可以说是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仁宗颁布科举诏书时，很多人兴高采烈，以为隆古右文的盛世将临。几十年后，他们又失望地发现，所谓科举“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
[236]

 。其实，元朝科举对于当时乃至后世，仍然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下就简略地讨论这个问题。


 四　略论元朝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一）元代科举的狭隘规模，把它对国家官僚构成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这不能不是元朝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意识形态会凝固在社会制度中。中国传统的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这就是所谓“儒者之说，其精者为道德，而粗者为礼乐刑政”
[237]

 。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传统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传统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素质。科举制度对于传统国家官僚构成的积极意义，正表现在这里。

可是，如前所述，忽必烈虽然在立法度、定纪纲、奠立传统大一统的国家规模方面倚靠儒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儒家学说，但在遴选具体管理和操纵国家机器的各级官僚时却排斥了科举的传统地位，不用儒生。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的，是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用当时人的话说，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薄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韝”
[238]

 。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将以除弊，反足厉民”
[239]

 。显然，这种选仕制度损害了官僚素质与传统法度之间的内在谐调，破坏了国家机器理应具有的前述调节作用。其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催化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元人认为，“吏多贪贱而儒流知有仁义”
[240]

 ，舍彼而用此，后患无穷。“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241]

 。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明初澄清吏治的重要措置之一，就是一反元代用吏之道而行之，明确宣布“黜吏用儒”
[242]

 。科举制度在遭致被贬斥命运时，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意义。

（二）元王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从而标志了中国科举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

程朱理学虽然产生于两宋，但在当时并没有取得经学正统的地位。南宋末年，朱熹的四书训说被立于学官，科试亦始许用朱注。不过这时候，它至多只是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在取录儒生时，他们是否信奉理学不具有任何意义。科举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243]

 。在北方，金朝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宋遗制。窝阔台时期推行于华北的戊戌选试，就断代的科举史而言，可视为元朝科举之滥觞，但从整个科举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说，它在性质上仍然类似于金宋旧制。对于这一点，元人自己也有相当明确的意识。苏天爵一方面肯定仁宗颁布的考试制度“革近代声律之陋，……非章句括帖之是尚也，……非雕虫篆刻之为工也”
[244]

 。而另一方面，他还是把戊戌选试归于“金宋贡举旧制”
[245]

 。

元仁宗改革科试旧制，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理学于一尊。这时候，朱熹在《贡举私议》中的主张被完全采纳。四书和《诗经》都必须采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尚书》以蔡氏为主。蔡氏者，指朱熹门人蔡沈，他的《书集传》就是在朱熹授意下写成的。《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作的传，他是建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与朱熹曾寓居的建阳（今福建建阳）同属建宁府。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无怪乎袁桷要惊叹“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何其盛也”
[246]

 ！

新制始行，江浙乡试官邓文原“虑远方之士未悉上意”，大书《贡举私议》而揭示之，提醒诸生不要复蹈异时场屋之弊
[247]

 。用程朱理学为科士标准，大抵是严格的。冯翼翁参加1320年乡试，经义与胡氏小异，将为考官摒斥。欧阳玄等以其赋奇俊如“太华峰尖忽见秋隼”，亟力荐之，遂擢名礼部。但此人最终仍以不专主胡传下第
[248]

 。就文格而言，这时发生的变化也是明显的。“今科目聿兴，悉更旧弊。题不断章，文不绮靡，一是皆以明经为本”
[249]

 。甚至对当时文风极为不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与宋末的时文相比，不无差异
[250]

 。

元朝在科试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开启了一代之制，为明清所承袭。明初对唐宋取士“但求词章之学”提出严厉批评，同时对胜国“依古设科”则予以肯定
[251]

 。永乐时，科试完全废除古注疏，用胡广《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这两部大全，几乎全部抄自元代理学家的著述。自元起中经明代，直至清末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近六百年。延祐之制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三）元朝科举制度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和传播，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需要从两个方面简单概括一下延祐设科前儒学发展的状况。

首先，宋亡以后，科辍士散，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少有的不景气局面。“科场废不用四十余年”，“时文之弊”固然“扫地矣”；然而同时，“学士老弃林邱，遗书束之高阁”
[252]

 。甚至江南后生，亦废弃学业，“渐趋刀笔之习”
[253]

 。人们原先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科试启利禄之门，人重得失，产生欲速而求捷的弊端。现在，他们更寒心地看到，“舍是（指科举）无与言仁义云尔”
[254]

 ！比较了科废前后两种局面，他们的结论是：“先儒谓科目设而圣贤之学微，今科目辍而圣贤之学益微”
[255]

 。

其次，在仍然以研习儒学为业的士人中间，理学传播的规模亦很有限。宋亡“三十年来，新说新语甚众，甚者诋訾建洛”
[256]

 。士人多“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既陷溺不自拔，而诋訾以盖之”
[257]

 。这是至元、大德间的情况。延祐开科，“新学”为“诸儒非所素习”
[258]

 ；即使是不少以硕学知名州郡的南宋遗老亦应试不中。这只能说明，理学在与金宋遗习的竞争中显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在科兴之后，都有明显的变化。社会上读书的人毕竟多起来了。“人之所以厉于学，科目之兴也”
[259]

 。非但如此，朝廷设科，“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
[260]

 。治经术者自是始悉弃旧习而祖从朱氏。这一转变在教育和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延祐未设科之先，郡县学校袭前代故常，季考不废，但经义务穿凿、词赋拘声病，其塗、其政、其习益陋。及大比宾兴，然后芟扫前弊，尊崇正学。由是圣经旨趣日月于人心之天矣”
[261]

 。这是说学校，再看文坛。设科后，“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
[262]

 。对元季诗歌创作的另一种评价认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腊”
[263]

 。虽然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肯定科试和道学对文学所发生的毋庸置疑的影响方面，它们却绝无二致。

从理学内部的学派之争来看，中元以前，朱、陆之学各有地盘。朱学虽为大宗，陆学犹能独行于临川、四明、番昜地区。后来科选悉主朱子之说，学者皆徇时以希宠，致使陆学“虽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讲矣”
[264]

 。可见延祐科复不仅帮助理学压倒了两汉以来相沿上千年的传注词章之学，而且也帮助朱学一时压倒了理学的另一派陆学。

作为儒家学说在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理学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它给予儒家传统哲学以一个从未有过的精致形式。第二，它强调“小学”的重要性，体现出理学竭力要表彰的儒家对培育人格根基的高度关注。元朝科举制度促进了理学的传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小学”的传播方面。

从两汉到宋代，所谓“小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书学”，即文字学
[265]

 。童蒙课字用《千字文》、《蒙求》等读本，主要是借以识字，“所教庞杂，篾养正之功”
[266]

 。朱熹最先在复隆古之制的口号下，把小学提高到“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的地位
[267]

 。道学家们认为：“孝弟忠信之质，所以蚤培而豫养之者，莫急于此时也。陵犯虚伪之根潜伏于此而不自知，则少成若性，待其长而责之以孝弟忠信难矣”
[268]

 。所以，“依小学书习敬身明伦之事，以封培大学根基，此又在读书穷理之先者”
[269]

 。

直到宋代，“小学一皆肄简家塾而已”
[270]

 。元世祖末，诏令州县学、书院设小学教谕
[271]

 。但小学仍不普及。当时人说，朱子所著书，大抵《易本义》、《四书注》、《小学》最为完备。三书中“小学书”最益于人，“人无读者，良可悯痛”
[272]

 。元仁宗时议行科目，“诸经传注合有所主，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
[273]

 。用朱子之学一道德、同风俗，首先就意味着“封培根基”。张养浩谈到科试改革时就这样激励诸生：“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意，庶无负矣”
[274]

 。由于国家竭力提倡，理学有科试为之羽翼，得以有较大规模的推广，小学的影响亦随之扩大。相比之下，“八岁入小学”的情况，可能比“十五岁入大学”更普及
[275]

 。如果说元朝科举制度没有刺激出卓有成就的理学大家，那么它对于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推广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元朝科举制度在促进理学横向推广的同时，也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将理学引向僵化的趋势。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有严格的师承家法。各学派都固守师说，不敢违背，只能敷演附会。疏上加疏，代相授受，结果是叠床架屋、博而寡要，甚至皓首不能穷一经。这种繁琐的训诂传疏、博士章句走向反面，导致儒学的中衰。唐宋科举取士，以诗赋中选的进士，声望地位都高于以经义中选的明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因为汉学以破碎经文为务，在学术上已经没有出路，所以士人们都把创造力投入创作，以争奇斗艳
[276]

 。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真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正是这种革新精神，使他们得以从汉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融会佛教和道教学说中的某些养分，有所创造，因而为儒家哲学提供了若干新的东西。这是它最终能够战胜章句注疏之学的根本原因。

然而，延祐之后，由于以理学科士，“经说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脱墼焉，不敢以自异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
[277]

 。“教者、学者见小欲速之，心得以乘之”
[278]

 。这就重复了“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沈潜自得之实”
[279]

 。不过这时候是把朱熹的训说当成新的教条和章句传注罢了。“旁行侧注，挈纲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窥其藩篱，卒至于圣人之经旨莫之有解”
[280]

 。朱学一经变成新的章句传注，就失去了原先曾有过的创造力，因而影响了它在理论深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看来，科举之设，固然有利于理学的横向传播，但同时也用功名的羁绊限制了士人对学术的自由探求。明朝规定考试用八股文体，答卷必须严格按照两部“大全”的说教为标准，思想束缚进一步加强。“科目设而圣贤之学微”，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一点也不错。

（五）元朝版图辽阔，大批少数民族进入汉文化中心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科举制度，其影响范围，当然要比前代更大。

延祐设科后，南至南海
[281]

 ，东至高丽
[282]

 ，都有赴京赶考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对西北诸族的影响。中元以后，入居内地的西北诸族人受汉文化影响程度颇深。元末，许有壬向朝廷建言取消宪司中通事一职。因为“今各道监司大率多通汉人语言，甚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可屈指而知也”
[283]

 。实际上不止通汉人语言而已。“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
[284]

 ，说明他们已多能处理汉文的文书。这时候还有人建议蒙古、色目进士当明一经
[285]

 。元后期出现丁鹤年、萨都剌等一批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正是以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程度普遍地有所提高为基础的。

“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
[286]

 。在西北各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科举制度应当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可惜由于史科的缺乏，对这一点目前还无法详论。




［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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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卷2，《太宗纪》。按术忽[image: ]
 （此据志文）一名当来自术忽，即波斯语Juhud（源自阿拉伯语Yahūdī，译言犹太人）的音译。但此人名字在《太宗纪》、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3）、李庭《郭时中墓志铭》（《寓庵集》卷6）等文中皆作术虎乃，一音之转，又成了一个基督教教名。术虎乃当即月合难（Johanan）的异译，系从John（元代译为术安，今译约翰）演化而来。按John叙利亚文作Iouhanan（即Johanan），作为景教徒的教名，唐代已传入我国，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两侧署名即知（佐伯好郎：《景教的研究》，东京，1935年，页603）。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作木忽[image: ]
 ，木字恐系术字之误。清刻本《元史》卷2《太宗纪》妄改作摩和纳，尤不可从。


(2)
  参阅陈东原：《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学风》2卷10期（1932年）；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台湾《中央政治大学学报》17（1968年）；有高岩：《元代科举考》，《史潮》2卷2期（1932年）。


(3)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42卷6期（1959年）。


(4)
  林元珠（Yuan-chu Lam）：《元史选举志译注之一》，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哈佛大学，1978年，打印本页178—182。


(5)
  《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


(6)
  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


(7)
  最先利用丁酉诏令这一珍贵史料并将它与元志互相比照的，是柯劭忞。参见《新元史》卷64，《选举》一。所谓“入仕”，应指由朝廷除授官职。


(8)
  议事官当时又称详议官。“天下既定，中书令耶律楚材奏，遣使分诸道设科取士。中选者复其家，择疏通者补郡县详议。”见刘因：《寇靖墓表》，《静修集》卷17。大蒙古国时期，各级官衙辟署详议官或议事官屡见于史载。这些人都是以“招置幕府”、“延致宾幕”的方式罗致而来的。语见《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张养浩：《济南刘氏先莹碑铭》，《归田类稿》卷8。其他如太傅国公府议事官，见李庭：《来献臣墓志铭》，《寓庵集》卷6；陕右行省议事官，见王博文：《李庭墓碣铭》，前引书卷8；大名课税所详议官，见陆文圭：《孙泽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2。又，元制以经历、知事、照磨为首领官，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称为宾幕，见郑玉：《送郑照磨之南安序》，《师山集》卷3。科举之士任首领官之职，在元代累见不鲜。


(9)
  耶律楚材：《寄宋德懋韵三首·其二》，《湛然居士集》卷9。


(10)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东方文化》，香港大学出版社，16·1-2（1978年）。


(11)
  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文集》卷10；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12)
  《佛祖历代通载》卷21，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13)
  杨奂：《于真人碑》，《还山遗稿》卷上。


(14)
  参见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太宗纪》转引《大方通鉴》。关于考试僧道的结果，据《佛祖历代通载》，无退落者。也有史料说凡试经通者方许给牒受戒。


(15)
  关于儒户蠲免差发的范围，参见萧启庆在《元代的儒户》一文中所作的详细研究。对中产之家而言，丁粮重于地税，所以对儒户征收地税而不收丁粮，是一种优待。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杂泛差役的蠲免究竟是及于在籍儒户全家，抑或仅及儒生本人。不少述及戊戌选试的材料，都明确指出对中选者“给复其家”。胡祗遹甚至还把这种优遇与金朝作比较说：“亡金举子到殿，免身杂役。我朝全免一家差发，延及子孙，恩莫厚焉”（胡祗遹：《语录》，《紫山集》卷26）。当时的蠲免及于全户，似乎不容置疑。萧启庆认为，中统至元以后，这一蠲免“显然解释为仅免儒士本人”。他列举的材料确实能够支持上述论点。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史料说是蠲免全户的。刘敏中《济南府学至大四年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圣号记》云：“国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户以儒籍者世复其家，民从之学者，复其身”（见《中庵集》卷11）。根据程钜夫的记载：“至元十三年试诸郡儒生于真定，余五百人，君中高等，例复其家”（程钜夫：《权秉忠墓志铭》，《雪楼集》卷22）。甚至到元代后期，许有壬仍说：“圣朝戊戌之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许有壬：《王濯缨集序》，《至正集》卷32）。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史料，研究解决。


(16)
  《叙利亚编年史》，页411—412，转引自施甫勒：《蒙古人史》，纽约，1972年，页40。


(17)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哈尔滨，1929年，页58。札撒中阿里别（Ali-Bek，Bek今译伯克）和阿布答莱孛（Abu Taleb），大概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阿里（Ali）及其父亲Abū Talib。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莱顿，1913年，页283、108。


(18)
  萧启庆对于成吉思汗时代给予释道的豁免，究竟是仅及全真教及海云门徒抑或包括全部僧道，认为不能肯定。但从《1223年盩厓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碑文以及《1261年林县宝严寺圣旨碑》所称引的成吉思汗圣旨来看，它无疑赐及全体僧道。参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页1、22。又，参见《金石萃编补正》卷4载录的诸碑文。


(19)
  耶律楚材：《再和西庵上人韵》，《湛然居士集》卷7。


(20)
  耶律楚材：《过太原南阳镇题紫薇观壁二首·其二》，《湛然居士集》卷6。


(21)
  耶律楚材：《寄用之侍郎》，《湛然居士集》卷6。


(22)
  耶律楚材；《西游录》上。


(23)
  耶律楚材：《进西征庚午元历表》，《湛然居士集》卷8。


(24)
  参见达尔德斯：《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对蒙古本部及中亚的统治形式之转变》，《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


(25)
  《元史》卷81，《选举志》一，以下简称元志。


(26)
  元志；《元史》卷6，《世祖纪》三。


(27)
  王恽：《论科举事宜状》，《秋涧集》卷89。按王恽此文收入《乌台笔补》（至元五年七月至八年初写成），而礼部从吏礼部中独立出来始于至元七年。故此议当在至元七、八年间。


(28)
  王恽：《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秋涧集》卷86。


(29)
  《元史》卷148，《董文忠传》。


(30)
  元志。


(31)
  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3。据苏天爵的记载，参加这次集议的还有许衡。事实上，许衡自至元十年告退南归，到十三方年被召回。苏说殆误，故不从。


(32)
  姚燧：《杨恭懿神道碑》，《牧庵集》卷18。从碑文节录的杨恭懿奏议，略可窥见至元十一年议定的科举程式的若干特点。除分设蒙古、汉人进士科外，与试儒生需经有司保举，考试内容为五经四书经义、史论、时务策等。


(33)
  元志。按元志记此事之后接着说：“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许衡卒于至元十八年。故不从。


(34)
  王恽：《元贞守成事鉴·选士》，《秋涧集》卷79。


(35)
  王结：《书松厅事稿略》，《文忠集》卷10。


(36)
  蒲道源：《跋秋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闲居丛稿》卷10。


(37)
  胡祇遹：《议选举法上执政书》，《紫山集》卷12。


(38)
  金代科举始于天会元年（1123年），“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见《金史》卷51，《选举志》一。天会五年八月诏：“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业试之”，见《金史》卷3，《太宗纪》。


(39)
  据《元明事类钞》卷6引《明史稿》。


(40)
  宋濂：《会试记录题辞》，《宋学士集》卷6。此后朱元璋曾一度停止科举。但这并不影响明初扩大科举规模是出于对官员需求量激增的结论。


(41)
  王恽：《请职官依旧三十月迁转事状》，《秋涧集》卷87。


(42)
  陈基：《王鉴墓志铭》，《夷白斋稿》补遗。


(43)
  程钜夫：《吏治五事·取会江南仕籍》，《雪楼集》卷10；苏天爵：《韩冲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2。


(44)
  至元十五年六月，诏“宋故官应入仕者，付吏部录用”。见《元史》卷10，《世祖纪》七；又见程钜夫上引文；黄溍：《黄顺翁墓志铭》，《黄金华集》卷32。又按，蒙古军队经略华北之初，即对降官采取“官从其旧”的政策（《元史》卷155，《汪世显传》）。至元三年，元廷明确宣布：“诏四川行枢密院，遣人告谕江、汉、庸、蜀等效顺，具官吏姓名，对阶换授。有功者迁，有才者用”（《元史》卷6，《世祖纪》三）。许宋故官持告阶换授新命，当即上述政策的延续。


(45)
  柳贯：《宋敬之墓碑铭》，《柳待制集》卷10。


(46)
  宋濂：《李士华墓铭》，《宋学士集》卷50。


(47)
  程钜夫：《吏治五事·取会江南仕籍》，《雪楼集》卷10。


(48)
  参见《元史》卷12，《世祖纪》九；《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49)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35。


(50)
  王恽：《论科举事宜状》，《秋涧集》卷89。


(51)
  戴良：《夷白斋稿序》，《九灵山房集》卷12。


(52)
  胡祇遹：《语录》，《紫山集》卷26。


(53)
  许有壬：《皆山亭记》，《至正集》卷39。


(54)
  吴澄：《师济叔墓志》，《吴文正公集》卷36。


(55)
  赵文：《学蜕记》，《青山集》卷3。


(56)
  《元史》卷163，《张德辉传》。


(57)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29。


(58)
  谢枋得：《程汉翁诗序》，《疊山集》卷6。


(59)
  王义山：《徐卿孙逸事状》，《稼村类稿》卷28。


(60)
  陆文圭：《送曹士宏序》，《墙东类稿》卷6。


(61)
  谢枋得：《程汉翁诗序》，《疊山集》卷6。


(62)
  参见《元史》卷148，《董文忠传》。按“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而教则通经释典”（刘仁本：《送大璞圮上人序》，《羽庭集》卷2）。“教者犹儒而穷经要，得其本矣”（谢应芳：《送琇上人序》，《龟巢稿》卷14）。徒单金末以经义中第（王恽：《文天铎墓表·碑阴先友记》，《秋涧集》卷59），他把科举比作“教”，无非是为了褒扬经学，通过科举推广章句注疏。


(63)
  《元史》卷158，《姚枢传》。


(64)
  袁桷：《乐侍郎集序》，《清容居士集》卷21。袁桷的评论，是指当日诗歌创作而言；但在实际上，这段话也反映了元初学术界承袭金、宋旧学风的概况。


(65)
  《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许衡考岁略》。


(66)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81），中统二年五月十日，“有旨遣上都同知阿合马计点燕京万亿库诸色物货”。时开平府尚未升为上都，是阿合马中统二年已为开平府同知。《元史》本传将其任开平同知之事系于至元六年，恐误。


(67)
  元初国家公文多将制国用使司与中书省、枢密院并举。参阅至元五年《设御史台格例》，《元典章》卷5。


(68)
  语见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12。


(69)
  虞集：《秋冈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3。


(70)
  赵翼：《元世祖嗜利黩武》，《廿二史札记》卷33。


(71)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及台湾学者李则芬等人的有关论述。


(72)
  《元史》卷105，《卢世荣传》、《桑哥传》。


(73)
  《元史》卷93，《食货志》一。粮、钞折价，以谷8.33石／锭为率。江南三省所交为米，则以《食货志》载录数字按百分之七十的出米率倒折为谷，再减去二成（延佑年间曾加税粮二成）。


(74)
  宋至道三年岁入，谷31707000石、钱4656000贯、绢1625000匹，见《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时粮价为3石／贯，绢价为1匹／贯。又宋制一石当元制七斗。


(75)
  《续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二。


(76)
  参见程钜夫：《吏治五事》，《雪楼集》卷10；胡祗遹：《论逃户》，《紫山集》卷22；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77)
  《元史》卷160，《王磐传》。


(78)
  程钜夫上引文；吴澄：《刘宜行状》，《吴文正公集》卷43；戴良：《许丞传》，《九灵山房集》卷19。


(79)
  语见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80)
  刘辰翁：《新喻县学大成殿记》，《天下同文前甲集》卷8。


(81)
  《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82)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83)
  《元史》卷115，《真金传》。


(84)
  程钜夫：《李孟画象赞》，《雪楼集》卷9。


(85)
  陆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2。


(86)
  马祖常：《送崔少中序》，《石田集》卷9。


(87)
  陆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2。


(88)
  赵孟頫：《寄鲜于伯机》，《永乐大典》卷14381引《松雪斋集》。按，《松雪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亦载此诗，但缺“儒术久无用”等起首四句。


(89)
  王恽：《儒用篇》，《秋涧集》卷46。


(90)
  王结：《书松厅事稿略》，《文忠集》卷4。


(91)
  孔齐：《世祖一统》，《至正直记》卷3。


(92)
  胡祇遹：《论迁转太速》，《紫山集》卷21。


(93)
  参见宫崎市定：《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东方学报》卷24（1954年）。


(94)
  刘祁：《归潜志》卷7。


(95)
  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集》卷6。


(96)
  胡祗遹：《铨词》，《紫山集》卷21。


(97)
  任士林：《送徐春野兰溪吏目序》，《松乡集》卷4。又，参阅同恕：《送李正德序》，《榘庵集》卷3。


(98)
  虞集：《苏志道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99)
  “天下之事具在于省。省之事责之六部。六部之事，其呈复出纳在于各科分令史。由是言之，部令史虽名卑，其所掌为最要，其所系为最重”。见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100)
  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4。


(101)
  胡祇遹：《试典史策问》，《紫山集》卷23。


(102)
  姚燧：《冯岵神道碑》，《牧庵集》卷20。


(103)
  张养浩：《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归田类稿》卷3。


(104)
  胡祇遹：《时政》，《紫山集》卷22。


(105)
  王祎：《陈仲晋哀辞》，《王忠文公集》卷19。


(106)
  《通制条格》卷5。


(107)
  《元典章》卷6，《吏制》，“随路岁贡儒吏”条。


(108)
  刘本仁：《送浙东宪使陈道长考满序》，《羽庭集》卷1。


(109)
  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全集》卷14。


(110)
  参见《元史》卷172，《程钜夫传》；黄溍：《孙潼发墓表》、《方逢辰阡表》，《黄金华集》卷30；邵亨贞：《汪从善行状》，《野处集》卷3等。


(111)
  《元史》卷190，《熊朋来传》。


(112)
  陶安：《送张学正并序》，《陶文宪公集》卷2。


(113)
  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考察》，《东方学》卷32（1966年）；同氏：《元代勾当官体系之研究》，东京，1977年。


(114)
  张之瀚：《科举议》，《西岩集》卷13。


(115)
  苏天爵：《刘因墓表》，《滋溪文稿》卷8。


(116)
  见《元诗选》二集乙集，张起岩小传。


(117)
  《元典章》卷31，“科举程式条目”。


(118)
  《元史》卷175，《李孟传》。


(119)
  周霆震：《阅晏彦文所论王生江南野史》，《石初集》卷10。“文丞相”、“信公”，指文天祥。


(120)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21)
  黄溍：《柏铁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


(122)
  《元史》卷176，《李孟传》。


(123)
  黄溍：《柏铁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


(124)
  语出欧阳玄：《对策》，《圭斋集》卷12。


(125)
  黄溍：《柏铁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


(126)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27)
  吴讷：《元贤遗墨跋》，见《静春堂诗集》卷末。


(128)
  欧阳玄：《彭远功先生手泽》，《圭斋集》卷14。


(129)
  萧[image: ]
 ：《赠张奇童》，《勤斋集》卷5。


(130)
  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3。


(131)
  参见劳延煊：《南方学者和元初教育制度初探》，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


(132)
  方回：《送柯德阳如新城序》，《桐江续集》卷31。


(133)
  程端学：《送花教授秩满序》，《积斋集》卷2。


(134)
  许有壬：《送陈季和序》，《至正集》卷31。


(135)
  王义山：《送余仲谦赴江州教》，《稼村类稿》卷2。


(136)
  王旭：《送刘孟章濮州教授序》，《兰轩集》卷11。


(137)
  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17。


(138)
  余阙：《杨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139)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2。


(140)
  黄溍：《诸暨州乡贡进士题名记》，《黄金华集》卷10。


(141)
  刘诜：《彭庭琦墓志铭》，《桂隐集》卷2。


(142)
  刘诜：《高师周墓志铭》，《桂隐集》卷2。


(143)
  刘将孙：《考试》，《养吾斋集》卷9。


(144)
  刘将孙：《送五羊区善叔买书》，《养吾斋集》卷3。


(145)
  胡炳文：《中斋记》，《云峰集》卷22。


(146)
  刘埙：《与赵仪可书》，《水云村泯稿》卷19；程钜夫：《赵仪可墓志铭》，《雪楼集》卷22。


(147)
  黄溍：《夏生文稿序》，《黄金华集》卷18。按，这应是延祐四年乡试时的事。


(148)
  参见《墙东类稿》卷2。陆文圭还有“儒科一废四十年，甲寅诏下初兴贤。鸡窗夜半同起舞，竟让祖逖先著鞭”诗，见同书卷19。元史本传谓其被有司强起就试，殆为之讳也。


(149)
  陈栎：《上秦国公书》，《定宇集》卷10。


(150)
  李孟：《初科知贡举》，见《元诗选》二集乙集引《秋谷集》。


(151)
  张起岩：《张养浩神道碑》，《归田类稿》附录5。


(152)
  王礼：《跋张文忠公帖》，《麟原前集》卷10；黄溍：《张养浩祠堂碑》，《黄金华集》卷8；又参见上注。


(153)
  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圭塘小稿》卷5。关于右榜，详下文。


(154)
  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32；郑玉：《王仲履先生诗集序》，《师山集》卷3；王礼：《跋张忠文公帖》，《麟原集》卷10。


(155)
  今人论著除上面已列举过的几种之外，还有沈兼士：《元代的考试制度》，台湾《考政资料》，6卷1期（1963年）；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等。本文中凡加*号者，均系引用邓氏研究成果，以下不再说明。


(156)
  “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中书下议，驿使梗，外省士人会试者必道海，道海必候风信于夏，许先期春贡。于是江浙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群试吴越之士”。这是一个例外。见杨维桢：《乡闱纪录序》，《东维子文集》卷5。


(157)
  参见有高岩：《元代科举考》。


(158)
  邵亨贞：《进士吴善卿赴黟县教谕醵赆序》，《野处集》卷2。


(159)
  刘岳申：《吉安路修学记》，《申斋集》卷6。


(160)
  陈祖仁：《李士瞻行状》，《经济集》附录。


(161)
  袁桷：《送刘生归乡试序》，《清容居士集》卷24。


(162)
  徐一夔：《送邱克庄赴会试序》，《始丰稿》卷2。


(163)
  有高岩说，考试科目的更动意味着对蒙古、色目人的从宽照顾，此误。按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四书文少，便于记诵”。增加本经义一道，则须在诗、书、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是增大了。参见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卷81，《选举志》一。


(164)
  《元史》卷92，《百官志》八，“选举附录”。


(165)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优其蹈海而来者，即奉大对伦魁，又不限南士”。杨维桢：《送倪进士中会试京师序》，《东维子文集》卷3。是为乡试举人直接参加殿试之例，乃元朝廷灭亡前对士人的廉价优待。


(166)
  苏天爵：《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滋溪文稿》卷30。


(167)
  有高岩：《元代科举考》。


(168)
  程端礼：《送朵郎中使还序》，《畏斋集》卷4。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0，“状元榜眼”条。也有称左榜之首为状元的。如叶子奇说：“元朝……开科为状元，自张起岩始”。见《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169)
  《元婚礼贡举考》引《御试程式》。元统元年廷试在九月三日，见《元统元年进士录》。


(170)
  许有孚：《柳下听莺》，《元诗选》一集丙集引《圭塘欸乃》。


(171)
  会试下第者最初常用恩例为教授、学正、山长等学职，但未著为格，至正间遂成定制。乡试虽上名，但因南北阻兵，道里不通，不克赴京会试者，同此例。


(172)
  《元史》卷45，《顺帝纪》八。


(173)
  首科会试南宫者共135人。中第者虽仅56人，也已超出三人取一的比例。参见元明善：《送马翰林南归序》，《国朝文类》卷35。又，至正十一年预会试者凡373人。其中国子监生员应贡会试者120人。则由乡试上贡的举人为253人。按会试三人取一的规定，中选者应为84人。而殿试后赐第、出共身83人（国子生员试中者除外），亦证明殿试无黜落。参见周伯琦：《纪事四首奉呈》序，《近光集》卷3；《元史》卷92，《百官志》八，“科举附录”。


(174)
  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75)
  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32。


(176)
  苏天爵：《盖侁墓记》，《滋溪文稿》卷4。


(177)
  此前一个多月，僧道免役的优遇先被取消。见《元史》卷38，《顺帝纪》一。


(178)
  苏伯衡：《孔畅墓志铭》，《苏平仲集》卷13。


(179)
  参见《元史》卷38，《顺帝纪》一；卷142，《彻里帖木儿传》；卷185，《吕思诚传》。又参苏天爵：《题诸公赠御史宝时中诗后》，《滋溪文稿》卷28。


(180)
  据元史本传，“初，彻里帖木儿之在江浙也，会行科举，驿请考官，供张甚盛，心颇不平。故其人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


(181)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


(182)
  《元史》卷38，《顺帝纪》一。


(183)
  刘岳申：《与中丞许可用书》，《申斋集》卷4。


(184)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85)
  《元史》卷40，《顺帝纪》三。


(186)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


(187)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88)
  关于伯颜擅权的后至元时期元王朝的政策，目前只有达尔德斯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论述伯颜废止科举的政治背景时，即部分地采取了他的观点。参见：《征服者与儒家》第三章，“伯颜及其反儒运动”。


(189)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190)
  参阅《征服者与儒家》，页59。


(191)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92)
  伯颜被罢斥之后，塔失海牙、阿吉剌，巩卜班等人亦以伯颜之党见黜。见《元史》卷187，《逯鲁曾传》。


(193)
  《元史》卷40，《顺帝纪》三。


(194)
  语见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6。


(195)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96)
  同上。权衡说，伯颜秉政后之所以仇视汉人、南人，是因为西蕃师婆畀畀曾警告他将“死于南人手”。见《庚申外史》卷上。


(19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198)
  《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


(199)
  《旧唐书》卷81，《刘祥道传》。


(200)
  据徐松《登科记考》卷2，长寿元年（692年）亦曾开科而记脱佚。以下计算已将它补入。该统计从唐开国后第二代算起。


(201)
  参见徐松《登科记考》“凡例”；《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按语。又，据《通典》卷15，“选举”三，唐代乡贡之数，“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乡贡外还有生徒应试。据《唐摭言》卷1，《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天下生徒应试者每科不下2400人。是每科预试者总数不在4000人之下。“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则除却三十名上下进士外，必定还取录百多名明经，方能与应试人数相合。韩愈曾说到以明经得第者“岁不及二百人”，也与这里的推算相符。见《赠张童子序》，《昌黎集》卷20。


(202)
  《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一；卷23，《选举考》五。


(203)
  金人评论辽代科举规模时说：“仕于其国时，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史》卷51，《选举志》一）。从其语气推测，两宋乃至金朝，官员中由科举进身者，似乎不可能低于30％。


(204)
  徐一夔：《送赵乡贡序》，《始丰稿》卷5。


(205)
  王定保：《唐摭言》卷2。


(206)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207)
  《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


(208)
  谢应芳：《送唐用彰序》，《龟巢稿》卷14。


(209)
  王义山；《周衡斋四书衍义序》，《稼村类稿》卷6；刘将孙：《题陈文二相翰墨》，《养吾斋集》卷26。


(210)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


(211)
  王恽：《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秋涧集》卷86。


(212)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


(213)
  《宋史》卷417，《赵葵传》。


(214)
  黄溍：《科名总录序》，《黄金华集》卷16。


(215)
  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6。


(216)
  揭傒斯：《刘旌德序》，《揭傒斯集》卷8。


(217)
  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4。


(218)
  徐一夔：《送齐彦德岁贡序》，《始丰稿》补遗。


(219)
  参见姚燧：《送李茂卿序》，《牧庵集》卷4。


(220)
  郑玉：《送王伯恂序》，《师山集·遗文》卷1。


(221)
  杨维桢：《鲁钝生传》，《东维子集》卷28。


(222)
  王礼：《西溪八咏序》，《麟原后集》卷3；又参见《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欧阳玄：《对策》，《圭斋集》卷12。


(223)
  程端礼：《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畏斋集》卷6；徐一夔：《跋刘子高所著伯父墓志铭后》，《始丰稿》卷14。


(224)
  傅汝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傅与砺集》卷5。


(225)
  苏天爵：《燕南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4。


(226)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227)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228)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参见苏天爵：《王惟贤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7；《左居实墓碣铭》，《滋溪文稿》卷21。


(229)
  元末人评论当时的用人情况说：“在上者欲其严办以供一切之需也，故任吏尤专重而儒有弗及者矣”。见高启：《送江浙省掾某序》，《高太史凫藻集》卷3。


(230)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


(231)
  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32。


(232)
  “世以儒为訾笑”。见鲁贞：《送郑道源之金陵序》，《桐山老农集》卷2。“论者常谓儒者迂疏少功”。见柳贯：《周东扬墓志铭》，《柳待制集》卷10。“世俗尝以吾儒者为迂阔，甚而相与目笑之，曰：是腐也，常败乃公事”。见刘鹗：《送推府郑君仁化令尹序》，《惟实集》卷2。后期元人文集中，诸如此类的议论仍比比皆是。


(233)
  苏伯衡：《徐必友墓志铭》，《苏平仲集》卷13。


(234)
  杨翮：《送赵子祥序》，《佩玉斋类稿》卷6。


(235)
  揭傒斯：《送也速答儿序》，《揭傒斯集》卷9。


(236)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37)
  戴表元：《大学中庸孝经诸书集解音释序》，《剡源集》卷8。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并不排斥它对其他各派学说采取有选择性的兼蓄并收。


(238)
  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集》卷6。


(239)
  危素：《与唐休宁书》，《危太朴集》续集卷8。


(240)
  吴澄：《送彦文赞府序》，《吴文公正集》卷18。


(241)
  孔直夫：《世祖一统》，《至正直记》卷3。这里指的，当包括由吏进身的官僚。


(242)
  贝琼：《石田说》，《清江集》卷12。


(243)
  参见狄百瑞（W．Theodore de Bary）：《元代道学的兴隆》，稻山明日译：《东洋史研究》卷38·3。


(244)
  苏天爵：《常州路新修庙学记》，《滋溪文稿》卷3。


(245)
  苏天爵：《张延墓碣铭》，《滋溪文稿》卷24。


(246)
  袁桷：《送朱君美序》，《清容居士集》卷24。


(247)
  黄溍：《邓文原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6。


(248)
  王礼：《冯翼翁哀词》，《麟原集》卷120。


(249)
  陈栎：《跋朱草庭程文》，《定宇集》卷3。


(250)
  吴澄：《张氏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


(251)
  王祎：《开科举诏》，《王忠文公全集》卷9。


(252)
  陆文圭：《策题》，《墙东类稿》卷4。


(253)
  苏天爵：《赵秉政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0。


(254)
  徐明善：《送黄伯善序》，《芳谷集》卷1。


(255)
  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3。


(256)
  徐明善：《槃涧先生文集序》，《芳谷集》卷2。


(257)
  徐明善：《学古文会规约序》，《芳谷集》卷1。


(258)
  柳贯：《周东扬墓志铭》，《柳待制集》卷10。


(259)
  余阙：《李克复总管赴赣州序》，《青阳集》卷4。


(260)
  欧阳玄：《赵鼎祠堂记》，《圭斋集》卷5。


(261)
  陶安：《送陶引之引》，《陶文宪公集》卷15。元人也有批评取士有新制而学校承袭旧弊、不知自新的。见吴澄：《送李教谕赴石城任序》，《吴文正公集》卷16。它说明以理学取士对教育发生的影响还须经历一个过程，而不是“立竿见影”的。


(262)
  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圭斋集》卷8。


(263)
  宋濂；《孙伯融诗序》，《宋学士文集》卷45。


(264)
  苏伯衡：《送陈伯柔序》，《苏平仲集》卷5；黄溍：《送慈溪沈教谕诗序》，《黄金华集》卷17；王祎：《送乐仲本序》，《王忠文公全集》卷3。


(265)
  参见刘因：《篆隶偏旁正讹序》，《静修集》卷19；吴莱：《义乌楼君玉汝墓碣铭并序》，《渊颖集》卷8。


(266)
  谢应芳：《跋经训启蒙》、《书历代蒙求后》，《龟巢稿》卷18。蒙求之类以十数，最著名的是唐李瀚《蒙求》。见赵孟頫：《古今历代启蒙序》，《松雪斋集》卷6等。


(267)
  戴良：《礼学幼范序》，《九灵山房集》卷21。


(268)
  陈栎：《经疑》，《定宇集》卷13。


(269)
  王结：《与临川吴先生问答》，《文忠集》卷5。


(270)
  徐明善：《赠徐义翁北行序》，《芳谷集》卷2。


(271)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庙学典礼》卷2，“成宗设立小学书塾”。


(272)
  戴表元：《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剡源集》卷7。


(273)
  欧阳玄：《虞集神道碑》，《圭斋集》卷9。


(274)
  张养浩：《长山县庙学碑阴记》，《归田类稿》卷4。


(275)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庙学典礼》卷2，“成宗设立小学书塾”。


(276)
  王恽说，以“手抄义疏、口颂集解、心熟笺注”相比高的明经科，是“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简、去难从易”。见《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秋涧集》卷86。


(277)
  袁桷：《送薛景询教授常熟序》，《清容居士集》23。


(278)
  程端礼：《送王秀方序》，《畏斋集》卷4。


(279)
  程端礼：《弋阳县新修兰山书院记》，《畏斋集》卷4。


(280)
  袁桷：《辅汉卿先生语孟注序》，《清容居士集》卷21。


(281)
  范椁《赠海康（治雷州）举进士者》诗：“圣主征儒用文学，翩翩五士起海角”。见《范德机诗集》卷4。


(282)
  “今高丽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设科仕其国矣，顾复不远数千里来试京师者，盖以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然多缀末第，或授东省宰属，或官所近州郡。既归，即为其国显官，鲜更西度鸭绿水者”。见陈旅：《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安雅堂集》卷4。唐朝虽亦有高丽进士，大概都是寓居中土的高丽人，情况与元时不同。


(283)
  许有壬：《冗食妨政》，《至正集》卷74。


(284)
  刘基：《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诚意伯文集》卷5。伯颜时还曾下诏，各省台院部司及郡府幕官之长用蒙古、色目人。如果他们仍不能读书识字，恐怕难以担当其任。见《元史》卷39，《顺帝纪》二。


(285)
  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286)
  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石田集》卷9。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


 一　弁言

中国古代法律处置侨寓中土的他国居民乃至周边某些羁縻部众同类相犯的司法政策，按唐律和宋刑统的表述，是为“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1]

 。辽金前期，它的适用性超出了所谓“诸化外人”的范围，曾明确成为同样地适合于对汉族、契丹或女真等族施行不同刑法时的普遍原则之一。而后，这两个王朝也都或迟或早地制定了统一行用于内地各族（包括迁入内地的契丹、女真居民）的刑法。它们都以“汉法”为主体，同时掺杂以若干契丹或女真“旧制”的成分。这时候，只是在某些涉及比较特殊的民族习俗的法权规范方面，“各依本俗法”原则才得继续实行。金泰和律将唐律的上述条文删改为“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
[2]

 。这里所谓“同类”，仍包括汉族在内。元代的情况与辽、金时期又不完全相同。它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制定出蒙古、汉、回回各人群通用的完整统一的刑法。元朝裁判同类相犯的案件时采用本俗法的范围虽然也在不断缩小，但始终占着较大的比重。这与不断地来自于漠北“祖宗故地”的蒙古法影响显然密切有关。所以，准确地说，元朝的刑法体系，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有机体，而是包括了蒙古法、汉法以及部分回回法在内的多元素联合体。不同性质的刑事立法，有各自不同的施行对象；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渗透和影响。尽管如此，元朝刑法体系的主体部分，毕竟还是施行于汉地的中原传统的刑法，而且它本身亦自行构成一定的体系。这里所讨论的元朝刑法体系，即指后者而言。

从蒙古国时代在中原汉地实施的极其紊乱的刑法，到元成宗在位期间元朝刑法体系的基本定型，前后大约经过了七八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元朝在刑事立法方面，曾采取各种方式来系统地吸收金代的“泰和律”。这对于元朝刑法体系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研究金元法制史的学者们很早已经注意到，元初的断例或其他法令公文书中所引用的许多规格整齐划一的“旧例”，即来源于金泰和律、令等法典
[3]

 。当然，“旧例”或者说“泰和律”在元朝刑法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此为线索，可以把这七八十年的时间，划分为1260年以前、1260至1271年、1271至1302年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从而显示出整个过程既是连续的，同时又是有层次的。

在元朝刑法史研究方面，沈家本、安部健夫、仁井田陞、小林高四郎、宫崎市定、拉契内夫斯基等前辈学者，曾先后贡献过很有分量的成果。在岩村忍、田中谦二等人主持下进行的《元典章·刑部》校点工作，为我们阅读和使用这部重要文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自己因为受这些成果的启发，在研读《元典章》的过程中小有心得。所以试撰此文，企图按照上面所说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比较系统地阐述元朝刑法体系形成确立的全过程。


 二　蒙古国时期中原汉地的刑法

在军事征服或者刚刚完成军事征服的时期，统治者常倾向于“以军法从事”
[4]

 ，还谈不上正常的刑法。因此，元朝刑法体系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应开始于13世纪20或30年代，即蒙古次第完成对漠南汉地各区域的军事征服，并着手在那里确立正常的统治秩序时
[5]

 ，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止。这个时期的刑法，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紊乱而不统一。但是另一方面，基于金代法制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已逐渐产生了统一中原汉地刑法的潜在历史趋势。

从金末到蒙古初期，汉地的局势经历着一系列急剧的变动。蒙古的统治政策从“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
[6]

 到建十路课税所，再到遍置达鲁花赤于天下
[7]

 ，从画境之制
[8]

 演变为定官制、“易置”州郡武职之议
[9]

 。种种方式，收效虽然不尽相同，却清楚地显示出，蒙古贵族巩固和加强自己在汉地统治地位的主观意识，确实在不断地深化。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于国家机器所应当担负的司法行政职能，仍然缺乏完整、充分的理解。如果说蒙古国家曾在各征服地区陆续颁行过若干不同程度地带有刑法性质的法令，那么，其范围也仅仅局限于蒙古统治者认为直接与其自身利害密切相关的某些极个别、而且极零碎的方面。例如：为保证对军前掳掠人口的占有而实行的“藏亡法”，即“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并连坐”
[10]

 ；为确保在汉地的财赋征敛，规定对私盐、私酒曲货犯分别科以徒二年并决杖七十、财产全部或半数没官，对失于禁治的官吏处以笞四十、杖八十等刑罚
[11]

 ；为防止汉军战斗人员逃散，“下制募代者杖百，逃归者死”
[12]

 ；乃至对违反按蒙古方式屠宰牲畜之法令者处以死刑等等
[13]

 。而在属于刑法范畴的绝大多数方面，二三十年中，往往连一个单行法也没有，当然更谈不上编纂系统、完备的刑法典了。

正因为如此，战乱以来各地军政官员得擅生杀、任刑立威的局面，仍长期延续；即使不能说是在进一步恶化，起码也没有受到国家统一法制多少有效的约束。派驻各地的蒙古断事官（札鲁忽赤）及达鲁花赤多“倚势作威”，滥施刑法
[14]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各地实权的大小世侯、所在长吏同样如此：“少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袍不遗者”
[15]

 。有关史料在渲染某些世侯的政绩时，都喜欢使用治行有声、阖境[image: ]
 安之类谀词，把他们的辖区描绘成处于侵凌逼夺、政荒民耗的乱世之外的乐土。相对而言，有少数世侯统治下的某些地区、某个时期，可能曾经出现过所谓“刑简令信”、“刑清役寡”的局面
[16]

 。但这绝不会是普遍现象。就拿严实来说，“所辖五十余城，仍有堡寨诸户。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崛起田亩，不闲礼法，昧于从政。官吏相与为囊橐以病民”
[17]

 。严实向来是最为人称道的世侯。他的管内尚且充斥贪官猾吏，其他地区的状况不问可知。难怪胡祗遹要慨叹：“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门走卒健儿、黠胥奸吏为县长，以应己之呼召指使，供己之掊克聚敛”
[18]

 。政局混乱、吏治腐败而刑清狱平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所以，关于蒙古国时期中原汉地的司法行政，虽然缺乏更多更详实的记载，但刑法紊乱总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刘秉忠曾向当时还在潜邸的忽必烈说道：“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建议“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
[19]

 。姚枢在此前后也向忽必烈建言：“定法律，审刑狱，则收生杀之权于朝，诸侯不得而专。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发之过免罹极法，而冤抑有伸”
[20]

 。他们在表述自己建设性意见的同时，对当时司法状况所提出的带有否定倾向的评价，其权威性当属无可怀疑。

在注意到刑法混乱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更加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时期的司法实践当中，实际上已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客观趋势。那就是借助于金“泰和律”的原有基础，来恢复汉地刑法的正常化、系统化。这种趋势，是从较低的行政层次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同当时各地在基层统治的各个方面普遍因袭金制的做法也完全一致。

1234年金亡以前，在河南金统治地区，“泰和律”当仍行之有效；而在当时的蒙古占领区，统治秩序也在逐渐趋于稳定，“泰和律”的影响亦仍时断时续地存在着。例如就是在这个时期，寇靖曾受蒙古军帅府之任而为府掾。“时约法未定，刑赏惟意。君所论一如平世”
[21]

 。此处所谓“平世”，除了指蒙古征服前金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而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解释。可见寇靖听断刑名时，至少是参考了金朝遗制也就是“泰和律”原则行事的。1234年以后，河南淮北全部被蒙古征服。但是，当地的法制传统依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泯灭；相反，它还反转来日甚一日地影响蒙古在那里的统治。北方逐渐偃兵息武，于是，“稍稍有立诗书、法律”
[22]

 。有些地方延师训徒，“吏明法律，亦命相师”
[23]

 。一位出身法律世家的砀山地方吏员总结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从政心得说：“为儒当贯三才，……为吏当明法律、本仁恕，果如是斯，可以无愧于己而责命于天矣”
[24]

 。甚至有的蒙古官员也能“推情据法，冤伸罪减”
[25]

 。

按照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大一统的天下自应有统一的法律秩序；而惟国家才有权颁布适应这种需要的统一法律。对各级地方政权来说，“明法律”也好，“立……法律”也好，指的主要是据法行事，也就是对于有效法律的正确阐释和应用。既然蒙古国时期并没有颁布过这样的统一法律，那么上引史文中不断提及的“法律”，无论是作为司法实践或者法律之学的基本依据，究竟又是指何者而言呢？考虑到前政权的法制传统在社会上的强大惯性，以及它通过重新被任用的旧金官吏对蒙古统治秩序产生的直接影响，这里所谓法律，指的恐怕主要是一向未被正式禁行的金泰和律令。国内外有些学者，或许是依据《元史》编者“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
[26]

 等语，更进一步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照搬“泰和律”定罪量刑的情况。关于这一点，虽然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旁证材料，不过“百司”以“泰和律”原则为执法的基本依据，再各自加以适当的变通、调整而用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禁止私盐、私酒曲货的法令中出现笞四十、杖八十、徒二年并科杖七十的刑罚，正与“泰和律”的刑制相符合，也是当时部分采纳了“泰和律”的一个例证。

总而言之，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金元之际的战乱期间一度受到冲击的“泰和律”，稍后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原汉地，又逐渐被当作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法源而受到社会的重视。这正是元朝刑法进入系统化过程的真正出发点。


 三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

元朝刑法体系形成的第二个阶段，从忽必烈建元中统（1260年）起，到至元八年（1271年）底元廷下令禁废“泰和律”止。在这个时期，元朝刑法基本上是靠借用“泰和律”的有关条文来定罪，然后在量刑时按新规定对“泰和律”的原定标准加以折代，以示新朝用刑宽恕。与此同时，由朝廷按上述方式裁定的断例一经发下，即作为单行法被赋予普遍的法律效力和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类单行法的不断积累，于是就逐渐形成一个附着于“泰和律”的新刑法体系雏形，它又为元朝刑事法律脱离“泰和律”而自行构成一个独立体系准备了基础。

应该说，与蒙古时代不同，元政府自成立之初起，对于统一汉地刑法的问题，就投入了足够的注意力。中统元年五月的《建元中统诏》内附条款载：

今后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实，见事情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照详。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省闻奏，待报决断
[27]

 。

次年正月，燕京行省在《十道宣抚司条理》中又重申这一规定，同时强调，宣抚司应当对“罪至死者”以外其他罪囚的断遣施行担负全面督责的责任
[28]

 。《元史》列帝本纪从中统二年开始，逐年著录本年度“断死罪者”的人数
[29]

 。中统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不允”
[30]

 。由此可见，将死刑裁决权收归中央的政策，此后基本上是实现了。

如果说在不同场合由中央政府判决的各种极刑断例，或者本身即带有立法的性质，或者是对已有立法的应用，那么朝廷对宣抚司以及各级地方政权究竟以什么作为对死罪以外其他犯罪行为的裁判依据，这时似乎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不过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最高统治当局的充分重视。根据王恽的说法，同年八月，中书省“奉旨颁降《中统权宜条理诏》”。其中的诏文部分，由参知政事杨果执笔，被王恽收入《中堂事记》
[31]

 。可惜关于条理本身，事记中仅留下“开条云云”四个字，此外亦未明确见于其他记载。从诏文来看，这个条理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立条者试图为一部分经常发生的犯罪行为制定比较具体、明确的量刑标准，包括死刑以及不同等第的徒刑、杖刑等，以供执法时“依条处置”。国家的刑事立法超出了有关死刑规定的范围，这与建元诏和宣抚司条理相比，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其次，诏文提到，“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这段文字，既然很难理解为是对与诏文同时颁发的条理所作的修正，那就只能是对条理中具体量刑规定的原则概括。举例来说，假如刀子伤人按原规定应徒二年半，则条理对此罪的量刑标准当即徒二年（比徒二年半减一等）。新的量刑规定，取决于对原规定作徒杖递减一等的变换结果。这样的解释马上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里说的“原规定”，亦即制定权宜条理时用以施行徒杖递减一等的变换所依据的“原像”，指的又是什么？答案事实上亦已包含在诏文中了。“流罪一条，似未可用”，这是条理因袭金“泰和律”的明显证据。按，金代在颁行“泰和律”之前，早就由于“流刑非今所宜”，乃以比徙居役折代之
[32]

 。“泰和律”上承唐律，虽然在形式上立流刑为五等刑种之一，但同时又规定“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流三千里，比徒五年”，其实仍近乎于取消流刑
[33]

 。条理不用流刑，必定是它因仍“泰和律”的缘故。这当然毫不足怪。比它晚出若干年、草成于史天泽等人之手的一部流产的元朝刑律，同样抄进了不少“金俗所尚及敕条等律”
[34]

 。可见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不少学者根据《中堂事记》的记载，认定《中统权宜条理》曾经正式颁行天下
[35]

 。然而，现存至元之初的大量断例、法令公文书或其他史料，不但没有引用过这个权宜条理中的任何一款，而且在量刑标准方面几乎全部与诏文的原则概括明显不符。宋子贞在李璮之乱平定后上“便宜十事”，犹建言“律令国之纪纲。今民所犯，各由所司轻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颁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
[36]

 。他说这番话时，距离中统二年八月还不到一年工夫。由此看来，虽然忽必烈命令中书省颁条，虽然颁条诏书确已由杨果写出来，并且被王恽抄入“事记”之中，但条理本身究竟是否真正颁发过，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蒙古时期在中原汉地的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统一刑法的潜在趋势，入元后，毕竟最先在制定这个权宜条理的尝试中得到了更为明确、集中的反映。具体地说，就是基本套用泰和律的现成条文，同时在量刑标准方面通过系统变换，对原规定作一定程度的折抵调整，从而形成与泰和律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新刑法体系的雏形。权宜条理虽未奏效，它所体现的这种趋势依然日渐成熟。中统、至元之初，它终于得以通过另一个立法来继续发展自己。《元典章》卷39载录的“五刑训义”，当即最初公布上述立法时的有关法令公文书之一部分。

兹将金制与“五刑训义”规定的新刑制之间的对应折代关系列表如下（表见下页）。

关于此表，有三点需要略加说明。

第一，决杖数以七为尾数，恐系蒙古旧制。忽必烈即位后，推广“笞杖十减其三”之制，据说他的意思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
[37]

 。《中统权宜条理诏》曰：“决杖虽多，不过一百七下”
[38]

 。这表明当时已经通行以七为尾数的刑制了。仅仅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才将它放在这里一并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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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刑训义”并没有明确规定五十七下究竟属于杖刑还是笞刑，所以当时或以笞决，或以杖断，以致“罪责既同，杖笞各异”。直到大德九年（1305年），才经刑部明文规定：五十七用笞，六十七以上用杖
[39]

 。从杖六十七至杖九十七，只有四等。要用以折代原来有七等之多的徒刑，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在九十七以上再加一等杖刑（杖一百七），由是形成笞六等、杖五等这种很特别的刑制。当元朝刑法从比附“泰和律”文进行裁判的状况下独立出来以后，两种刑制之间的对应折代关系不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而离开了这个背景，新刑制的特殊性似乎就变得有些难以理解了。所以这时候有人批评说：

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

不过是由于当朝者“惮于变更”，才未加更动
[40]

 。至于明人丘濬认为“元笞刑每十数必加以七者，其初本欲减以轻刑也。其后承误，反以为加焉”
[41]

 ，那就更昧于史实了。

第三，关于从金至元五刑体制的演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做的解释，与本文颇为不同。他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下表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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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似值得商榷。

首先，徒四年、徒五年固然可以用来折抵流刑，但它们本身在“泰和律”的刑制中同时又是两个独立的徒刑等第，并非完全属于替代流刑的性质。如前所述，“泰和律”规定，凡罪至徒刑者，若家无兼丁，得以杖折徒。徒四年折杖二百
[43]

 ，徒五年当亦如之。但是，在断流比徒的情况下，便不允许再“准徒加杖”。可见徒四年、徒五年作为本刑或代流役，在性质上仍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上表徒刑栏下应增补徒四年、徒五年两等；而流刑栏下的比杖二百应取消。

其次，关于所谓的“减半法”，即金末对泰和律量刑标准减半执行的问题，宫崎的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文献在记载金大定年间重修制条时曾提到“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
[44]

 。那么怎么知道大定时“徒杖减半之法”的原则对“泰和律”仍同样有效呢？宫崎又提出他的第二点论据：检阅至元之初的断例可以发现，“法司”援引“旧例”拟刑时，在“合徒若干年”以下，往往紧接着出现“决徒年杖若干”或“决杖若干”等语。宫崎将这些断例中徒年与决徒年杖数间的对应关系排列如下：



	徒年
	决徒年杖数
	出典



	1年
	杖60
	卷41，“阑入禁苑”



	1.5年
	杖60
	卷45，“和奸有夫妇人”
[45]





	2年
	杖70
	卷42，“带酒杀无罪男”、“杀死奸夫”



	2.5年
	（杖70？）
	



	3年
	杖80
	卷41，“打死侄”；卷49，“偷砍树木免刺”



	4年
	杖90
	卷42，“打死有罪男”



	5年
	杖100
	卷42，“船边作戏淹死”、“打死有罪男”、“打死同驱”、“杀死盗奸寝妇奸夫”；卷45，“强奸无夫妇人”




他认为，决徒年执行的杖刑，就是对泰和律原定徒刑的折代，即按泰和律的准徒加杖规定将徒刑折杖后再行减半，并略加调整，用以取代徒刑。

上面已经提到过，泰和律有关准徒加杖的规定，只在犯徒者家无兼丁的情况下方能适用，似乎不应理解为凡属徒刑即一概折杖。至于认为对折代徒刑的杖数还要普遍地施以“减半之法”，恐怕就更有问题了。既然在制定《大定重修制条》时即已“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则可知它已被包摄在重修制条的有关规定之中，如何能据以证明它在大定之后仍继续独立存在呢？再进一步推究史文，发现诸断例中的“决徒年杖若干”，并不是对“合徒若干年”的折代刑，而是属于后者的附加刑。据沈家本移录元王元亮《唐律表·五刑图说》所引“泰和律”：

徒刑七：一年，赎铜四十斤、决杖六十、加杖一百二十；一年半，赎铜六十斤、决杖六十，加杖一百四十；二年，赎铜八十斤、决杖七十、加杖一百八十［按，当为一百六十之误］；二年半，赎铜一百斤、决杖七十、加杖一百八十；三年，赎铜一百二十斤、决杖八十、加杖二百；四年，赎铜一百六十斤、决杖九十、加杖二百；五年，赎铜一百八十斤、杖决一百、加杖二百
[46]

 。

律文内加杖一项，系指“徒人居役再犯徒者加杖制”。自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起，每等递增二十。因为“配所犯徒，杖不过二百”，所以凡居役时再犯徒三年以上罪者，俱以杖二百决遣
[47]

 。此姑置勿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决杖”。它无疑就是与作为主刑的徒刑并科的附加刑。这种附加刑一般在决徒当年施行。因此“法司”据律拟刑时，多在“合徒若干年”后接书“决徒年杖若干”。宫崎从《元典章》诸断例中归纳出来的徒年数与决徒年杖数之间的配列关系，同上引“泰和律”文正相符合，所反映的实为“泰和律”有关徒、杖并科的具体规定，而不是所谓减半法。

孤立地看，“五刑训义”的意义，仅在于它确立了元初的刑制系统；或者对研究金元法制史的学者来说，它还提示了《泰和律》刑制与元初刑制之间的渊源和演变关系。然而，如果把它与反映元初司法实践的许多断例及其他史料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被称为“旧例”的“泰和律”，主要就是通过“五刑训义”中有关规定的调整或修正，从而在这个阶段全面恢复了它的法律效力。但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首先应当解决一个前提问题，即如何才能确认，元初断例中的“旧例”就是“泰和律”的律文？这个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比较充分了。不过在这里仍有必要对此作一番扼要的追述和检讨。


 四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续）

“旧例”在元以前的历代公牍及其他文献材料中，早就是一个习见不鲜的泛指语辞，用指与所论有关的原行制度、体例或惯例等。在有元一代的法令公文书中，它的使用亦相当频繁。

元代的政府公文，经常以汉、蒙乃至两种以上的文字同时颁布。虞集曾说：

集昔以文史末属得奉禁林。见廷中奏对，文字、语言皆以国语达；若夫德音之自内出者，皆画以汉书而下之。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其来尚矣
[48]

 。

诏诰由“代言者”用汉文写成之后又“循文而附诸国语”，这种情况，到元代中、后期更为普遍。元初诏旨，有很多是直接用蒙文写成的，颁行时再附以逐字“硬译”而成的汉语译文。那么，与“旧例”相当的概念，在当时的蒙古语中是用什么词汇来表述的呢？根据“硬译”体汉语公牍，与“旧例”相应的蒙古语辞，在大多数场合被对译为“在先体例”
[49]

 。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在先体例”的蒙古文原文，但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八思巴字蒙文圣旨中有urida-nu jarligh-un yosu'ar一语，相应的“硬译”体汉语碑文则作“在先圣旨体例里”
[50]

 。由此可知，“在先体例”，亦即“旧例”，在蒙文中当作urida-nu yosu。

元代文献提到的旧例，有所谓“亡宋自来旧例”
[51]

 ，有“亡金旧例”
[52]

 ，有“汉人旧例”，指汉族的传统道德规范
[53]

 ，有“大朝旧例”，即本朝以往所定刑法、制度
[54]

 ，等等。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旧例”一词之前未冠以任何限制语。有元一代文献史料里的这一类旧例，越来越多地用指元政府先前业已颁行的各种法制。但是，至元八年以前的断例及其他法令公文书中经常称引的旧例，大多数似不属于这种情况。下面试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冠氏县申：归问到张记住状招：至元五年七月十二日晚，记住于驴屋内宿睡喂驴，妻王师姑于西屋北间宿睡。至五更起来，见妻王师姑对母阿高告说：“伊姑舅兄杨重二来房内暗地欺骗我来”。以此挟恨，将杨重二用刀子扎死罪犯。王师姑与张记住招状相同。状称：当夜五更，师姑床上睡着，有人将师姑惊觉。想是夫张记住，以此道：“明也，不做生活去啊，却来睡则么？”本人不曾言语，上床将师姑奸罢，师姑用手摸着头秃，才知是杨重二。本人走了，告说婆阿高。是实。法司拟：旧例，强奸有夫妇人者绞。今被张记住用刀子扎死，即是杀死应死人。捕罪人已就拘收，及不拒捍而杀，各从斗杀伤法。用刃者以故杀伤论。罪人本犯应死而杀者徒五年。其张记住合徒五年，决徒年杖一百。部拟：杖一百七下。省准。断讫。
[55]



在这个断例里，“法司”共引述了四条旧例文字，从中推衍出对张记住应该施予的刑罚。中统、至元初期在断罪量刑或者其他方面引用的这一类格式相近的划一法规，显然不属于元王朝自己颁布的律令。那么这些旧例究竟出自何处呢？

笼统地说，元朝立法定制，往往师法唐、金。本文末节引述的《元典章》卷13“官职同者以先授在上”，将唐朝的公式令与金泰和令同时作为“酌古”的基本依据，就是很有典型性的例子之一，可参见。另一方面，由于唐朝的法制原则对后继王朝的权威影响，特别是由于金朝制度率多取诸唐制，包括它的刑法即以唐律为母法，遂使人们很容易夸大唐代制度对元制的直接影响。王恽说，本朝“凡所制作，取唐为多”
[56]

 。经过元人增删修改的《事林广记》也认为：“大元更法立制，多循唐旧”
[57]

 。明人吴讷语及元朝刑法，甚至进而断言：“元氏未尝定律，……皆以唐律比拟”
[58]

 。但在事实上，元朝立法，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受金制的直接影响，又要远甚于唐制。中统、至元之初引以为据的这样一批旧例，其实从不指唐朝的律令格式，而仅仅是指金泰和律、令等法典中的有关条文。

元初断罪量刑时大量征引旧例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至元八年。而正是在这年年底，元政府便正式宣布废止“泰和律”。由此足证过去所循用的旧例确实多是“泰和律”文。从旧例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刑制中出现徒四年、徒五年的自由刑，对犯徒者并科杖刑的规定，“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所反映的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之分
[59]

 ，这些都与“泰和律”的诸特征完全相符。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都为研究元朝法律的学者们多次地提起过。用它们来证明这一类格式相近的旧例中包含着相当多“泰和旧律”
[60]

 或“太和旧例”
[61]

 的条文，是毫无问题的。可是要完全排除其中直接含有唐律令格式的可能性，似乎仍显得有些理据不足。尤其当发现很多旧例条文与唐律极为接近，而从其内容本身又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属于唐代抑或金代的法令时，就更其如此
[62]

 。

正因为如此，《元典章》卷17“父母在许令支析”一文才愈见其弥足珍贵之处。根据这个公文，户部为回复尚书省对“父母在堂，子孙分另，别籍异财”问题的处理意见，检阅了前代对同一问题的相应规定。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送户部讲究得，唐律：“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分另别籍”。又旧例：“女真人，其祖父母、父母在日支析及令子孙别籍者听”；又条：“汉人不得令子孙别籍，其支析财产者听”。

按此处所谓旧例，显系指泰和法典而言。公文书将唐律和旧例分称，不应视为仅仅是在遣辞用字方面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有力地证明，在当时人的概念中，旧例除用为一般性泛称之外，同时又是对泰和诸法典所载条款的专门指称。在刑法方面，它所指的，主要就是《泰和律义》的诸条款
[63]

 。

现在应当回过来继续讨论元初的刑法与“泰和律”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了。根据“五刑训义”以及至元八年以前的格例可知，在案情的推鞫结束后，对案犯断罪量刑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先由“法司”检会旧例，据以认定该犯的罪名及应科以何种刑罚，然后再按“五刑训义”的折抵规定对“泰和律”所定的本刑进行换算，依相应结果断遣施行。从前引“杀死盗奸寝妇奸夫”和其他为数颇多的断例，这个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当然，从另外一部分断例看来，省部对于按这种方式定断的刑罚，往往还要再稍加增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以折抵金律的方式定断的量刑基准，而只是体现了对于该量刑基准的追加调整而已。

孛术鲁翀曾经十分确切地用“因事制宜，因时立制”来概括元朝在立法形式方面的特点
[64]

 。由朝廷综合依据“泰和律”及新定折抵规定判决的断例，其本身即构成一项单行法，既对裁断相同或类似的罪行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又便于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正。除了采用这个方式陆续将“泰和律”的各种条款转变为元朝自己的立法外，对于较轻的犯罪行为，在尚未颁行有关断例的情况下，也允许行使司法权力的各级地方机构自行照依金律折抵量刑。《元典章》卷4“体例酌古准今”条云：

至元五年十二月，四川行中书省移准中书省咨：来咨，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洎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准何例定断，请定夺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拟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拟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来咨外，轻囚就便量情断遣。请依上施行。

这个问题本身，是随着元朝法制秩序的逐渐稳定而提出来的。在上引文件颁布之前，对此大概还没有过什么明确规定。然而这绝不是说，对轻囚“酌古准今”、“就便量情断遣”的情况，至元五年之前就会不存在。实际上，上引公文不过是对于司法实践过程中业已形成的普遍做法加以确认和重申而已。“酌古准今”的含义，在这里应当是明确的。它主要是指的根据金律和“五刑训义”的折抵量刑规定行事。

于是可以看到，元政府是如何在系统地更动金代五刑之制的同时，通过两种途径，把几乎整部“泰和律”吸收进中统、至元初年的刑事裁判中去的。必须强调指出，元初采纳“泰和律”的这两种途径，在元朝刑法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大不相同。通过朝廷颁布的断例，“泰和律”中各种法规的基本精神陆续被移植到元朝自己的立法中；与此同时，“泰和律”中的相应律文一般也就不再继续生效了。随着衍生于“泰和律”的这一类单行法逐渐积累，需要由各地直接照依金律“酌古准今”定断的刑案，其范围就越来越小。当积累的单行法达到一定数量因而占据了支配地位时，便有可能由它们自行配置成一个粗具规模的相应刑法体系的雏形。尽管本来是附着于“泰和律”而成立的，但它毕竟使元朝刑法摆脱了全面依赖“泰和律”的状况。这时候“泰和律”必然遭到扬弃；而采纳“泰和律”的这两种途径，自然也就随着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终结同时完成了各自的使命。这样的形势，在至元八年前后渐趋成熟。

在《元典章·刑部》载录的关于诸恶、诸杀、殴詈、诸奸等方面的刑事法规中，属于至元八年底以前颁行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五
[65]

 。可以想见，到这时候，相当数量的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单行法，加上更多地带有权宜性质所以未能保留至今的大批立法，已经能够初步地满足定断各种类型之常见刑案的司法需要了。“泰和律”既已失去它在至元之初的刑法中那种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则随着元政府调整其统治政策的某些需要，它终于被明令禁行，便也不足为奇了。


 五　元朝刑法体系的确立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下旨：“泰和律令不用，休依著那着”
[66]

 。此后，在过去近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大量单行法的基础上，元政府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刑事法规，对刑法的各个部分不断进行调整、充实。五刑之制也不断臻于完备。直到大德六年（1302年）《强切（按切、窃通）盗贼通例》的公布，独立于《泰和律》的元代刑法体系，可以说就真正确立了。

元政府为什么要禁行《泰和律》呢？

首先，这项决定与建“大元”国号出于同时，是元王朝正统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因为作为大一统的传统王朝，长期直接沿用前代旧律，在中国历史上为例不多。当时朝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不乏其人。胡祗遹在《又上宰相书》中所发的一段议论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

纷纭临事，漫呼法官，曰视“泰和律”，岂不谬乎！亡金之制，果可以服诸王贵族乎？果可以服台省贵官乎？果可以依恃此例，断大疑、决大政乎
[67]

 ？

对国家沿用胜朝旧律的诸如此类的讽谏，其出发点本来是敦促元廷及时修订本朝刑律，颁行天下。而对于正在力图加强自身统治的合法化色彩的忽必烈来说，从中得到的更重要的信息，似乎是应当尽快地废止金律。假如说当年在《登宝位诏》中宣布“与民更始”时，还来不及太多地顾及刑法问题，那么到至元八年发表《建国号诏》时，条件已经十分成熟了。于是，废“泰和律”便成了在“共隆大号”的同时“事从因革”的主要标记，而被纳入“诞膺景命”、“统接三五”的正统主义轨道上去了
[68]

 。

其次，按“五刑训义”规定对“泰和律”量刑标准进行折抵的结果，只剩下笞、杖、死三个正规刑种。这对于处罚某些发生比较频繁的犯罪行为，在当时主要是指窃、盗罪，显得有些手段不足。这也是导致元王朝废除《泰和律》的一个重要原因。兹将“泰和律”对强、窃罪的量刑及折抵后的量刑标准列表如下，以资比较（表见下页）。

[image: ]


如表所述，除强盗伤人或杀人仍处以绞、斩刑之外，对强、窃罪的刑罚，一经折抵后便几乎被全部压缩在各等第的身体刑之中。按金律折抵量刑导致处罚过轻，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在“盗贼滋盛”的局面下，对强、窃罪的量刑就尤其显得相对过轻，特别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至少可以举出两方面的明显证据。其一，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三年曾指斥“汉人循私，用‘泰和律’处事，致盗贼滋众”
[69]

 。这时朝廷明令废止金律已经很久了，所以循元初折减量刑之制而“用‘泰和律’处事”，变成“徇私”行为。用之以按治盗贼而“盗贼滋众”，可见它对强、窃罪的量刑尤为失之过宽。其二，废除金律之后，对强、窃罪的处罚规定陡然严厉起来，刑种也增多了。据《元史·安童传》，恰巧是在至元八年，朝臣中就有人以“盗贼滋横，若不显戮一二，无以示惩”为由，主张“强窃均死”。至元十二年，已有将盗贼“发付窑场配役”的记录
[70]

 。十四年七月，“敕犯盗者皆弃市。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寡，似难以悉置以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十六年十一月，复“敕诸路所捕盗，初犯赃多者死，再犯赃少者从轻罪论”。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又上奏：“比奉旨，凡为盗者毋释。今窃钞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者依法配役为宜”
[71]

 。废除《泰和律》前后，对强窃罪的量刑标准，其变化幅度大大超过惩治其他犯罪行为的刑罚，同样说明原先这一部分刑事法规，特别不能适合元朝统治的需要。否定衍生于“泰和律”的有关强窃罪的刑事法规，亦当是元王朝中止循用“泰和律”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依靠至元八年之前以断例或其他形式积累的大量单行法，元王朝差不多已经能够配列出一个独立的刑法体系的雏形了。新的形势不但要求元朝刑法摆脱依附于“泰和律”的状态，而且也已经为实现这种可能性准备好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说，只要一宣布废止“泰和律”，新的元朝刑法体系便能马上确立起来。还需要制定很多法规，用以补充、替代原来还没有、不健全或者不适用的那些相关条文。而这些新法规本身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调整、修改，方能逐渐趋于稳定。这个过程，费时近二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

至元八年以前，身体刑（笞、杖刑）和生命刑（死刑）作为主要刑罚手段，已经比较发达了。而自由刑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被个别地保留着。如对私藏军器罪，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死、杖九十七并徒三年、杖七十七并徒二年、杖五十七并徒一年等刑罚。徒刑在这个场合很像是作为附加刑而存在的
[72]

 。至元五年二月，“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
[73]

 。是知流刑偶尔也被使用。废金律后，有关“配役”也就是徒刑的记载日见增多，流刑亦逐渐成为正式刑种之一。

“配役”的概念，从宋到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宋代，它又名“配隶”，主要是指流远充军，一般都并科刺、杖等从刑。所以罗点在南宋淳熙年间回顾北宋初期定折杖制，以脊杖、配役代流刑，遂使“流罪得免远徙”时，特别强调当初“所谓配役，非今之所谓配，古所谓徒役是也”
[74]

 。元代的配役，其初所指尚不甚明确。它既指“古所谓徒役”者，如前引发付窑场居役之例，似乎也用指宋制之流配。至元十七年十一月，“诏有罪配役者量其程远近”即是
[75]

 。大约就是在徒刑逐渐定制为元朝五刑之正式刑种的过程中，配役亦成了徒刑的别称，完全与它在宋代的含义区别开来了。故而元人说：“配役，宋文面流刑，今带镣居作”
[76]

 。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元廷决定对强、窃盗“再犯依法配役”时，徒刑应已明确分为若干等第。迄今所知明确区分徒刑为五等的法令，以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颁布的《侵盗钱粮罪例》为最早。五等之设其如下述：“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一百七。皆决讫居役”。
[77]

 但是，次年五月又诏令：“诸徒役者，限一年释之，毋杖”
[78]

 。六月，“降官吏受赇条格，凡十有三等”，再犯赃者，依条加本罪三等。这个“十三等例”，一直施行到大德七年颁布《赃罪条例》时，才为后者所取代
[79]

 。十三等例是否仍将徒刑分别等第，未见直接证据。然依大德二年（1298年）《囚徒配役给粮》条所云“罪囚徒年，验元犯轻重，已有定例”看来
[80]

 ，至少在这时已恢复徒刑等第，且其轻重亦各有差。到大德六年三月，元廷颁行《强切盗贼通例》，其中对徒刑的等从、执刑的方式等等，列为专条，又重新加以完整的厘定：

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决讫，然后发遣。合属带镣居役、应配役人，逐有金银铜铁洞冶、屯田、堤岸、桥道，一切工役去处，听就工作，令人监视。日计工程，满日疏放，充警迹人
[81]

 。

上述规定当然不仅适合于因盗窃罪而决徒者。至此，元朝的徒刑设置始为定制，迄于元末而不改。

与配役正式成为五刑的刑种之一同时，流刑也逐步恢复了。《强切盗贼通例》同样已将流刑列为正式刑种，不过当时尚“不曾定到里数、并合流去处［是］何地所”等事
[82]

 。进一步规定汉、南人按所犯轻重流至肇州、奴儿干，蒙古、色目人流至湖广、云南，还是后来的事
[83]

 。而元朝对流刑三等的性质给予法律上的正式阐述，更要晚至《通制条格》颁行时。其云：

流刑三等。流二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
[84]

 。

由上述可知，《强切盗贼通例》的颁布，不但使元朝关于强、窃罪的法律（这是当日刑法的主要部分之一）臻于稳定，而且对元代刑制中自由刑的恢复和制度化过程也是一次总结。至此，元朝的五刑之制大体上构成了比较完备的系统。另外，翻检《元典章·刑部》诸格例，大德六年以前的立法，在保留到延祐之后的全部立法中已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整个刑法体系已具有了更多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选择《强切盗贼通例》的颁行，作为独立于“泰和律”的元朝刑法体系获得确立的标志。以后，元朝刑法体系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地有所发展或变化，但它总的格局已定，似乎再没有发生过比较重大的改变了。


 六　元朝刑法体系确立过程的特点和评价

总的来说，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与历朝相同，是在吸收和继承前代的传统汉地法制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它进行部分地调整、修改乃至增创的过程。然而，如果从某些具体方面去加以考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若干与其他传统王朝不相类似的独特之处。元代以前，汉、西晋、南朝之梁陈、北朝之周，以及隋、唐等政权，都在建国后不久便颁定本朝刑律，由以确立自己的刑法体系；南朝宋齐两代未另制新律，但明确沿用晋律为听断刑狱的系统的法律依据。这可以算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也有一些王朝，在建立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中，权用前朝旧律，待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成熟后，方始制定出新的刑法，从而形成或健全带有本朝特点的刑法体系。曹魏初年，“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85]

 。迄明帝青龙四年（236年）才更定魏法，制为新律十八篇。辽代从神册六年（921年）诏“汉人则断以律令”，至重熙五年（1036年）颁“新定条制”
[86]

 ，此其间听断汉人刑名所用的“律令”、“汉律”之属，并非出于辽王朝之自定，很可能就是唐律。金自逼宋南迁至复取河南地，先用辽、宋法，后来又“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此所谓律文，当亦指唐律而言。直到皇统（1141—1152年）间，方“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颁行中外，号皇统制”
[87]

 。是为金朝刑法体系确立之始。

元初的刑法在沿用前代旧律这一点上，固然与辽金诸朝颇有相似之处。但它结合使用两种方式系统地吸收“泰和律”，并陆续用衍生于“泰和律”的各种单行法来逐条逐款地取代金律本身，从而逐渐地奠定本朝刑法体系的基础。这个特殊性，是曹魏、辽金等朝所未完全具备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附带阐说。元初在系统地吸收《泰和律》的时候，为什么主要采取颁布单行法的方式，逐条“消化”旧律诸条款，而不用更简单的做法，按既定折抵标准将整部泰和律文直接加以改造，而后一次就颁定完事呢？

据《元典章·刑部》载录的数十则引用旧例的断例，除去对根据“泰和律”应处死刑之案件的裁决变化不大（少数也有变化）外，对折抵后的量刑基准再酌情加以增减的断例数量，要多于机械地按金律折抵量刑者。换言之，除死刑基本上照依原条处置外，元廷对死罪以外很大部分犯罪行为的量刑标准，都还在折抵金律的相应基准上下作了适当的调整。因时、因事地以采用单行法的形式来进行这种调整，显然比一次性地颁定系统的定律更切实可行。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统权宜条理》难以成功，而采纳后来这种方式，元廷能够在刑事立法方面不断地有所进展。

元朝刑法体系形成的独特途径，使元政府能在对于有效地指导全国司法行政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借助于经过折抵变换的前朝刑法的现成框架，迅速地将刑事立法秩序化、系统化。非常有意思的是，可供附着的“泰和律”确实是现成的框架，但同时由于折抵量刑所导致的变换结果，又使得附着于“泰和律”而形成的元朝刑法体系的雏形，具有了与金代刑法体系不同的某些特点。只是当新体系的雏形已经产生，不再需要它原来所攀附的那个框架也能够自我支撑时，元政府才宣布废除“泰和律”，并继续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增添相应构建，最后形成脱胎于“泰和律”、而又与金代法制存在明显区别的独立的刑法体系。

至元八年废止“泰和律”，仅仅表明这部法律在元朝刑法体系形成过程中曾经占有的那种特殊地位被取消了。正如小林高四郎在《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至元八年以后，元朝在自己的立法（其中包括刑事立法）中参引泰和律令者，仍不乏其例。但是，在制定某项法律时个别地、零星地参考“旧例”中体现的传统法度，同当初按一定的折代关系系统地采纳“泰和律”，并由此将它转化为新刑法体系的基础，这两种情况，在性质上无论如何是应予区别的。前一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的立法活动中普遍地存在过，后者则体现了元朝刑事立法的一个具体特点。

历朝刑法体系的确立，多以产生一部比较完整的刑律为其标志。惟元朝事属例外。这是其刑法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又一个特点。

实际上，元代前期编写刑律的尝试，与世祖、成宗两朝相始终，一直没有停止过。前已提及，史天泽与“诸大老”在至元八年前即已拟定过一个新律草稿。此后，忽必烈曾再次“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
[88]

 。至元中，王恽请求“将奉敕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成宪”
[89]

 。至元末，他再一次在奏文中建言“将已定律令颁为新法”
[90]

 。可见忽必烈一朝，修定律令的事，一直在拟议中。成宗即位后，复命何荣祖更定律令。荣祖共择取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名曰《大德律令》
[91]

 。律成，诏“元老大臣聚听之”
[92]

 。这部刑律，应当就是被郑介夫在大德七年奏议中斥为“讹舛甚多”的《大德律》
[93]

 。或许正因为它“讹舛甚多”，所以最后仍未正式颁行。

元朝前叶长期修律未果，其困难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胡祗遹有一段话，对回答这个问题极有参考的价值。他说：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罪。若婚姻，男重而女轻，男主而女宾，有事则各从其夫家之法论；北人尚续亲，南人尚归宗之类是也
[94]

 。

这里说的“南”，指中原汉地的传统刑法；“北”也者，蒙古法也。所谓“法之不立”，则是说元朝未能以划一法规的形式颁布系统、完备的刑律。很清楚，根据当时流行的观念，这部刑律应该是折中汉法、蒙古法而成的统一法典，因而可以等效地施用于汉、蒙古等各人群。这种观念原本是很自然的。因为无论辽、金，其所颁布的本朝刑律都是汉人和契丹或女真等人同用的法典。辽之《重熙新定条制》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契丹、汉人风俗不同”而“国法不可异施”的矛盾
[95]

 ，而《咸雍重定条制》，当已成为辽、汉同用的法典。金代从《皇统制》到《泰和律义》，都是对女真人和汉人等效的刑法。元初涉及刑法的诸格例，则主要是为听断中原汉地居民的刑名公事制定的。蒙古人“自行相犯婚姻、良贱、债负、斗殴词讼、和奸杂犯，不系官兵捕捉者”，多由蒙古官员按本俗法归断；凡“干碍人命重刑、利害公事、强切盗贼、印造伪钞之类”
[96]

 ，则裁判时可能要受、而且越来越受到上述诸格例的影响。但由于蒙古官员必参与裁判，所以也不见得完全能照格例裁断之。元朝前期蒙古统治者对种族畛域和种族防范的意识还十分浓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很难把蒙古法和汉法纳入一部统一的刑律之中的。这应是当时修律长期不克成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事实上，胡祗遹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说：“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

因为元朝刑法体系主要是由以条格、断例形式颁发的单行法构成的，所以，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各衙门均需置簿，类编有关格例，称为“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
[97]

 。这种用例不用律的做法，给元朝司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由于在断例中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诸要素（或曰犯罪构成条件）往往缺乏精确明了的叙述，以致对同一犯罪事实，可以从不同角度拿它与不同的断例相比附，对它的量刑自然也就不同。更由于随着岁增月积，颁降的格例越来越多，难免新旧并存，冗杂重出，同样产生罪同罚异的结果。上面两种情况，都为“扶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增加了极多的便利
[98]

 。元人对此曾经有过许多尖锐的批评，此处不一一俱引。他们的批评自然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恰恰由于这个原因，上述立法形式在元初刑法体系确立过程中所曾起过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几乎被完全掩盖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应该指出的。

自从《大德律》流产，元朝的修律活动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武宗即位后，中书省臣上言：

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尝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
[99]

 。

这时元廷决定不再“轻议”律令，转而采取折中方式，对现行格例加以整理增删，重加颁行，以求进一步统一法制。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刊行的《大元通制》，就是一部有关国家政制法程各部类单行法的汇编集。其“断例”部分，共717条，分为11目，除缺“名例”一目外，其余篇目之命名与“泰和律”完全相同
[100]

 。它虽然不具备划一的法规形式，实际上完全起到了元朝刑法典的作用，带有刑法典的性质。与历朝不同的是，《大元通制·断例》的颁布，已经不再是元朝刑法体系形成过程终结的标志，而是远远落到元朝刑法体系的确立之后了。


 附论：“法司”的含义

从至元八年以前的断例可以看出，在当时断罪量刑的过程中机械地按“旧例”拟刑的步骤，多由“法司”来承担。此处的“法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因此这里还要附带讨论一下“法司”的问题。

“法司”一词，在中古时期似曾有过两个含义。其中较常见的，是把它当作中央司刑机关的泛称来使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僖宗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癸未条：“法司谓刑部”
[101]

 。更准确地说，法司应是当时对刑部、大理寺乃至“两司”的统称。唐元和十三年三月敕云：

旧制，刑宪皆大理寺、刑部详断闻奏，然后至中书裁量。近多不至两司，中书使自处置。今后先付法司，具轻重闻奏，下中书令舍人参酌，然后据事例裁断
[102]

 。

到了明代，除以刑部或者大理寺为法司外，又将它们与参与会鞫大狱重囚的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03]

 。

元朝不设大理寺。称刑部为法司的例子，在元代史料中亦时有所见
[104]

 。但是，从元初的断例来分析，“法司拟”多与“部拟”重出，故此处的法司显然不能与刑部相提并论。由于当时以大宗正府断事官断蒙古、汉人刑名公事，所以有些学者，例如拉契内夫斯基即认为，“很可能被称为法司的就是这样一些断事官”
[105]

 。宫崎市定也倾向于支持这种看法，虽然同时他更谨慎地指出，对这一点似未易确言
[106]

 。

认为法司即大宗正府的观点，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先验的假定，即它首先应当是能够独立执行某一层次裁判权力的政府机关。但如果这个假定可以成立，法司也就绝不可能再指大宗正府。因为至元八年以前大量格式类似的断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刑部的拟定，其权威性一向要在“法司拟”之上。按元制，刑部秩正三品，大宗正府秩从一品。刑部与大宗正府处于同一裁判程序中，而又凌驾于大宗正府之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法司即大宗正府的观点直接导致上述悖论，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它放弃。

那么是否可以将“法司拟”看做行使地方一级裁判权力的官司申报省部的初审判决呢？似乎也不能成立。从中统元年开始，地方官司对罪至死者，只依推鞫和复审结果，将事状、口供呈省待决；它们自己并不对此做出直接判决。而现存断例中由法司拟决死刑者却为例甚众，足证它只能是省部直属系统以内的拟刑程序之一。《刑统赋疏》“诅父母为不孝，可明于厌魅”条引《厌魅坐罪》，《元典章》卷43“无人口免征烧埋银”，都明载“刑部送法司”、“本部（按指刑部）送法司”等语，可知法司所受，多是由刑部判送的公文。

在研究元初法令公文书中所提到的法司时，其以下三方面的特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将有关公事判送法司拟议的机关，现存文献中为例最多的固然是刑部，但并不仅限于刑部。户部、御史台等在处理本司事务时，也留下了“该送法司”的记录
[107]

 。中统时期的十路宣抚司亦曾设置过“法司”的机构
[108]

 。

第二，法司的基本职能，是针对上司判送的公文中有待议决的问题，从泰和律、令诸法典中检出有关规定，供判送机关“酌古准今”时参照。在不少场合，尤其是当待议的问题涉及一条以上的旧例，需要运用这些条款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推绎，从而形成相应裁决的时候，法司往往还要就其结论与诸条文之间的适用性，做出简单明了的解释。这种解释，大体不越出旧例的规矩；从性质上说，它与部拟以及其他主管机关的正式议决，也是不相同的。

第三，元代的法令公文书证实，法司与检法所指甚为接近。这里需要再次征引前面提到过的《官职同者以先授在上》一文。兹将全文移录如下：

至元七年八月，御史台来申：佥事王好礼、周正，散官职位相同。未审逐官阶位上下排列，将王好礼权于孟签事元位竖衔，却缘周正在先勾当，乞照详事。送法司定拟，回呈：检会到古唐制度，该诸文武官朝参行立，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职事同者以先授；授同者以齿；其在本司参集者各依职事。
[109]

 又，泰和制云，诸文武官朝参预宴，各依职事为序；同者以先授；授同者以散官。今承判送检法同参议得，酌古准今，宜依自来体例，其在本司参集，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职事同者以先授；授予同者以散官。今职事同金事，授有先后，合令先授者在上，似为合礼。宪台参详：所拟相应。仰照验施行。

文内自“送法司定拟”以下，直至“宪台参详”之前，均属转引法司针对它接到的判文所上回呈。由这个回呈中所谓“今承判送检法，同参议得”云云，可知此语中的“检法”所指，实乃参加定拟的法司之机构或其中办事官员的名称。金制，各中央机关设检法一职，品秩一般为从八品；其在元初，则为八品正官
[110]

 。

综合以上三点，关于元初法司的面貌，或许已可知其大概。在省部，法司大约不是个别地隶属于刑、户等各部之下，而很可能如同金代的左三部（吏、户、礼部）检法司和右三部（兵、刑、工部）检法司，分别隶属于左三部和右三部。宪台、宣抚使司等亦各置法司。诸行省、路府、诸道提刑按察司等，初期似皆置检法之职
[111]

 ，惟其是否亦可以法司称之，史无明征。由于法司、检法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拟金泰和律令等条款
[112]

 ，所以至元八年以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后见于文献的，只有御史台的检法官，它直到至元十九年才被废去。

如上所述，元初的法律公文书，实际是在下述含义上使用“法司”一词的：它是负责掌管和检拟有关法律条文的专门人员或其机构。这就是法司一词的第二种含义。

法司的名称有此含义，亦非自元朝始。在两宋官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两宋时，在三省制敕库房、谏院、吏部尚书左右选、御史台等处的属吏中，都有以法司见称的专职人员；在吏部尚书右选、大理寺左断刑等处的诸案房中，又都有以法司见称的文书机构。制敕库房的职掌是编录并检核敕令格式等法令文书。凡“应合立定刑名及断罪约束文字，欲于检正处拟定，请参政笔送制敕库，令法司检条，参酌拟定，呈宰相请笔”
[113]

 。此系为人吏之法司。又绍兴四年（1134年）吏部侍郎胡交修上奏：“近降细务指挥内一项：‘六曹长贰，以其事治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条、例，酌情裁决。’盖欲省减朝廷庶务，责之六曹也。令（按当作今）欲乞令本部七司各置例册，法司专掌诸案。具今日以来应干敕札、批状、指挥，可以为例者，限十日尽数关报法司，编上例册，今后可以为例。事限一日，关法司钞上。庶几少防人吏隐匿之敝”
[114]

 。此系为机构之法司。以上两例证明，法司无论是作为人吏或者机构的称谓，其编录及检具条令的基本责职，都没改变。

法司之上述职能，与掌供检用条法与检详法律文字之检法一职，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尽管宋代的法司与检法各有所指，但吏部尚书左选十二案中有检法而无法司，其右选十案中则有法司而无检法，大理寺左断刑置法司而不设检法案，其右治狱则置检法案而不设法司。在属于同一机关的案房系统中，法司与检法例不重出，似亦有助于说明二者内涵之相近。

元初的检法官，应与宋、金官制中的同名官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官僚机构的调整更动，宋代中央各衙门中被称为法司的那些案房及司吏人员，在元代俱已不复存在。所以，法司这个名目，才有可能被移用于某些部门的检法官或其专门机构。从元初制度多承金制推想起来，金代的检法官或即已有法司的别称，可惜关于这一点找不到直接的史料依据。

关于元初的法司，目前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两宋时期，协助府州官司执行地方一级裁判权力的专门机构之一——司法参军衙门，亦名法司。它的职能，也是针对业已鞫清的案情，“检具条令”，拟刑待决。尽管地方一级刑名狱讼的最高裁判权属于知州或府尹，但其定断往往取决于法司检出的法律条文本身，所以“狱司（即推司，指司理参军衙门）推鞫，法司检断”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
[115]

 。很可能在南宋后期，法司一词也被用以统称地方上专管刑狱的官员。故元灭南宋之后，沿用宋代的习称，把推官叫作法司
[116]

 。不过，元代设立推官专治刑狱，事在至元后期
[117]

 。因此，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断定，无论如何，作为推官俗称的法司，与出现在至元八年以前断例中的法司，全然无涉。



［补记：本文原载《元史论集》第3辑（北京，1986年）。当时我认为，王恽所言《中统权宜条理诏》之颁降，未必表明“权宜条理”本身亦已颁布施行。但这样一来，关于《元典章》载录的“五刑训义”究竟发布于何时的问题，反而变得难以落实了。在《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一文里，我已对此一推断作了修正。可参看。］



————————————————————


(1)
  《故唐律疏议》卷6；《宋刑统》卷6。


(2)
  《元典章》卷18，“汉儿人不得接续”引“旧例”。


(3)
  由于泰和诸法典今已全部佚失，这一类“旧例”成了关于金代法制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篇》，东京，1959年版，页459。仁井田陞等人曾计划进一步搜检诸书，将散见的金代律令加以裒辑编次，以部分地复原泰和法典。其后，台湾学者叶潜昭在他的《金律之研究》一书中，发表了由他完成的泰和律辑佚工作。见小林高四郎：《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问题》，《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历史篇》，东京，1977年。关于“旧例”对于研究元代法制史的意义，详下。


(4)
  宋景祁：《赵仲墓志》，《山右石刻丛编》卷28。


(5)
  日本学者认为，蒙古对北中国统治的确立，在1215年或1217年之后，此处仅指其大致年代而言。


(6)
  姚燧：《高泽坟道碑》，《牧庵集》卷25。


(7)
  “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年），州县守令上皆置监。”见姚燧：《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24。


(8)
  蒙古灭金后，在中原汉地“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保之”，企图加强对世侯的控制，在北方引起一场政治斗争。见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168。


(9)
  “岁辛亥（1251年），朝议吏（厘？）定官制，州郡武职多见易置”。见刘敬立：《王氏世德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0。


(10)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关于藏亡法，可参见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26；刘因：《段直神道碑》，《静修集》卷16。这个法令，当源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凡发现逃亡之奴隶及战俘而不将其送回主人者处死”，“凡未经主人许可而将衣食给予战俘者处死”。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英译本，哈尔滨，1929年，页57。


(11)
  《元典章》卷22，“恢办课程条画”。条画颁于中统二年（1261年）。但其部分内容属于“今因旧制，再立明条”。另据《经世大典序录·五刑》，亦可知对私盐等罪的科刑，确系沿用“建元以前”的旧制。


(12)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13)
  蒙古人屠宰牲畜严禁抹喉，而是将牲畜四肢缚住后，把手伸进被剖开的牲畜胸腹，按住它的心脏，直到它死去。这样的屠宰法，使牲畜的血仍有相当部分可以保留在躯体内。又，蒙古人在处死宗族成员或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时，常采取“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似乎以为这样做将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某种好处。上述颇为特殊的屠宰法应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相类似的出发点，大概被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蒙古统治者用严厉的手段强制推行这种屠宰法，同样是出于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因为牲畜正是游牧民最主要的财富。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57；《元典章》卷57，《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朝秘史》第210节；《鲁卜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00年，页80—81。


(14)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以札撒为代表的蒙古法与中原汉地长期实行的传统刑法颇不相同。蒙古札鲁忽赤以蒙古法治汉地，也是造成汉地刑制混乱的因素之一。


(15)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


(16)
  魏初：《梁瑛神道碑》，《青崖集》卷5；杨奂：《汪世显神道碑》，《还山遗稿》上。


(17)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李谦《宋子贞神道碑》。


(18)
  胡祗遹：《送冯寿卿之官无极令序》，《紫山大全集》卷8。


(19)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20)
  《元史》卷158，《姚枢传》。


(21)
  刘因：《寇靖墓表》，《静修集》卷17。


(22)
  王恽：《荆祐墓碣铭》，《秋涧文集》卷60。


(23)
  元明善：《董文直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


(24)
  王旭：《康玉墓碑铭》，《兰轩集》卷16。


(25)
  胡祗遹：《蒙古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15。这件史料提到“元戎察罕知公廉明宽仁，每遇诸路解送死囚，即委公审问”。可知对死囚的复审制度，在蒙古国时期亦已部分实行。


(26)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中统后，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已实行折抵制度，绝对谈不上什么“颇伤严刻”。因而这段话只能被理解为是指的中统以前的情形。


(27)
  王恽：《论重刑决不待时状》引，《秋涧文集》卷87。


(28)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文集》卷80。


(29)
  这个数字指各地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的人数，不包括皇帝直接下令诛杀的大臣官员等。


(30)
  《元史》卷4，《世祖纪》一。


(31)
  见《中堂事记》下，《秋涧文集》卷82。


(32)
  《金史》卷45，《刑志》。


(33)
  《刑统赋解》下引《泰和律义·名例》。作为本刑的徒刑，若家无兼丁，可以折杖准徒；而以徒代流本身即“是矜宥也”，所以即使“无兼丁供给粮饭”，也不能再“准徒加杖”。可见二者还略有区别。权宜条理若正式取消流刑，则上述区别才可以说最后取消了。


(34)
  魏初：《青崖集》卷4，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议。


(35)
  见安部健夫：《关于元史刑法志与元律的关系问题》，《东方学报》第2册（1931年）；植松正：《关于元初法制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40卷1期（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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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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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元典章》卷18，“汉儿人不得接续”。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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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晋书》卷30，《刑法志》。


(86)
  《辽史》卷61，《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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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史》卷45，《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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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元史》卷168，《何荣祖传》。


(93)
  《历代名臣奏议》卷67引郑介夫奏议。


(94)
  胡祗遹：《论治法》，《紫山大全集》卷21。


(95)
  《辽史》卷62，《刑法志》下。


(96)
  《元典章》卷39，“蒙古人自相犯重刑，有司约会”。


(97)
  《历代名臣奏议》卷67引郑介夫奏议。


(98)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99)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00)
  参见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东方学报》第1册（1931年）。


(101)
  《资治通鉴》卷256胡注。见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东洋史研究》23卷4期（1965年）。


(102)
  《唐会要》卷55，“中书舍人”。


(103)
  《明史》卷72、73，《职官志》一、二。


(104)
  见《元史》卷117；《叶李传》，卷182《张起岩传》；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9。


(105)
  拉契内夫斯基：《元史刑法志译注》，巴黎，1937年，导言，页10。


(106)
  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及其裁判机构》。


(107)
  《元典章》卷18，“离异买休妻例”；卷13，“官职同者以先授在上”。


(108)
  《元典章》卷40，卷首“狱具”表下引大名等路宣抚司指挥。


(109)
  据《唐六典》卷3，《吏部·百官朝列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齿”。《新唐书》卷48《百官志》用其说。《唐会要》卷25载天宝三载礼部详定所奏敕“公式令”，又规定朝参行立“各以职事官为序；职事同者以齿”。元法司所据，殆为天宝后复经修订之条文欤！


(110)
  《金史》卷55，《百官志》一；王恽：《论省部掾内选择检法官事状》，《秋涧文集》卷85。


(111)
  《元典章》卷4，“体例酌古准今”；元明善：《董朴墓碣铭》，《国朝文类》卷55。


(112)
  中统初担任燕京行省检法的沈侃，即出身法律，亦可为此说之一证。见王恽：《中堂事记》上。


(11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三十五。


(114)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二十。


(115)
  《历代名臣奏议》卷217引周林：《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及其裁判机构》。


(116)
  《事林广记》续集5，卷8，“绮谈市语”。


(117)
  诸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置推官二员，专治刑狱，下路一员”，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七。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
[1]

 ——附论元初的刑政

一

《金史·刑志》序言称：“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这段话对后来学者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几乎掩盖了金代刑制中的另一个有关事实，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包括泰和律有关五刑之制的规定，对徒刑犯都另科决杖，作为附加刑。

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年），济南尹梁肃向朝廷上疏：“刑罚世轻世重。自汉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带镣居役，岁满释之；家无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辽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对梁肃的建议，“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
[2]

 。

金朝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罪至徒者附加决杖之罚，因为史文阙略，不克详知。《大金国志》述及金徒刑时说：“徒者非谓脊杖代徒，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年限满日则遂”
[3]

 。文内明言“徒者非谓脊杖代徒”，明言“实数也”，显然是意在将金制与以脊杖折代徒刑、并对法定杖数折减执行的宋代刑制区别开来。《大金国志》的编纂是在金亡之后；但正如该书新版排印本的校点者指出的那样，书中关于金代典章制度的记载，所反映的应是海陵王正隆（1156—1160年）末、世宗大定（1161—1190年）初的状况
[4]

 。上引文字也出现在成书于十二世纪末叶的《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典籍中
[5]

 。看来在拘役之外对罪至徒者还要附加杖刑的制度，在大定十七年前后，其施行至少已不下二三十年。

梁肃的建议在当时虽然未被采纳，然而在此后到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以前的某个时期，作为徒刑附加刑的决杖实际上确曾一度被取消。这一点，明确反映在《金史·刑志》关于明昌五年恢复对徒罪附科杖刑的记载中：“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者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沈家本在将梁肃上疏事与此条史文对照解读时写道：“按梁肃上疏在大定十七年，距明昌五年只十八年。何以别有变更？且尚书省所奏文是律文。殊不可解。岂当时别有条例欤？”
[6]



沈家本注意到尚书省奏议提到的“名例”应是律文，可谓目光如炬。按明昌初年，章宗曾置详定所审定律令。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明昌五年，“复令钩校制、律”。廷臣中有人建言用现行制条参酌历代刑书，编著《明昌律义》，作为常法颁行天下。但是这项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7]

 。所以上引史文中的“名例”，只能是指大定、明昌年间一再被作为“旧律”、“律文”称引的《唐律疏议》里的“名例篇”
[8]

 。也就是说，在大定十七年梁肃建议取消对徒刑附加决杖，直到明昌五年重新用敕条恢复此种附加刑的这段时期之间，金廷曾以颁制形式确认《唐律疏议·名例篇》对徒刑刑制的规定。而正由于“（唐律）‘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因此在这段时期之内，实际上就取消了对罪至徒者并施决杖的附加刑。这就是沈家本所谓的“别有变更”。金徒刑各刑等的刑期由《大金国志》所述一年至五年调整为一至三年、以四年以上为代流役，显然也是这时候采纳唐制的结果。

那么，尚书省臣提到的这一次据“名例”调整刑制的制文，究竟是什么时候颁发的？细绎《金史·刑志》，在大定十七年以后、明昌五年之前，有关刑律的最重要的一个法令，乃是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三月颁行的《大定重修制条》，凡十二卷一千一百九十条
[9]

 。上引制文，无疑就包含在这个“重修制条”之中。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自12世纪中叶以来实行已久的徒刑附加决杖制，到大定二十二年由于采纳唐律刑制而被废止。但到该世纪末的明昌五年它又重新被恢复，惟决杖的数目与过去不同。

我们知道，明昌年间（1190—1195年）折中律、制的努力，延续到此后的泰和元年（1201年）十二月以《泰和律》的颁定方告一段落。这里自然而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泰和律刑制是否承袭了于明昌五年恢复的对徒刑附加决杖的旧制呢？

二

《泰和律义》原书今已不存。但是通过保留在元刻本《唐律疏议》中的元泰定年间（1324—1329年）江西行省检校官王元亮为该书重编的释文及所撰纂例，我们仍能够比较完全地获得有关泰和律刑制的讯息。兹将影元泰定本《唐律疏议》卷六末所附王元亮撰“金五刑图说”转录于下：

笞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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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刑五

[image: ]


徒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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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此处原文作“一百八十”，似应改作“一百六十”为是。

流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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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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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038附表内此处写作：“绞，赎铜二百斤；斩，赎铜二百四十斤”。“绞”字下赎铜数似为衍文。

上列图表的徒刑栏中，“赎铜”一项的意思较易明白，即以赎铜若干替换徒年本刑。“加杖”一项也较易理解，指的是在“犯徒应役、家无兼丁”以及“徒人居役再犯徒者”这两种情形下，都可以用加杖替换徒年本刑
[10]

 。准徒加杖之数以二百为最。比较使人困惑的，则是赎铜与加杖之间的“决杖若干”一栏
[11]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泰和刑制中徒年与决杖间的对应联系，也反映在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专门由“法司”检会泰和律条款而推定的量刑参照标准中
[12]

 。当时法司判拟，最常见的行文程序往往是“合徒若干年，决徒年杖若干”。宫崎市定曾检阅《元典章》中的有关判例，揭出其中徒年与决徒年杖数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下
[13]

 ：



	徒年
	决徒年杖数
	出典



	1年
	杖60
	卷41，“阑入禁苑”



	1.5年
	杖60
	卷45，“夫受财纵妻犯奸”



	2年
	杖70
	卷42，“带酒杀无罪男”、“杀死奸夫”



	2.5年
	杖70（？）
	无典据



	3年
	杖80
	卷41，“打死侄”；卷49，“偷砍树木免刺”



	4年
	杖90
	卷42，“打死有罪男”



	5年
	杖100
	卷42，“船边作戏淹死”、“打死有罪男”、“打死同驱”、“杀死盗奸寝妇奸夫”；卷45，“强奸无夫妇人”




很容易看出来，表中徒年和决徒年杖数的数值对应关系，与王元亮图中徒刑一栏内徒年与“决杖若干”间的组合基本上相同。那么徒年、决杖数这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早在1950年代，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排列出上表的宫崎市定认为，它应当体现了徒年和决杖之间的折代关系，即用决杖替换徒年本刑。他写道：根据《元典章》卷44，“刑部六·殴人”条有关犯徒者在家无兼丁的情形下许准徒折杖的“旧例”，并参以“金五刑图说”及《金史·刑志》所载有关“徒杖减半之法”的规定，可以推定金末曾对泰和律的量刑规定折半执行，并且这一做法为元初司法实际所袭用。宫崎将他所推想的金末元初实行“减半法”后的刑制表列如下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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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的推论虽然颇为精致，但仍因存在三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所以不能令人完全信服。首先，“徒杖减半之法”是在大定二十一年之前即已颁布的法令。尽管今天我们对它的具体情节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据《金史·刑志》，后来在制定《大定重修制条》时，理应已将它的有关精神、原则或具体规定吸纳进去。因而在《大定重修制条》施行以后，原先作为单行立法的“徒杖减半之法”就不应再继续具有单独的法律效力。宫崎认为“徒杖减半之法”直到金末仍在指导司法实际，这种观点至少目前看来于史无征。

其二，如前文所述，对家无兼丁的犯徒者及徒人居役再犯徒者所适用的以杖折徒规定，实际上体现在王元亮“金五刑图说”的“加杖”一栏中。宫崎所引“金五刑图说”有关徒五年杖二百的规定，也出于“加杖”这一栏。问题在于，若依“加杖”栏所列杖数减半后折代相应徒刑，则自徒一年折杖一百二十起，凡徒刑每增加一个刑等，用以折杖的杖数就增加二十，止于以杖二百折徒三年。但这个结果与“金五刑图说”“决杖”栏内的规定，乃至元初断例中徒年与决徒年杖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均不相符。据后两者，则徒一年与一年半的决杖数相等，即同为六十杖，徒两年与两年半也同决七十杖，徒三年至五年乃由决八十杖而逐等递增至决一百杖。这与“加杖”栏以徒三年、四年、五年均折杖二百、故而减半后理当同折一百杖的规定也不相一致。可见以金制的家无兼丁者准徒折杖和“徒杖减半之法”来解明元初断例中“合徒若干年”及“决徒年杖若干”二语的意义，未必完全妥贴。

其三，如果说准徒减半决杖是以《元典章》中有关断例的徒年和决徒年杖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依据而推导出来的，那么对被处以杖笞的各刑等也应依此理折半决罚（因而原先的杖刑，折半后都降等为笞刑）。宫崎对此却并未能举出史文依据。于是他只能推测说，假如真是徒一年杖一百二变为杖六十，则“关于杖百以下，也一定是采取杖一百作五十、杖二十作十的方法。所谓徒杖减半之法恐怕不外乎就是指的这件事了”。按、宫崎的猜想与现存史料不符。兹将《元典章》中收录的几则至元八年以前法司依旧例拟断决杖的相关案例表如下：



	杖笞之数
	出典



	杖100
	卷52，“诈写大王令旨”



	杖90
	卷45，“奴婢相奸”



	杖80
	卷42，“马驾车轧死人”；卷44，“他物伤人”；卷54，“脱囚监守罪例”



	杖70
	卷42，“马驾车轧死人”



	笞40
	卷42，“碾死人移尸”




假如金末元初确实对泰和律所定量刑标准实行徒杖减半，那么在上表的案例中法司就应当在律文之后再加上“决杖年笞若干”的刑等折减才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类似文字。同理，假如王元亮的金五刑图说中徒刑一栏的“决杖若干”果真应解读为对徒年的折减替代，那么在杖刑栏和笞刑栏内也应著入“决笞若干”的文字，以用来表示对原定量刑标准的折减替换。否则，如果徒刑折减而杖、笞之刑无折减，就会出现罪重罚轻的紊乱。例如犯徒三年的罪行本来比犯杖一百的罪行要重得多，但假如徒三年折减为决杖八十，则其所受处罚就反而轻于未予折减而维持原来刑等、因此被决杖一百的轻犯了。无论如何，要把五刑图说之徒刑栏中的“决杖若干”解读为是对徒年的折减替换，总是很难说得圆满的。既然如此，有没有寻求其他解读的可能性呢？

细绎金五刑图说的流刑栏，三流本刑之下各有赎铜和配役两项文字。赎铜所指不言而喻。由五刑图说所示，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赎铜之数与徒四年、五年相同，意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分别比徒四年、五年。流三千里赎铜又多二十斤。这与泰和律文所谓“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流三千里比徒五年”的刑制稍有不同，姑置之不论。这里用赎铜若干斤替换三流本刑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至于“配役一年”的意思，则同于唐律中“三流俱役一年”的规定，即流徙远地之后附加一年的苦役。也就是说，配役一年在这里是流刑的附加刑。既然三流本刑下的“配役一年”可以是对主刑的附加刑，徒刑栏内七等徒刑项下的“决杖若干”，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作为主刑的自由刑所附加的身体刑。因此，元初断例中法司所拟“合徒若干年”与“决徒年杖若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减半折杖，而是主刑与附加刑之间的关系。泰和律这一特征的产生，显然与在此之前金朝长期延袭科徒附加决杖的做法有关。也只有这样理解，《元史·刑法志》中所谓“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这段话才讲得通。假如自金末直到忽必烈颁布《中统权宜条理诏》之前，一向在按减半法比照泰和律量刑，死罪以下，唯有杖、笞两种身体刑，则“颇伤严刻”之谓就无从谈起。

关于元初人如何理解“决徒年杖若干”这句话的含意，其实我们还有一条很值得重视的旁证材料，即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颁布的《恢办课程条画》。其中一款说：“诸犯私盐者，科徒二年，决杖七十；财产没官。决讫发下盐司，带镣居役，满日疏放。”所谓“决讫”指执行杖刑，“带镣居役”指执行徒刑。在这里科徒和决杖显然是一并施行的
[15]

 。但在《元史·刑法志》三里，上述二刑种次序被颠倒过来，写作“杖七十，徒二年”。它在记载对私盐再犯、三犯的刑罚时，也将决杖放在前、徒流等自由刑放在后：“诸私盐再犯加等，断徒如初犯；三犯决杖同再犯，流远”
[16]

 。对私盐再犯、三犯的刑罚，似出现较晚
[17]

 。也许《元史·刑法志》三的编者就是根据对再犯、三犯私盐的量刑模式来改写元初的条画，遂将“杖七十”置于“徒二年”之前。无论如何，《恢办课程条画》的上引条款本身即已充分表明，当元初人提到“科徒二年，决杖七十”时，所指为徒年、断杖一并施行。既然如此，出于同一时期的“合徒若干年，决徒年杖若干”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与“科徒若干，决杖若干”一语含意相当而措辞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表述程式呢？

本文所提出的观点仍然遭遇着一定的困难。在王元亮用“五刑图说”解说唐律的部分，徒刑栏内五等本刑下也都分列着赎铜、决杖、加杖、准杖（即按照应居役天数折换杖刑时的换算原则）四项文字。如果我们将金图中的加杖看作主刑的附加刑，那么唐代的徒刑岂非也附加杖刑？但这一结论显然又是不能接受的。唐律“‘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至少到金代还是人们十分清楚的事实。也许因为泰和律以唐律为母法这一点留给后世的印象过分突出，而泰和律对徒刑又附加杖刑，以至于王元亮以近古之事律远古，将泰和律刑制的该项特征误植于唐律的刑制之中。不论王元亮对唐律的解说是否准确，他对泰和律的叙述应当不会有什么出入。他是汴梁人，精刑名之学。金亡以后，在华北旧金故土，金律的传习一直代有其人；析律文为图表以便记览与实用，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作法。成书于中统年间的《永徽法经》，就“列唐律于前，而附金律于后，或有或无，或同或异，或增或减，俱详为注，颇为精密”。元代坊间又有《官民准用》一书，分门别类地钞集当时通行的法令文书，也“附以唐律诸图”
[18]

 。这两部书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都只以永乐大典辑录本列入四库存目；今天则连永乐大典本也已无传。所以关于金元时期的律学专家如何理解唐律，我们的资料是很不充分的。无论如何，在对唐五刑图内徒年之下的决杖问题获得更圆满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又足以启发我们重新理解金五刑图的徒年决杖问题之前，我们以为，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之说，应当是目前所能获致的相对而言较为合理的看法。

泰和律对罪至徒者附科决杖的事实既经确认，我们就有可能对元初沿用泰和律折代量刑的具体情状，取得比过去更为真切的了解。

三

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十八日，元廷颁布了一个关于北中国司法行政的重要法令文书，即《中统权宜条理》。此事在《元史》本纪中失载，但由杨果起草的颁降该条例的诏文，保留在王恽的《中堂事记》里。诏文曰：
[19]



制曰：事匪前定，无以启臣民视听不惑之心；政岂徒为，必当举帝王坦白可行之制。我国家以戎旌而开建，于禁网则阔疏。虽尝有所施行，未免涉于简略。或得于此而失于彼，或轻于昔而重于今。以兹奸猾之徒，得以上下其手。朕惟钦恤，期底宽平。乃姑立于九章，用颁行于十道。比成国典，量示权宜；务要遵行，毋轻变易。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决杖虽多，不过一百七下。著为定律，揭示多方。

开条云云

呜呼！六计周官，所以蔽群吏之治；三章汉法，所以慰百姓之心。详酌旧规，著为新制。惟上令昭垂如日月，则下情易避如江河。虽曰从轻，期于不犯。咨尔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安部健夫把《中统权宜条理》的颁发视为元初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植松正也说，这个条理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从‘著为定律’看来，它是具有律的性质的东西。并且由不用流罪、定杖罪最多为一百七下，可以看出元代刑法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这大约是笞杖刑以七为尾数的最初的法令”。植松正以为，“至于说到这个条理为什么会在《元典章》中完全不留痕迹，大概是因为它还是‘权宜’，而后来又颁布了形式上更加整齐划一的同种法令的缘故”
[20]

 。

对《中统权宜条理》究竟是否正式颁行的问题，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一文持怀疑态度。该文将《颁降中统权宜条理诏》中所谓“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的原则，理解为是机械地将泰和律量刑标准逐次递降一等拟处。“举例来说，假如刀子伤人按原规定应徒二年半，则条理对此罪的量刑标准当即为徒二年（比徒二年半减一等）”
[21]

 。如对“递减一等”作出这样的硬性解释，则诏文在量刑标准方面的原则性概括就与现存的中统、至元之初大量断例、法令文书或其他史料皆明显不符。据此，《形成》一文对《权宜条理》曾否真正颁行提出疑问。

《形成》把对“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的几种可能的解释之一看作唯一可能的解释，这就阻塞了尽可能地在《中统权宜条理》所规定的量刑原则与元初有关法令文书之间追寻一致性的思路。事实上，这种内在一致性甚至还要远远超出植松正已经指出的不用流刑和笞杖以七为尾数这两点。

自忽必烈立国漠南汉地以后的十余年间，元政权在中原的司法实际中，基本上采取沿用金泰和律定罪量刑、再加以折减施行的做法。这一点现在已为治金元法制史者所熟知。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进行折减的具体办法，见于《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一”卷前“五刑之制”图表的上半部分。兹将它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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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进一步予以讨论的问题是：“五刑之制”图表是从何而来的？一般说来，出现在《元典章》各卷卷首的诸多图表，都是根据包含在本卷内的有关“条例”、“通例”，亦即惩治某一大类甚或几大类罪行的单行法规编制而成，而不是由编者从“断例”即特殊案例归纳出来的。“五刑之制”图表的下半部分，由“新例”和“加徒减杖例”两项内容构成。前者出于大德九年（1305年）刑部关于“五十七以下用笞，六十七以上用杖”的规定，后者则出于大德六年的《强窃盗贼通例》
[22]

 。从上述情形判断，“五刑之制”图的上半部分，一定也应当是依据某一个单行法规编制而成的。而这个单行法规，实非中统二年颁布的《中统权宜条理》莫属。与这个条理一起颁降的前引诏书宣布不用流刑，体现在“五刑之制”图表中，就是三流分别比徒四年、四年半、五年。诏书说决杖不过一百七下，也正好体现在折杖制之中。那么诏书宣布的“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是否也与“五刑之制”图相一致呢？

如果我们不坚持认为这句话只能按照《形成》一文所提出的机械方式解读，推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变得并不那么勉强了。从上引图表可以看出，元初对泰和律量刑标准的折减办法，乃是在维持各刑等间徒年及杖笞数目的递增或递减幅度不变化的前提下，分别将笞十以上的每两个相邻刑等归并为一组（杖一百及徒三年以上均未归并）。像这样自下而上的两两归并，必定会造成原先的徒、杖刑决罚等第的整体递减。其幅度少则一等，多者居然减了六等。可参见下表：



	旧制
	据权宜条理折减后
	递减等第数



	笞30
	笞20（实责17）
	减1等



	笞40
	笞30（实责27）
	减1等



	笞50
	笞30（实责27）
	减2等



	杖60
	笞40（实责37）
	减2等



	杖70
	笞40（实责37）
	减3等



	杖80
	笞50（实责47）
	减3等



	杖90
	笞50（笞47）
	减4等



	杖100
	杖60（笞57）
	减4等



	徒1年
	杖70（杖67）
	减4等



	徒1.5年
	杖70（杖67）
	减5等



	徒2年
	杖80（杖77）
	减5等



	徒2.5年
	杖80（杖77）
	减6等



	徒3年
	杖90（杖87）
	减6等



	徒4年
	杖100（杖97）
	减6等



	徒5年
	杖107
	减6等




既然如此，《中统权宜条理诏》所谓“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又该怎样理解呢？我想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有两层。第一，在将每两个相邻刑等归并为一之时，其决罚等第均向低者靠移。第二，当归并后形成的新刑等与处于其下位者之间相隔不止一个决罚等第时，将前者的决罚等第继续下移，直到比后者高出一等的位置，使新形成的决罚等第之间同样构成自上而下递减一等的次序。在这样的意义上，《元典章》“五刑之制”所体现的从泰和律刑制到元初形制的降等变换，与《中统权宜条理诏》的原则规定，仍可以认为是相符合的。

如果《中统权宜条理》与“五刑之制”图表确实是说的一回事，那么我们否定金末曾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减半施行的见解就又多了一条理由。按“减半法”论者的见解，因为杖六十是徒一年、一年半的折代刑，所以原先从笞十至杖一百的十等身体刑，现在就压缩为五等笞刑。也就是说，“减半法”对十等身体刑的归并，必然是由笞十、二十作为一组归并起算，依次上推。假如真是这样，《中统权宜条理》以笞二十、三十为一组加以归并、且以此作为起点依次上推，其结果就会比原先按照所谓“减半法”量刑递增一等，而不是递减一等了。

由下表所示可以看出，据《中统权宜条理》当决笞十七的犯人，按“减半法”则应决笞十或二十。对前者而言，中统新刑制是递增了一等；对后者而言，则所受仍为同一刑等，不过领受了“笞杖十减其三”的恩惠而已。余类推。可见《中统权宜条理》所谓“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只能是以泰和律的量刑标准，而不是以“减半法”为变换原型的。换言之，自金末至忽必烈建国，华北的司法实践除沿用泰和律外，并不存在对泰和律量刑标准再加以“徒杖减半”的折代这回事。

[image: ]


从以上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出下述五点。

首先，在泰和律制定以前，金代刑制中曾长期对犯徒者附加决杖处罚。泰和律对罪至徒者在徒年之外附加杖刑，实际上是沿袭这种其来已久的作法而已。

其次，金朝末年以及金亡以后、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北中国的刑制大体遵循泰和律而不存在依照泰和律减半量刑之事。

复次，中统二年的《中统权宜条理》，应当就是《元典章·刑部》卷首“五刑之制”图表的基本依据。因而《中统权宜条理》的颁降必为事实，无可置疑。

再者，虽然今天已看不到《中统权宜条理》的具体条文，但我们仍可以推知，它的内容恐怕主要是以诏令、条画形式正式承认泰和律作为新政府暂行刑律的地位，同时又采取折减法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进行系统的转换，并按笞杖减三、取消流刑等规定对转换后的刑制再作调整。所以《中统权宜条理》本身还不是元朝刑律，而是以法令形式确认前代刑律的适用性，同时颁布按当时情势对它的量刑幅度加以修正调整的若干原则规定。

最后，《金史·刑志》序所谓“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或许是指金末由于国土狭窄、局势危急，因此取消了本来只针对“家无兼丁”等特殊情况的徒刑犯才实行的准徒加杖的律文限制，将它普遍施行于一般犯徒者。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读懂这句话，就像我们尚未真正读懂王元亮《五刑图说》对唐代徒刑的解说一样。而这些疑问的澄清，必定会把我们对金代刑律以及金元之际刑法体系转换问题的认识，更向前推进一步。这种期望，尚待今后的研究予以实现。



［本文原载《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时署名的第二作者为郭晓航。收入本书时有较多修改。］



————————————————————


(1)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叶孝信、郭建、戴建国等教授指教，谨此志谢。文内若有错误及不当之处，则应由作者负责。


(2)
  《金史》卷89，《梁肃传》；卷45，《刑志》。下文凡引述《金史·刑志》，均不再出注。


(3)
  《大金国志》，卷36，“科条”，崔文印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见《大金国志》崔文印校点本，“前言”。


(5)
  《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


(6)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分考十三·徒”。


(7)
  按孙铎进“名例篇”及复令钩校制律之事，《金史·刑志》系年之前原脱年号，而书于泰和二年记事之后的“三年七月”、“五年正月”条下，似读若泰和三年、泰和五年。惟“由各人名、官职考之，亦皆在明昌年间，而非泰和年间事”。故《金史》中华书局校点本已据补“明昌”二字，兹从之。


(8)
  仁井田陞很早就指出，“泰和律公布之前，在金代记录中看到的‘律’，究竟是否指的是唐律（或是宋刑统），虽然还要根据不同场合仔细推敲，但从当时唐律一直在被沿用的情况看，那些所谓‘律’乃是唐律，恐怕是可以推定的”。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补订版，页474。


(9)
  颁布《大定重修制条》的时日，《金史·刑志》系于大定二十年之前；而据《金史》卷8《世宗纪》下，乃在大定二十二年三月癸巳。兹从后者。


(10)
  《元典章》卷44，“刑部六”，“拳手伤·殴人”引“旧例”云：“诸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役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若徒年限内无兼丁者，总计应役日及应加杖数，准折决放。”又《刑统赋解》卷上引“名例”云：“若徒人居役再犯徒者加杖制，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徒一年半加杖一百四十，徒二年加杖一百六十，徒二年加杖二百，徒四年亦加杖二百”。元初文献中引用的“旧例”，多指金泰和律，详下。


(11)
  沈家本虽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金”内备录王元亮“五刑图说”，对决杖一项却未作解释。叶潜昭据元代法律文书所引用的“旧例”等文字，搜检金泰和律佚文共一百三十条。但在对照“唐金律相异点”而论及金徒刑之制时，他也仅仅写道，金徒刑“自一年决杖六十加杖一百二十，至五年决杖一百加杖二百，共分七等”，对“决杖若干”仍没有任何说明。见叶氏《金律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页228。


(12)
  关于元初法律文书中据以量刑的“旧例”主要是指金泰和律，见小林高四郎：《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问题》，《江上波夫教授七十寿辰纪念论集》，“历史篇”，东京，1977年。又参见叶潜昭前揭书。


(13)
  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及其裁判机构》，《亚细亚史研究》卷4，东京：同朋舍，1980年。


(14)
  见宫崎前揭论文。宫崎所制的这个刑制表，除拟在下文中予以讨论的三点以外，尚有另一未惬之处。即该表事实上将徒四年、徒五年这两个刑等完全解释成是“三流比徒”的替换刑。但徒四年、五年本身还是独立刑等。据《元典章》卷44，“殴人”引“旧例”，徒四年者在家无兼丁的情况下也可以准徒加杖，决杖二百后放行。徒五年当亦如是。但三流比徒本身已是“矜宥”，“若无兼丁供给粮饭，欲求加杖者，律无准徒加杖之文也”（《刑统赋解》卷下）。可见这两个刑等作为本刑和作为替换刑，仍然是有所区别的。


(15)
  《元典章》卷22，“户部”八。按，这条规定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立都提举司办盐课》所引“已降圣旨”中已有所调整。原规定中的“财产没官”改为“财产一半没官”。但“科徒二年，决杖七十”的提法仍未改变。


(16)
  这段文字，按中华书局《元史》校点本作“诸私盐再犯，加等断徒如初犯，三犯杖断同再犯，流远”。似有未妥。此处“再犯加等”，是指杖刑加等而言。


(17)
  据现在所知，元代法律文书中称引对再犯、三犯私盐的处罚条文，出现在延祐六年（1319年）的《盐法通例》里。它最初制定的时间不详。至少我们今天在中统二年和至元二十九年两个上引文书中还看不到这一规定。该条款曰：“转行货卖博易诸物，同私盐法。正犯盐徒（按指发下盐司带镣居役。从下文看，此处似遗漏了关于杖刑的处分）；再犯加等（按此处当指杖刑加等），断罪居役；三犯断讫（此亦指杖刑），发付边远屯田。”见《元典章》卷22，“户部”八。


(18)
  元刻本《唐律疏议》（三十卷，附释文纂例）卷首，刘有庆泰定三年（1325年）序；《四库全书总目》总84，“政书类存目二”，“永徽法经”、“官民准用”条。


(19)
  王恽：《秋涧集》卷83，《中堂事记》下。


(20)
  安部健夫：《关于元史刑法志与元律的关系问题》，《东方学报》第2册（1931年）；植松正：《关于元初法制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40·1（1981年）。


(21)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
  “新例”出典见《元典章》卷40，“刑部二”，《诸衙门笞杖等第》；《强窃盗贼通例》见《元典章》卷99，“刑部十一”。按在《强窃盗贼通例》颁布前，对窃盗钞一百贯者断杖刑九十七。据“通例”，则窃盗钞一百贯当徒一年，附加决杖六十七。与旧例相比，新定刑律对等样情节罪行的处罚是加科徒刑而减少杖数。因此《元典章》编者将徒一年附加决杖六十七至徒三年附加决杖一百七的新增刑制称为“加徒减杖例”。


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

13世纪上半叶，被成吉思汗家族统一的蒙古民族，以震撼欧亚的武功，征服了从华北经过内陆亚洲、西至南俄草原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地域。蒙古的征服，很自然地把产生在漠北高原的某些基本制度成分，以及反映这些制度的观念意识带到他们的马蹄所至之处。另一方面，几乎与征服者开始致力于在各占领地区确立他们的持久统治同时，这种统治本身就不可抗拒地被推入一个不断“地方化”的过程。蒙古人带到各征服地区的那些制度的及其观念的成分，于是便在各地方本土制度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和演化。因此，对同一种蒙古制度或观念成分在不同地区的历史演变作比较分析，越来越成为蒙元制度文化史相关课题的研究者们所乐于采用的基本视角。本文拟遵循上述思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该时期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做一番新的考察。

一

涉及因朱问题的蒙元时代西域文献，按其记述对象所在地区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文献记载了伊利汗朝境内，尤其是它统治的中心地段，即今阿塞拜疆和伊朗地区的因朱。本时期的两位著名波斯历史学家拉施都丁和瓦撒夫，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史集》和《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迁移》里反复提到过上述地域范围内有关因朱的某些史实，并且还间接或直接地引用了一些涉及因朱问题的政府公文。

早在1830年代，刊印《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文原文、并对之加以译注的迦特梅尔，即已注意到因朱的内涵问题。他分析了从拉施都丁书、瓦撒夫书、Habib al-Siiar、《库尔德人史》等穆斯林史籍以及阿美尼亚史料中搜检出来的有关因朱（īnjū～injū＞enjou）的用例，确认它指的是属于大汗及诸王的私有产业，相当于阿拉伯语词汇khāss
 。他似乎是对《库尔德人史》里的说法深信不疑，把因朱看作波斯语中来自蒙古语的外来词
[1]

 。

晚近对伊利汗时期因朱制度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是由俄罗斯学者彼特罗舍夫斯基、阿里札答等人进行的。他们指出，伊利汗朝的因朱，是指伊利汗及其家族成员个人所有的地产，以及这些地产上的依附劳动者，包括处于前者庇护下的“投献”地产在内，也包括经过封赠等形式由上述地产转变而成的贵族庄园、瓦各夫地产及慈善产业。尽管国家对于因朱土地一般豁免赋役负担，在本质上，它与普通的私有土地（milk）仍然没有什么不同
[2]

 。著名伊朗学家兰普顿也同意，因朱是指由大汗给予他的亲戚或其他人员的人口，并且也指大汗分给他的亲戚们作为采邑的土地
[3]

 。

第二组是反映蒙元时期河中地区因朱状况的文献。当时，这个地区从文化上说属于阿拉伯—波斯文化圈，政治上则处于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下。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与本课题直接有关的唯一文献，是著名的布哈拉谢赫沙菲迪纳·孛哈尔兹（卒于1261年）的孙子牙黑雅（Yahyā）于1326年签署的一份瓦各夫文书。在这个文书中，牙黑雅宣布把属于他所有的布哈拉城东南郊十一座村镇、若干灌溉农田和果园转为瓦各夫产业，用它们的收入供给位于孛哈尔兹的沙菲迪纳陵园及其修道堂（khāniha）。文书在详细叙述这些地产的四至时，不止一次提到与它们相邻的因朱地产
[4]

 。

由于文献不足，无法对河中的因朱单独进行研究。但是学者们一般都相信，它的状况与伊朗地区的因朱不会有什么不同
[5]

 。

有关畏兀儿地区的因朱史料构成本文所说的第三组文献。它以inchü的形式出现在从东部天山地区古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三份法律文书中；它们在经马洛夫增订、刊布的拉德洛夫《畏兀儿文献》一书中，分别被编列为第22、21、25号文书。美国学者克拉克关于古代畏兀儿纸质法律文书的断代研究表明，在已经发表的141件此类古代畏兀儿文献中，有112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断定属于蒙元时代，上述三份文书都在其间
[6]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至少是出现inchü一词的那些文书的写成年代，应当都在元代中后叶察合台后王控制畏兀儿时期。当时这里在文化上伊斯兰化的程度则还远低于河中。

在欧美学者的概念里，流行于整个西域的因朱，其内涵都是相当接近的。对此，部分俄罗斯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基彼洛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3至14世纪畏兀儿斯坦的社会经济关系》里主张：在这个地区，所谓因朱是指一种“大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它既属于汗室成员所有，又属于个别的封建主以及耕作者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农民因朱”。古洪诺夫则认为它应有更大的涵盖面。他主张，畏兀儿的因朱既指大封建土地，也指小封建土地，它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有这样的定义，才能更加充分地揭示出作为封建制度的因朱所具有的内容。”
[7]



无论由因朱所规定的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在不同地区是否呈现出差异性，这个词本身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由是，各地的因朱，在其制度的或观念的内涵中，也显然应当存在着某种带共同性的特征。因此，重新考察因朱问题的比较方便可行的办法，似乎应该先从求同入手，尔后再考虑辨异问题。

二

认为因朱源于蒙古语的观点，迦特梅尔以后一直代不乏人
[8]

 。现代俄罗斯学者多认为它与蒙古语词inje有关。后者在元代文献中有“媵哲思”、“引者思”、“媵哲”等汉字音写的形式，译言从嫁、“从嫁民户”或陪嫁婢仆
[9]

 。彼特鲁舍夫斯基写道，因朱一词最初在蒙古本土有两种含义，一指陪嫁，一指汗室的领地。吉洪诺夫实际上也把畏兀儿语文献中的因朱看作来源于蒙古词汇inje，尽管他认为该词在进入突厥语时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从俄译本转译过来的《史集》汉文本，选择inje在元代的汉语音写形式“媵哲”来回译波斯文原著中的īnjū，表明译者似乎也同意将inje、injū乃至inchü看作意义相等的语词。

德国学者德福相当明确地主张，inje和inchü乃是发音相近、但颇不相同的两个词汇。对于这两个词在相关语言中的迁播衍变，他的见解可以简要地图示如下，其中的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他带有猜测性的和比较可以肯定的意见：

[image: ]


德福说：“波斯语的īnjū……更可能是来自于相当多的突厥语方言中都存在的inchü”。不过他对上述结论似乎还不敢十分肯定，其原因在于他误从海涅希对《元朝秘史》中的蒙古语词汇“奄出”（蒙古语emchü的汉字音写）的不太准确的转写enchü，遂将后者看作源于突厥语inchü的蒙古语里的外来词，因而还不敢绝对排除īnjū来源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个蒙古语词enchü的可能性。另外，因为突厥方言中inchü亦多有嫁妆的意思，所以他认为它很可能像inje那样，起源于对汉语词汇“媵臣”或者“媵者”的音写（按此处亦系从海涅希说）
[10]

 。由于语言材料的限制，inje和inchü是否源于汉语，或者它们是否同源词的问题，现在无由加以详论。但无论如何，在蒙元时代，它们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不同语言中意义相等的对译词汇。秘史和《元史》都记载了成吉思汗将他的一个妃子亦巴合别吉连同她的injes一起赐给功臣怯台的情节。在叙述同一史事的波斯文《史集》中，用以对译injes的，并不是源于inchü的īnjū，而选用了另外一个突厥语借词īw ughlānān
[11]

 。这个用例不仅表明īnjū其实并不是inje的波斯化形式，而且证明injes作为属于īw ughlānān身份的人们中间的一种，与īnjū一词所从出的突厥语词汇inchü并不等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来，克劳逊认为inje的各种形式与inchü之间“不存在确实的词义学上的联系”的观点，或许更加接近事实
[12]

 。

由上所述，从词源学角度分析起来，西域文献中的因朱应该来源于突厥语，而与蒙古语无涉。然而，正如以下讨论将要表明的，在蒙元时代变得颇为引人注目的这个突厥语词、或者是来源于突厥语的波斯语词汇，它所代表的却是源自蒙古人的某种制度或其观念的成分。

三

尽管因朱在波斯语中是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外来词，但它却是随同蒙古的征服而被引入波斯语的。吉洪诺夫相当肯定地指出，该词为波斯人所知晓，那是在蒙古入侵之后
[13]

 。所以它也完全可能是代表了蒙古名物制度的符号。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的现象，正如舒尔曼敏锐地指出过的：“这个时期波斯文史料中有关蒙古制度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突厥语词而不是蒙古语词。……当考虑到有关蒙古制度的那些词汇的词源学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上述这个两重性：在东方使用的蒙古语的术语，多有它们相应的突厥语术语使用于西方”
[14]

 。蒙古征服者和波斯—阿拉伯语居民双方，都觉得以突厥语为中介相互沟通较为便利，这无疑是此前阶段已有一系列突厥王朝确立于中亚的历史后果。

那么，用因朱来对译的那个蒙古语原词又是什么呢？依照拉施都丁提供的线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还不是不可能的。

根据《史集》的记载，在察合台后王八剌向伊利汗朝要求巴忒吉思草原时，阿巴哈答复说：“这个地方是由父亲转归于我的遗产［份额］，是我们的因朱（īn mulk az pidar ba-man mayarāth rasid wa īnjū-yī māst）”
[15]

 。在上面这段话里，因朱的意思，就是作为伊利汗的家族成员所分得的那一份产业［份额］；广义地理解起来，它确是阿巴哈从其前辈那儿取得的某种遗产（mayarāth）。

《史集》通过同位语形式间接地给予因朱的这个解释，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同时代蒙古语中的“忽必”（qubi）一词。

忽必这个词，在其最普遍的意义上适用于平等身份者之间的财产（例如作战虏获物，包括人口）分配观念；在家产分配的意义上，则有只应分予亲族成员的性质。在近代鄂尔多斯方言中，长大成婚的儿子在另立门户时带走的那份分割出来的家产（主要由牲畜构成），就叫做“奄出忽必”（emchü qubi，译言梯己分子），或者迳称奄出
[16]

 。成吉思汗国家建立以后，对于按千户百户制度组织起来的蒙古编民的统治权，包括对固定给他们使用的游牧草场的支配权在内，正是像家产一样，在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员之间实施分配的。《元朝秘史》记载这件事说，成吉思汗委托失吉忽秃忽划分全体编民，“普百姓行母行、咱的行、弟行、子每行忽必亦儿坚……分着与”
[17]

 。这样的份民（qubi irgen）与份地，都称作忽必。成吉思汗原欲依照“弟的每忽必”分一份给义弟失吉忽秃忽。后者却拒绝说：“我的般晚生的弟，同共、齐等忽必怎生要”
[18]

 ？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分民分地的对象，只限于大汗的直系亲属的范围。

忽必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蒙古观念，在蒙元时代西域文献，包括波斯语文献及畏兀儿语文献中都相当少见
[19]

 。据此似乎就有理由推论，在西域应当存在着某一个用以对译该词的专名。这个专名，看来正是突厥语词inchü，以及经过突厥语的中介而进入波斯语的īnjū（injū）。近代突厥、蒙古方言中的某些证据，也有利于上述推论。吉尔吉斯方言中有enshi，译言儿子离开父亲时分到手上的牲畜及财物的份额。蒙古语卫拉特方言里有öntši，译言份额、遗产继承的份额
[20]

 。这两个词大概都是从突厥语词inchü衍生而来的。它们的含义与蒙语忽必最一般的意思相当，足证忽必与因朱乃是不同语言中意义相似，因而可以对译的词汇。

应当指出，只是到了蒙古时代，inchü才被赋予与蒙古语qubi相应的意思。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在8至10世纪塞语文献中以imjuwa、ijūwa，imjū等形式出现的突厥语借词，与后世出现的inchü是同一词汇。它的意思是部落联盟集团中属于首领家族或其个人的部族，乃至其他产业
[21]

 。此种意义，与作为黄金家族各成员“份子”的产业这一层含义实在相当接近。inchü或许就是最先在这一层含义上被用以对译忽必，后来才由这一层含义在波斯语和突厥语中衍生出其他各种相关词义的。

自然，在inchü被用以对译蒙古语词忽必后，它原先的词意并没有全然消失。这一点也反映在波斯文献当中。《史集》提到，由诸异密们选送的子女及其伴当，组成了阿巴哈汗的īnjū。此处的īnjū，当是在突厥语词inchü原来的含义，即首领个人的诸色侍从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22]

 。

四

考虑到因朱制度在西域的起源有一个被称为忽必的蒙古旧制背景，对西域文献中的因朱一词，恐怕就不能墨守过于笼统、单一的理解了。

正如彼特罗舍夫斯基等人指出的，因朱确实被用于指称伊利汗及其家族成员私人所有的地产，以及被束缚在这些地产上的依附劳动者。此种因朱地产的数量很大，不过它并不涵盖伊利汗朝的全部私有土地。毋宁说，它们与更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地产、国有地产、以其收入供给宗教活动的瓦各夫地产等等一样，构成当时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类别。波斯语文献有amlāk-i īnjū，译言因朱地产（amlāk系malk的复数，译言土地），亦即王室地产；man īnjū-yi tu am，译言“我是你的因朱领民”；dīwān-i īnjū，或者还有huqūmat-i īnjū，意谓管理因朱地产的部门
[23]

 。恰恰是从这一类的因朱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忽必观念在与波斯原有的王室土地所有制之间所发生的互相调适现象。这种现象，与忽必制度在华北汉地逐渐演变为中原王朝传统的“衣食租税”制度，道理颇为相似。

从元代畏兀儿法律文书中出现的inchüler-din inchü borlugh-qa（译言“从因朱葡萄园方面的诸因朱领民中间”）的说法，可以知道这个时代突厥语中的inchü，亦指某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以及此种土地上的直接生产者。后者由于受因朱地产所有者的支配，原则上便不再承担国家征取的qalan、qurut、tüdün、qabin等等赋役
[24]

 。

蒙元畏兀儿文书中透露的有关因朱的消息过于零碎而稀少，使得想利用这些消息构勒出该地区因朱制度完整面貌的种种努力，都难免留下深文周纳的遗憾。吉洪诺夫主张畏兀儿地区的因朱即一般的封建所有制土地。他的依据有两条。其一，他断言蒙古的征服并没有改变畏兀儿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其二则出于他对马洛夫、拉德洛夫所刊布的第14号畏兀儿语文书的释读与推论。

14号文书的内容，是说某村社居民从il qocha处接受急需的一百卷棉布，每卷含两札半。因此他们将原来承担赋役义务的秃里其人交给不达识理充作葡萄园丁，承诺今后不再向秃里征取qalan、qurut、tüdün、qabin等等赋役
[25]

 。由于秀里进入葡萄园后被蠲免的义务种类与对因朱领民的免征范围完全相同，我们有理由赞同吉洪诺夫的下述观点，即被该村社交出来的秃里之新身份，正是经前述畏吾儿法律文书所界定的inchü领民
[26]

 。据此，不达识理管领下的葡萄园或许确实是il qocha的因朱产业。不过，因为我们无从了解il qocha的身份及其因朱产业的来源等等详情，这份文书仍未向人们透露有关畏兀儿地区因朱制度的进一步知识。我们不太看得出，吉洪诺夫为什么能从这里获得结论说，此种制度体现了一般意义上封建土地关系的性质。我们甚至也很难判断，它与伊利汗朝统治地域及河中地区的因朱形态，又具有什么样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日，因朱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拉施都丁不止一次说到，按照蒙哥的旨意，过去被派往伊朗和中亚地区的各支探马军，以及从诸王和大汗控制下的千户部众中抽出来随同旭烈兀征进、并留驻西域的人马，全是分配给旭烈兀、作为他和他家族中伊利汗位继承者的īnjū。他又记述察合台后王的话说：“阿巴哈汗及其兄弟占有了西方从阿姆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的他的父亲的īnjū”
[27]

 。以上那些用例中的因朱，指的是对伊利汗朝的全部人口，包括西征蒙古军和当地诸色居民在内，乃至其全部疆域的统治权。因朱的这层含义，可以说基本反映了蒙古旧制中的忽必观念。

兰普顿写道，塞尔柱朝统治时期，“在算端作为国家首脑所掌握的dīwān土地，以及曾属于过去的统治者或由算端通过购买、受馈赠与划归方式所获得的khāss
 ，即王室土地之间，经常发生混淆”
[28]

 。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īnjū既指伊利汗及其王室成员们的采邑，也就是他们的私人地产，又指伊利汗作为“国的主人”（ulus-un ejen）所统治的全部国土。这些混淆大约都反映出，“家产制”国家对于君主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之间的区分经常是模糊不清的。

五

如果因朱与蒙古语词忽必之间真的存在某种对译关系，那么对穆斯林文献中的另外两个与因朱有关的词组，也需要再略作讨论。

一个是khāss
 -īnjū，亦作īnjū-yi khāss
 。这个词组中的khāss
 （khāss
 ah）是阿拉伯一波斯语的固有词汇。除了“私人的”、“直属的”、“特殊的”等等一般含义外，自可疾宁王朝时期始，也用它来指称君主的宫廷侍从。到塞尔柱突厥王朝，这个词用作“君主私人所有”、“君主私产”的含义日渐明确。当日书面语称塞尔柱算端私人地产上的耕作者为barzīgarān-i asbāb-i khāss
 ，其中barzīgarān（即barzigar的复数形式）译言耕作者，asbāb译言地产。花剌子模和马姆鲁克埃及王朝管理王室地产的官员称nazīr al-khāss
 ，其中nazīr译言督察官
[29]

 。阿里札答和彼特鲁舍夫斯基正是按照这一层含义来理解正在讨论的那个词组中的khāss
 一词的。因此，他们将īnjū-yi khāss
 看作īnjū地产中属于伊利汗个人私有的地产，而将它与王室其他成员的地产区别开来
[30]

 。

在前述含义上使用的khāss
 ，确实多处出现在拉施都丁书里。《史集》叙述窝阔台分得的军队时说：“作为合罕产业（bi-khāss
 ah-i qā'ān-i）的所有军队，全是这四个（千户）的后裔”
[31]

 。拉施都丁认为，中央蒙古诸千户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属于大汗私人所有，所以他把它们称作成吉思汗的khāss
 ah
[32]

 。他又说，作为成吉思汗留下的遗产，它后来全由拖雷继承。在枚举这份遗产的内容时，他再次把中央蒙古诸千户称为成吉思汗的lashkar-i khāss
 ，译言khāss
 军队
[33]

 。

除却分封给东西道诸王的游牧人口后，仍掌控在担任大汗的成吉思汗手中的左、右翼共十万军队，究竟是否属于成吉思汗私人所有、并在他死后可以被幼子拖雷所继承？对这一点，恐怕难以轻易相信拉施都丁的话。现代学者早已揭示出他对拖雷系的偏袒态度。《元朝秘史》的说法与之恰恰相反。据秘史第269节，在窝阔台登上汗位之后，一度由拖雷监管下的成吉思汗的个人护卫，以及中央兀鲁思的主体游牧人口，都被交还到新上任的大汗手中。是证中央兀鲁思的十万军队与其说属于大汗私人所有，不如说主要是处于大汗直接掌管之下的黄金家族公产；或者至少它当时并没有被明确地定位为大汗私产，如同拉施都丁后来所追溯的那样。尽管如此，波斯文献中的khāss
 -īnjū或īnjū-yi khāss
 一称，就其起源而言，大概还是与蒙古旧制具有某种历史关联性。

秘史中虽未见以“奄出忽必”（emchü qubi），或单独以“奄出”指称诸王所分得的份地份民，但在后出的蒙文史籍诸如《蒙古源流》、《黄册》等书里，像这样的例证确实是存在的
[34]

 。如果“奄出忽必”一语中的qubi可以与īnjū互相对译，那么khāss
 会不会就是emchü的对译语词呢？emchü在元代汉语里译作“梯己”，与khāss
 的意思也极有相近之处。因此，似乎有理由把khāss
 -īnjū或īnjū-yi khāss
 看作源出于蒙古语emchü qubi的一个对译词组。惟前者的含义又要窄于后者。忽必与奄出忽必基本上是一对同义语，而khāss
 -īnjū或īnjū-yi khāss
 却只指一般īnjū中间的一个小类，即仅指属于君主个人所有的私产（包括附属人口）而已。在蒙古制度原型中，似不存在与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份子（忽必—因朱）相区别的专属大汗或汗的私有份子这样一个单独概念。īnjū-yi khāss
 虽是从忽必这一蒙古制度原型衍生出来的，但khāss
 一词在此前伊朗早已被赋予的特定含义，终使īnjū-yi khāss
 变成一个专属于伊朗的特有概念类型。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比较重要的词组，是īnjū wa dalāī。拉施都丁载录的合赞汗的敕令，指示要从“īnjū和dālāī”土地中划出一些部分，作为分给军人们的伊克塔（iqtā‘）。瓦撒夫在叙述位于法儿思的古儿巴里区税收情况时，也提到过dalāi、īnjū、“无负担土地”（原文作khālisāt，译言“清洁的”），以及私有土地（arbāb）等不同类型的地产
[35]

 。

dalāī（或dālāī）是来自蒙古语的外借词。这一点可以说不会有什么疑问。学者们大多认为它与dalai-yin qa'an（“海内的皇帝”）一词有关，甚或事实上就是dalai-yin qa'an乃至dalai-yin qan的代称。米诺尔斯基指出，该词用指地方的、兀鲁思的汗，甚至在旭烈兀之前已流行于伊朗等地
[36]

 。

无论其字面意思如何，学者们几乎一致赞同，它指的是与大汗或汗的名义有关的地产。德福认为它是以汗或大汗为代表的国有地产。彼特鲁舍夫斯基主张这个专名“很可能就适用于”他所理解的īnjū-yi khāss
 ，即君主个人的私有地产。因此他解释īnjū wa dalāī的意思是“全部īnjū土地，其中也包括国君的īnjū”
[37]

 。

兰普顿指出：dalāī这个术语并不多见于阿拉伯和波斯语史料；在蒙古支配波斯的早期，被征服的各种土地划分为dalai和inchü两类，至于这样两种分类范畴能否在理论上涵盖帝国的全部领土，则还不很清楚。她接着又写道，从瓦撒夫关于法儿思的叙述可知，事实上那里的土地就不止由dalai和inchü这两个品类构成，无论其他省区的情况会怎么样
[38]

 。

将dalāī理解为仅只是īnjū-yi khāss
 或khāss
 的同义词，这样的认识好像有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德福的主张比较合理。dalai应当是指过去由dīwān掌管的那部分国有土地。兰普顿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她说，在蒙古时期的伊朗，王室土地对国有地产的侵占和吞并导致二者之间的区别终至于消失
[39]

 。dalai一词之不多见，或即与此有关。另外，或许正基于这样的理由，兰普顿才会主张，dalai之与inchü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君主的、而后者则为王室其他成员们的私产。但是原先的国有土地之消亡，本非一朝一日之事。看来正处于消亡过程之中、但尚未完全绝迹的国有土地这一类别，就叫作dalai。瓦撒夫的叙述表明，各种私有土地、豁免赋役的宗教地产（瓦各夫土地）等，均不属于dalai这一地产类别。

我们从伊朗文献里的īnjū wa dalāī所能看到的，已经是一种非常本土化的制度形式。但它实际上也是从一种属于蒙古旧制的渊源中发育、演变而来的。兰普顿业已极其敏锐地发现，在蒙古征服早期，土地、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人口，就是被划分为īnjū和dalāī两大部分的。为能更清楚地从中辨认出它的旧制原型，比对一下汉文史料关于蒙古人在完成对金朝版图的征服后实施的丙申（1236年）分封的记载，恐怕不是没有益处的。

六

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窝阔台下诏籍汉地户口。据当年统计的户口数，“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
[40]

 。但此次户口统计直到下一年方始完成。据《元史·太宗纪》，1236年，“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该数字与《圣武亲征录》所记“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恰相合。唯亲征录系此事于乙未年（即1235年），因为括户诏书是乙未年颁发的，故而凡在这次括户中被编籍的户口，包括次年即丙申年籍定户口，统统称为“乙未年籍”，所以才会将丙申年方获得的总数作为乙未年籍户口数系于该年之下。乙未年籍一百十一万户的数字，与“忽都虎等元籍诸路居户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以及“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天下户过百万”等记载，大致相合
[41]

 。

这个数目当然是很小的。金朝稳定时期，长城以南诸路的在籍户共八百六十余万，其中河南（南京路）民户即达二百五十万。即便考虑到河南地区刚经过大战，户口大量地损耗或从政府手中散失，因而在统计时略去河南人口，蒙古当时控制的户口数也只有金朝稳定时的15％上下。这同当时的世侯豪强大量庇荫私属人户也有一定关系。刘敏中记载了一个叫萧君弼的人，灭金时“所俘户几四百”。“乙未，诏忽都虎籍在所户口，君遂以俘户献，忽都［虎］命君收及百户，方入籍”
[42]

 。延安路兵马总管袁湘奉命料民时，故意“止籍主户，漏其侨家浮客”
[43]

 。这样的事情，应该相当普遍。考虑到元朝初年天下户亦不过一百四十余万至一百九十余万。丙申籍民，才一百十余万户，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这里所以要讨论丙申户口总数问题，因为它对我们理解丙申年在诸王和功臣中实施的分封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丙申分封中，分给诸王、公主和功臣的汉地民户，共达七十六万余户。也就是说，它占到当时全部在藉民户的69％。除了分封民户的比例之高，这次分封还有以下三点，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首先，丙申封授的民户数目，往往带着零碎的尾数。而不是比较整齐的大数目。例如
[44]

 ：



	也苦（术赤合撒儿系）
	24493
	益都、济南二府内



	斡赤斤
	62156
	平、滦州



	别勒古台系
	11603
	广宁府



	拔都（术赤系）
	41302
	平阳府



	察合台
	47330
	太原府



	贵由
	68593
	大名府



	阔里坚
	45930
	河间府



	阔端
	47741
	东平府



	昌国公主（亦乞列思部）　
	12652
	东平府



	木华黎家族
	39019
	东平府




上述情形表明，当时的做法，是沿袭金代行政区划，把原属于某一政区的民户整个地封授给某一诸王或功臣。

其次，还需要特别地考察一下对原山东西路诸府州的分封。兹将金代该路下所置府州、户口数及丙申分封情形列表如下：



	所置府州
	金代户数
	丙申封主及户数



	东平府
	113046
	带孙（札剌亦儿部）：10000（东阿）



	济州
	40484
	鲁国公主（翁吉剌部）：30000



	徐州
	44689
	



	邳州
	27232
	



	滕州
	49009
	



	博州
	88046
	赵国公主（汪古部）：20000



	衮州
	50099
	



	泰安州
	31435
	畏答儿（忙兀部）：20_



	德州
	15053
	术赤台（兀鲁部）：20000



	曹州
	12677
	和斜温：10000



	？
	
	阔端：47741



	？
	
	昌国公主（亦乞列思部）：12652



	？
	
	木华黎：39019



	小计
	476770
	209412户




诸家在山东西路的封户，《元史·太宗本纪》多写作“东平府内拨赐”。对照《元史·食货志》“岁赐”门，可知本纪所言“东平府”，实指“东平府路”，也就是山东西路。郓国公主（翁吉剌惕）封户，本纪亦记为“东平府”。据食货志可知其在大名府路濮州，所以没有列入上表。阔端等几家的封户，不知道具体是在东平府路的哪几个州内，但不外是在已知被确认封主的那几个州之外的范围里。

东平府路的登籍民户总数，1238年时为228735户
[45]

 。当然这是蒙古时期中原汉地人口最为繁盛的一个地区。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推定，东平府路当时是要被全部分封掉的。

最后，将要整个地被分封掉的地区，远不止东平府路之一地，试看下表：



	地区
	被分封的封主
	户数



	河间府路
	阔列坚等
	50000



	真定府路
	拖雷
	80000


	
	巴歹
	14087


	
	孛罗台
	17333


	
	斡歌列
	15807


	
	忒木台
	9457



	益都府路
	合赤温系
	55200


	
	合撒儿系
	24493


	
	答里台系
	10000



	东平府路
	
	209385



	大名府路
	贵由等
	100305



	太原府路
	察合台
	47330



	平阳府路
	术赤
	41302



	小计
	
	674699




按当时的人口分布推断，除上列地区，金中都路和南京路也应有较多户口，这两个地区相加，作三十万户计算绝不致太过分，剩下的京兆、凤翔及其他地区，至少总还有数万户。这样累计的结果，已经超过一百万户，由此可以证实，上表中所含七路，确实基本上是要被全部分完的。大汗所企图控制的，主要是中都路（除平、滦两州分给斡赤斤外），以及尚未从战乱中复苏过来的河南地区。

将以上三点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可以知道，丙申年间的分封，尽管分配的直接对象是人而不是土地，但是因为当时计划将人民按既有的行政区划整块整块地封授给诸王和功臣们，其结果，必然在除中都、河南以外的汉地大部分地区造成裂土分封的局面。宋子贞把当时的决定称为“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以为汤沐邑”
[46]

 ，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可以说，蒙古游牧国家对游牧民的分封和对于农业城郭居民的分封，从他们自己的观念上来说，最初并不存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被征服的农耕城郭地区进行分配，可能比它分封本部游牧民更晚一些；但是一旦将之纳入分封体系中，他们将要采用的，还是老办法。丙申分封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耶律楚材等人的竭力主张，最终改变了原来预定的形式。这一改变，对蒙古国家在定居城郭区的分封制度确实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正好说明，后来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离开了蒙古旧制的原型。我们对于从分封游牧民的制度当中伸延出来的分封城郭居民的制度原型看得越清楚，就越能理解耶律楚材改革的重要性和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越能理解元代投入汉地分封制中的那些特殊的东西。

中原地区的民户，在著名的丙申分封之后，就这样被区别为两大类。一类是诸王、功臣的封户，因为要从每五户所纳丝料里抽取二斤交给封主，所以称“二五户丝”户。王恽告诉我们：“诸投下五户丝，译语曰‘阿合答木儿’”。松田孝一最早揭出，它在拉施都丁的《史集》里写作aghār tamār
[47]

 。对aghār一词的释读颇多曲折，此不赘。答木儿（tamār）当源于突厥语词tavar，由游牧人作为普遍财货形式的牲畜而兼有货物、财货、财富等义。它在新疆的突厥方言中还有丝货的意义
[48]

 。另一类是完全属于政府的民户，称“系官五户丝”户。他们交纳的丝料，全数归政府所有。

汉地民户之被划分为上述两大类，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将草原游牧人口划分为各枝儿宗王所有的忽必和被保留在大汗手里、并归他直接支配的部众这样两个部分的原则。如果说两者之间还存在某些不同，那就是除各支宗王外，还有一部分参与作战的功臣也被纳入了汉地分封的行列，虽然他们所分得的民户数要远少于宗王所得。而按草地体制，接受分封的权利原本只属于黄金家族成员。

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在研究元朝赋税制度时，曾将以上两类汉地民户与元初一份奏章里提到的“诸王位下户计”和“大官数目内”［户计］的称谓相联系。他以为“大官数目”这个词颇有难解之处，提出它恐系由“大数目”一称衍误所致
[49]

 。

被爱宕松男揭出的“大官数目内”一语，其实并非用指“系官五户丝”户。它所指的还是“二五户丝”户。这段史料的原文是这样的
[50]

 ：

窃见目今除诸王位下户计外，系大官数目内送纳差发、米粮、种田等户，如耶律丞相、南合中书、杨中书、贾达、阿喽罕等投项甚多。其各官头目俱有长次，及首领官、令史、催差人等。各人既无俸禄以养廉，则侵扰之弊，不能不无。以此参详，既是依例纳丝银人户，合无照依合并州县、鄂勒转运司体例，并入见住州县，与民一体通行科差。若有合回付丝银去处，令于官府内验数支取。不必更为设官。

从上引文字看，所谓“系大官数目内”的各种民户，实为由耶律楚材、粘合南合、杨惟中等人家族继承的分封人户。他们也是“二五户丝”户，但不属于诸王位下户计，而别称为投下（或投项）户计。尽管如此，爱宕仍然非常准确地领悟到，真正与“诸王位下户计”及诸投下户计相对应的民户类别，在元代文献里被叫做“大数目里”户计。《元典章》提到他们时作“大数目里人每”，“大数目里人”，“大数目当差的军、站、民户”，“大数目的户计”，乃至“大数目里富的百姓”，等等。

所谓“大数目”，是否有可能是某个蒙古语词的汉语对译呢？我们知道，拉施都丁曾把除诸王们的兀鲁思以外处于大汗直接支配下的游牧人口及其游牧区域称为“大兀鲁思”（ulūs-i buzurg）
[51]

 。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词汇并非出于《史集》作者的臆撰，那它就理应源于蒙古语的yeke ulus，虽然后者未见于任何现存蒙文历史文献。《史集》所谓大兀鲁思，或许可视为与《元朝秘史》提到的qol-un ulus（译言“中央兀鲁思”）大致等义
[52]

 。如果说中央兀鲁思之内自始即含有拖雷的份民与份地，那么波斯文史料里的大兀鲁思，除了以大汗本人的忽必形式存在的黄金家族共有家产外，同样包括了属于拖雷后王们的部落在内，甚至还可能把实力与独立程度都远不如西道诸王那样强大的东道诸王封地也囊括于其中。此种情况的发生，与以下两项原因密切相关：一是拖雷系夺得大汗的汗位，淡化了qol-un ulus内部大汗的份子与拖雷家族份子之间在归属上的区别；二是相比于大汗兀鲁思与西道四汗国之间权利关系的判然分划，蒙元皇族内部的权利分割似乎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透过由稍后的历史造成的含糊性，我们仍不难发现，在草地旧制的原型中，大兀鲁思所指，本来应即处于东西道诸王领地之间、由大汗直接管领的草原本部游牧民及其游牧地。是则yeke ulus的基本含义，即大汗支配下的“百姓”、“国土”之谓。在西部蒙古帝国，与大兀鲁国相应的制度成分很早便采用了一个更带本土化色彩的概念，即dalai来指代，于是源于yeke ulus的ūlūs-i buzurg就被保留下来仅用于描写东部蒙古世界的政治地理。但在中原汉地，却存在着一个与之两相对应的汉译语词，即“大数目”。其中所谓“大”，是对蒙古语yeke的硬译；而以“数目”意译被秘史旁译为“百姓”或“人烟”的ulus，盖专就此种“人烟”之经过被计点、登籍的性格而言也。大数目里户计之与诸王位下及投下户计的区分，恰与草原游牧人口之被划分为大兀鲁思与各枝儿里诸王兀鲁思的制度相匹配。

丙申分封的主要对象是人口，而不是土地。就这一点而言，与前面讨论的波斯情况相比，它与草地旧制之间似有更近的联系，因而也有更多的相似性。由此推想波斯的īnjū wa dalāī，如将这一对与分封制相联系的观念范畴还原到它最原初的形态，那么它的出发点同样应当是人口、而不是土地。那时侯的īnjū wa dalāī，就可能像在蒙古草原本部乃至中原汉地一样，可以覆盖全部被征服的编户。只是在它被引入伊朗复杂多样的土地关系领域的过程里，便在本土制度环境的强大影响下游离其原初形态而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波斯的īnjū和蒙古的忽必、汉地的诸王位下及投下户计之间的形态联系尚可辨认，但dalāī观念则受到更深程度的本土化浸染，以至于很难再发现它与大兀鲁思、“大数目里”户计等观念之间似曾有过的渊源关系。

七

现在，可以把本文对西域文献中因朱问题的研究，简单扼要地概括为下列表式：



	汉语名词
	蒙古语名词
	突厥语名词
	波斯语名词



	份子
	qubi
	inchü
	īnjū



	梯己
	emchü
	
	khāss
 ah



	梯己份子
	emchü
	qubi
	īnjū-yi khāss




	大数目里户计
	yeke ulus（？）
	
	dālāi




表式中不同语言的专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呈现出同一种蒙古制度的或观念的成分向不同征服地区传播的线索。同时，存在于具有对应关系的那些专名之间的种种内涵差异，则反映出蒙古草地制度或其观念的成分在各征服区经历不同程度地方化的过程中被赋予的特定历史印记。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收入本集时做过较多的修改与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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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一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越二日，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废前行政中枢尚书省，旋即对几乎所有尚书省宰执或诛或流
[1]

 。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

武仁授受是中元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忽必烈奠定立国规模以后，成宗、武宗两朝奉行“惟和”政治十七年。到仁宗执政，元廷明确地把遵用儒术提升为“从新拯治”的重心；皇庆、延祐年间因而以元朝的“儒治”时期而著称于世。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
[2]

 。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

元成宗向来被认为是恪守忽必烈遗规的君主。诚然，祖孙两朝间的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以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忽必烈在世时，元朝制度体系与基本政策中的汉法与蒙古—回回法成分，始终是在相互制约的张力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的驾驭，不仅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及各种硬性、机械的政策指令本身，同时也需要凭藉大汗个人的权威与政治手腕。成宗可以继承乃祖“成宪”，却无法通过世袭来获取忽必烈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个人感召力和实际政治经验。他只有转向自己更熟悉的草原政治的资源，去寻求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基础的支持。成宗的“重简守成”，突出地以“惟和”为施政重心，不能不说用心深矣
[3]

 。依据这一国策，元贞、大德间，元廷对外停止了忽必烈后期连年的征伐，但是内政却演成姑息种人、臣下，“绳吏法宽”，恤民有不足而“吏弊连根株”的局面
[4]

 。

到武宗执政时，“惟和”政治在“溥从宽大”的标榜下继续盛行
[5]

 。“宽大”的对象，实际只是贵族、近幸和高级官僚。他即位初重赏朝会诸王勋戚，给者未及半而府库为虚。此后请赏者仍相踵不绝。财用不支，以滥封作补偿。世祖时封一字王之制甚严，成宗尝稍破其例，至是则新受晋封者多达十五六人，且大多为疏族、甚至驸马。省、院、台大臣员额也比前朝大增。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选法的败坏必然与吏治紊乱并存。《元史·武宗纪》反复载录朝臣对政事废弛的尖锐议论。甚至朝廷制命，也“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中秘机要外泄不绝，“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颂之”
[6]

 。

经济方面，自大德六年（1302年）以往物价的暴涨，到武宗继位后两年多仍未止息。至元钞的贬值似已积重难返
[7]

 。至大二年秋，武宗决意专任尚书省理财。九月颁“至大银钞”，承认至元钞贬值一倍半，中统钞则因面额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而停用。不久又发行铜钱，并许历代铜钱相参行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尚书省的其他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海运粮数量以稳定京畿粮价，提高盐引价格，对江南富户征取高收入税，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师米粟不足。这些作法，多与忽必烈时期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还要比那时来得温和。

现在看来，武宗朝的积弊，主要根子在“溥从宽大”的政纲。至于尚书省的理财方案，甚至还颇有可取
[8]

 。但在元仁宗清算前代朝政时，尚书省却以“变乱旧章”的罪名遭致最严厉的谴责。这里面固然包含着权力斗争中的策略考虑。虽然如此，它还是突出地反映出武仁两朝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巨大反差。与“惟和”或者“溥从宽大”的主张相反，儒家学说多强调用强化君权、澄清吏治来整顿纲纪的废弛和宗戚的跋扈。另外，儒家学说强调节流而讳言开源，关注除弊而不喜兴利，认为“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
[9]

 。此种见解与尚书省以开辟财源、增加岁入为着眼点的各种措置，也正好针锋相向。由此可知，元仁宗要以儒治国，需要如何全面地修正在他之前十多年中元廷施政的基本出发点，故而又会承受何等的阻力和政治风险。

二

仁宗执政前几年，确实表现出很大的魄力。诛杀武宗用臣一节，虽然另有不得已的隐情，但在当时却被看作拨乱反正的信号，在士人中颇得赞许
[10]

 。他的即位诏称：“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
[11]

 。其措辞之严厉，与一般即位诏书为示恩天下而申明禁止的笼统口气相比，颇有不同。即位翌月，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用。就这样，武宗以“溥从宽大”和理财富国为核心的诸多政策措施，在两三个月内被先后废止。仁宗初执国政，真有一点“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
[12]

 。

从至大末年到延祐二三年间，元政府推行儒治的一系列政令，主要围绕三个侧重点来制定实施：一是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加强皇权；二是按儒家的政治主张整顿选法、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三是检核田粮、甄别隐占，以求田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相一致。至大四年七月重申，近臣擅自传旨，“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同年冬，诏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令所隶千户鞫问。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改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旧制，以流官任之，诸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勿畀文阶。十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寻放宽到五品
[13]

 。

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纂集现行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以便检索遵行。元朝立法行政，长期采纳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原则，以条格、断例等形式分别公布。各级行政部门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随着日积月累，为处置各类个案而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其中新旧相悖、冗杂重出，使官吏得以任情玩法、用谲行私。仁宗即位当月，曾诏命中书省“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斟酌重轻，折中归一，颁行天下”。这部法令大成的编纂，前后历六年，至延祐三年夏天，方始基本定稿。

自然，这时获得最广泛、最积极的社会反响的儒治措施，还是科举制度的恢复。自1210年代起，河北、山东即因被蒙古攻占而停科。从1230年代蒙古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考试在整个中原停废几达一世纪；江淮以南，宋亡后废科也已历时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其中除少数人出自几家汉人世侯后代，大多是蒙古、色目人。中下级官员，则都由吏员晋用，“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时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
[14]

 。中原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养根基。所以随着政纪的衰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久弊，日渐成为汉人儒生乃至受儒学影响的蒙古、色目官员的时髦话题。仁宗要以儒治国，首先要拓开征用儒士的途径。至大四年七月，诏拔擢儒士出任国学、翰林等职时“勿限资级”，“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定制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蒙古色目人及汉人南人举子。考试科目有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表章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15]

 。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被立为考试标准。理学从此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
[16]

 。

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改变当初的官僚构成没有多少实际的功用。但是，由于鼎革科废而被压抑了大半生甚至几代人的广大士子，仍把延祐复科看作“文运将兴”的征兆。在他们的感觉天地里，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光亮起来，“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17]

 。元仁宗在后代的声望，差不多总是与延祐开科的盛典联系在一起。以“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而轰动天下的延祐二年首科会试
[18]

 ，把仁宗的儒治推到了最高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仁宗“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的同一个月里，江西爆发了反抗经理土田的蔡五九之乱。它标志着延祐年间的儒治自此走向退坡。大约从延祐二至三年之后，仁宗在执政前期曾显示过的那股锐气悄然消退。再也看不到有什么新政继续出台。原先颁定的政令，甚至还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驰马、功臣份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对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印等凡二十六颗。六年，对吏人出身的晋官限制完全取消。早已编成的制诏格例汇集，拖宕多年不克颁行，亦可见仁宗后期行政效率的低落。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时儒治的疲软呢？

三

延祐初的儒治措施里，有一项直接遭遇民间的强烈反抗。这就是延祐经理。

元代中叶的土地关系，长期存在慢性危机。各地富户、诸王及寺观多隐占官、民田产，致使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百姓既受赋役不均之苦，政府的岁入也受到侵害。延祐经理的本意，是通过检核地方上田土占有的实况，理算租税数额，调整赋役负担。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分道南赴，实施经理。“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
[19]

 。河南的经理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

由于地方上吏治的腐败，“经理考核多失其实”，“郡县并缘以厉民”
[20]

 。“自实土田”于是在许多地方演变成收刮田产的暴政。有的地方发展到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这次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
[21]

 。故而不出半年，蔡五九就在宁都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又转战福建；至延祐二年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为平抑腾沸的怨情，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地税三年。延祐五年届及期满，先诏河南新括民田，依向例减半课税；已而又宣布罢征该省区新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也因民众反抗而免课新税。

仁宗素以“安百姓”自命。延祐经理因激起民变而连连受挫，无疑会在一时间损伤他的自信心。然而蔡五九局促于南方的骚动，尚不足牵动当日朝政的全局。导致儒治退潮的原因，应当还要复杂得多。

爱育黎拔力八达执国命伊始，曾用厉行镇压的手段把武宗时当权集团的核心人物一网打尽。这在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一批宿敌。尽管如此，儒治仍然不可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形下推行。在成宗、武宗两朝受尽“惟和”政治之惠的权幸勋贵们，自然不甘于自己的既得利益随朝政的改变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已很难依靠本身的能量聚集起足够的影响力，却很快环绕在两个新近显贵起来的势要人物身边，组织成反对儒治的政治同盟。这两个新出现的势要人物，就是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

答己出身弘吉剌氏，是武宗和仁宗的生母。武宗做皇帝前镇边近十年，答己一直由仁宗侍奉。无论是就情感或威信而言，她对仁宗的影响力，比起对武宗来要大得多。成宗死后，武、仁兄弟夺得帝位继承权。答己曾欲以阴阳家言阻止武宗即位，遭到后者的忌忿。所以武宗一朝，除了倚仗太后身份内降旨除官，她对朝政的干预权，总的说来很有限。但是仁宗继统后，答己凭“两开帝业”的身份和仁宗对她的顺从
[22]

 ，明显地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武宗死后不出二十天，答己就抢先擢升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造成后来内外朝呼应，“相率为奸”的局面。

关于铁木迭儿的身世，我们所知无多。他很可能从宿卫世祖起家，大德间曾任同知宣徽院事。武宗即位初，他由宣徽使转任中书平章政事；未届年外调江西，复至云南。至大三年，发现他业已擅离职守赴都，却因答己出面干预得停止诘问，贷罪还任。答己当时正“盛年寡居”
[23]

 。《元史·后妃传》称她“不事检饬，自正位东宫，淫恣益甚”。铁木迭儿私自入京，似即与答己有涉。武宗一死，她又迫不及待地把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总揽大政。两人的关系，殊不寻常。

答己与铁木迭儿的勾搭，与儒家传统为太后角色所设定的“母仪天下”的规范绝不相合，这本身已引起两人与朝中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
[24]

 。他们公然在朝政方面置皇帝意图于不顾而自行其是，因而为朝中反对儒治的各种人物所争相拥护。于是政治的分野逐渐明晰，以致“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谬，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而铁木迭儿所以能经常得手，则是因为他善施奸狡以“间谍两宫”
[25]

 ：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兴圣宫内的皇太后。

对太后通过铁木迭儿干政，仁宗虽然心怀不满，却只能间接地进行抵制。他的即位诏称：“命丞相铁木迭儿，平章政事完泽、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当日中书省，应该还有中书右丞相铁木儿不花、平章政事床兀儿等
[26]

 。诏书突出东宫旧人完泽、李孟与铁木迭儿对举，显示出仁宗欲倚重他们与铁木迭儿相周旋的意图。但是，老于世故的李孟眼看局面险恶，不久就以归葬父母为由告假而去。皇庆元年底，李孟还朝后，坚决不肯再进中书，结果只做一个议事平章了事。仁宗担心权力失衡，遂于翌年初，由他的亲信柏帖木儿出面，向太后叩头力陈，硬是争得铁木迭儿“以病去职”
[27]

 。延祐元年九月，铁木迭儿复为右丞相；同年冬，仁宗又强勉李孟接受中书平章职务。但后者好像仅仅以中书执政的地位主持了延祐二年春天的廷策进士，自后坚持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乃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左丞，寻升平章政事，转而依靠他来牵制铁木迭儿
[28]

 。

在两宫争夺中书政柄的过程中，仁宗一直稍居下风，表明在高层蒙古人中，他很缺少得力的支持者
[29]

 。然而，无论如何，在延祐二三年前后，双方政治势力的对比，并未见有任何重大变化；而仁宗的儒治热情却在此前后明显蜕化。这就很难简单地用太后—铁木迭儿集团的掣肘与压力来解释。帝、后之间新的妥协背后，一定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促成因素。

汉族的士大夫们从来倾向于把两宫妥协归因于仁宗的孝顺，奉承他“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甚至还说他“视虞舜而不愧”
[30]

 。这些赞讴仁宗“惟恐不至”的人们，恰恰忘记了帝舜在历史传说中尤以身后不传子而著名。而仁宗自即位之始，就蓄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前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了实现这个难言的隐衷，他需要答己集团的支持。延祐儒治的退潮以及仁宗本人在位最后几年里的心情低落和精神萎靡，就是他为这个妥协而付出的代价。

四

仁宗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本来早在他的兄长海山即位时，就已有过约定。

1307年，元成宗病死。时皇太子先已不在世。成宗后卜鲁罕欲援安西王阿难答辅政，临朝称制。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官僚中枢支持下“入造内庭”，抢在卜鲁罕行动之先发难，控制京师局势。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廓清宫阙”时，镇边于岭北的海山一直屯军和林，注视着大都动向。他在真金嫡孙中次序居长，又统兵朔漠近十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对皇位志在必得。面临海山的武力威慑，爱育黎拔力八达只得虚君位以待兄至。在达成“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后，海山先受推戴为帝，是即武宗
[31]

 。

海山即位翌月，就按约定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当时有人向他揭发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的表面反应是“弗听”。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面前依然许久“不敢复言孟”
[32]

 。挫败卜鲁罕时曾起过关键作用的哈剌哈孙，在武宗登位后留任中书右丞相仅两阅月，遂因有人施谗而改调和林。史料没有提及他受谗的具体内容，却很可能也与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关系过分密切有关。可见皇位问题一直是两兄弟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至大三年，武宗的亲信三宝奴召集高级官僚，建议改封武宗子和世[image: ]
 为皇太子。他提出的理由：“是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因为与会者主张不一，议遂止
[33]

 。不久武宗病重，三宝奴矫诏妄赦天下
[34]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这一系列情形必定很警觉。他所以要趁武宗尸骨未寒，就对三宝奴等人大加诛讨，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重施四年前先发制人的手段，防止三宝奴等人抢先矫称受遗诏改储，白白地丢掉皇位。

以皇弟身份位居潜邸的四年艰险，显然给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下极深刻的刺激
[35]

 。倘使不趁自己在位时改变先前的约定，那么他的儿子重获皇位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再存在。这种关注从一开始就贯穿在他的诸多政治安排中。他即位不久，元廷置隆镇万户府守居庸关。未久又一改宗王镇边的旧例，以驸马丑汉出总北军。这些措施，无疑含有事先防范漠北镇边宗王依恃武力染指皇位的用心。几个月以后，“敕皇子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实际上是向天下暗示自己欲立硕德八剌为皇储的意图，借以刺探舆情。

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封武宗长子和世[image: ]
 为周王，复于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胁迫和世[image: ]
 偕常侍府之云南就藩。

遣周王西行的行动，在当时人心目里，被非常确凿地与剥夺他的帝位继承权一事相联系。黄溍《柏帖木儿家传》写道：“明宗（按指和世[image: ]
 ）之西行也，兴圣诸臣定谋禁中。王（指柏帖木儿）默言于仁宗曰：‘兄弟揖让，古所罕见。既尽美于前矣。今议传次，倘先兄而后己，庶全圣德。于以正前人之绪，绝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时虽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鲠直。”
[36]



和世[image: ]
 离开大都前，发生了一件争夺世祖遗传的御铠的故事。据高丽文人李谷记延祐年间任元朝利器库使的同胞韩永事迹说：“时明宗即封于周。将行，请细甲于仁宗，上命给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蛮时为武备卿，抵寺欲取镇库者。公（按指韩永）曰：‘卿不闻乎，世祖赐以尚衣御铠，若曰以此镇武库。后世嗣圣，或乘戎辂者服之；否则秘藏，世以宝守。寺官相传，奉之惟谨’。卿曰：‘吾将取观耳，无他也’。及见，即持走。公大叫：‘卿违制’！奔及而手夺之，仅得觉牟。卿复来夺，公曰：‘我头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无如之何，止以铠上王邸。后数月，仁宗命取是铠。主者以实对。上怒，置卿极刑”
[37]

 。世祖的御铠，被争夺的双方看作“嗣圣”身份的标志。和世[image: ]
 想夺走这件御铠，自然有明确的意图。这件事同时也表明，他在朝中不乏同情者。

周王出京前向仁宗陛辞。只是在柏帖木儿的一再劝谏下，方才获得“留燕饯而后行”的待遇
[38]

 。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寻以内部不和退师，“盘桓屯难，草行露宿”，往投察合台后王
[39]

 。

陕甘兵变的余烬刚止熄，仁宗就急忙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延祐四年闰正月布告天下。他的心愿，现在算是了却了一大半。

今存汉文记载，大多为仁宗讳，而把和世[image: ]
 被迫离京、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的事归因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这件事确实需要由太后和铁木迭儿的强有力支持才能实现
[40]

 。但是仁宗本人的态度，仍然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政治角色，从这时起就变得愈发混乱起来。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趋于激烈。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名参劾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贿、亵职、占夺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
[41]

 。铁木迭儿走匿太后近侍家中。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但他暴怒之后，仍屈服于答己压力，仅将铁木迭儿罢相了事。一个月后，李孟虚挂的中书平章政事的职衔也被罢去。而铁木迭儿家居不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也难以真正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

仁宗与其他元朝皇帝一样，性好饮酒
[42]

 ，也有点迷信
[43]

 。被迫与太后集团的妥协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他似乎变得有些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至，上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告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之走，独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无愧，朕亦信之’”
[44]

 。仁宗对近臣的猜忌之心或属无据，但“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这个被焦虑所深刻折磨的蒙古皇帝发自内心的自白。

由于这种心态的发展，他在晚年颇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曾隶于他本人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甫逾月，复以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成的右卫率府隶东宫位下。八月、十一月，分别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告天下。年底，更命皇太子参决国政。大约在此前后，仁宗还向左右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
[45]

 他深恐硕德八剌在自己身后不能平稳地继承帝位，所以甚至想在生前就提早看到这一天。

延祐六年一连串加强皇太子地位的措施，似乎表明仁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大数在即。次年正月，他果然离开了人世，时年36岁。

元仁宗虽然死了，但是作为元代中叶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由他开始的“儒治”时期，还需要包括他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四年才告一段落
[46]

 。因此，本文还须对这后来的四年略事讨论。

五

英宗执政时，刚刚十八岁。他虽然接受过比较多的儒学教育，却是元代唯一的在登位前没有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想大有为于天下，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便以太皇太后之尊故伎重演，制出中宫，发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对从前弹劾或反对过他的人“睚眦必报”。英宗登位时，仁宗留下来的“儒治”派中坚早已遭受了一番大清洗；幸免于难的人，也都箝口摇手，不敢再多说话。答己和铁木迭儿又把一批私党从外省调进中书省。与仁宗临朝之初的政治气候相比，英宗面临的局势还要严峻得多。

但是英宗本人对这一点好像不很在乎，惟急于逞快一时。登极伊始，他就重新规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命京师势家与民同役，课郡县回回户包银；还有一大批官署被压低品秩，甚至被撤罢。他与答己的关系也很快显露出紧张的端倪。延祐七年三月，即位典礼后第二天，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英宗即毅然见于色”。答己见状，马上就后悔拥立他为皇帝
[47]

 。五月，答己的“嬖幸”亦列失八（桑哥党羽要束木妻）与私党失列门、黑驴（亦列失八子）以及刚被罢职的左丞相阿散等人谋废帝另立案发。英宗意识到此事应与太皇太后有涉，遂不待鞫状而悉诛之。两个月以后，他将可能被答己用来取代自己的皇弟，即安王兀都不花降封为顺阳王。不久又为彻底断绝后患，竟不惜骨肉相残，处死了兀都不花。之后整整两年，英宗受困于政出多门的窘境，差不多注定要与从前那些被太后临朝或权臣柄国所钳制的青年皇帝一样无可作为了。

转机恰巧就在此时突然出现：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死去。英宗顿时如释重负。至治“新政”于是挟风行雷厉之势推展开来。延祐年间后劲不足的“儒治”，一时间呈现出再度振作的乐观局面。

但是，事实上新政维持还不到一年，就以英宗被自己的亲信大臣弑杀而中断。这个蒙古皇帝，被儒家文人们说成“兆民至今而永怀”的明君
[48]

 。马祖常在元末鉴赏英宗御墨，依然不胜惆怅地慨叹：“河汉昭回光气在，凄凉空抱小臣弓”
[49]

 。而在当时的蒙古上层集团里，除了丞相拜住的“孤忠”，他却几乎落到“孑然宫中”的地步
[50]

 。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

对至治期间这一番起伏陡然的波折，已经有学者从元廷中主张汉法和坚持蒙古—回回法的两大派政治势力之间对立冲突的角度作过很精彩的论述
[51]

 。本文要补充的是，从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英宗的失败与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皇帝都更热衷于表现天子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
[52]

 ；“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人见”
[53]

 。在“威严若神”的表象下处处受制于人，又反过来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所以当日朝中“大臣动遭谴责”
[54]

 。对诸王及其所部的赏赍岁给，也以国用不足为由而一度停颁。这种情况，与草原大汗和他的“伴当”、“倚纳”之间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相互关系差别极远，尤其使他的同族感觉疏远和隔膜
[55]

 。

英宗经常酗酒，甚至乘醉杀人。宫廷艺人史骡儿，“至治间蒙上爱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
[56]

 。延祐七年，以台臣谏修寿安山佛寺，杀二人、远徙二人，造成轰动朝野的“至治四御史”之冤
[57]

 。很可能这也是他在狂怒不克自已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元廷的尚佛在英宗朝亦有所发展。延祐七年十一月，即位未满一年的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是为全国范围大规模营建帝师寺之始
[58]

 。次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这件事更明显带有公开压制回回人的政治色彩。英宗朝一再颁布的罢建寺之费一类诏令，实际上首先就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当时社会已出现“民劳役巨”的迹象
[59]

 。

延祐七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按波斯语taryāk（tiryāk）译言牛黄石、解毒剂，或者鸦片。元代回回药方中应已有以鸦片入方剂者。打里牙在这里是否指鸦片？如果确是鸦片，那么除了入药之用，元廷内是否已有吸食鸦片的风气？对这一点尚有深考的意义
[60]

 。

至治二年答己、铁木迭儿之死，对英宗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时机。假如他不是那样偏执，那样狂躁，也许他可以对业已陷入涣散状态的太后余党先示宽恩，用释其疑，然后再找寻合适的机会各个击破。英宗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竟毫无节制地把郁积了几年的愤懑一齐发泄出来。太后一死，他就下令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61]

 。由于此举被迫赋闲而仇视当局者，不知几许人也。与此同时，一两年前案发但不克上闻的“诳取官币”案又被提了出来，其所惩治的对象更直接涉及太后集团的核心人物。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自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愿以祖传的旧赐浙西汤沐田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值，得逞后将这笔巨款暗中瓜分。待朝廷命专人“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
[62]

 。“新政”时复鞫此案，以田归原主；刘夔、囊加台坐死。因为铁木迭儿已不在世，遂仆其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封赠制书；其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似与案情没有直接牵连，也被处死
[63]

 。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则被黜职。惟铁失得免于追究。

铁失的妹妹是英宗皇后，所以他被时人认为与英宗“情过骨肉”。这是屠寄的一项重要发现
[64]

 。因为只有这一事实，才能解释为什么铁失会像木华黎后人拜住一样，成为英宗最深信不疑的两个蒙古人之一。答己死后，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不授，表示对他信任之专。而后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用意与专任拜住同。拜住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卫和忠翊卫事。军政权力这样高度集中，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蒙古人为数极少。这两个人，一个与英宗同样歆慕儒学，但迂阔而不谙世情；另一个虽然“妹为君配”，却同时又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
[65]

 ，实际上是答己集团的一名核心成员。英宗曾因担心皇位不稳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但他居然又迷信裙带关系而对铁失毫无戒心，真有点令人惊讶。

铁失虽然事涉诳取官币案，但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失宠。他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结案的两个月后。危机的高潮看来已经过去。可是形势在紧接着的几十天里又发生了新的转折。由于拜住等人把铁木迭儿的“过恶”一再陈述，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会发展到不能自抑的程度。他决定再次整肃铁木迭儿的“奸党”。现在已很难知悉，铁失是否真被列入了即将受惩治的朝臣名单中。但是英宗喜怒无常的性格特点，肯定使铁失即使身为他的妻舅，仍感到安危莫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驻跸南坡。铁失终于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所领阿速卫宿卫亲军为外应，先杀拜住，再入行幄刺杀英宗。

“回首桥山泪成血”。英宗已经沿着挟忿用刑的轨道滑得过远，乃至招致杀身之祸。仁宗开始的儒治，也就随英宗之死而戛然中止。

六

仁、英二朝的儒治，给元代政治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用驸马、疏族总兵朔漠，朝着割断镇北宗王与嗣君地位的传统联系走出一大步，因而开始削弱草原势力干预皇位继承和君权的压力。仁宗时编就、英宗朝颁定的《大元通制》，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规总集。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理学也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助役法”
[66]

 ，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一定效率。

我们已经看到，围绕儒治问题反复较量的双方，都不只是抽象地代表了某种政治理念而活动着的角色符号，却是同时夹缠着各自活生生的私欲、情感体验或性格特征等等个人因素，一齐卷入当日纷争中去的。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很具体地影响到有关过程的各个细节；但对较长时段的演变趋势来说，它们又往往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仁宗必须向太后集团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念；英宗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死后仍夭折于危机的余波。在他们徇情退让或一意孤行的个人抉择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支配着当时的形势发展：仅仅依靠儒治派所动员的儒家政治资源，尚不足以按其预期程度来改变当日制度体系及权力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既有制衡关系。

元朝自1270年代后，始终以“大元”、“大蒙古国”的汉、蒙双重国号并用。列帝的纪年和庙号，也都是汉式、蒙古式两种规格并列行用
[67]

 。怯薛不予官阶，而与宿卫亲军各司所守。这样两套符号体系长时期并行不衰，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汗在他的蒙古同族中的角色，与他君临于汉族臣民的皇帝角色判然有别。大汗依草原旧制约束诸王、那颜的权威，远不如汉法中的专制君主那样大
[68]

 元朝制度体系中“大汗—皇帝”的双重角色结构，使元政权与金、清等北族王朝相比，带有更多的贵族制色彩。尽管蒙古上层长期受汉文化影响而有“仁渐义摩”的可能性
[69]

 ，他们对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感知和接受仍很难与儒家传统相契合。

然而，体现在儒治时期诸多政令里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用儒家的君臣名分去重新规范大汗和蒙古上层的相互关系。仁宗和英宗都没有亲劳鞍马的业绩，又不屑讲求“惟和”来加强自身及其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与上层集团内部的认同感
[70]

 。在这种情势下，儒家政治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资源，就很难在改塑蒙古内部关系方面取得多少实效。元仁宗因为别有所求，后来退到“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的立场，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大变故。英宗锐气过盛，终于把差不多全部“迤南诸王大臣”都逼到与自己相对立的一边。《元史·英宗纪》开列出一长串参与南坡之变的宗王及高级官僚名单。《元史·泰定纪》更明确地说，当日“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因此，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对“新政”的结局恐怕也不容有太多的乐观。



［本文原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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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宗朝在形式上中书、尚书二省并设，实际上政柄全归尚书省，“中书之署，仅同闲局”（虞集：《曾益初〈小轩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4）。爱育黎拔力八达本来要将尚书省臣“尽按诛之”。因杨朵儿只之谏，才“特诛其尤者”脱虎脱、三宝奴等五人，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见《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卷24，《仁宗纪》一。又据《高丽史》卷34，《忠宣王世家》二，当时还有“平章迷里不花”，以“三宝奴之傥”，见流于高丽乌安岛。


(2)
  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3)
  “惟和”一词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1。贺表说“惟和”的对象是“小民”和“下士”，当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谀词。


(4)
  马祖常：《赵思恭神道碑》，《石田集》卷12；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15。


(5)
  “溥从宽大”一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22，《武宗纪》一。


(6)
  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8；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20


(7)
  前田直典：《元朝纸币的价值变动》，《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8)
  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第3册，页347—366。扩大海运的收效至为显著，因为“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以铜钱与楮币相权行用也是可取之策，所以杨朵儿只曾以铜钱“未可遽废”谏仁宗（《元史》本传）。惟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相同品秩的官员原来可以获得的职田租额，且又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因而受到大部分官僚的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9)
  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36。又《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其政见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10)
  尚书省诸臣中，最受人痛恨的似为三宝奴。当时人在诗歌里骂他“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见刘埙：《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5；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今为法藏寺》，《玉井樵唱》中。


(11)
  见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引，《中庵集》卷15。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见《国朝文类》卷9、《元典章》卷1、《元史》卷24。惟对附于诏文之后的“拯民急者”诸条画，诸书或略写或删削，未若刘敏中引述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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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元史》卷175，《李孟传》。


(33)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


(34)
  至大四年正月朔，以武宗不豫，免朝贺，大赦天下。赦免的范围，包括谋反、大逆、杀祖父母及父母等十恶在内。十恶之罪，“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故仁宗即位前一日，应中书省臣奏闻，下制收回成命，“命毋赦十恶、大逆等罪”（《元典章》卷3，“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又据虞集《张珪墓志铭》，“三宝奴矫诏赦天下，赦常赦之所不赦者”。见《道园学古录》卷18。


(35)
  参见杨金荣：《潜邸侍臣与仁宗朝政治》，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南京，1990年。


(36)
  《黄金华集》卷43。


(37)
  李谷：《韩永行状》，《稼亭文集》卷12。


(38)
  黄溍：《柏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


(39)
  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34。按、当时甘肃行省亦有“叛党”响应，见吴澄《伯都高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64。


(40)
  《元史·英宗纪》谓仁宗立储时，硕德八剌以“宜立兄”为由，曾“入谒太后固辞”，太后不许。屠寄认为英宗所谓“兄”，系指安王兀都不花。惟兀都不花实非硕德八剌之“兄”，而为其弟。是“兄”应指和世[image: ]
 。答己因“明宗少时有英气，而英宗稍柔懦”，故属意于硕德八剌。见《元史》卷116，《答己传》。


(41)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7。


(42)
  仁宗在东宫时，萧[image: ]
 曾上《酒诰》以进。“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image: ]
 ·墓志铭》，《滋溪文稿》卷8。


(43)
  仁宗生于鸡年。故“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见杨瑀：《山居新话》。


(44)
  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8。按，此事在萧拜住擢升平章政事、即延祐三年六月后。


(45)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7。


(46)
  孙克宽称仁宗在位时期为元代的“二期儒治”。其时间范围甚应当将英宗在位的此后四年也包括其内。见《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1968年。


(47)
  《元史》卷116，《答己传》。


(48)
  谢端：《进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49)
  马祖常：《功德使三旦八藏英宗皇帝所赐御书……》，《石田集》卷4。


(50)
  张养浩：《拜东平王拜住丞相画像》，《归田类稿》卷20；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76。


(51)
  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52)
  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2。


(53)
  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54)
  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55)
  当时铁木迭儿以私怨杀大臣，多以“便服迎诏”、“不敬”等以为口实，自然是在有意投合英宗脆弱的自尊心理。元与高丽的关系这时颇有波折，似乎亦与英宗偏执自大的个性有关。已退位闲居于大都的高丽忠宣王，结怨于高丽族出身的仁宗宦官伯颜秃古思。后者乘英宗新临朝，“厚[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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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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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英宗时诸王中的受封人数大大少于仁宗朝，也是他对宗戚刻薄少恩的一个例证。见野口周一：《元后期王号授与考》，《史学》卷56（1986年）。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
[1]

 。《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2]

 。

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
[3]

 。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一

周程之学虽然随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南徙，但是在它产生并且一度流传过的北方，不可能因此而绝迹，这是容易理解的。仔细搜检史料，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根据《宋元学案》，金朝末年，在北方的程颐续传弟子，有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
[4]

 。

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儒学出自程颢亲授。“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1064—1067年）中，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
[5]

 。泽州的“先生之传”似乎一直没有断绝。金泰和（1201—1208年）中，泽人李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
[6]

 。从这段话来看，泽州懂得明道先生学说的，当不止李俊民等个别人物。正大（1224—1231年）年间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因为不满意科试时文，“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以为“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1232年，王郁从重围之中的开封出奔，不久被杀
[7]

 。他信从程张学说，自然是在金亡之前。

此外，金亡前已在北方传习伊洛之学的，还有刘祁的父亲刘从益
[8]

 、王遵古
[9]

 、王恂之父王良
[10]

 等，兹不赘举。

朱熹的学说，虽然到宋末方才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几乎与此同时，它也已流入北方。许有壬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
[11]

 。这里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

大致与耶律楚材同时的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指斥出自“江左道学”之手的《鸣道集》“涉猎佛老，肤浅一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摘录了屏山书中的十九篇文字。其所攻讦，除北宋二程外，还包括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人。耶律楚材为李屏山作序，谓“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生先我著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病者，亦可发药矣”
[12]

 。耶律楚材这篇序作于1234年，时李屏山已死。足见他们此前至少已经略知朱子道学，而且“中原学士大夫”中传研二程、朱子之学的，当亦不乏其人。

这里再举两个例子。金宣宗时，陈奕随从兄安平在军中。安平辟太原王渥为经历，奕得师友之。“仲泽（王渥字）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陈奕是蒙金战争中金军仅胜之役即大昌原之战的前锋，以小字陈和尚知名。1232年钧州陷，奕诣蒙古军牙帐，大骂不止，受刑而死。时人有“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之许
[13]

 。他以身殉职，真正实行了所谓“践履”之学。

济州（治今山东济宁）人徐之纲，金末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1238年，蒙古政权在北方举行戊戌选试，徐之纲“以明经选益都”
[14]

 。

由上所述可知，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传。但是，即使在北宋，周程学说“废弃于绍圣（1094—1098年）、禁锢于崇宁（1102—1106年）”
[15]

 ，屡遭贬斥，远远没有取得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至金源代宋，它在中原故土的流风遗俗对传统儒学的影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当时人自己说，“举业移素习”
[16]

 。金朝继承唐、宋旧制，主要以诗赋、明经科士。因此士风所尚，还是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注疏记诵，“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
[17]

 ；更多的人则潜心于词章声律。在对理学略知一二的少数士人中间，大部分仍对它抱怀疑态度
[18]

 。一些人奇其“学问超诣”，然而未必皆信从之。能有机会接触理学，而且肯弃去科试程文之业转而信奉它的，只能是其中很少数的人们。因此，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个别地区，它没有合适的传授环境，更谈不上建立后来那种明确的师承授受体系了。

在当时较有社会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阶层中，理学亦招来相当的反对。在他们中间，“三教同源”的观点十分流行，佛学影响尤其明显。禅宗高僧万松长老几乎成了北方的文士领袖。耶律楚材曾宣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
[19]

 。这本来应当是使他们能与程朱理学互相贯通的便利思想基础。然而奇怪的是，即使其中对伊洛之学较为温和的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态度也始终颇为保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理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程朱对释氏逃避君臣父子之教、伦理纲常约束的批判引起了出入于儒、释二门之间的北方士大夫的嫉恨。《佛祖历代通载》说，《鸣道集》“起斗之诤端”。从它摘录的《鸣道集说》片段来看，李屏山主要是反驳理学家们对释教的攻击，并进而指责他们剽窃佛老，又“幡然为反噬之说”
[20]

 。他特别崇尚释氏，以为“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主张从佛学中寻求儒家学说的精微之意。这种过激观点，遭到儒士们的反对，但是他对理学的批评却引起不少人的赞同和共鸣。李屏山被时人目为“当世龙门”
[21]

 、“中原豪杰”
[22]

 。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既影响了一代士风，同时也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二

1235年，宋城德安（今湖北安陆）被阔出太子率领的蒙古军攻陷，全城惨遭屠戮。当时随杨惟中在阔出军前供职的姚枢，从俘虏中救出宋儒赵复。不久，杨惟中就把赵复等名士连同缴获的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建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右”
[23]

 。“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乃撰其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
[24]

 。

赵复游学北方，确实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学第一次在故金知识分子麇集的燕京获得了公开讲授的半官方论坛。他在河北，“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
[25]

 。这种声势还是前所未闻的。从此，它在北方亦树幡立帜，采取了与旧的词赋、传注学派相抗衡的姿态，并且在这种抗衡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从1235年开始，其下限可以大致定在1276年。其间，理学的发展状况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首先，理学开始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师承授受体系，并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许衡。

许衡没有接触理学之前，其学问在河朔大名一带已有一定的声望。1242年，他从姚枢那儿得到赵复传授的程朱著述，读后大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
[26]

 遂尽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而以倡明理学为己任，从此声名益著。赵复—许衡系统，后来成为北方理学的大宗。元朝国子监就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许衡而外，另一个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因
[27]

 。

其次，理学不仅在下一代“新鲜”的士人中竭力争取信徒，而且其影响也扩展到保守宋金遗风传统的知识圈内，包括其上层。这里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鹿庵与颙轩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默然，一座大笑
[28]

 。

鹿庵先生王磐是金末硕学之一。但他终于转而信从性理之学，所以晚年曾慨叹“平生力学，不知圣道之所在”，对许衡表示十分敬重
[29]

 。录下这段趣闻的王恽，看来也在某种程度上从金宋故习倒向了理学派。

第三，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从整个北方学术界的形势看来，理学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被士人阶层普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宋金以来的旧学风。

王旭上许衡书说：“国家自有天下六十余年，文风不振，士气卑陋。学者不过踵雕虫之旧尔。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正道不明，士习乖僻，以至于斯，可为叹矣”
[30]

 ！此信写于许衡由中书左丞改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时，是即1271年前后。大概因为怀才不遇，这封信满纸牢骚，可能有过甚其辞的地方。但是他说理学之士处境孤立，则基本是事实。有许多同时代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例如苏天爵曾经说到，“乡闾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他在追述中统、至元间的情况时同样写道：“当是时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公厌薄之，专明经训，人或以为迂，公弗渝也”
[31]

 。事实上，当初不但有“自以文章为得计，而谓不害兼通乎道学者”，而且还有“自以为真得圣贤之意，而谓朱子解经流于诐淫邪遁异端之说，惑世误民而不自知，著为成书以辨之者”。尤其是后一种人，使道学家们深为忧虑，但又无可奈何
[32]

 。

从发展的观点看来，理学取代旧的传注之学是历史的必然。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有严格的师承、家法，各学派都固守师说，不敢相违，只能在前人划定的规矩中敷演附会。经有传，经传有注有疏，注疏之上又有注疏，代相授受，结果“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万言”，皓首一经，“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33]

 。这种繁琐的训诂传疏、博士章句虽然传袭一千多年，实际上早已导致了儒学的中衰。唐宋科士，看重以诗赋入选的进士，轻待以经义得第的明经，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破碎经文为务的汉代经学，因为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在学术上已面临绝路。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的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本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自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这无疑是一种革新精神。理学就是以这种革新精神为指导，融会了佛、道哲学中的养分，从旧儒学体系中演化出来的新学说。比较而言，它无疑要比传统的儒学具有强大得多的生命力。但是，它要在旧学说虽然已经衰微，却仍拥有大批支持、信奉者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还需要经过一定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它暂时还处于比较弱小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说，这一点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1215年金室南徙后，流离失散的儒生纷纷投靠华北各地的大小汉人世侯。金源士风得以在这些世侯领地内延续下来。世侯中最著名的是东平严实。史称他“披荆剪芜，扶植儒学，作成逢掖。率能敷帝文庭，风动八表。郓之得人，号称至盛”
[34]

 。时人甚至有“衣冠礼乐，尽在是矣”之许
[35]

 。东平的学风完全是旧金遗留的诗赋、经术之学。忽必烈开府漠南乃至君临中原之后，这些亡金士人又通过世侯荟萃于朝廷。元初翰林院基本上掌握在东平派出身的文人手中
[36]

 。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曾经认为，元政府对理学派的支持从一开始就甚于东平学派
[37]

 。这个观点尚值得推敲。如果说东平派和许衡等人在学术风气方面确实有不少差异，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大致相同。自从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直到他基本上奠定元王朝立国规模的近二十年间，他重用儒术的基本着眼点与后来有所不同。这时候，他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原为“国之根本”
[38]

 ，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立法度、定纪纲，在汉地确立一个新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大一统王朝。理学中固然包含了中原王朝的官僚政治体系从长期的多样性经验中所产生的既存传统，然而这绝不是它所特有的东西
[39]

 。忽必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需要、事实上也没有独尊理学。当然，他深恨儒生“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日为诗赋空文”。但是，东平派并不意味着只会吟诗作对，其中也有出色的政治家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当然更不乏定朝仪、立制度的人材。其次，对于同样“治经讲孔孟之道”的传注之学与理学的区别，忽必烈也许从来不曾弄清楚过
[40]

 。这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超越学派观点的用人方针，使许多在学术上沿袭金源遗风的士大夫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维持旧学术传统的优势。尤其不应该忘记，当时的学术中心翰林院恰恰是掌握在东平学派手中的。如果说个别人物可能转变他的立场，那么新学说要通过论辩来说服整个一代保守的学者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然代谢解决问题：等待他们带着根深蒂固的旧传统走进自己的坟墓。自元灭宋算起，理学与传统旧学相对峙的阶段，大体继续延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也许不是偶然的吧！

三

有两方面的理由，使我们考虑把金末元初北方理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下限定在1276年。

就在这一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南方盛行朱氏之学，大致已经三十多年了
[41]

 。南北阻隔一旦打通，程朱著述大批流入北方。用当时人的话说，“其书捆载以来”
[42]

 ，传统的北方士风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北方理学由此获得极好的发展契机。至元、大德年间的北方，“［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全谓精诣理极，不可加尚”
[43]

 。这显然成一种新局面。

再则，从至元中后叶开始，元王朝采纳和利用儒家学说的注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大致适应统治汉地需要的元朝国家规模及各种典章制度基本奠定以后，忽必烈开始从政治上疏远儒士。这部分地是由于种族防范的心理因素，此外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元王朝宫室廪禄、宗藩岁赐、连年征战所需要的浩大开支，从开国之初就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新政未孚，聚敛刻薄之说得行”
[44]

 。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学说企图以“仁政”思想约束统治者自身的过度行为。但是，“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
[45]

 ，并且反而以“不识事机”遭致忽必烈的冷遇
[46]

 。在选用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级行政官员时，元政府宁肯大批晋用出身掾史、长于聚敛掊克的人物。

这一点当时就为人们觉察到了。王恽曾悻悻写道：“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
[47]

 王结用几乎同样的口气说道：“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财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物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
[48]

 。余阙也指出，“自至元以下”，元政府改变了“用儒者为居多”的政策，而“始浸用吏”
[49]

 。

根据元人的议论，我们把忽必烈利用儒家学说注重点的转移定在灭南宋时，基本上是适合的。在这以后，儒学更多地被元政府当作在意识形态方面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来使用了。理学严厉地强调封建的纲常礼教，尤其注重“小学”，即对童蒙灌输封建伦理思想，使它特别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因而日益受到元廷的重视
[50]

 。元政府开始改变从前对儒学各派的超然态度而倾向于扶持理学，这一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元代学校之制的完善过程中。

窝阔台五年（1233年），首诏蒙古贵臣子弟十八人入国子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国子通华言”，并且学习汉人的各种工艺、制作技术，如草药、染色配料以及酒醴、曲蘖、水银制作等。城新刳于兵，国学设于长春宫内，学官摄于老氏之徒
[51]

 。这样的“国子监”显然很少儒学的色彩。中统、至元之初，许衡曾几次任国子祭酒，“诸生廪食或不继”
[52]

 。可见其不景气的程度。元朝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是广增生员，完全按理学要求规定课业，并由许衡弟子耶律有尚出任祭酒，“儒风为之丕振”
[53]

 。四年后，元廷又下令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不久推广到全国
[54]

 。理学的地位，就是这样随着元朝完成统一、逐步加强对全国的思想统治而扶摇直上，基本上在全国学术界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北方理学而言，始于1235年、而以上文业已叙述的三个显著特点为标志的历史阶段，到这时也就终止了。

当然，历史变迁自身尽管呈现了阶段性，毕竟不是刀切斧齐的。1276年后，从学术界内部说，仍然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批评理学
[55]

 ；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代革科废，堵塞了读书入仕的道路，人们对于理学仍然十分冷淡。在元朝统治下的南北方，人们同样热衷于“吏学”
[56]

 。直到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年间复兴科举制度，以程朱理学科试儒士，这才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普及
[57]

 。不过这些不属于本文范围，所以不详论了。




［本文原载《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2年）。］




————————————————————


(1)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陵川集》卷24。


(2)
  《元史》卷189，《赵复传》。


(3)
  安部健夫和陈高华都曾经提到这一点。参见安部：《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49·6（1959年11月）；陈高华：《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文史哲》1976年第2期。


(4)
  《宋元学案》卷16，“伊川学案”下。


(5)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集》卷16。按、程颢曾任晋城令，见《宋史》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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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陵川集》卷27；《元史》卷158，《李俊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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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序》，《秋涧集》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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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好问：《王庭筠墓碑》，《遗山集》卷16。


(10)
  《元史》卷164，《王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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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33；同氏：《雪斋书院记》，《圭塘小稿》卷6。


(12)
  耶律楚材：《鸣道集说序》，《湛然居士集》卷14。《佛祖历代通载》卷20也著录此序，但文字颇多不同。


(13)
  元好问：《陈良佐碑》，《遗山集》卷27；《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


(14)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土集》卷29。


(15)
  苏天爵：《刘因墓表》，《滋溪文稿》卷8。


(16)
  王恽：《论科举事宜状》，《秋涧集》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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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归潜志》卷3，“王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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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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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祁：《归潜志》卷1，“李纯甫”条；卷9，“李屏山”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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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朝名臣事略》卷5之2，“中书杨忠肃公”引《周子祠堂记》。


(24)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6。


(25)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4。


(26)
  《国朝名臣事略》卷8之2，“左丞许文正公”引《考岁略》。


(27)
  《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卷91，“静修学案”。苏天爵比较许衡与刘因对传播理学的功绩说：前者典教成均，门人贵族多仕至显官；后者门人多穷而在下，传其师说，私淑诸人。“两公之门，虽出处穷达有所不同，其明道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见《林起宗墓碣铭》，《滋溪文稿》卷14。


(28)
  王恽：《玉堂嘉话》卷4，见《秋涧集》卷96。按，徒单公履号颙轩。


(29)
  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9。


(30)
  王旭：《上许鲁斋先生书》，《国朝文类》卷37。


(31)
  苏天爵：《刘因神道碑》，《滋溪文稿》卷8；《耶律有尚神道碑》，《滋溪文稿》卷7。文中所谓“公”即指耶律有尚。


(32)
  安熙：《齐居对问》，《默庵集》卷3。


(33)
  胡祗遹：《语录》，《紫山集》卷26。


(34)
  袁桷：《阎复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27。


(35)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遗山集》卷32。


(36)
  参见安部上引文。


(37)
  达尔德斯：《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页34。


(38)
  《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39)
  参见W．Theodre de Bary：《元代道学的兴隆》，籾山明日译，《东洋史研究》38·3。


(40)
  例如，徒单公履曾在忽必烈面前贬低道学。忽必烈对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向他征询意见。董文忠答非所问，说“我哪里知道什么道学”，接着大骂徒单是“俗儒守亡国余习”。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见《元史》卷148，《董文忠传》。


(41)
  “于时朱氏书犹未盛行浙中。时从人传抄之，以相启发，恍然如扬雄问《方言》、蔡邕见《论衡》之喜。及甲辰（1244年）、乙巳（1245年）间，有用其说取甲科者，四方翕然争售朱学。而吾乡以远僻，方获尽见徽文公所著书”。见戴表元：《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7。


(42)
  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


(43)
  王恽：《义斋先生四书家训题辞》，《秋涧集》卷43。


(44)
  虞集：《秋冈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3。


(45)
  苏天爵：《刘因神道碑》，《滋溪文稿》卷8。


(46)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47)
  王恽：《儒用篇》，《秋涧集》卷46。


(48)
  王结：《书松厅事稿略》，《文忠集》卷4。


(49)
  余阙：《杨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50)
  张养浩曾教训诸生说：“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盛意，庶无负矣”。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元代统治者利用理学的目的所在。见《长山县庙学碑阴记》，《归田类稿》卷4。


(51)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15；马祖常：《大兴府孔子庙碑》，《石田集》卷10。又，参见《幾辅通志》卷139，《金石志》二，“宣谕夺罗[image: ]
 等圣旨碑”、“通谕夏学子弟员等圣旨碑”条；林元珠：《元史选举志译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页195—196引梁国治撰：《钦定国子监志》。


(52)
  《元史》卷158，《许衡传》。


(53)
  《元史》卷174，《耶律有尚传》。


(54)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庙学典礼》卷3，“成宗设立小学书塾”条。宋时“小学一皆肆简家塾而已”。官设小学以推广程朱理学，肇始于元。参见徐明善：《赠徐文翁北行序》，《芳谷集》卷2。


(55)
  参见徐明善：《槃澗先生文集序》，《芳谷集》卷2；《学古文会规约序》，《芳谷集》，卷1。


(56)
  见苏天爵：《赵秉政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0。


(57)
  虞集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科举前后理学传播的不同规模：“昔者天下方一，朔南会同，缙绅先生（就是说，在士人中间）固有得朱子之书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细矣”。可见它从学术界走向社会是在科举复兴后。见《安熙文集序》，《国朝文类》卷35。


乃颜之乱杂考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分别把他的诸弟和诸子分封在中央兀鲁思的东、西两侧，称为东道诸王和西道诸王。元代前期，朝廷与企图自立于一方的东、西道诸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它起始于西北边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边又爆发了东道诸王联军叛元的事件，这就是所谓乃颜之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居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远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当时，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立即平息乃颜之乱，就很可能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忽必烈决定以玉昔帖木儿领蒙古军、李庭领汉军，亲征乃颜。他自从战胜阿里不哥后直到去世，总共出征过两次。一次为打海都，还有就是这一次平灭乃颜之役。元廷对乃颜之乱的重视，由此可知。

正如屠寄所说，乃颜“虽败不旋踵，然骚动已半天下矣”
[1]

 。可惜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有关元初政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若干基本史实，还不甚清楚。本文拟对其中几个问题，做一些粗陋的考订和分析。


 一　斡赤斤的份地

乃颜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继承的是斡赤斤份地。洪钧认为：“大约太祖诸弟，斡陈那颜份地最广、辖军最多。自枯伦淖尔（即呼伦湖）以东、洮尔河南北、嫩江东西，大率属其封境”
[2]

 。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平原后来自然是“乃颜故地”，但它是否在斡赤斤始封地范围内？如果不是，斡赤斤的始封地又在哪里？

关于这一点，拉施都丁有一段话为人所共知。他说，斡赤斤的“领地和禹儿惕位于Mughulistan最边远部分的东北地区。因而沿着它的那一边，便再也没有一个蒙古部落了”
[3]

 。根据这段话，斡赤斤的始封地，本来是属于Mughulistan的一部分，而不在它之外。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对这段话的译述大体上是正确的。屠寄将洪译“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已无蒙古人”误读为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并且自注“辣施特谓其地已无蒙古人”。据此，他把斡赤斤份地位置于大兴安岭以东。箭内亘在《元代的东蒙古》一文中所持的意见，基本上与屠寄相同
[4]

 。此后，伯希和虽曾顺便提到过乃颜的封地“在蒙古东方及满洲之一部”
[5]

 ，可惜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相隔半世纪之后，杉山正明在探讨元代东、西道诸王的始封地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元史·撒吉思传》中的有关记载，与拉施都丁上引史文相参证，断定斡赤斤始封地位于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直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
[6]

 。他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杉山正明没有提及《史集》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它比上述任何一条史文都更明确而且具体地指出了斡赤斤的始封地之所在。

根据拉施都丁的叙述，成吉思汗在从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aldtit Elet，即合兰真沙陀）与王罕的鏖战中撤出以后，曾退到一条名为斡儿的河流（Or Müren）旁边整顿军队。关于这条河流，拉施都丁写道：“它在客勒帖该山（Keltegei Ghada，即建忒该山）地方，它（按指斡儿一名）既是河流，又是那较广阔的山地的名称。塔察儿（斡赤斤孙）家族的居地就在这里”
[7]

 。建忒该山位于哈尔哈河流域，有《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等书可证。是知斡儿河或者斡儿山地亦位于哈尔哈河流域。对照上面引用的拉施都丁两段史文，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塔察儿家族在哈尔哈河流域的斡儿山区所据有的牧地，就是帖木格斡赤斤始封地的中心地区，而其份地扩展到哈剌温山以东，应当是后来的事。

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期间，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镇漠北本部，他的份地又位于当日蒙古国的最东面。这就使他极便于朝着大兴安岭山脉以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即位为斡赤斤后王的时代，已经攫取了大兴安岭东边的大片地区作为直接领属于自己的份地。窝阔台死后，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但是他家在辽东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挫伤。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推戴忽必烈为汗，由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拉施都丁说，塔察儿“在忽邻勒塔大会和重大事件上，总是站在忽必烈一边，并且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
[8]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缓和元政府与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据《高丽史》记载，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后期，斡赤斤后王乃颜反状日益明显。鉴于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辽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在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次年四月，斡赤斤后王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和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叛元。元朝与东道诸王之间的战幕就这样挑开了。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北征。他所经过的第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应昌（旧城在今达来诺尔西南）。

元赵岩《应昌路曼陁山新建龙兴寺碑》：“至元丁未（按，“未”字当为“亥”之误），世祖皇帝躬御六师，徂征弗庭。驻跸应昌之夕，一佛飞空，现金色身，如影如幻”。根据下文，“弗庭”者即指乃颜
[9]

 。1893年俄人波兹特涅耶夫游历蒙古草原时，还在达来诺儿东南方向的达日罕乌拉山北侧见到过此碑，并录下了碑文
[10]

 。

关于忽必烈道出应昌之后的进军路线，似乎还没有发现充分的史料记载。黄溍《也速[image: ]
 儿神道碑》曾说：“……宗王乃颜叛，（也速[image: ]
 儿）扈跸亲征。给饷运筹，备殚其勤。既平乃颜，群臣从属车奏凯而归。王复与诸将留兵讨其余党金家奴、塔不[image: ]
 ，悉戡定之，乃还。上以王生事素薄，赐钞五千缗。王因奏：‘臣前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有来供餽乡导者。’上命厚赏之。”
[11]

 这段话里既有“扈跸亲征”之语，又云曾“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忽必烈所部元军是经由大兴安岭东侧北进的。但是这与我们已经确知的忽必烈驻跸应昌的事实互相抵触。因为从上都进入辽东，完全可以取道潢河之南东行，而不必先向北绕道应昌。相反，出应昌后沿兴安岭西麓北行，倒是当日的渡漠干道之一。长春真人邱处机西游时就采取过这条路线。也速[image: ]
 儿可能是随发至辽东的偏师进征而途经亦乞列思之地的；或者所谓“出军”，并不指元军最初阶段的出兵路线而言。无论如何，像屠寄和箭内亘那样，到大兴安岭东麓的潢河中游去追寻忽必烈大军的行踪，恐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自应昌北进，元军于六月壬戌抵达撒儿都鲁。这段路程一共走了十几天
[12]

 。这时在忽必烈左右的部队，主要是博罗欢率领的五部军前锋和李庭所领汉军
[13]

 。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王将领黄海、塔不台遭遇。虽然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乘象舆贸然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
[14]

 ，并以汉军前列步战，迷惑叛军。塔不台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溃而去。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马可波罗纪录下来了
[15]

 。此役亦因而名声大著，以至伯希和把它视为平定乃颜之乱的“主要战役”
[16]

 。

屠寄大概是受洪钧“当日军情以辽河为要害”之说的影响，把撒儿都鲁与《蒙古遊牧记》著录的什喇陀罗海相勘同
[17]

 。他的主张，无论从审音或地望来说都难以成立。据1:20万分之一图L-50-Ⅳ，在贝尔湖东南（东经117°42′48″，北纬47°33′强）有沙尔土冷呼都克。蒙语呼都克意谓井。是该井所在地名为沙尔土勒，它应当就是忽必烈乘象舆临阵督战的撒儿都鲁之地。其地望与史文所载距应昌十余日程也完全相符。

根据随元世祖出征的高丽贵族洪万的传文，元军击退塔不台之后，遂自撒儿都鲁东行，“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讨乃颜”
[18]

 。这里的哈剌河，无疑就是流注于贝尔湖的哈尔哈河；所谓失剌斡耳朵（Sira Ordo，译言黄金帐），当即位于哈尔哈河流域的塔察儿份地中心，亦即斡儿山地之乃颜大帐。元军在这里“获乃颜辎重千余”
[19]

 ，不会是不战而获。史载乃颜曾“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被元军击败
[20]

 ，大概即在此时。接着，元军主力就在玉昔帖木儿率领下直扑乃颜屯兵之地，以求与之决战。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玉昔帖木儿出军时，乃颜屯驻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兵号十万。元军前锋玉哇失陷阵力战，终使叛军溃散。乃颜仓遑出逃，至失列门林，被元军追擒，俄而被忽必烈下令处死。那么，不里古都伯塔哈和失列门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屠寄将不里古都伯塔哈断为两个词。其谓伯塔哈即《元朝秘史》中的孛勒答合（boltagha），译言孤山，这是正确的。至于他说不里古都意谓有柳，则未可遽从。按《华夷译语》卷上“鸟兽门”，黑鹰作不鲁骨惕。蒙古国时期的阿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在其写成于1241年的著作中附有一张蒙语词汇表，其中著录了burkui qush一词，译言鹰隼
[21]

 。突厥语qush原意谓鸟，它也可以跟在各种鸟类专名的后面，用以泛指这个专名的类属，如toqan qush，意即猛禽之鸟
[22]

 。所以，乞剌可思词汇表中的burkui，就是《华夷译语》的不鲁骨惕，它的正确的拼写形式应是börgüt，意即鹰隼
[23]

 。而不里古都则是Börgüt-tü的音译。Börgüt-tü Boltagha，是谓有鹰之孤山，或即鹰山。

东蒙古地区以鹰隼为名的山岗不止一处。据清张穆记载，旧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左冀后旗的牧地，“西南至布勒格图山，接达里阿爱牧场界”
[24]

 。这座布勒格图山即鹰山，当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浩勒布占至乌拉巴彦一线。又，克鲁伦河下游由东南流而折向东北流的大河曲之南，亦有哈喇真布尔古特山
[25]

 。哈喇真为蒙语ghaljan的音译，译言秃顶、无树木的
[26]

 。哈喇真布尔古特，意谓秃鹰山。但这两座鹰山，都不会是乃颜屯驻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因为乃颜称兵后不久，土土哈即从杭海岭领军东来，疾驱七昼夜；渡土拉河，又奉命逆克鲁伦河而上，沿途肃清叛军，并将叛王“献俘行在所”
[27]

 。可见哈尔哈河流域以西地区，当时并不在乃颜控制之下；所以《元史》在叙述元军从贝尔湖东南的撒儿都鲁向东，达于哈尔哈河流域时，方才说他们“至乃颜之地”。在当时情况下，乃颜不必要、也不可能在一座远离自己巢穴的孤山中结集重兵。

查乾隆《内府舆图》，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喀尔喀必拉（哈尔哈河）和讷墨尔狠必拉（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亦有一山，标注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康熙《皇舆全览图》用满文记注为Haljan Burgudtu，脱Alin（满语，译言山）一词
[28]

 。我认为，这座秃鹰山，就是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这是因为，一般地说，此地是联结大兴安岭西、东两侧交通要道的枢纽所在；特殊地说，斡赤斤后王的份地恰恰可以从哈尔哈河流域经过该地，再东逾兴安岭而向嫩江流域伸展。乃颜放弃了自己的大帐，撤至不里古都山地，并在这里结集大批军队，确实是使自己居于进退两便的战略位置。它既紧贴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的广大后方，又十分有利于伺机出击进逼哈尔哈河流域的元军。从审音和对当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来看，这一勘同似乎都可以言之成理。

在决战中惨遭失败的乃颜，逃到失列门林就被元军生擒。据现在所知，失列门林这个地名在元代文献中仅此一见。研究它的方望，是一个有些困难的问题。

今西辽河上游名西拉木伦河，是蒙语Sim Müren的音译，译言潢河。屠寄和箭内都说失列门林即为西拉木伦河。是则“门林”系蒙古语müren的汉字音写，译言大河。林字在元时似仍以-m尾收声，能否用它来记录-ren的读音，稍有可疑
[29]

 。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潢河西邻上都，朝这个方向逃窜，无异乎自投罗网，想来必不为乃颜所取。所以对此还可以重新考虑。

尽管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能圆满地解决失列门林的今地问题，我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所在方位作一个粗略的估测，以待今后的进一步验证。

为了上述目的，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嫩江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间的交通状况。今天这两地间的干道主要有三条。其北线大致上沿雅鲁河谷西北行，逾大兴安岭达于海拉尔河流域，此可置勿论。其南线则沿洮儿河西北行，至归流河叉为两道。一道逆归流河下游西行入山，至乌里吉勒河流域。至元二十五年土土哈平灭乃颜余党时，即循此路东逾大兴安岭。另一道则继续循洮儿河谷入山，逾大兴安岭而至哈尔哈河上源。这条路在蒙古国时必定也已经是便行之道了。因为我们知道，1213年，合撒儿奉命率左路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军而还”，就是溯洮儿河返回漠北的
[30]

 。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连接大兴安岭两侧的驿路，采取的并不是沿雅鲁河或洮儿河穿越大山的路线。据《析津志》引元《经世大典·站赤》佚文，这条驿路，不是在位于洮儿河流域的塔鲁站，而是继续向北，至吉答站（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西龙江）方才分道：“至北（按北当为此字之讹）分二路。一里（按里当为路字之讹）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
[31]

 。从吉答溯嫩江而上之东路诸驿站的定点已经解决了；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路末尾几站的所在方望也已明瞭
[32]

 。关键是自吉答往西逾越大兴安岭的驿道走向如何。恰恰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失列门林的方望有很大关系。

元代在边地的驿站设置，常常与诸万户府、千户所的分布走向相一致，显然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系统的设置同时考虑到了相地理之宜的原则。吉答以东的驿道走向是如此，在它以西自应同样如此。在吉答之西，元代曾设置过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它是明朝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朵颜卫的前身
[33]

 。据朵颜卫第一任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致明政府的书信，这一部分兀良哈人的居地在互相毗连的朵因温都儿山和绰尔河流域
[34]

 。千户所之设虽在延祐年间，但它说明朵因温都儿山地当冲要。吉答西路诸驿中有一个驿站名为斜鲁
[35]

 。元人说斜鲁译言陡坡，不知道它是否就在朵因温都儿山附近。看来自吉答以西的驿路，当在绰尔河下游以北取正西方向直行，在西北一东南流的绰尔河中游逾河过岭，遂进入岭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即可达于辉河流域。位于呼伦贝尔高原上的回引站，即得名于辉河。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失列门林的大概位置了。绰尔河中游有支流名色勒必拉，康图记注为Sele Bira。这条河虽不甚大，其位置却颇易把握。因为在它的南面有绰尔河的另一支流特门必拉
[36]

 ，它源于金边墙附近，东注绰儿河；而在这条特门必拉北面、金界壕之外，就是色勒必拉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失列门林这个地名系由失列·门林两个名词组成，那么失列恰好就是sele的对音。上面已提到过，门林的林字在《广韵》中属于以-m尾收声的侵母字。在元代，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北汉语方音中以-m尾收声的韵母还没有转为-n收声。《蒙古字韵》读林为lim，读三为sam，尾音-m仍然保留着
[37]

 。正因为如此，元人才会用“林”字来译写Qamqorom（哈剌和林）之-rom，用“三”字来译写Samqachulai（三哈出来）之-sam。因此，把“门林”看作müren的汉字音写，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太准确。但是出于以下两项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识读法。首先，色勒、失列两名语音极相近。如果它们确实是同一地名的不同音写，那么失列门林与色勒必拉就完全可以认为也是对同一条河流的指称，不过这两个地名中的普通名词“河流”，前者为蒙古语（门林＜müren），而后者则是满语（必拉＜bi-ra）。其次，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地区，正好处于金界壕之外、连接哈尔哈河上源和绰尔河中下游河谷、并由此东去嫩江流域的通道上。乃颜在不里古都伯塔哈战败后，很可能就领残部取此道东逃，企图退守位于嫩江两岸的根据地，结果却在色勒河流域被元军追擒。这样的分析若不致大误，则亦可反过来显示出将失列门林定位于色勒必拉之地，不能看作完全是臆测而已。

追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复至哈尔哈河，继而领军北进，扫荡呼伦贝尔高原。元军逆亦迷河（伊敏河）而上
[38]

 ，北至海剌儿（海拉尔河），溯河水行，战于扎剌马秃
[39]

 。该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作济尔玛台
[40]

 ，即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而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之蒙可山，追乃颜残部直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

至于忽必烈本人，在玉昔帖木儿北上亦迷河后，大约就从哈尔哈河上源逾大兴安岭东行。假如他始终盘亘在大山之西，那么这次亲征就只能称为北征，他的随从将领“类次车驾起居”而写成的行纪，恐怕也就不能叫做《东征录》了
[41]

 。还有一条史料亦可以证明忽必烈曾逾岭而东。其所部元军曾与东窜的哈丹相遇，“帝召忽怜至，值薛彻坚哥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哈答罕（即哈丹）众甚盛。忽怜以兵二百迎敌，败之。哈答罕走度揉河（即嫩江），还其巢穴”
[42]

 。程火失温今地无考。但从史文仍可看出，忽必烈当时确在大兴安岭之东。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汉文史籍记载了乃颜之乱平定后，元廷对其宗族、其所隶领的女直等族户口和所部蒙古军、其在中原的封邑以及辽东份地等等的处置，而关于乃颜本人的命运，只用“以反诛”三字交待了之。幸而马可波罗留下了颇为详瞻的记述。他说：

大汗得悉乃颜被擒，感到非常高兴，遂下令乃颜应当被立即处死。他全然不想再见到乃颜，免得由于自己与他原是亲骨肉而会饶恕了他。于是乃颜就按照我就要告诉你们的这样一种方式被处死了。他被很紧地捆绑起来，裹在一张毯子里，而后被反复地拖来曳去、猛烈地抛上抛下，他就这样地死去了。……鞑靼人说，他（忽必烈）不愿意让帝室成员的血洒到地上，不欲其向天空哀告，或使太阳和天空看见他的血，或让任何动物触碰到他的肢体
[43]

 。

按照这样的方式执行死刑，在蒙元史上其例甚多。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被用毯子裹起来以后扔进河里
[44]

 。根据瓦撒夫书和诺外利书，阿拔斯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则是被卷在毯子里，任群马践踏至死的
[45]

 。《元朝秘史》没有述及成吉思汗处死札木合的具体做法，只说“教杀时血不教出”
[46]

 。但恰恰是这段话，道出了此类死刑执行方式的共同特点。它本来是处死成吉思汗宗族成员的特殊刑典，但也往往施用于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马可波罗提到对鲜血溅地的禁忌。而据术兹札尼的记述，攻陷巴格达后，蒙古军中的回回人威胁旭烈兀说，哈里发若被鲜血溅地，将会导致一场大地震，从而会使旭烈兀和全体蒙古人遭受灭顶之灾
[47]

 。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说法，未必准确地反映了蒙古人所以要采取这种特殊刑典的初衷。因为尽管按“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被处死要备受痛苦，在蒙古人中间却多为受刑者本人所自请、自愿。札木合向成吉思汗要求如此，而成吉思汗也满足了其昔日安答的这一请求。是知在当日蒙古人看来，这是对被处死者的一种恩惠。这一点，那珂通世早已有所察觉
[48]

 。

一般研究突厥和蒙古原始宗教的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些古代游牧人的观念，灵魂存在于血液中。虽然保留完整的骨骼是保证人死后精灵犹存的基本条件
[49]

 ，但在死去的时候使血液不流出躯体，也就是使灵魂与躯体不致分离，似乎也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格外的好处。“教杀时血不教出”，“不过是反映了对于流血、尤其是让它溅落在地上的普遍忌讳的一个特别事例”
[50]

 。正因为如此，古代蒙古人才甘愿忍受痛苦，为自己选择不出血而死的受刑方式。

上述刑罚，使人联想起蒙古统治者对异民族臣民强制推行的一条奇怪的法令。此即屠宰牲畜时，严禁采用抹喉的方法，而必须先将牲口的四肢缚住，剖开胸腹，把手伸进去按住牲口的心脏，至其死去
[51]

 。一般来说，元朝对它统治下的各族臣民采取“各从本俗法”的统治方式；只有出于某种十分特殊的原因，才会将本族的习俗用法令形式强加在其他各族头上。回回人杀羊，都要抹喉放血；淤血留在肉中，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为此，在元朝和伊利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而被处死
[52]

 。两种屠宰法的区别，正在于放血与否。按后一种方法，牲畜的血有相当部分仍可留在躯体内。羊、马等牲畜是游牧人的主要财富，从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观念看来，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仍然如此
[53]

 。然则他们对屠宰法的严格规定，是否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在观念上相类似的出发点，即认为它会影响到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之兴旺与否呢？

关于乃颜的宗教信仰，马可波罗这样写道：“乃颜曾秘密地为自己行过洗礼，却从不做基督徒所应做的功课。但在这场战争中，他认为最好还是把十字架的徽记画上他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后来全被杀害了。当大汗如此行事而打赢了战争、征服了乃颜——就像你们已知道的，他已死了——之后，居住在上述乃颜领地之四大地区的各种居民，那些撒拉逊人、偶像教徒们、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信上帝的人——可惜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都大肆取笑基督徒们的信仰，以及曾被乃颜画上战旗的神圣的十字架。……他们对那里的基督徒们说：嘿！看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是怎样保佑基督信徒、向它顶礼膜拜的乃颜和他的人民的！”嘲笑和凌辱日盛，终于使忽必烈不得不出面干预
[54]

 。

证以汉文史籍及他种史料，则有前引龙兴寺碑谓乃颜“离佛正法”。又、乃颜旧部有被徙之定海者。“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地。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关于这段史料，伯希和评论说：“依我看，这些话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乃颜党徒奉行一种作为异教的颇受重视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
[55]

 。有一个跟随忽必烈北征的方术之士亦透露：“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
[56]

 。此外，在日本发现的侵日元军头盔上饰有十字架徽记
[57]

 。侵日元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辽东军队。这种饰有十字架的头盔，或许就是从辽东派去的军士们使用的。

以上材料虽然十分零碎，但仍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乃颜确实可能利用了基督教来煽惑辽东人心，借以发动叛乱。马可波罗关于他以十字徽帜作为战旗的记载，也许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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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元代的“东诸侯”之名应有两指。其一指金末元初兴起在山东河北地区的诸多汉人世侯，他们中以严实最为著名。其二则指被分封在蒙古草原东部的一批诸王和贵族。中间势力最大的，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王一支。成吉思汗的其他诸弟合赤温、合撒儿和别里古台的份地都在蒙古草原东侧，与斡赤斤系份地相错。他们无疑也属于东诸侯之列。本文讨论的，是后一种含义的“东诸侯”。这样的用法可见于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等文献
[1]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则把他们统称为“东诸侯王及侯”
[2]

 ，包括斡赤斤系诸王，以及弘吉剌惕、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和忙兀五部。

被概指为东诸侯的这些蒙古贵族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别是很大的。其中有“可兀惕”，有“古列格惕”，也有一般的万户、千户“那牙惕”。元代蒙语中的可兀惕（kö’üd，kö’ün的复数形式）、古列格惕（küreged，küregen的复数形式），作为普通名词分别译言儿子、女婿，惟当时亦分别用于专指黄金家族的男性直系后裔和黄金家族的门婿。所谓那牙惕（noyad，noyan的复数形式）在元代汉译作“官人”；他们本身既是黄金家族的“哈剌出”（qarachu，元译“下民”），又是为黄金家族成员管领普通哈剌出（“白身人”）的世袭长官。按照在蒙古草原实施分封的最初体例，只有可兀惕才具有被授予份地与份民的资格。东诸侯中属于可兀惕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世世与黄金家族联姻，属于古列格惕部落；而札剌亦儿、忙兀、兀鲁三部长官的身份都是那牙惕。姚燧对东诸侯的不同身份有很明确的区别意识，因而在上引碑文中将他们分别为“王及侯”两类。这里的“王”是指可兀惕，而弘吉剌惕等五部则被合称为“五诸侯”。可见这些古列格惕和那牙惕的身份都是“侯”。

但是姚燧对“王”与“侯”的界定，与《元史·诸王表》的叙言不太符合。后者明确断言：“元兴，宗室驸马（按即古兀惕和古列格惕），通称诸王”
[3]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按蒙古旧制本无“王”或“诸王”的概念。凡汗的直系男裔，均以可兀惕一词特指，汉语中用“大王”、“诸王”来对译。元室采纳汉式的封王制度后，先后被赐予印信与名位，或者仅赐印信而无国邑名号的“宗室驸马”，主要是忽必烈一支的后人及其门婿。此种赐封，显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遍及黄金家族的所有男性子孙或其女性后裔的夫婿们。尽管如此，对那些未尝特别赐封的可兀惕，汉语对译词“大王”、“诸王”依然是可以适用的
[4]

 。但是古列格惕就不同了。

古列格惕在元代汉语中虽然可以用作为专指名词的“国婿”、“驸马”来对译
[5]

 ，惟其所指与古兀惕即大王、诸王完全是两种身份。古列格惕之被通称为诸王，只是元廷采纳汉式封王制度的结果，而且仅只限于那些获得特别赐封的驸马们。少数那牙惕之受封为王，与驸马通称诸王同理。

当蒙古人把他们传统的分封制度推行到被征服的农耕城居地区时，其形态与最初的草地体例相比自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无论是在汉地或者伊朗，当地社会中传统制度文化对于在那里实行的蒙古分封制度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草地体例自身也在变化：即在蒙古本部以外，受封的范围不再限于可兀惕，而扩大到古列格惕和若干战功卓著的那牙惕。正因为这样，在元朝立国中原，先后定赐印之等，颁位号之称，建立汉式的封王制度的过程中，封授王位的对象也逐渐不止于可兀惕。古列格惕受封为王者固然大有其人，东诸侯的亦乞列思部有受封为昌王者，弘吉剌惕部有济宁王、鲁王、宁濮王等；兀鲁和忙兀则都有郡王之封。那牙惕中也有受封为王的例证，如月赤察儿封淇阳王、床兀儿封句容郡王等。

在姚燧记载博罗欢有关乃颜之乱的议论而述及东诸侯往事时，两驸马部似尚无人封王。但他关于东诸侯中“王及侯”的划分，实非仅只适用于两驸马部未曾封王的特殊场合而已。就表述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身份差别的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元代“国制”（即蒙古旧制）和汉式制度成分相互衔合而形成复式结构的方式不一，殊难一概而论。所谓“受份地而建王爵”的制度
[6]

 ，即对蒙古分封体例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封王制度兼纳并容的特殊形式，不过显示出元代对不同制度文化进行整合时所采取的途径之一而已
[7]

 。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1212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至1214年夏，金主南迁。长城以外的漠南地完全被蒙古控制。因此同年夏秋，成吉思汗在调整左手诸王在漠北份地的时候，把札剌亦儿等五部安置到漠南草地。其中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的牧地范围，经前人研究已经很清楚了。另外三部中，忙兀部幕地之方望无考；札剌亦儿和兀鲁部先是游牧于日后的上都及其相邻地区
[8]

 ，忽必烈称汗后又被移牧于辽阳。关于二部的营幕地，惟札剌亦儿游牧地的中心尚得知悉。兹讨论如下。

关于札剌亦儿迁牧辽阳以前的幕地，文献留下两条十分珍贵的信息。其一指示出木华黎家族祖茔地所在。延祐四年（1317年），木华黎后人别里哥帖穆尔死在辽阳。“公先茔在兴和，辽阳道远，弗克以昭穆序葬，遂……奉柩葬檀州仁丰乡”
[9]

 。兴和治今河北张北，中统年间从开平（即后来的上都路）辖地划出置府，至元初又升为路。元代后来在这一地区建立行都，称中都，近有昂兀脑儿湖，当日是水草丰美的地段。

另一条史料则指出木华黎国王的大帐所在。1239年，他的孙子速浑察袭位为国王，遂“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
[10]

 。那么这个阿儿查秃究竟在哪里呢？

查《华夷译语》（蒙古译语）卷上“草木门”，“柏，阿儿察”。是则阿儿查秀（archa-tu），“有柏树”之谓也。蒙语中另有mayilasu一词，也译言柏树
[11]

 。archa则指柏科植物中杜松、刺柏而言
[12]

 。据《宣镇图说》，洗马林口东北二十里有“桂柏山”，“土人名怪柏山”
[13]

 。桂柏即桧柏，其中之叶有剌形者，恰与阿儿察之谓刺柏相合。土人以怪柏名之，盖因“桧”字亦可读若“快”音然耳。顾祖禹说，洗马林堡“边外大谎堆、桂栢山，皆部长驻牧”
[14]

 。此桂柏山之所在，应即阿儿查秃之地。该地属兴和路境，紧靠今张家口边墙之外。是证札剌亦儿部的营幕地在上都路西南的兴和路地界，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东面，大约就是兀鲁部牧地。

札剌亦儿部大营之紧挨金边墙，或与木华黎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全面承担经略中原汉地的重任有关。他作为“太师、国王、都行省”，兼有征讨汉地的军事统帅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他将大营置于此地，对于兼顾游牧军队的惯常生活以及行使统治汉地的职权，显然是比较便利的。窝阔台汗以后，木华黎家族失去了统治中原的独尊地位；但他的后人仍然世世承袭国王的名位。所以直到迁牧辽阳为止，嗣国王大约总是依旧例置营于阿儿查秃之地。

札剌亦儿等部移往辽阳，当在中统年间
[15]

 。嗣国王的大帐自然也随之东移。文宗时，木华黎后人朵儿只嗣国王，虞集有《送国王朵而只之辽东》诗描写其幕地的景象。其中有“塞云依碣石，冻雨洒辽东”之句
[16]

 。此处的“辽东”，乃是等义于辽阳行省的泛指词。札剌亦儿的游牧地，实位于辽西。所以木华黎的玄孙硕德在世祖前期奉召从幕营地入朝值宿，碑传谓“自辽西召入宿卫”
[17]

 。

按明修《辽东志》卷首附“广宁左、中屯卫山川地理图”，锦州城东北有“国王碑”。同书记锦州自然及人文地理，载录“木华黎墓”一条，谓“在广宁左屯卫东北二十里。元翰林学士揭僎斯撰碑。又谓霸突鲁墓，以《一统志》作木华黎墓者误。未知孰是”
[18]

 。这段文字表明：《辽东志》的编者实际上没有见到“揭俱斯撰碑”的原文，而所谓“木华黎墓”，在当时也已无迹可寻。他们所作的只能是将以前志书上的有关文字过录备考而已。“木华黎墓”与“国王碑”极有可能是位于同一地点，因为前者已无法实地取证，所以逐渐发生一事两指之误。至于墓主其人，虽不能完全排除木华黎之孙霸突鲁，但恐怕更可能的还是元代中后期某个嗣国王位的木华黎后人。
[19]



虽然“木华黎墓”已难于征信，“国王碑”作为一个地名却一直保留在清代方志中。不过其读音已经讹为“葛王碑”了。清修《锦县志》记城关北乡的屯堡，有称为“葛王碑”的居民点；《锦州府志》记锦县关梁，有“葛王碑桥”，谓在“城北十八里”
[20]

 。这些以讹音形式保留下来的地名，极真切地披露出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但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湮没的遗迹
[21]

 。国王碑出现在锦州城附近，说明札剌亦儿部东迁以后的营地，一定是在锦州以北大、小凌河所流经的山地。


 三　乃颜的世系

斡赤斤后王乃颜，由于在至元后期举兵称叛，被元军击败处死。这一支东道诸王在元朝长期不显，致使乃颜的世系在东、西记载中显得相当混乱。

在韩伯诗对《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进行法文译注，以及伯希和对韩注再加以补注时，他们所能利用的《史集·成吉思汗纪》，还只能是贝勒津的刊本。韩书将贝刊本中载录的乃颜世系与另一部著名的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所载并行列出，比较如下：

[image: ]


比较参看上引两个世系表，左表中塔察儿明显重出，而右表中则是只不干重出
[22]

 。删去重出之后，乃颜在两表中均为斡赤斤玄孙。因此，伯希和在他的遗著《马可波罗注》中，为乃颜排定世次如下：

[image: ]


②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巴黎，1973年，页788。

是为目前元史学界所普遍采纳的乃颜世系。不过，它与1950年代出版的俄罗斯学者由汇校诸种波斯文写本而校译出来的《史集·成吉思汗纪》所载世系相比，仍有不同：

[image: ]


在失儿不海之下并附有原注曰：“失儿不海带着数千人逃到海都处去。他在途中走了一年。他所率领的军队到达那里时已不满千人，其余的人在路上走散了。现在他已老了，仍在那边驻牧营地上”
[23]

 。

这个失儿不海（即Shirbekī的异读）同样出现在世系表Ⅰ、Ⅱ之中，加上表Ⅳ中凿凿有辞的附注，此人无疑是存在的。关键是他在世系表中的位置究竟应当怎么排。可幸的是，利用我们现在已能见到的《史集》另外两种波斯文版本，即德黑兰刊本和伊斯坦布尔写本，再与《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比勘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可以解决的。

德黑兰刊本关于乃颜世系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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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是完全按照刊本原有示意方式过录的。其中塔察儿与乃颜之间的传人缺名；阿术鲁没有被计入塔察儿的直系之内。
[24]



再看伊斯坦布尔写本载录的乃颜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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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史集》伊斯坦布尔本第122面。本文作者使用的是陈得芝教授所示该书复印件。

表Ⅵ与表V的最大不同，是阿术鲁现在被填入塔察儿的直系，去顶替表V中的缺名人；而表V中原为阿术鲁所占据的位置，在表Ⅵ中改属shirbeki，并把他也列为塔察儿的儿子一辈。

比较表V和表Ⅵ，至少可以弄清楚以下四点：第一，表V中的缺名人，显然应当是shirbeki。第二，若将表Ⅰ、Ⅱ删去重出，那么它们与表V、表Ⅵ一样，以斡赤斤为乃颜四世祖。可见这一点在《史集》各种写本及《贵显世系》中都是一致的。第三，这样看来，能够排入从乃颜上溯到斡赤斤之间的直系祖先的人，除去无可置疑的塔察儿和只不干二者外，就不可能再有阿术鲁和shirbeki两个人，而只能包括他们其中之一。第四，表Ⅵ将阿术鲁列为塔察儿之子、乃颜之父；在表V中，阿术鲁未被列入塔察儿直系后人，而该表所空缺的乃颜之父的位置则颇可以推定属于shirbeki。

拉施都丁书的不同抄本关于乃颜世系的相异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们分别把乃颜列为阿术鲁或者shirbeki（亦即失儿不海）的儿子。其二则是对阿术鲁究竟是否属于塔察儿直系问题的不同答案。表Ⅵ把塔察儿、阿术鲁、乃颜列为祖孙三代，但表V非但用shirbeki顶替了表Ⅵ中阿术鲁的位置，而且根本就没有把阿术鲁划人塔察儿直系后裔。所以，如果我们有其他来源的材料能为阿术鲁是否塔察儿直系的问题提供旁证，那它也许就可能有助于解开乃颜生父究竟是谁的谜。

在这个问题上，《元史·宗室世系表》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以说是带决定意义的消息，虽然该表对于乃颜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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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阿术鲁非但不是塔察儿直系，而且实际上与塔察儿是平辈。在这一点上，德黑兰刊本似与《元史·宗室世系表》最为接近。排除阿术鲁为乃颜之父的可能性后，乃颜的真实世系也就只能是：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shirbeki（或失儿不海）——乃颜。这就是本文的结论。由是反观表Ⅳ，则俄译者所据汇校本，似乎是误将shirbeki与阿术鲁作为上、下两代一同列入塔察儿的后嗣，使乃颜成为斡赤斤的五世孙，遂与其他诸书俱不一致。

shirbeki和乃颜父子因为反元失败，一个逃亡，一个被杀。塔察儿国王的这一支后裔，遂失载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如果没有穆斯林史籍中所保留的珍贵记录，乃颜世系也许就会永远再难为我们所确知。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关于元廷平定乃颜之乱的战事，文献记载零碎而缺少连贯，过去已有不少考订。近日重读王恽的五言古诗《东征诗》
[25]

 ，发现它的写实性质极强，在很多方面可用以补证这段史事。

现在看来，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亲征时，其军队主力是分两道北进的。忽必烈自率博罗欢的五部军和李庭所部汉军，以玉哇失统率的阿速军为前锋，由上都取道应昌北行。王恽诗曰：“寅年夏五月，海甸观其兵。凭轼望两际，其势非不勍”。海甸观兵，无疑是指忽必烈驻跸应昌时在答儿海子一带阅兵之事。该军在撒儿都鲁与乃颜部塔不台、金家奴所勒六万人相遭遇。时元军因久雨乏食，士气不高。忽必烈企图以大汗气势逼降叛军，遂乘象舆亲自麾军出战，却被叛军用乱矢射退。元军不得已而结阵不出，至夜深用火炮突袭敌阵，才将塔不台军击溃
[26]

 。紧接着前引诗句，王恽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撒儿都鲁之役的经过。他写道：“横空云作阵，裹抱如长城。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元军起初受挫于塔不台的乱矢，在诗中用“衔枚”、“静俟”之类语词含混过去。除此而外，甚至在诸多细节描写上，这几句诗都写得十分真实可信。

“躬行天讨”的另一路军由玉昔帖木儿统领，他受元世祖之命总戎先行
[27]

 。在撒儿都鲁之战后，他才与世祖所在的部队会合
[28]

 。王恽在记述撒儿都鲁之役后接着写道：“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image: ]
 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这段叙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先说它提到的卯乌[image: ]
 都之战。玉昔帖木儿的碑传中只有“僵尸复野”的笼统记载，证之以《东征诗》，我们才了解其所指无疑即卯乌嗢都这场血战。

“卯乌嗢都”即“卯温都儿”，都是蒙语ma'u ündür的音译，意谓“恶的高山”。这在早期蒙古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贝勒津推测它位于今哈勒欣河与诺木尔根河近旁
[29]

 。其方望与《元史·玉哇失传》内言及元军击溃乃颜十万主力军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译言有鹰的山）几乎完全相同。则这两种史文所述，应是同一场战役。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卯嗢都儿或是异名同地，或是相离不远的两处山岭，因而被分别用于命名同一处战场。

假如以上勘同成立，那么王恽所说元军先与乃颜决战、再“长驱”捣毁其“巢穴”的描述就不大准确了。诗里所谓“牙帐”、“巢穴”，毫无问题是指位于大兴安岭西侧哈勒欣河流域斡赤斤份地内的“失剌斡儿朵”，它在当时由乃颜继承
[30]

 。

关于乃颜之乱的结局，《东征诗》所记，有三点颇值得加以注意。诗云：“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死弃木脔河，其妻同一泓。”据此我们知道：第一，乃颜是与他的妻子一起被处死的，而且死后被扔进河里。第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不愿面见被擒获的乃颜，遂命令将他立即处死。如果乃颜是在被擒拿处就地处死的，那么他死后被丢进的“木脔河”，或许就是《元史·玉哇失传》提到的擒获乃颜的“失列门林”之地。因而“木脔”和“门林”就应该被视作同一蒙古语辞müren（译言“河”）的异译形式，尽管用当时尚以-m收声的侵母字“林”来写-ren的音节是不太准确的。至于失列门林（或曰木脔河）的具体地望，学者中有人以为就是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惟今绰尔河上游有一条支流，康熙《皇舆全览图》注记为sele bira，乾隆《内府舆图》译作“色勒必拉”
[31]

 。满语bira译言河。是该河之名读为蒙语当即sele müren，似亦可用“失列门林”写其音。玉昔帖木儿俘获乃颜的失列门林，应当就是这条色勒必拉。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交待了元廷对乃颜之乱的善后措置：“彼狡何所惜，重念先王贞，择彼顺祝者，其归顺吾氓。万落胁罔治，无畏来尔宁。”忽必烈没有完全取缔斡赤斤的兀鲁思，而是“择彼顺祝者”，另封兀鲁思汗。这个“顺祝者”，就是乃颜的伯父、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他大概没有参与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平定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的行动。作为斡赤斤后王，他在武宗时被授予寿王名位。继承乃蛮带为斡赤斤兀鲁思汗者，是乃颜之子脱脱。延祐三年（1316年），脱脱受封为辽王
[32]

 。乃蛮带的寿王之印，或许仍由他本人的直系子孙所袭受。《元史·文宗纪》有“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的记载，事在至顺二年（1331年）。这个脱里出被《元史·宗室世系表》列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如宗室世系表所记不误，则即使脱里赤生于斡赤斤被处死前后，他到至顺二年也应八十多岁了。毋宁认为，脱里赤的世次，大概是被宗室世系表编者弄错了。

咏史之诗，绝大多数都是虚写的，颇难一一质实。但是王恽的《东征诗》却多以史实为据。就以诗证史的角度而言，这真是一篇难得珍贵的作品。


 五　“按只[image: ]
 ”的蒙古原名

成吉思汗的同母次弟合赤温早死。他的宗支，长期由其子阿勒赤台掌管。所以成吉思汗对左手诸王分授份民份地时，合赤温系的份子由阿勒赤台出面领受。

阿勒赤台在汉文史料中也写作按只[image: ]
 、按只带等。《南村辍耕录》卷一“大元宗室世系”条又作“按只吉歹”，《元史·宗室世系表》同。其中“吉”宇，系元代衍误
[33]

 。按只[image: ]
 一名，又可以是额勒只吉歹这个人名的异读。《黑鞑事略》里的“按只[image: ]
 ”，有的是指阿勒赤台，也有的是指额勒只吉歹。王国维在该书校注中已有辩说。

韩伯诗在《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里，把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原名拟构为前元音字elchitei。他解释这个字的来源说，该词的第二音节（-chi-）当是一个长音，即-chī-；而-chī-又是从最初的-chigi-经由-chi'i-变化而来的。按照这种意见，阿勒赤台的蒙古语原名就成了elchitei＜elchigitei。而elchigitei的汉字音译又作额勒只吉歹（或宴只吉歹）。据此，则阿勒赤台与额勒只吉歹乃成为同名异读。

对于韩伯诗的上述见解，伯希和在补注里写道，“按只[image: ]
 ”一类译写形式，事实上可能在两个不同的蒙古人名eljigidei和alchitai之间引起了混淆。前者来源于弘吉剌惕分部的名称elji-gin，而后者则源自塔塔儿的分支部名alchin。不过伯希和仍然没有明确地表示合赤温之子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形式究竟为何
[34]

 。

按《元朝秘史》的汉字音写体例，“阿”字在大多数场合下用以转写后元音a。阿勒赤台应该是一个后元音的字。保留在《黄金史》里的秘史蒙文段落，更直接证实阿勒赤台蒙文作alchitai，确是后元音字。因此后来诸家在复元蒙古语秘史，或在秘史的各种译本中转写阿勒赤台一名时，多把它当作后元音字alchitai来处理。额勒只吉歹则完全是蒙语前元音字eljigidei的转写。eljigin译言“驴”。由于韩伯诗所述的喉音弱化规律，eljigidei很容易被读作eljidei。在用汉语转写时，它与阿勒赤台都可以采用“按只[image: ]
 ”形式。

所以，元代文献称“按只[image: ]
 ”或“按赤台”者，不但有一般意义上同名异人的情况，而且还有蒙古语人名本来完全不同、转写为汉字音译却变成同名的情况。



［本文原载《祝贺杨志玫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1994年。收入本集时有部分修改。］



————————————————————


(1)
  见《陵川集》卷38，《清河集》卷5。


(2)
  见《国朝文类》卷59。是为《元史》卷121《博罗欢传》的史源。


(3)
  《元史》卷108，《诸王表》。关于《元史·诸王表》，韩伯诗有颇为详瞻的译注补证，很值得参考。惟元制又有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子、县男等八等爵位，用于五品以上文官死后封赠，郡王和国公两等有时亦用于封拜在世文臣。韩书将属于封赠之制的“王”补入诸王表中，反而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和疑惑，不能不说是该书体例上的一个失误。参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
  参阅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中华书局，1997年，第4册，页301。


(5)
  “国婿”之称见前引《廉希宪神道碑》。元刻《事林广纪》续集卷8，“蒙古译语·君臣门”：“库鲁干”（即küregen的别译）译言“驸马”。


(6)
  语见虞集：《月鲁哥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6。


(7)
  关于元朝诸王的王爵印章之制，李治安在其近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1992年）中已辟出专章，进行了很全面的讨论，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本文仅就李著所未曾涉及的一个细枝末节的方面，再做一些补充性的阐发而已。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


(9)
  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10)
  《元史》卷119，《速浑察传》。


(11)
  《五体清文鉴》，北京，1957年，页4020。


(12)
  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重印本，页161。archa进入古代突厥语，它的意思也是杜松树。惟近代维吾尔语archa译言“松树”，柏树则作aqarcha。参见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牛津，1972年，页200；《五体清文鉴》，页4018、4020。


(13)
  《口北三厅志》卷2，“山川”引。


(1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万全右卫·洗马林堡”。


(15)
  据危素说，元廷以札刺亦儿等列镇辽阳，“以为藩屏”，是在世祖“建都开平、大兴（指金大兴府，即元大都）”前后。见《送札剌尔国王诗序》，《危太朴集》续集卷1。


(16)
  见《道园学古录》卷2。


(17)
  见黄溍前引碑文。


(18)
  《辽东志》卷1，“地理·陵墓”。


(19)
  霸突鲁死于中统二年（1261年）。据前引黄溍碑文，直到迁牧半个多世纪之后，木华黎后人仍有死后序葬于兴和祖茔的习惯。是知将霸突鲁葬在新近移牧地区的可能性并不大。


(20)
  《锦县志》卷2，“建置志·屯堡”；《锦州府志》卷4，“建置志二·关梁”。


(21)
  十多年前，故贾敬颜教授曾向本文作者提及辽东方志中的“葛王碑”系“国王碑”之讹的问题。他似乎没有将这个意见正式发表出来。今依贾先生指示复按原书，加以揭发，并附识于兹，藉以表示对前辈的缅怀。


(22)
  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莱顿，1945年，页39—40。


(23)
  余大钧、周建奇汉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北京，1983年，页76后附表。


(24)
  《史集》卡里弥博士波斯文刊本，德黑兰，1959年，页217。


(25)
  见《秋涧集》卷5。下文凡引用此诗不复出注。


(26)
  参见《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卷162，《李庭传》；卷121，《博罗欢传》；卷132，《玉哇失传》。撒儿都鲁之战时，李庭曾“调阿速军继进”。是知玉哇失为忽必烈一军前锋。关于元世祖驻跸应昌，撒儿都鲁的地望乃至他在撒儿都鲁御象督战等事，以及元军击溃乃颜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理方望等问题，我已在《乃颜之乱杂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中予以讨论，此处不再重复。


(27)
  《元史》卷119，《玉昔帖木儿传》。


(28)
  《元史》卷121《博罗欢传》叙述传主在忽必烈军中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时谓：“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之，斩其驸马忽伦。适太师月鲁那颜（按指玉昔帖未儿）大军来会，遂平乃颜，擒塔不带”。检阅此传史源，姚燧《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则曰：“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斩和伦辈。后与伊罗勒（按指月鲁那颜，即玉昔帖木儿）合力，始诛之（按此指诛乃颜）”。关于塔不带之擒在玉昔帖木儿与世祖会师之前或之后，这两段史文所述不同。据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24），塔不带与金刚奴都曾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惟据黄溍《也速[image: ]
 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两人被“戡定”，在乃颜败亡之后。故知《元史·博罗欢传》所言是。姚燧碑文中“擒塔布岱”一语，应改为“败塔布岱”方是。然则世祖与玉昔帖木儿两军相会，实后于撒儿都鲁之役；其地或即在乃颜大帐失剌斡儿朵也。


(29)
  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2，东京，1976年，页131。


(30)
  斡赤斤大营盘所在，据陈得芝老师考订，应在今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元名回引河）畔，当从之。参见《中国地理学家评传》（河南，1991年）一书内，陈著“丘处机”篇。


(31)
  见康图2排2号；乾图7排东1。


(32)
  据本文第三节引录乃颜世谱可知，他有一个儿子名Togto'a。受封为辽王者，无疑就是此人。


(33)
  见《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校勘记14。


(34)
  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9—30。按，在1954年出版的《元史·诸王表译注》里，韩伯诗已用alchitai来转写阿勒赤台一名了。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一

创建辽、金二朝的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发祥于东北地区。因此，辽金时期中央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与隋唐时代相比，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它为元朝和明朝前期对辽东的强有力统治奠定了基础。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它的辖境，南面到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南与高丽接壤。元与高丽边界线的东段，一度抵于铁岭（在今朝鲜元山南）。13世纪末，双城（今朝鲜永兴）以南地区相继为高丽收复，此后遂以双城为两国界
[1]

 。直到高丽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即1356年），高丽政权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都连浦及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以南的朔方道全境。“三关门没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两国间在这个地段的疆界，由此北移至今咸兴南一西南一线，大致上恢复了辽金时的状况
[2]

 。这条边境线的西段，至元初年以鸭绿江南岸的高丽国“北界”（亦称“西北面”）诸州辖境为界。至元六年（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李藏用等废国王王植，立王弟琩，擅断国政。其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讨林衍叛，挈西京（今朝鲜平壤）以下六十余城降元。于是高丽北界和西海道（略当今朝鲜黄海南、北道）一部被并入元境。明年，元廷改西京为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是时以慈悲岭为两国界山。至元十二年底，又升东宁府为路。至二十七年，方因高丽之请，废东宁路，将其地归还高丽。至是，元与高丽间的这一段交界线，亦大体恢复到元初乃至辽、金时期的状态
[3]

 。《经世大典·站赤》所载辽阳地区站赤，根据的是至元中叶的资料，所以仍著录有“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根据大典及《析津志·天下站名》，这十个驿站依次为：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今朝鲜安州）、肃州、安定、东宁府、林原、生阳、洞仙。洞仙驿“其东海，其北接合懒府”。足见这条驿路横贯整个东宁路境
[4]

 。从宣州往北，在鸭绿江南岸，尚有灵州、谊州（当即嵬州）诸驿。惟自至元十三年起，位于鸭绿江下游左岸的静州、义州（今朝鲜义州）、麟州（在义州南，案今朝鲜新义州东之麟山埸或即其遗址）、威远镇凡三州一镇改隶于辽阳路婆娑府（该府后废为巡检司）。故而灵州、谊州等驿虽位于鸭绿江南，却不在“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之中
[5]

 。废东宁路时，以上三州一镇当亦同时归还高丽。是后两国边界的最西段遂以鸭绿江下游为界河。所以当日高丽诗人曾有“鸭绿东岸是吾土”之句
[6]

 。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之南的婆娑府，是这时候由高丽入元境后“驰驿中原”的“第一程”
[7]

 。

辽阳行省的东境至于海，并包括了属于设置在行省最北面的统军机构征东招讨司经略范围内的骨嵬岛（即库页岛）。至元十年九月，“征东招讨使塔匣剌请征骨嵬部，不允”
[8]

 。这个塔匣剌，至少在中统四年（1263年），已莅临极东北，负责那里的军事了。至元元年末，曾有征骨嵬之役，大概就是由他负责的
[9]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杨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
[10]

 。骨嵬之被征服，当即在这个时候。《高丽史》载，忠烈王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九月，“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来谒公主”
[11]

 。这支军队，很可能就是征服骨嵬时留镇在那里的。元亡后，明政府不费一兵一卒便得设卫所于骨嵬，正式行使对该岛的领土主权，显然就立基于元朝经略这个地区的原有规模之上。曾有日本学者以为，骨嵬或在元朝境域之外，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行省的西南境，辖有泰宁、宁昌、大宁三路，大体上沿着哈剌温山（大兴安岭）的东麓，分别与岭北行省以及腹里的上都、全宁二路相毗连。宁昌、泰宁二路在《元史·地理志》中俱被载录于中书省之下。然而据《经世大典·站赤》，宁昌驿和泰州驿分别属于辽阳行省的辽东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而这两处驿站的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宁昌路和泰宁路时的路治。延祐二年（1315年）八月，“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四年，又“升泰宁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
[12]

 。可见从至元到延祐年间，泰州亦即泰宁地区始终隶属于辽阳行省；宁昌当亦如之。元志所记，疑有不确。宁昌路为亦乞烈思部封地。它与翁吉剌部封地全宁路（属腹里地区），沿今老哈河与西辽河交汇点南北一线分界
[13]

 。

由上所述，可知元代东北地区的境域，远远不止今我国东三省之地。它还包括了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州以及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汉族、渤海遗族和一部分高丽族人口外，还生活着东胡—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和所谓古亚语族（Palaeo-Asiatic Group）各部。

汉族进入辽东地区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期。辽王朝曾将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在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置头下军州。金克汴京（今河南开封），被驱迫北去的男女，一次即“无虑十余万”。金初移民时，有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居民迁入河北地区的情况，也有相当部分的河北以及其他地区居民被迁入东北。辽金政府的强制移民，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近因。有元一代，北方“汉人”中融入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东北也不例外。到明朝前期在辽东设立卫所时，又一次有大批汉人进入该地区。至此，在辽东都司直辖卫所的地域范围内，汉族人口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14]

 。事实上，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已很明显地集中分布在其南部的辽河流域及渤海湾东西地区。被迁到辽河流域的渤海遗族，元代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实际上亦有相当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人口中，还有一些融入女真等族。总之，渤海人在元代逐渐地不见于记载。元朝境内的高丽族则相对聚居在元与高丽交界地带；在沈州等处也长期集中居住着不少侨寓中国的高丽人。

以下主要叙述汉、渤海、高丽以外元代东北地区各族的分布。

二

辽阳行省属于东胡—蒙古语族的居民，有契丹人以及元代进入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西南部。

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朝，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等地强制迁徙到该地。金后期，契丹人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按指契丹族）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
[15]

 。东北的契丹部落大半被强行离散。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契丹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乘机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展转进入高丽。121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曾下令专置“契丹场”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仍归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之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地
[16]

 。在此以后，这批契丹遗民很少再见于史载。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当日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当中，因而逐渐为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例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和留哥所部等，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也由于被征调当军或其他各种原因而陆续离散，同样融合到周围的人群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契丹而外，在辽东乡兵之一种即乣军当中，或许还有一些属于东胡语族的部族。据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一文
[17]

 ，元代辽东的乣军，应即金季遗留下来的东北路乣人诸部的旧建制。这种情况似乎是很可能的。可惜关于元代乣军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如果诸如迪烈乣等土著部族军入元后确实仍然存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迪烈乣就是由与契丹族属相近的东胡语族的部众构成的
[18]

 。

元代驻牧辽东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其分布面较广泛，但流动性也较大；戍守重点，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他们（包括部分钦察、乃蛮等突厥语族军士）由枢密院通过设置在辽东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东路蒙古军都元帅府辖制。另一来源则是跟随分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

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有不少地区先后被分封给诸王和功臣们。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后人）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封地，和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

辽王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裔孙。至元二十四年，斡赤斤玄孙乃颜叛于辽东，被忽必烈镇压。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军户及部分其他人户，被括入国家版籍，其中有一些并被徙置江南等地。元廷在今松嫩流域立肇州城（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东居，同时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曾直接参与叛乱之举的斡赤斤系诸王部民，并未被元政府全部褫夺。继乃颜之后统领这些部众者，仍有他的族裔脱脱
[19]

 。不仅如此，东迁的吉利吉思等部人户，至少有一部分亦拨归脱脱统属
[20]

 。延祐三年，脱脱正式受封为辽王
[21]

 。他的封地，应该就在泰宁路。入明后，设泰宁卫于此。《武备志》、《登坛必究》诸书将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称音译为往流，它书或作罔留。是即ongli'ut的对音，意谓“属于王的人民”。这个王指何人而言？我们知道，明初兀良哈三卫都以“率众来附”的原蒙古贵族为指挥同知，仍由他们“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而担任三卫之一即泰宁卫指挥同知的，正是“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由是足知驻牧于泰宁路境的“王的人民”，是辽王部民
[22]

 。脱脱受封于泰宁路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在元初早就已是斡赤斤后王份地的一部分了。

仁宗、英宗二朝，辽王脱脱“位冠宗室”，肆行威福，势力极大。在泰定帝死后爆发的两都之战中，他站在上都方面，死于上都被袭破之役。文宗即位后，又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
[23]

 。牙纳失里死于何时不可确考。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最后一任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

木华黎家族的份地，蒙古时期是在桓州至兴和一带。元志谓：“上都路，……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幕地”
[24]

 。1239年木华黎孙速浑察袭位为国王时，尚“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
[25]

 。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其具体地望不详，要之殆不外乎桓州界
[26]

 。而其家族的墓茔地，则一直是在兴和（今河北张北）
[27]

 。直至中统、至元年间，其封地方东迁。危素说：“及建都开平、大兴（按指金大兴府，治中都，即元大都），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姓王札剌尔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瓮吉剌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
[28]

 。翁吉剌部经调整的新封地在应昌路，境不属辽阳，此为危氏误记。亦乞烈思部所在之宁昌路应属辽阳而元志误植入中书省管下。剩下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三部居地，诚当如危氏所言，是在忽必烈初年迁到辽阳地区的。所以袭位国王的木华黎后人，往往奉命“之国辽阳”
[29]

 。据黄潛《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木华黎玄孙硕德，“世祖皇帝践位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据此似可进一步推定，木华黎家的封地，在后来的大宁路境
[30]

 。兀鲁、忙兀二部迁至辽阳后究竟驻牧于何地，尚难确考。

除上述三家外，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分地虽在岭北，但他在广宁路有一部分五户丝户，因而他的后人中有被封为广宁王的。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以及其他一些诸王，也都先后领所属部众驻牧辽东。

元明战乱之际，潢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漫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木华黎裔孙纳哈出、辽王阿札失里等人降明。到了明朝，随着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势力的扩张，当时留在东北的蒙古人几乎全被视为兀良哈蒙古。16世纪中叶，蒙古察哈尔部由西向东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辽东。兀良哈三卫解体。朵颜卫的蒙古部众最终羼入喀喇沁部和东土默特部之中
[31]

 。

元代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主要还是游牧民。有的作者以今辽宁省新民县、绥中县等处发现的金、元村落遗址及其出土器物为例，来介绍“元代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社会经济”的面貌。这个提法是十分含糊的。新民、绥中等地在元代与其说是“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毋宁说是汉族以及趋向于融入汉族的那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现的属于农业经济的考古材料，似不能反映“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32]

 。

三

元代辽阳行省的通古斯语族居民，有女真、水达达、兀者野人、骨嵬等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东半部。

金朝中后期，东北女真猛安谋克当不下于二三十万户。金元鼎革之际，蒙古由西面进入东北，蒲鲜万奴自立于辽东，女真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在元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是从辽阳以南至辽东半岛的女真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擅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此谓熟女真是也”
[33]

 。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一语。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等处，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在通古斯语族诸部中为最高。

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两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曾被称为生女真，或谓之“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
[34]

 。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早已由于和汉、渤海等族的互相融合与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明中叶前后南迁定居于这一带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或“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或“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
[35]

 。如果不是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主体即女真人中间农业经济业已相当发达，这些原先不善耕纴的后来者，怎么能够这么快地学会定居和农耕的生活方式呢？

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流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深山密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真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真）和兀者诸部的主体。

迄今所知，达达一名，最早见于鄂尔浑河碑铭。它很可能起源于和突厥人相邻近的操原蒙古语的某些部落的称谓，并由此而转变为突厥人对塞北诸多原蒙古语游牧部落的共称。蒙古兴起后，达达逐渐地还原为驻牧于富饶的呼伦贝尔地区的原三十姓鞑靼后裔塔塔尔部的专名；而在另一方面，在元代汉语中，达达作为Mongghol这个名称的固定的汉式译名之一，却为官方公文书和俗文学所普遍采纳。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
[36]

 。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南人”。其所谓达达，显然指四等人中的蒙古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即位诏书，同样把蒙古诸部驻牧的岭北地区称为“达达国土”
[37]

 。《元朝秘史》将合木黑忙豁里（Qamugh Mongghol-i）旁译为“普达达行”，总译则作“众达达百姓”，更明确地反映出元代的蒙汉对译体例
[38]

 。

然而，水达达这个名称，出现在达达的内涵被固定为Mongghol一词的汉语对译之前。南宋彭大雅1232年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之中“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其“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贾敬颜指出，斛速益律子应即斛速益律干之讹，是为蒙语usu irgen的音写，意为水百姓。此种水百姓，无疑是指位于当日东真之北、黑龙江沿岸尚未宾服蒙古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作为斛速益律干的意译，出于向彭大雅提供上述情报的华北汉人之口，而不是蒙古人自己对于这些东北“水百姓”的指称。是则“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候已经开始了
[39]

 。那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
[40]

 ，惟汉人对北方边远之地不同人群间的区分无多意识，所以才会误将这个译名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松花江、混同江流域的女真语诸部。入元之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尽管如此，水达达作为非蒙古语部族却使用达达指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但为了与达达的一般内涵相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真与水达达联称，或谓水达达女直，或谓女直水达达，用以指明其真正族属。

水达达虽然临江滨水，但大多数人仍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
[41]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他们明显地落后于它南面那些曾被编入金猛安谋克的女真人。直到明朝中叶，这一带的女真诸部尚被视为生女真。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按即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按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
[42]

 。这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的主体，无疑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人。

水达达之名，不见于元以前的文献材料。在金代，它很可能与兀者一起，被其南面的女真人统称为兀的改人。《金史》卷24《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73《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后，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称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见金朝壤地之极东，已到达黑龙江入海口地段。由此溯大江而上，黑龙江下游沿岸以及附近的大片深山密林，都是兀的改人分布区域。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兀的厄·捏麻儿译言野人。兀的改当与兀的厄同义，也就是野人的意思
[43]

 。金代的女真人既然把它东北方向的“诸野人”区别为古亚语族的吉里迷人以及兀的改人两大类，则后者所指，必定是与女真同属通古斯语族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诸“野居”部落。到元代，又按活动地域进一步将兀的改人分为两类，沿江滨水居住者为水达达，出没于深山密林者则为兀者。但有时候兀的改这个名称，仍见使用。

上面已经提到，黑龙江下游直至奴儿干一带大片山林中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元代称为兀者、吾者。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时人云：“乌稽者，汉言大林也”；“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
[44]

 。它们都是兀者别译而已。兀者部人之得名，显然因为它们活动于深山老林之故。清代仍有用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

顺帝时期，元政府向东北各部族勒索海东青，收括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经过约十年才最后失败。事后，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
[45]

 ，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据前人考订，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Tondon河（乾隆十三排图汉译作塾塾河）入江口。明代曾一度因仍元朝旧制置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于此。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与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更东面迁来的。

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元代史料更多地把兀者与野人相联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的明里帖木儿，不是兀者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自甘“以贱形加全人”
[46]

 。这种说法中包含的民族歧视观点固然不足为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的文明程度，应比水达达更低一些。

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名，又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
[47]

 ，明代的苦夷、苦兀
[48]

 ，及近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当即orok的汉字音写。Orok人今日仍生活于库页岛，自称Ul'ta人。在Orok语里，ula译言驯鹿，Ul'ta即养鹿人之谓也。至于orok一名，应展转来源于不说Orok语的某旁近部落对Ul'ta一名的译称。通古斯语多称鹿为oro或oron。满语里的oronco i niyalman，Even语之oroch/orochel，都是使鹿人的意思。orok之义亦如之。俄罗斯学者曾认为，Orok人是在十六七世纪从大陆迁到萨哈林岛上的。元代关于“亦里于”的记载表明，这个时间似乎还要早得多
[49]

 。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应即该岛主要的土著居民。在唐代，岛上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秣鞮；近现代，岛上除南部的阿依努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带有部分吉里亚克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族诸部（包括orok人在内）
[50]

 。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操通古斯语族某支方言的部族。他们大概不像与他们语言相同的亦里于人那样以驯鹿作为交通用兽，也不如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长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渡海来到奴儿干
[51]

 。

四

辽阳行省界域内的古亚语族人，有吉里迷诸部，还有在明代被称为“北山野人”的诸部族中的若干部分。

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的极东北，即奴儿干地区。元代史料所反映的吉里迷人居地范围，就要更详细一些了。从元廷设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从《元史·世祖纪》说吉里迷之东为骨嵬、亦里于，从《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谓东渡赛哥小海（即鞑靼海峡）后先至[image: ]
 因吉列迷，方到骨嵬界，可知该部族居住于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奴儿干地区，以及骨嵬岛之一部分。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状况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
[52]

 。黑勒尔河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
[53]

 。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沙俄等国学者著作中，他们被称为吉里亚克人。俄罗斯学者又称之为尼夫赫人。尼夫赫一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
[54]

 。十分清楚，吉里迷人、吉里亚克人或者尼夫赫人，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中国诸中央王朝的羁縻部落。俄罗斯学者说，吉里亚克人僻居亚洲大陆边缘，长期处于外界政治和文化影响之外
[55]

 。事实恐怕不完全如此。

元代文献中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仍然太少了。因此，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稍晚一点的材料即明代材料，以适当地填补在此以前的史料空缺，便显得格外重要。和田清在《汉籍记载中的黑龙江下游居民》一文中，从史源学角度出发，将《大明一统志》卷89所引录的《开原新志》佚文与《辽东志》卷9中的有关文字比勘对照，以史文所谓“乞列迷四种”列为专节进行研究，对后学深有启发。然而，和田写成该文时，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寰宇通志》尚未刊行。所以他未能看到卷116“女直·风俗”条所征引的《开原新志》的上述这一段材料。它比《大明一统志》引述得更为完整。把它拿来与《辽东志》相比勘，就可发现和田考论中尚有未尽精当之处。现在先将此段文字照录如下：

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朞、兀剌、纳衣。性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实。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文面椎髻，帽缨红缨，衣缘[image: ]
 组，惟裤不裙。妇人帽垂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住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苦兀在奴儿干海东，……其邻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

《大明一统志》在引述同一段史文时，省去曩家儿等四部名称，《辽东志》亦如之。这就使得和田误以为这四种（实际上是四部）吉里迷人属于更大范围的吉里迷“四种”之一。于是他把以下“一种曰女直野人”、“一种曰北山野人”、“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解释为“乞列迷有四种”当中的其他三种。现在看来，这样解释，是与原文意思有所出入的。

曩家儿、福里朞等四种吉里迷，诚如和田清所说，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以奴儿干为中心的吉里迷本部。明初曾置曩哈儿、伏里其、兀剌等卫于其地。自金元以来，该地的吉里迷人或许就已分为这样四部。而史文提到的在苦兀（即骨嵬）岛上与苦兀人为邻的吉里迷，恐怕也就是元代材料中的[image: ]
 因吉里迷人之后。

《开原新志》在“乞列迷有四种”目下载录的吉里迷人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存到近现代。近代吉里亚克人仍几乎完全靠捕捞为生。陆上狩猎以及妇女所从事的极有限的采集经济，只作为其生活来源的次要补充而存在。尤其是在狩猎方面，他们只是在碰到机会时才在步行可至的近处顺便从事这种活动，而与邻近那些在经济生活中狩猎占有很大比重的部族迥然不同。吉里亚克人似乎历来就是定居的。狗是他们驯养的唯一动物，在他们的衣食、运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熊为牺牲的杀祭仪式，是他们在每年“熊节”都要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近代吉里亚克人的家庭形态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姊妹以及自己兄弟的妻子一概称呼为анъхэй，而妻子也把自己的丈夫、丈夫的兄弟以及自己姊妹的丈夫同称为пy。男子对自己的全体анъхэй明确地拥有与对其妻子同等的权利。从这种与“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婚姻形态中，似乎仍能看到古代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
[56]

 。近代吉里亚克人与他们的祖先同样采用火葬。不过他们不再“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其中有些部落是在“小心收藏的骨灰上盖一所小木屋”
[57]

 。吉里亚克人制造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也一再被近代到过他们居地的探察家们道及。

由以上叙述可以知道，明代吉里迷人和近代的吉里亚克人，在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差别都不是很大的；而元、明之间，似乎也寻不出足以导致吉里迷人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特殊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从明代记载以及近代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生活，去略约想见元代吉里迷人的大致状况。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颇不相类。

上引《开原新志》佚文中真正难以读通的地方，是在“乞列迷有四种”这一大段后的那一部分。它说：“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接着以“一种”、“一种”、“又一种”的排比方式，枚举了“乞列迷四种”以外其他三大类土著部族。至于他们到底是否都属于“乞里迷”人并且都“去奴儿干三千余里”，史文并未交待得很清楚。在这里，《辽东志》卷9《外志》依据稍后获得的进一步知识而对这段史文所作的修改和增补，就十分值得参考。

《开原新志》佚文中“一种曰北山野人”，以及“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两小节，在《辽东志》中是以“北山野人”和“野人”为目分别立条的，内容上也稍有增补；同时，“一种曰女直野人”一句被删去，该小节的其他文字，经增添后以“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按，志文误作乞黑迷）为目立条。可见按照《辽东志》编者的理解，“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人仅指同时又被《开原新志》称为“女直野人”的那一种，北山野人和野人这两种，是不应该一起被概括在这里面的。以下就按照这个意见，对这三种部族逐一进行简单的讨论。

“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这个奇怪部族，既被《开原新志》视为远离其本部的吉里迷人，同时又说他们是女直野人。《辽东志》编者则干脆断定他们属于吉里迷人。然而这个部族“椎髻”、“射山为食”，其习俗与“不梳刷”、并且“捕鱼为食”的真正吉里迷人似乎不很相像。和田以为其所指恐为锡霍特山南端的恰克拉人（案即乌德盖人）。我以为，它指的可能是明代海西东陆路上乞勒伊城乞列迷站（地当在今黑龙江抚远西秦日利附近）地区的通古斯语族人。这里在元代或许还是吉里迷人活动的地域，故以其族名为地名。入明之后，尽管地名仍旧，但当地的吉里迷人或北徙、或融合于通古斯民族之中而不存在了。以上含混不清的记载所反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实。当然，这里距离奴儿干远不是“三千里”。但所谓三千里，本来就未必是实数，也许不过是表示离奴儿干十分遥远而已。

关于“北山野人”，《辽东志》明记其族属为“乞列迷之别种”，当属可信。所谓北山，一般都认为是指外兴安岭。惟据《辽东志·外志》，此种“北山野人”的贡品为海豹皮、海螺皮、殳角（原注即海象牙）、鲂鬚、好剌（原注即各色鹿。按：“好剌”应即Orok语之ula，或oro的汉字音译；两者皆鹿之谓也），要之大都为北海名产，其中海象牙的产地更为偏北，可见他们居住在外兴安岭东端的鄂霍茨克海湾并往北大概直到北极圈附近地区
[58]

 。他们应属于当日居住此间的吉里迷或古亚语族的其他部族。

最后是“野人”。他们生活在“北海之南、大江之西”，其地域大略当西南—东北流黑龙江迤西。关于“野人”的习俗，只知道他们居住在半土窑式的“平土屋”里。这种居住方式，主要是当地寒冷的环境决定的。许多通古斯语部族自古来如此，吉里亚克的先人吉里迷人亦如此；而后者保留这种居住方式直到更晚的时期。至19世纪中叶，库页岛上的吉里亚克人冬天仍然住在掘地约一米半深的半土窑中
[59]

 。所以仅凭半穴居的居住方式，尚无法确切判别“野人”的族属。不过《辽东志》又说他们“与乞列迷为邻”，似乎其本身不同于吉里迷族类。而大约同时代的永乐等朝实录，则明确称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部族首领为女直野人头目。试举数例为证：

永乐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头目巴思答木、咬纳等五十人来朝，置阿剌山（在前苏联阿穆尔州什马诺夫斯克北）、随满河、撒秃河、忽兰山、古鲁浑山五卫”。

永乐五年三月，“卜鲁丹河（波罗穆丹河）、稳勉赤钦真河、可木山等处女直野人头目管秃、阿合木、阿剌不花等来朝，赐钞币袭衣”。

永乐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儿（在俄罗斯土古尔河流域）女直野人头目马吉你等来朝，置督罕河卫”。

永乐十三年十月，“古里河（吉柳伊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赐予如例”
[60]

 。

由兹可知，海南江西的“野人”，其主体即通古斯语部众。他们应当就是今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通古斯语—满语族的鄂温克、Нанайиы（即廓尔特）等族先民。




［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




————————————————————


(1)
  《东国舆地胜览》卷50、《高丽史》卷137《辛嵬传》等史料，都提到铁岭以北曾为元朝所侵占。又据《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高宗时，定平以南诸城被蒙兵侵扰，移寓江陵道（地在铁岭南）……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年）各还本城”。按高丽此时所收复者，实际是双城以南诸城。参见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1981年；箭内亘：《元代满洲疆域考》第6节，载《满洲历史地理》卷2，东京，1913年。


(2)
  《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参见箭内亘：《东真国的疆域》，《满洲历史地理》卷2。按都连浦系高丽国沿其北部边界所筑长城的东端所在，在今朝鲜咸兴南。定州、宣德、元兴都在咸兴南或西南，系长城三镇。


(3)
  《元史》卷7、卷16，《世祖纪》四、十三。《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二；卷30，《忠烈王世家》三。按慈悲岭一名岜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中部。沿慈悲岭一线两国边界的走向，据箭内考定为：起于殷栗、丰州间，向东过凤山、瑞当之间的上述山岭，经遂安郡之南而达于江原道之西北境。参见上引《元代满洲疆城考》。废东宁路以后的两国疆界线，见谭其骧上引论文。


(4)
  两书所记东宁路驿站的具体站名，分别有六处和九处。《大典·站赤》所记：宣州、云兴、安定、林原、生阳、洞仙；《析津志·天下站名》所记：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肃州、安定、东宁（府）、生阳、洞仙。据此，当然很容易推知这条驿路上十个驿站的全部站名及其次第。参见《永乐大典》卷19422、19426引录。


(5)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6)
  李穑：《自京师东归途中作·婆娑府》，《牧隐集》卷2，转引自箭内上引文。


(7)
  李穑：《婆娑府》，《牧隐集》卷3，转引自箭内上引文。


(8)
  《元史》卷8，《世祖纪》五。


(9)
  《元史》卷98，《兵志》一：“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塔匣来、塔匣剌系同名异译。关于至元元年征骨嵬事，见《元史》卷5，《世祖纪》二。


(10)
  《元史》卷13，《世祖纪》十。按《辽东志》卷9《外志》云：“奴儿干都司……元为东征元帅府”。黄潛在《别里哥帖穆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中也提到这个须“犬驾耙行冰上”，方可到达的东征元帅府。征东招讨司与东征元帅府都是元朝政府先后在奴儿干地区设置的兼摄军、政的镇边机构。


(11)
  《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世家》三。


(12)
  《元史》卷25、26，《仁宗纪》二、三。


(13)
  《元史》卷118，《特薛禅传》；箭内亘：《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


(14)
  《辽东志》卷1，《地理志》“风俗”条引“薛子”云：入明后，辽东都司所属诸卫所辖境内“华人（按指汉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


(15)
  《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


(16)
  《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高丽史》卷103，《赵冲传》、《金就砺传》。


(17)
  《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18)
  事实上，迪烈乣人这时差不多已融入契丹族中去了。所以元代史料有时径称其为“辽人”（即契丹人）。参见《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卷188，《石抹宜孙传》。


(19)
  大德末，廷臣建言：“前乃颜叛，其系虏之人，奉世祖旨俱隶版籍。比者近臣请以归之诸王脱脱，彼即遣人拘括。臣等以为此事具有先制。今已归脱脱所部，宜令辽阳省臣薛彻干等往谕之；已拘之人，悉还其主”。见《元史》卷22，《武宗纪》一。可见除“系虏之人”以外的斡赤斤后王余部，当时有一些仍归脱脱领属。把被废黜的诸王的部众移隶于他的一个近亲之下，这种做法，是符合元代蒙古惯例的。


(20)
  《元史》卷21，《成宗纪》四，大德九年七月，“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民粮五月”。


(21)
  《元史》卷108，《诸王表》。


(22)
  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等部》，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


(23)
  《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4)
  《元史》卷58，《地理志》一。按兀鲁部后裔封德清郡王，故志文称为兀鲁郡王。


(25)
  《元史》卷19，《速浑察传》。


(26)
  《华夷译语》（蒙古译语）卷上“草木门”：“柏，阿儿察”；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页161。


(27)
  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28)
  危素：《送札剌尔国王诗序》，《危太朴集》续集卷1。此条史料承陈得芝老师教示。


(29)
  《元史》卷129，《朵儿只传》。


(30)
  辽东作为与辽西相对的地域概念使用时，最西可至广宁府路之地。所以广宁府路在元代曾与开元、咸平等路同隶辽东道宣慰司，见《事林广记》前集卷四“天下城邑”条。所谓辽西，主要是指大宁路一带。故时人有以北京（按指金北京，即元大宁路治）为“辽西重镇”者。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31)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内蒙古要略》一云，清代内蒙诸部，大多为元宗室后裔，属于孛儿只吉歹氏，“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二部四旗，为元太祖臣济拉玛（按即者勒蔑）之裔，则姓乌梁罕”。同书又谓：“喀喇沁者，元太祖大臣札尔楚泰（按即札儿只兀歹）子济拉玛之裔，始附于明，为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朵颜等卫部众中有属于者勒蔑后裔的兀良哈人，或即兀良哈三卫之称的由来。实际上，喀喇沁和东土默特部原来也属于孛儿只吉歹氏，都是跟随达赉逊库登（达延汗曾孙）东迁到辽东的察哈尔汗近亲后裔。后来，泰宁、福裕两卫被察哈尔汗的另外两个近亲和尔朔齐（内喀尔喀部祖先）和奎蒙克（科尔沁部祖先）并灭，朵颜部则被得名于哈喇慎（或作哈喇嗔）大营的老把都（即俺答汗弟巴雅思哈剌）后裔喀喇沁部所控制。1628年，喀喇沁、东土默特等部被达赉逊后人林丹汗击败，或亡或衰。几年后，林丹汗受后金皇太极之逼，退出辽东，朵颜兀良哈人遂乘这个机会冒用了嘻喇沁和土默特部名。参见和田清：《察哈尔部的变迁》，《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东京，1959年；余元盒：《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1958年。


(32)
  参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1983年，页130。


(3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政宣上”卷3。


(34)
  “自咸州（在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之东北，分界入山谷，至于束沫江（松花江），中间所居，隶属咸州兵马司，许与本国往来，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之北，宁江（今吉林扶余东）之东北，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见《三朝北盟会编》甲集，“政宣上”卷3。


(35)
  《皇明九边考》卷2。


(36)
  见藏晋叔编：《元曲选》已集下。


(37)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38)
  《元朝秘史》第52节。又《事林广记》续集八“蒙古译语”：“达达，蒙古歹（Mongghol-dai）”。


(39)
  卡尔毕尼、鲁卜鲁克、瓦撒夫、阿布勒肥达等人都提到过传闻中的Su-Mongal（译写形式不尽相同，此不赘举）。其中以卡尔毕尼的叙述较早、较详细。他说，这种Su-Mongal自称塔塔儿，它曾与大蒙古（Yeke Mongal）、蔑儿乞、Mecrit（似即克烈）一起，组成蒙古的四大人群（four nations），他们具有同样的体貌，说着同一种语言。他又说，su是突厥语水的意思。这种水蒙古，指的实际上就是塔塔尔部，而应与汉人译语中的水达达无涉。参见《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00年，页112注文。


(40)
  窝阔台时写给高丽国王的谍文，有“皇帝大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周围国土都收了”等语，见《高丽史》卷22，《高宗世家》。


(41)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42)
  《大明一统志》卷89，“女直·风俗”引《开原新志》。和田清在《汉籍记载中的黑龙江下游居民》（《东亚史论丛》，东京，1942年）一文中，断《开原新志》为元代志书。他的理由主要是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条载录上引文字时，明言出于“元志”。和田误视此处“元志”即指《开原新志》而言。按、严从简有关女直风俗一节文字，完全抄自《大明一统志·女直·风俗》所注引的诸书节文，很可能连原文都没有查对过，所以竟把从《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路”条抄出来的一节文字误植入以下“元志”（即《大元一统志》）节文之内。又按、严从简书对上面引用的这一段史文，漏载出处。和田谓其云出自元志，似属无据。近来国内也有人以《开原新志》为元代志书。但它成书于明朝，实无可疑。


(43)
  此项知识承贾敬颜先生教示。


(44)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曹庭杰：《东北边防辑要·艮维窝稽水源合考》。


(45)
  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曾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二族居地。


(46)
  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11。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起迁居北野山。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而死后被“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溍：《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7。


(47)
  《唐会要》卷96，“靺鞨”条：黑水“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字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甚近，或许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则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


(48)
  《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6；《大明一统志》卷89引《开原新志》。


(49)
  《元史》卷5，《世祖纪》二：至元元年十一月，“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是知骨嵬岛上有亦里于。


(50)
  《大英百科全书》1964年版，卷19，页863，“萨哈林”条。


(51)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浆，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9，《外志》。近代吉里亚克人制造和使用的特别的“三板船”，当即渊源于此种“黄窝儿”。见柯林斯：《西伯利亚之行》，斯斌译，上海，1974年，页240。


(52)
  《吉林通志》卷15。


(53)
  这个地名，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用满文注记为Keler 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六排东二汉译为和勒尔必拉。


(54)
  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莫斯科，1958年，页513。


(55)
  同上。


(56)
  《大英百科全书》卷10，页421，“吉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0年，卷17，页558，“尼夫赫”条；托迦列夫上引书，页516、5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单行本，页177。


(57)
  《西伯利亚之行》，斯斌译，页288。


(58)
  参见王[image: ]
 ：《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59)
  托迦列夫上引书，页517—518。


(60)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48、74、98。


“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自从李约瑟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里对于从李氏朝鲜流入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进行最初讨论以来，学术界有关这幅地图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这幅绘制于明代前期的大型地图确实有一个元代底本作为依据。不过其底本不是人们起先以为的朱思本《舆地图》，而正如“混一图”图幅之下的权近题跋所云，乃是元后期苏州文人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高桥正最先发现，它应当就是《罗洪先文集》里曾经提到的李泽民的《舆地图》
[1]

 。2004年，宫纪子据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三《刻舆地图序》揭出，文中所言绘制最晚近的“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所指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此图绘制于至正年间，而不是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初绘于延祐六年、改定于天历年间。至于乌斯道之所以获见此图，则很可能是在李泽民因朱元璋攻灭张士诚政权而从苏州流寓四明、由是而得以参与四明文人沙龙的那段时期里
[2]

 。因此，“混一图”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元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日南方士人的地理知识。

“混一图”对黄河流域以南中国疆域、尤其是山东半岛以南海岸线轮廓的绘制，或许可以说已经相当准确了（见图1）。图内的中国部分，生动地反映出元代江南社会对当日国家幅员的了解。此时他们已经改变了其南宋先辈无视女真“贼区”的存在、仍据旧日的北宋政区建制来表现华北地域的做法
[3]

 。尽管绘图者对漠北地理形势所知甚少，但他还是把元帝国的版图一直画到和林北的忽里·秃马惕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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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谷大学藏“混一图”的海岸线与现代地图的比较




不过，这幅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更值得注意的价值，显然体现在它对中国以外各地区地理图景的描绘方面。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后期，由于司马迁对塞北和西域各国、各人群的书面记载，中国有关域外世界的地理学，终于从《山海经》样式的“神话地理学”（迪·考斯马语）走向“行纪地理学”的范型。一千年多之后，喀什噶里在他著名的《突厥语字典》卷首画出一张穆斯林风格的彩色圆形世界地图。但由于穆斯林世界对表现万物具体形状的限制，这张圆形地图更接近于用图案来表示山脉、河流、城市等各种地表物之间相对方望的示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混一图”及其原图《声教广被图》，成为中国对域外地理学的认知从“行纪地理学”走向真正的“绘图地理学”的重大标志。《声教广被图》是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第一幅真正的“陆上全图”（a terrestrial map）。

一般地说，古代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在元代发生了相当显著的新增长。崭新形式的陆上全图的产生，本身就是一项证据。不过种种新获得的外部世界地理信息，并没有全部被反映在“混一图”里。诸种新知识的产生，往往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某种从无到有的突变事件。它更可能是通过一系列界限有些模糊的转换来实现的。其中包括从跨文化知识（例如外国侨民的知识）转化为本土知识，从本土边缘人群（如周边族裔人群）的知识转换为中国主体人群的知识，从专门化的行业知识（如水手、商人、宗教师的知识）转换为主流言说中的共享知识，等等。“混一图”不是为指明世界性旅行的具体路线而绘制的，它也不是专供航海家使用的针位或天文导航图。它的基本功能，乃是表现元人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陆上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地理定位的一种整体认知形式，是一幅供一般人“用眼睛与手指”在欧亚旧大陆旅行的世界地图
[4]

 。它为我们了解中国人在当日所可能掌握的一般性世界地理知识，尤其是关于整个旧大陆海陆形状的直观图景，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一　对“混一图”之陆海轮廓线的分析

这幅地图的意义，甚至还不能仅仅从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去认识。

托勒密的地理学自八世纪后在穆斯林世界重新流行。我们知道，在托勒密式的世界图景里，非洲面临印度洋的一侧，在赤道以南有一大片未知陆地一直向东伸展，与从亚洲最东端转而南折的大陆桥相连。这片土地不但把印度洋和大西洋变成为两个互相隔绝的洋域，并且也使得印度洋实际上成为一个被大陆包围的内海（见图2）。1291年，企图寻找通往印度新航路的日那亚人乌戈林诺兄弟从直布罗陀海峡出海径直南航。他们的探险没有成功；但这件事说明，在当日西欧的商人和水手中已经有人猜想到，从南部包围着印度洋的那片“未知土地”或许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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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构自托勒密《地理志》的地图（Ptolemy's Map，1482年）




晚于托勒密至少七八百年的穆斯林地理学者有关印度洋、西亚和中亚的地理知识，当然要比前者更新鲜、更直接、更翔实、更准确。但是托勒密范式中的“未知土地”，还是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穆斯林地理学家们处理这片“未知土地”的立场，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将它继续保留在地图上，但是在极东之处，它不再与亚洲大陆的尽头，而是与东南亚诸岛相接近。于是印度洋从内海变成一个向西伸进大陆的极深的内陆海湾，与从外周环围陆地的太平洋相连通
[5]

 （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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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伊德里昔（Muhammad al-Idrisi）《罗结尔王者之书》（Tabula Rogeriana）地图




另一方面，伊斯兰地理学家中也有人试图打破这幅托勒密样式的“深入内心的图景”（mental picture，参见下注）。C．伊萨维在他的研究里指出，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宁肯回到更老、实际上也更可靠的“斯特拉波传统”，主张非洲实为大洋所环围，而且它远没有托勒密所说的那么大。九世纪的伊本·胡尔达比和十世纪的马苏迪都曾相信，大西洋绕过非洲而与东方诸海域相连通
[6]

 。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得不关注到非洲大陆南端地理情状如何的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学者当然是比鲁尼（973—1048年）。他在描写尼罗河上源之南的山脉及其常年狂风暴雨的气候状况后说：“但这没有妨碍它（按指印度洋）与［环围］这些山脉以南的大洋之间的连接。已经发现了有关这种连接的若干迹象，尽管还没有人真正目睹过这一点”
[7]

 。在比鲁尼的海洋图上，大片的海域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未知土地”；非洲则被明显地缩小。

比鲁尼之后，萨义德·马袼里比（死于1274/1286年）在他的海洋图上把非洲南端画成叉子形状。穆斯涛非（死于1439年）也这样处理非洲南端的海岸线。而差不多与穆斯涛非同时代的哈菲兹·阿布鲁（死于1430年），则将它描画成一个圆形的角
[8]

 。

据“声教广被图”绘制而成的“混一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价值，恐怕就应当被置于以上叙述的那样一个知识演化过程之中去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就现有的资料而言，它是基本正确地表现出非洲南端海岸线轮廓的最早的世界地图。就此而言，李约瑟对它的评价仍然是基本成立的
[9]

 。

那么，表现在“混一图”上的那些关涉域外的新鲜地理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学者们一致同意，“混一图”西半部分的知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以上所讨论的它对非洲南端形状的描绘，或许就可以被看作一项证据。

从更广泛一点的范围讲，西半幅图中地名记注比较密集的部位，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北非和西亚，这恰恰都属于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最熟悉的地区
[10]

 。欧洲的最西北方向，只有“法里昔”（Paris，即巴黎）和“阿鲁尼那”（Allmania，阿语“日耳曼”的音写）两条地名记注
[11]

 。“阿鲁尼那”一词尤其昭示出穆斯林学者在知识传递中所留下的印记。地中海和黑海在“混一图”中表现得非常不清晰。事实上，这两个相连的内陆海的海岸线，是被当作若干条河流来加以描勒的，以至本应标示出半岛的海岸线被描绘成环形的河流。不过，将有关轮廓线略加修饰，我们还是很容易将一大一小这两个海域，以及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乃至西西里岛等都一一辨认出来（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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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地中海与黑海
 
[12]





波斯湾的海岸线似乎也被错误地画成为两条直通阿拉伯海的河流。同样，只需稍加修正，似也不难看出它本来所应当表现的海湾形状（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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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波斯湾




上面列举的这两处不确，极有可能是在从穆斯林资料移录到“声教广被图”稿本的过程里发生的讹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对于欧洲和中亚还缺少必要知识的江南汉人儒士笔下，本来无可厚非。我们应当深感惊讶的反而是，尽管可能是懵里懵懂地依葫芦画瓢，“声教广被图”的绘制者李泽民，竟然在昧于实情的情状下还为后人保留了很真确的图象信息。这应当有助于说明，他所依据的地图资料，乃至他本人的摹写，都是相当可靠的。

反映在“混一图”西半幅图里的穆斯林地理学知识，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自身发现。该图的非洲图形最为显眼的一个特征，就是位于它中央的一个巨大海泊。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个海泊实际上代表的是撒哈拉大沙碛，类似于东半幅图中的“葫芦碛”。但是高桥正认为，它不是沙漠，确实就是画的一个咸水湖泊。他引用活动于1300年前后的阿拉伯学者哈兰尼的话说，“章吉地方（按即俾格米人所在之地）有湾和湖泊；在苏丹地方也是这样。［那是］比沙漠地带的花剌子模海（即咸海）和可萨海（即里海）更加巨大的湖泊，其广大直至印度洋之南，尚未对之进行过探察”
[13]

 。

无意间经由李泽民之手而传递给后人的波斯湾的海湾线形状，也足以反映出同样的事实。托勒密地图中的波斯湾，由于东西宽度太长，而构成一个横宽竖扁的长方形。这成为托勒密知识系统中相当多地图的一个共同特征
[14]

 ，它甚至还反映在欧洲制作的时间上更靠后的地图中（见图6、图7）。但是保存在“混一图”内的相关图形信息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显然更接近波斯湾的实际形状，尽管依然像在托勒密的地图里一样，相对于红海而言，它的位置还是太过偏北。“混一图”的上述特点，倒与伊德里昔的地图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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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托勒密地图，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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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马丁·瓦尔德希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地图（1507年）




但是，穆斯林地理学所接受的很多西欧古典地理学的知识和观念，也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里。高桥正曾经指出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混一图”关于尼罗河上源形状的描写，明显是出于托勒密知识系统。“混一图”的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写本在尼罗河西源有“者不鲁哈麻”的记注；它在据“声教广被图”绘成的《广舆图·西南海夷图》里写作“者不鲁麻”。高桥正指出，这个字是对阿拉伯语词jabal al-qamar之波斯语读法的汉字音写。它的意思是“月亮山”。我们知道，“月之山”（Lunae Motes）恰恰就是托勒密叙述的位于尼罗河上源的山脉之名。“者不鲁哈麻”实为上述拉丁语词的阿拉伯语对译语
[15]

 。

上述特征也极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对中亚陆上地理状况的描绘里。在“混一图”所依据的“声教广被图”制作年代，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东部穆斯林世界的地理学，对中亚草原和绿洲地区的情况早已经极其熟悉了。穆斯林著作对里海、咸海的名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它们分别称里海为可萨海、不里阿耳海、呼罗珊海、桃里寺海、朱尔章海、宽田吉斯海、狸海、马赞德兰海，称咸海为毡的海、锡尔海、契丹海等等。流注这两个著名海子的河流，例如注入里海的札牙黑水（乌拉尔河）、也的里水（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锡尔河、阿姆河等，也是穆斯林地理学家们耳熟能详的。

奇怪的是，在“混一图”里，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内陆海却被合并起来，醒目地位置于中亚大陆的中央。在这个大海子的西部，有“八不督阿不你”的记注。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对阿语Babal-Abwab的汉语音写，译言“诸门之门”，也就是以“打耳班”或“铁门关”著称的跨越高加索山脉的通道。故从该内陆海的西岸来看，它应即里海。但在这个海子的东岸，我们却又发现了分别以“廛的”（更常见的写法作“毡的”，即Jand）、“八里赤岩”（即“经世大典图”的“巴尔赤干”，Barchikent
[16]

 ）和“不哈剌”（不花剌）、“巴剌哈”（巴里黑）、“八打克沙”（八达哈伤）等记注作为沿岸地名的两条大河。它们分明就是上面提到的流注咸海的锡尔河与阿姆河。因此，从这个海子的东岸判断，它无疑又可被认作是咸海（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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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咸海还是里海？




应该怎么解释“混一图”居然把两个这么著名的海子误认为只是同一个水体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混一图”其实相当精确地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后中亚自然地理面貌的一个重要变化。有人认为，由于西征的蒙古军为水淹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而掘开阿姆河，阿姆河此后便改变河道而流注里海。职是之故，据哈菲兹·阿布鲁的说法，咸海几乎消失了
[17]

 。直到16世纪末，阿姆河才改由旧河道重新注入咸海。据艾哈迈多夫列举，持此种见解的，有伊本·瓦里、艾不·哈兹、穆尼斯、艾希瓦尔德、洪堡、伦茨、列尔赫、米谢洛夫斯基、巴托尔德等一大批学者
[18]

 。

上述主张当然涉及到一系列使行外人难以置喙的专门化问题。正因为如此，斯普勒在为《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阿姆河”词条中已表述的意见，就更见其份量。他认为，关于阿姆河主河道改流说的“绝大部分证据都颇值得怀疑。……考虑过所有讨论，德·格日援引的证据，其份量似乎要重于巴托尔德所依赖的那些”。而德·格日正是19世纪反对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斯普勒又告诉我们，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们也都拒绝阿姆河曾经改道的见解
[19]

 。

如果否认了阿姆河曾经改流的事实，那么“混一图”将里海与咸海合并为一海，就只能看作它的一个错误。我们甚至还可以补充说，“混一图”实际上毫无阿姆河“改流”的观念，也反映在它对锡尔河的画法上。锡尔河从无改道之说。如果绘图者有意要呈现阿姆河改注里海的面貌，他就不会将锡尔河画成一条与阿姆河流注同一海泊的河流。图中所表现的锡尔河，中下游之间被误断开来。这可由八里赤岩东南方向水流边的锡尔河沿岸城市“阿不剌儿”（宫纪子订证为 “阿打剌儿”，即讹答拉）、“忽里”（他本“混一图”又标作“忽尼”，此即忽毡）、“兀思干”（讹迹干）可证（见图8）。

合并中亚两海为一海的做法，在西欧的地图绘制传统中，从托勒密至少一直延续到16世纪（见图9、图10）。咸海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里，相比较而言，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混一图”的这个错误，很可能是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中强烈的希腊罗马地理学影响。甚至对它图绘的海子形状与欧洲诸图之间的比较，好像也能暗示出这一点。这就是说，“混一图”西半部分的资料来源，笼统地说起来，当然是穆斯林地理学。但更具体地分析起来，或许应当说，该图欧洲、中亚部分的信息，应来源于欧洲古典地理学知识框架和若干产生于当地的新的本土知识的某种结合。而在印度洋西部海域，“混一图”的知识体系则更多地反映出伊斯兰地理学自身对这一区域的发现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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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墨卡托全球图”（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之东半球（15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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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Abraham Ortelius之“亚洲新图”


（Asiae nova descriptio）（1570年）





 二　“混一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混一图”绘制者用以拼接这幅旧大陆地理全景的东、西方知识，实际上并不足以完整地覆盖他所欲标绘的理想中那样一个地域范围。作者于是采用三种略有不同的权宜方式来处理他遇到的这一困难。一是以某种相当笼统的记注来含糊地泛指一片很大的地域。如对南方汉人很不熟悉的青藏高原，就在图上大体相应的方位标以“陕西汉中道按治土蕃地”、“古土蕃地”等一两条注文，便算交待过去了。二是用相关地区较早期、也较翔实具体的资料，来填充缺乏当前信息的那个地域空间，从而造成在描写当下地理形势的图中“复活”某个古代区域的奇异现象。绘图者虽然大概地知道，从青藏高原再往西，帕米尔山地的另一边应是天竺及其毗邻地区；但看来他对印度河以东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空间形状、当日地理形势，包括印度半岛的海岸轮廓线走向，都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所以有关唐代天竺、骠国和云南地理的各种记载，便按制图者能够想象的最合适的方位关系，被移用来解说相关那片区域。第三种方式体现在“混一图”对东南亚诸国的处理中。绘图者虽似大略地知道，在中国西南边疆之外，东南亚大体可以划分为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两大部分。但他在这方面所知也极有限。可能是受前代地图绘制传统的影响，作图者在他了解和描写得相当翔实的西南边疆地区之外，缀上一条不太宽的带状陆地边缘，把部分东南亚地名按其方位东西的大体次序标注在上面。

以上所说或许可以提醒我们，当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被转换到现代地图上的《郑和航海图》时，他们往往可能忘记了再去追问下面的问题：即那些熟谙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航线路的古代专业技术人员，更毋论辗转通过用于远洋航行的技术资料来认识“南海诸蕃”的非专业圈中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路上的海陆轮廓线拥有接近实际情况的具象化了解？在此种意义上，“混一图”恰也显示出它弥足珍贵的价值。

以下拟集中观照“混一图”的南亚和东南亚部分，以便比较具体地讨论：绘图者是如何弥补他对这两个区域地理知识的严重缺失的。

在今阿富汗东南方向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国土内，“混一图”得自穆斯林世界的地理知识，似乎基本上限于印度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图中的印度河似不难辨识，是即以“不鲁儿”为上源的那条水流（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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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混一图”之印度河附近




印度河的河源狮泉河在流出今中国边界后，向西北穿行克什米尔山地，也就是古代的大、小勃律（Balor）地域。所谓“不鲁儿”，即“勃律”异译
[20]

 ，此乃以该水所流经之地命名其水耳。但在“混一图”上，印度河主河道在标有“沃听恩”的地名记注处附近中断了。在它下方，则是以“哈都河”为上源的另一条河水的下游及其出海口。该上源水名在京都大学所藏“混一图”摹本里写作“哈别河”
[21]

 。此处的“哈别河”似可有两解。一是以“哈别”为Khambhat译音，则此河甚可以流注今Khambhat海湾的Mahi河当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以不鲁儿水作为上源的印度河在“沃听恩”附近断流，是“混一图”的一个错误。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图中的“哈别”或可以喀布尔当之，而喀布尔河恰是印度河上游的一条著名支流。然则图上分别以“不鲁儿”和“哈别河”为上源的两河，实际上是兼有这两支上源的同一条印度河。若是，则在“沃听恩”处中断的印度河主河道，实应继续南行，与被画作“哈别河”下游的河道相联接。这样印度河的下游及其出海口就找到了着落；而“哈别河”便成为流注印度河的支流之一，不过它也不该再被画在印度河主河道之东，而应位于其西侧。无论我们怎样勘定源出于不鲁儿的那条断流河及其以东的哈别河，二水所在总不出今巴基斯坦与印度交界线的两侧附近。也就是说，二者都位于印度半岛西北，大体是可以确定的。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标注在图上相当于印度次大陆范围内的那些地名，可以被识认出来的有：滴里（今德里）、麻的剌（今德里正南的Mathura）、马胡剌（今Jaipur正西的Makrana）、法剌乞（今ChambHat湾的Bharnch）、灭里乞（今Akola之西的Malkapur，-pur译言城）、得八移剌（今卡纳塔克邦的Davangere）、沃听恩（今Ujjain）、阿速木儿（今德里西南的Ajmer）、麻里滩（今拉合尔西南的Multan）等
[22]

 。另外，位于“哈别河”入海口之西的“达没那”，即唐代译为“提[image: ]
 国”的Dayul
[23]

 。故而该记注之西的“卖揭儿”，无疑就是法耳思之东的Makran地区。Makran临海沿岸今有称为Pasni的空港城市，也许可以“混一图”上“怕里那”岛当之；盖“怕里那”实为“怕思那”之讹也。或以为“怕里那”所指，即红海南端亚丁湾的Perim岛；以其地望及对音言之，似都有不合。灭里乞东北的“撒里海达”，或即今拉合尔西北之Sargodha。

将上述今天能够辨识的地名移绘到现代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恰恰都位于印度河流域东至Khambhat海湾一带（见图12）。从那里再往东，“混一图”的绘制者明显缺乏足够的知识。所以他被迫使用基本来源于此前一个“国际时代”、也就是唐代的资料，来填补图上的空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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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移入今图上的“混一图”有关印度河旁近地区可考见记注




用前代地名来填充的地域范围，其东端大致始于吐蕃之地和云南边外，西面则与印度河流域相连接，甚或还部分地互相叠压（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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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混一图”局部截取图




图中的大、小“羊同”，位于唐代吐蕃的西南部。大、小羊同的东南，分别有“后雪山”、“诸葛亮城”和“广荡城”（图误作“唐荡城”）。据《蛮书》，广荡城东南距离与怒江东岸相隔不远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六十日程，其西有“诸葛武侯城”。是知图上的“诸葛亮城”，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腾冲附近那座“诸葛亮城”，它应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源迈立开江的上游。“混一图”不过是将它与广荡城的东西方位搞颠倒了而已。《蛮书》说，广荡城“接吐蕃界，北对雪山”。同书另一处又说，该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此处所谓“候雪山”，或即与图上的“后雪山”相当，应指横断山脉中诸雪岭而言
[24]

 。如果以上几个地名的勘同不误，则图13右上角位于大、小羊同和后雪山之间那一块河道纵横的地方，就应当是面积被大大缩小了的雪域西藏！西藏高原两次出现在这幅地图的不同区段内。这是在对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接“复原”时出现偏差所致。

从诸葛亮城与广荡城西北行，“混一图”跳过了印度次大陆东部的整个恒河流域，径直指向大、小孛律所在的克什米尔之地。事实上，这与图中藏地的东西宽度太过不足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孛律（Balor）一名分别出现在“孛津六山”（“津”字应为“律”字之讹）、“孛津河”的记注里。孛律西南有“龙池”、“龙池水”。它并不是玄奘描写过的波谜罗川（即帕米尔山岭）里那个著名的“大龙池”。在向南折流的印度河最上段之西的乌丈那国，另有一个“龙池”；玄奘说它“绿波浩汗，清流皎镜”，即此
[25]

 。孛律之北的“社布罗城”，大概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述“商弥国”，其地在兴都库什山南的Mastuj和Chitral之间
[26]

 。它北面的“大雪山”，当然就是兴都库什山了。照这样看来，“混一图”所位置的“达里罗水”就太偏北了。它本该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南折的印度河上段之西，是由北面进入北印度诸国的著名的险峻孔道，玄奘写作“达丽罗川”
[27]

 。达里罗水之西标有“东安王国”，则已到达锡尔、阿姆两河间泽拉夫善流域的“喝桿国”了；据《新唐书》，汉语亦称此国为东安国
[28]

 。东安国南有“弱水”，似来源于《山海经》所谓“弱水出昆仑墟西南隅”之说。

从诸葛亮城循今伊洛瓦底江径直南行，即可到达距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的骠国。这段路程要远超出千里之遥。与“骠国”相邻接的记注还有：“罗揭国”，大概就是缅国三十二属部之一的“阿梨吉”；“朱波江”，这是用缅国古名“朱波”来命名其地之水，或即今伊洛瓦底江
[29]

 ；“打鸦川”，其地无考。

伊洛瓦底江上源迈立开江之西、今亲敦江（Chindwin River）以东的那片山地，按《蛮书》的说法，均为“裸形蛮”居地
[30]

 。制图者大概联想到永昌西南徼外多濮人的说法
[31]

 ，因此将这些“裸形蛮”标注为“濮夷诸部”。旁近的相关记注还有“濮”、“折腰濮”、“折濮水”、“木棉山”等。“折濮水”显然得名于“折腰濮”。“木棉山”则应源于“木棉濮”之名
[32]

 。

按地理形势度之，自“濮夷诸部”西北，就大体进入东天竺及中天竺诸国的范围了。“混一图”却将它们位置在“濮夷诸部”之南。其原因似仍与藏地的东西长度严重不足有关。由于藏地正南未留出可以位置恒河流域的空间，原本毗邻缅甸西界的大片地带，于是被移接到“骠国”和“濮夷诸部”之南（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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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混一图”的印缅藏部分在今地图上的位置




这块被拼接在南面的地域，始于“迦亼都河”。《新唐书》曰：“又自骠国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
[33]

 。引文内的“黑山”，即义净所云“大黑山”，“计当土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
[34]

 。这里的“迦摩波”颇不可考，或许是“迦摩缕波”漏字所致，与同书紧接着提到的“东天竺北界箇没路国”似即一地。若是，则从彼处取道奔那伐檀那国，就应当是西南渡迦罗都河才对。无论如何，图上所记迦亼都河定然是迦罗都河，或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它的两岸分别是“婆亼国”和“东火竺国”。前者所指不详，不知道是“婆罗门国”还是“迦摩缕［波］国”的夺字。后者肯定是“东天竺国”一名的误写。东天竺之西的“檀罗国”，纯属小说家言，可勿论。再往西就到了“天竺江”，也就是说，这里已是印度河流经的西北印度。其南有“竺国”记注，应是信度国或西天竺诸国的合称。河曲内的“孛康”，不知是否大夏故地的“缚喝国”。天竺江之北有另一“大雪山”。它的勘定问题，因为它旁近的“阿耆婆池”而变得比较容易。这是尼泊尔都城东南被玄奘称为“小水池”的一个水温很高的温泉，《释迦方志》和《续高僧传·玄奘传》都名之“阿耆波沴水”
[35]

 。大雪山在该池西北，无疑就是喜马拉雅山。它居然被位置到兴都库什山的南方，乍看甚不可思议，但若顺应作图者的思路，我们还是能从中读出若干所以然来的。

现在再来看东南亚的两个半岛。

从图上记录的元朝在云南边陲地带的路级政区建制可知，绘制者对云南边界地段的地理形势，可以说是惊人地清楚。但在这个方向上的界外地理状况，则与前者形成极鲜明的反差。这里的关键在于，关于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的陆岸轮廓线，绘图者没有获得任何比过去更新的信息。他所能作的，只是几乎全盘接受在他之前的《华夷图》提供的海岸线知识（见图15），再将有关南中国海直至马来海峡的一系列地名，稍带任意地附加在中国边界与海岸线之间的陆上空间以及沿海岛屿上。这幅图告诉我们，在元明之际，中国人对于东南亚海岸线的具体轮廓，还只有一种非常模糊而不准确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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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混一图”与“华夷图”关于东南亚海岸轮廓线的比较




不过，从这条海岸线自马六甲海峡北折开始，地图的信息又变得比较清晰起来
[36]

 。兹对该段海岸线上自“龙牙门”（今新加坡）以西的若干地名逐一考释如下（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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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移入今图上的“混一图”相关地名记注




“伊也加里”，即Johore，通译柔佛。在新加坡西北的Johor Baharu。

“哥旦”，或以为即马来半岛西侧海岸上的吉打（Kedah）
[37]

 。我以为它是缅甸南部沿海的Kadan Kyun。Kadan译言王，kyun译百岛。所以有的英文地图将它标注为King Island。汉文地图有转译为“金岛”的，殆将King作音译处理故尔。“混一图”把这个岛画得太靠南了。另外，南海地名对沿岸地名和海岛名的辨析，往往不很严格，此点前人已言之
[38]

 。

“乞渡”，是诚可以吉打当之。

“孙别里”，即Sembilan，又译尖笔阑、森美兰等。在马来西亚西岸霹雳河入海口。

“麻里答纳”，即Martaban，在缅甸同名海湾，《郑和航海图》写作“八都马”。-taban或可读作-tawan，这时该地名的读音尤与图上记注者相近。

“黑水南摘不立等地面”。黑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位于中国极西之地的一条南流之水。因此，随着地理知识的扩大，黑水的位置也被不断西移。从金沙江移到漾濞江，再西移到伊洛瓦底江。《蛮书》最早把黑水比定为“丽水”，即伊洛瓦底江，不过还带一点推测的口气
[39]

 。“混一图”里的黑水，当即由此而来。摘不立的“摘”，一音“滴”。在我们讨论的地区，似有两处可与之对应。一是明朝的“底兀剌土司”所在，即今缅甸锡唐河中游的东吁
[40]

 。另一处还在更西北。当日穆斯林地理学提到一条名叫“提佩腊”（Tipperah）的河流，说它“位于中国最远（按、此指最西）的地方。……这条河湖泊发源地一直到占婆海入海口”
[41]

 。提佩腊在恒河三角洲今孟加拉国西境，与印度特里普拉中央直辖区相邻接。在这两个地点里，前者是“混一图”所指“摘不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更符合地处“黑水南”这一方望条件。

制图者对曲折多变的南中国海沿岸轮廓线缺少具体的认识，因而无法把沿途地名的空间关系表达得比较接近实际情状。而从马来半岛南端循其西岸及缅甸西海岸向北航行，几乎像是直线行进。所以这一段水路上所经过的地方，在图上就显示得相当准确。可见制图者至少有一部分域外地理知识，曲折地来源于远洋航行者的实际经验。



［本文前半部分原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2010年；后半部分原载刘迎胜、杨晓春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南京，2010年。］



————————————————————


(1)
  高桥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龙谷史坛》第56、57合刊号（1966年）。


(2)
  宫纪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来龙去脉：14世纪四明地区“知识”的行踪》，载藤井让治等编：《由绘图、地图所见的世界景象》，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4年。


(3)
  见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中国学术》第4辑（2000年）。


(4)
  “用眼睛和手指……旅行”一语，见鲁道夫·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总第8辑（2001年）。


(5)
  见织田武雄：《地图的历史》，东京：讲谈社，1973年，页58-59。


(6)
  C．伊萨维（Charles Issawi）：《阿拉伯地理学与绕航非洲》，Osiris（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卷10（1952年），芝加哥。


(7)
  伊萨维上引文，页120。


(8)
  马赫布勒·艾哈迈德：“地图”，《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卷4，页1077—1082。


(9)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页552。


(10)
  高桥正：《中世伊斯兰世界地图的东渐：“混一图”考》，《龙谷大学论集》第374号（1962年）。


(11)
  “阿鲁尼那”一词，采取了日本学者对“混一图”地名记注的校释。见杉山正明：《东西方世界地图所记述的人类最初的大地幅员》。但这个地名记注，它本也有写作“阿鲁尼河”的；因此似乎也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它实际上是对莱茵河的阿拉伯语读法的音写。不过无论如何，这条地名记注都证明，“混一图”记录的西欧知识是来自伊斯兰地理学。


(12)
  上三图为中世纪欧洲世界图中的地中海与黑海轮廓。见G．R．Crone' 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31.4（Dec．1965）．p．449。


(13)
  高桥正：《“混一图”续考：其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地图的关系》，《龙谷大学论集》第400、401合并号（1973年）。


(14)
  迪勒克（O．Dilke）：《希腊和罗马的地图》，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86。


(15)
  高桥正：《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地图的东渐：“混一图”考》；同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


(16)
  陈得芝：《〈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部分西域地名释读》，“中古东亚的世界舆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8年7月，南京）。


(17)
  L．斯特莱恩奇：《东方哈里发的土地》，剑桥大学出版社，1930年，页457。


(18)
  B．艾哈迈多夫：《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陈远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59。


(19)
  斯普勒：“阿姆河”，《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卷1，页454-456。


(20)
  杉山正明：《东西方世界地图讲述的人类最初了解的大地面貌》，载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大地的肖像：绘图及地图所讲述的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


(21)
  见宫纪子：《出自蒙古帝国的世界地图》，东京都：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年，页12，“京大写本别失八里周边”图。


(22)
  见杉山正明前引文。


(23)
  见何启龙：《“疆理图”错乱了的东南亚、印度及阿拉伯地理》，“中古东亚的世界舆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8年7月，南京大学）。


(24)
  《蛮书》卷6。大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语见《通典》卷196，“边防”六。


(25)
  《大唐西域记》卷3，季羡林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页289—290。


(26)
  《大唐西域记》卷12，页980。


(27)
  《大唐西域记》卷3，页295—297。


(28)
  《大唐西域记》卷1，页93—94。


(29)
  《新唐书》卷220下，“骠传”。传文开头曰：“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阇婆国”。


(30)
  据《蛮书》卷6，镇西城（在大盈江流出今中国边境不远处）“南至苍望城（今缅甸八莫），临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西北至丽水渡。丽水渡西南至祈鲜山（在今缅甸孟拱［Mogoung］西南），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以西，即裸形蛮也。……祁鲜以往，悉有瘴毒”。


(31)
  《通典》卷187，“边防”三：“黑[image: ]
 濮在永昌西南山”。同卷又有“折腰濮”，谓“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32)
  “木棉濮：土有木棉树，多叶，又生房甚繁。房中棉如蚕所作，其大如捲（按“捲”同“拳”）”。


(33)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34)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


(35)
  《大唐西域记》卷7，页615-618。


(36)
  在该海岸线之外，与“乌答蛮”（即安德曼群岛）近距离隔海相望的，还有一个孤岛。半岛形的印度次大陆上若干最重要的地名，如马八儿、马拉巴儿、俱南等，部分地被标注在那里。“混一图”的原始图样中是否存在一个如同洪武舆图所绘那样的树干状印度次大陆半岛？关于这个问题，拟另外著文讨论。


(37)
  见何启龙上引文。


(38)
  见苏继[image: ]
 ：《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页100。


(39)
  《蛮书》卷2谓，丽水（今伊洛瓦底江）“西与弥诺江（今亲敦江）合，流过骠国，南入于海水中”；“《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盖此是也”。


(40)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1987年，页149—151。


(41)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汉译本，中华书局，1998年，下册，页406—407。

OEBPS/Image00083.jpg
7%





OEBPS/Image00082.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084.jpg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086.jpg
CHINA © .53

D
~
MYAN a2
~ Philippin
Bay of 5 “ THAILAND ) Ses
Bengal South Y
$ CAMBODIAjf hl China N, \‘: PHILIPPINES
¥ N
B
@fo :

; ! Sea /
LN e





OEBPS/Image00088.jpg





OEBPS/Image00003.jpg
T AR 8 TR -
2L 1
H/RZ#) 1
HA 1
BEFY 1
25 HE ) Ls 1
WIRETE 1
£ 5 1| XAERRALRIRILEA
LR A 1
HAFTR 1
(SR R DU AR B 4 © B IR
M MEA 1| A7 . ElREARTE, HRE
A dupsiqa, N2,
(HEVBHA—-THE. FHH
LR #ILA 30|, HPELHERLEN=ZAT
F'O
N 1
(CREYVRH PRI L AT P
i, ZWAHE), DOFASE—
B — o0, T 268, (TLH )%
LA 1 [109CHEA FR) “HELA TN
JaZ 00 FEA”, M B HAL
T,k EIE (S R s H 3
PRIE) S 4%, T 388,
(RE) (FXREMR) FHL
L AEARZILEF 2, 5215 muqur
VEE B BB, 4 2% (qauran <
AL 1 |qa’uran) , EHTCERHAE qiran, 2
A qa’urai > qorai {725, WA
FIEZ EB145, 7T 384 7 fn 4
(ERFEMERIFE) , T 57,






OEBPS/Image00004.jpg
FRH FrH &
BOAEIR st 55 ) i
aE% U [B. R T2 A, %
HEL
HR N 1
WA |, | RRERAETA (R EN
i - B Fr.
HEERE | 1 BRI FASE— TR
AR 3SR R
- L[ EH T R R T
5.
GBI~ A T A T
Ao SR JLE AT P
oAl | 4 |REEEEEE LY
HFRT . RIUL, (25D
TR A B AR A
B3 5, RN HUL.
GRSV R SA SRR T
o ) |ZFEARBEATA AT
1R SZR BT BENWIA
BT A
RAND, | 3 [(g) M. A5 AR T
BTHD USROS T A, M.
‘ (LAY WIS BT = T BT
TR IR |3 |SSEA. s, T RT S
AR, 5 — AR,
L 1
HAE !
R | [BC femA T i






OEBPS/Image00001.jpg
% L 5 G SC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in Yuan China

LV NUANE S

Gy dei ) S wpmat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79.jpg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81.jpg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007.jpg
Al 'TIS IK¥) 5L

i o o ERATE
[

pduts’) rRu Aty
BARUR
FATUN

BUERGLAE FEE R BISERERE) o





OEBPS/Image00008.jpg
FEEMAILT FJLZE

FFICIL

b2

e (|
15§ ) 1
,{____

LD

LS

#IEF T O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O

(ONONONG)

—OT1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1 ©O

— O
— O
— O

— O
— O
— O
— O
— O

1800
200
700
300
400
200
400
300
g8

400
500
500
g 813

300
280
400
100
50
50

200
100

60

900
800
300
800

300
300
100
200





OEBPS/Image00005.jpg
g %

B Ey— &
R, A BB A, B
. || go B AR, EE
- bR &, HH BT, BAR. I
HEIE— 814, 7 374,
bIT :
ARFETF FiJtIL 1
BABRT | AfEL .
TRE% 1
RHART i) !
EWEZ . (ERFER)
ARERT | BB 2 Il () A KRR F
2T R S IR
SRS S 119 4, I T 51
SRR e |4, () ek E T
TRl A B LI S,
| k. e Imr
FARRT | g neanm 1| s,
/N 41 54






OEBPS/Image00006.jpg
b =T (RS
P
By —T (R

%ﬁ&{ LG T P (4R)

BEE

—Tr(BH)

FIRNAZFRE g (g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093.jpg





OEBPS/Image00096.jpg
g

, rosrngy oy
0 a%
Vol N






OEBPS/Image00095.jpg





OEBPS/Image00098.jpg
% (Delhy)
i3] @J(Mmhur'a)

.
: ¥ Malka-pur

N #i(Devagiri)

\





OEBPS/Image00097.jpg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105.jpg
WA

RhIES
B AL

Dolitical Inotitwutions and Cultire
ir yn @z (%/l'u @
‘

@ Qe d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089.jpg
“Anglo-Saxon World Map* (11 ti:47) Henry of Mainz Map (12 i41)  Hereford Map (1300)

O R A





OEBPS/Image00074.jpg





OEBPS/Image00092.jpg





OEBPS/Image00075.jpg





OEBPS/Image00091.jpg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070.jpg
VI BHRRARGA®

AR AR T

HA ]

JIARER






OEBPS/Image00071.jpg
VI e - CREHRE
SES PN

AR
%t)fs%ﬁﬁﬁ)’r"—[ RFENRE
RF?XI—[

HELET






OEBPS/Image00069.jpg
VR TIAR

AR E AT

JhgusE

m—






OEBPS/Image00067.jpg
I v Pt
W ——HAR T —— 8% )L —— PR & — )45





OEBPS/Image00068.jpg
IV FriieA Pttt
AT —— RAR[T]—— 8%l —— K IURHE (shirbukai)
—— PR —— 55 RS —— B R SR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066.jpg
I fritads ] 45

d’x’.A‘lﬁééﬁrﬁﬂ

1%L, (Tughajar)
|

AR [F] Uiba)
I

15421, (Taghajar)

FIAR®E (Ajal)

Shirbekt Toqta-noyan

1 SRR

ERITH AR

P\ﬁ [F] b

154 )1 (Toghajar)
|

HA [F] dbo)

B A (Ajal ;@@.I(Baiqu?)
|
Shirbekt JEE

|

Toghtai-nGyan
|
Obtiq ()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061.jpg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052.jpg
35





OEBPS/Image00053.jpg
35





OEBPS/Image00050.jpg
35





OEBPS/Image00051.jpg
35





OEBPS/Image00049.jpg
35





OEBPS/Image00047.jpg
35





OEBPS/Image00048.jpg
35





OEBPS/Image00045.jpg
v inchit CREKE) : mji (BIE)

g (ﬂi{?)‘::\ enchii (FHiE)
A inje ()





OEBPS/Image00046.jpg
35





OEBPS/Image00043.jpg
W it

4MIT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15 2 25
il AR
P 7 17 27 37 47 57 67 77
J& ] e

) i i 4
ff;‘" M 4 SE 2FH 2578 370 %

WiE 4 45T ST

e 87 97 107 97 97 107 5t
J&

LS LS 5t






OEBPS/Image00044.jpg
wkE B 10 20 30 40 50

FEME % 10 20 30 40 S0 £ 70 80 90 100
60

PHME B T 17 27 37 47 57

%3

Wk A 60 70 80 90 100 3

FRE B UE LS 2F 250 3 M SR JlLRE 3E

PEEAE AL 67 77 87 97 107 3
ES:






OEBPS/Image00041.jpg
et
g (1) 2400





OEBPS/Image00042.jpg
e ifi 3
S 3FE 25FE 2FE OME 25T 2F LSE IE
Lot 5 @5
BEL 200 200 200 200 180 160 140 120
Wik St 100 90 90 80 70 70 60 60
5t e
8 &
E 1S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eSS 50 S0 40 40 30 30 20 20 10 10

¥






OEBPS/Image00039.jpg
AP 1 15 2 25 3 4 5

EEHIOT)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Pkl 60 60 70 70 80 90 100
JLIL 120 140 160° 180 200 200 200






OEBPS/Image00040.jpg
WE) 2000 2500 3000
WA () 160 180 200
R (AF) 1 1 1






OEBPS/Image00036.jpg
R

£

rikE

X

(1541)

PrkfE

BE3 4

L 87

#L 60

60

70

4 4

97

it 80

70

Bt 90

#t 100

£

BE1 4

A 80

A 90

At 107

BELS5 4

it 100

it 57

B2 4

A 67

2.5 4F

24

w77

3 4

& 3 4F

Bt 87

ot 4 4

&4 4

it 97

&

(rlgEmsR) T3l
(o WA 08
B =,
TR EGAH
a7 (k)
“HEBEE RS
FAR B3 2 (—1F
&) RREZY
#, Rk, =
FLA Lk 9 4,
THUEEBA
F#L". AHX
EIRG 3 % DF
3RS LA B B
IO, — BB
ZAE, R R
NEL” . Hit
AR AR
ZiRo

(e )
%50,
EER PN
BE”

“IH B, 58
woAB
THEEE
W7 58 35
®O®Y
fERE) A
ERUPNES
B, Eh—
HET"
prsliasl,
AN 0
B"XE
ST o

OrgeitE) T
5l )
“g7 ¥ — B AL
Nt =
—%, TR
— 4, 45
m—%,—"
Bk AT,
R,
—H B R
M4, 5F 5
“ 4R HpEmAE”
R & S
KTOHAT
B, E R
TR A IR =
CHOHET
BESR, SR Y IR
F & 98, S E
AL

(O 4t ek
f#) T:
“Hox E
HW(—1F
) gk
BEZY
#, 1
B ZUN
v, B
R —
i3 G
+, HB
n— %,
TR IEREDY
£, T
[URSEIEE
B AR
HEHTHCE
Flo

Z0 L
%, &
(ot Ht
") B
49, “fiy
RS S
HRl”






OEBPS/Image00037.jpg
& 10 20 30 40 50
R 2 4 6 8 10






OEBPS/Image00034.jpg
% M P
- 1 1.5 2.5 3 4 5
L I P R I I e
Wt
41l i it 60 #t 70 it 80 | At 90 [ 100
10 |20 |30 |40 |50 |60 | 70 | 80 | 90 [100 il z
wo|
Wik 2000 35%_0
Ak 2500 E
0
7 57
(10 17 27 37 47 (60
el | |20 33)|(30 5 3)| (40 3 3) | (50 3 3) | Bk o7 7 LR L
3) 3)
& At






OEBPS/Image00035.jpg
£ L i b/
1.s| 2 |2.5] 3
. 10|20 30|40 |50 |60 |70 |80 |90 [100] 14 o | o e | & 2000 52500 F 3000 H|
zgg 4 |45 S
% A A 2
il 34
O S 'S
120 | 140 | 160 | 180 b 200
5,
; 210 20 30 40 50 60 70 | #:80| #t90 ¢ 100
T 7 17 27 97 47 |57 ¥t 67 K77 | #87| #L97 ¢ 107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038.jpg
38 60 70 80 90 100
B OT) 12 14 16 18 20






OEBPS/Image00029.jpg
23R AR 1 B — A Bt A% &%
9 FIETLAE(1345) EEAL kLR 78 +18 =96
i o s A T _ Fr¥ s & B — K=", WA TR
0] BEAFEOS | g IS0 e A RGECLEHE
“REitE E R OB, B XUBE B, A = R LR Bk
o SRR, W RTAT R W . AR (L=
- L -
1| FEF—FA3S) ) RAE XA \B18e0 =10y a3, BEEANT BT HRAS
i AR AE20 AL BIiFA, FE
e A A 2 e LS AT R
12] REFIRIS4) | FROIRE UG (62 418+20=100) o e bk GEBIERF) R SRR 11,
13| FE+H-E4(1357) [ E EoE 51 +18 +20 =89 | JCAFLLLH X 5 5l AR, £ 5T b IR KA
HEW, EHEZHATE. REE:(EZHE
14 | ZEIE_+4(1360) £ fE #ooil 35+18+20=73 |JF), (oK S RWAE) H 2; Kl (HNEE
- ) (T 5 2, B (A3 ) (LR
15 | BEZH=4E(1363) | % B B [62+18+20=100| 4k ) 35 13 %,
o 72+20=927 |ARL(72) HEEMFR(T3)FERABESR, L,
16 | BIEZF/R(1366) | MEEMME 3K H | 0 o0 030 | RRIRETEA AL EIFAL
RAY:E 378 14007 14017






OEBPS/Image00104.jpg





OEBPS/Image00107.jpg
St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023.jpg
o4k

O ] : (S Al ), (ot L
£)&23

SR B (TR AR , CREERSC
W) &7

PR (L TEATRD , (L BRAEHE)
%5

B (B A SR, (FEE)
%5

B3

(HHAEHEB)E 11 2=,
WRCEA" Fe 5| (EL )

[ 3673

(HHZEER)ET 2, %
G SN LTI C e 2L )

wZH

B (R R ER) , (WA E
5% 29

XUEIH

EE (W R ), (B4
% 61

B

EE R e B 1A I
), CRKi4E) 4 43

10

Vi

es) & 191, (4D

JESCAS 5 b A 3, 2 4
IR 3% o

Vi

BRFHZ - CiF i pp ), (7%
#)E9

fiil L

(T ) 170, (HEEE)

W Ee BLE+ZA B0
T ARRE P ER D

FRFEEC

Wk - (7 F BUB D , (RO
#)%25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024.jpg
" %

oAb

14

R e

k% - GBS M e 28 540D, (U
%) & 28

15

XA GEAER) , (BB &) &
6

16

PUEY

FEA (PR A, (KA
%)% 58

17

FE %%

EE -G EBER) , (B )
£ 60

18

EHE:GREEBE) , (RME)
% 60

19

HREf

ZFRE: (HRm P B H) , (i
%)% 60

20

KT

Rz (CERF AT, (P E
)& 14

21

[|ST5

HRE: (FRIEEZL ) QB
i) % 14

JESCAL =k 1 2, 17 4

22

Fa

HE AT LB R) CHE%
#) %23

NS

23

X

FRE(EAWRE), (HEE) &
8

GRS

24

HCH

(TLse) 4 148, (H#HSCUHAL%)

G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101.jpg
i
Saaaen
) Lo}

» MmBmETRCL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100.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103.jpg





OEBPS/Image00020.jpg
HERUHTEEE (EBAEAR)

K ARR(1234—1241)
H LI (1237)

i (1234—7)
R

R

ER R

TR A (1241)

X (1241)

S

R ]

HERRLA A (1242—1245)
XU (1242—1245)
LA (1244—1245)

Beehntiy

BB A (1246)
ZFHIEC A (1247—1248)
T (1247—1248)
X (1246—1248)

SRS

AHIFLAH (1251)
ARJL(1251—1259)
W (1251—7)
WA (1251—7)
BEIL(1251—7)
LRA(7 —1259)
X (1251—1254)
FHHE






OEBPS/Image00102.jpg
MYANMAR g

Bay of
Bengal

s

Z.%(Kedah, #H3T \ 3
RIS E Y prne

MAI AYSIN. 2
RE(Sembin, 23EW)

° 9’1EHD 12 (Johor, Fk)
/

\G-I:IVONG KONG g

/






OEBPS/Image00027.jpg
Elo|g|o|rle|g|a|g]a|n|=|2|e|a|z|a|e|8
g || slalg )] r]ne
Rlala|w|al=[1]1]I|w]|a|~|[~]|~|e]<]z]|a|e
ﬁ25322m6732|45w454n
%5553353311154.“6553
ElE|gle|gee|es|e| & |58 glEE
RlE| % =& 5| H| 8|2 ke B3| R F|E =

4o

||
| E g| =senz






OEBPS/Image00028.jpg
2 B B EBEE A B A8 %/
1 WA AE(1315) [ PEEFIL RES 56 #oad JoEk, TR,
2| EMTAE(I318) | AEKIL EREE 50
3 ERoUAE(1321) | FEHE O R A 64
4 FTEITUF(1324) |0 H 5K £ 84 B+ ANk A4 ,©
5| FEMEGT) |PIKA ZFE M 86 B Ak Tk, ST,
6 | FIBTAE(1330) | HEIE E30H 97
7| SIEE(333) (W OR % 100 “HMABUREAZI . RITK,
| FIEAR(1336)
B sse(1339)
8 | FBIET4E(1342) | FE £ ML 78 + 18 =96 EALKRGTEYE 92, (HEN - BEMR) . B

TN T2 RE R 18 AL CEAL TR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15.jpg
If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3.jpg
dakard





OEBPS/Image00010.jpg
& KK
A 4
A 4
W TEP
B
4 4 r W TrE Rk
| E BEECEINE
: A 4 i A

FEAN

PN NN






OEBPS/Image00011.jpg





OEBPS/Image00009.jpg
1€ (B
i) 1
‘ i

HEILE

1]

TS AR

[ TTT]

AL —]

B
Bl

B
<t
*

Sk
E
i

0000

[oNoNcNoNONCNONONONONE,

o O

500

400

300
200
500
100
80
50
50
50

50
50

20

100
100
100
150
50

300
400

200





OEBPS/Image00018.jpg
KIS

TPHER WA E (ZEBUERR)

R I

K BFRR(1206—1227)
HEAH

o]

H BT (1229—1234)
B R G (1229—1241)
i (1234 7] —1241)

B EET(1241)
T IL(1241)

T35 S

High 3 G (1242—1245)

Sy

High 2 G (1246—1247)
B (1246—1248)
H AT (1246—1247) D
A% (1246—1248)

SERFATY

O EFOUL(1250—1253 5§ 1254)

“Ff4 (1253 8 1254—1259)
WFF(1253—7) @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17.jpg





